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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世纪初的俄国有一场关于新旧语体的论争，非常类似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白
之争。论争一方以希什科夫为代表，坚持俄语的旧斯拉夫语体系，反对引入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新语

言新词汇新概念，且认为这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保存民族性问题；另一方以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

为代表，倡导并在创作中实践语言革新，减少旧斯拉夫语的使用，简化语法，引入外来语等。前者支

持者集中于“俄语爱好者对话”社，后者形成“阿尔扎马斯”文学社。两派均希望以自己的主张为原

则，实现统一的俄语文学语言；而普希金融合了“高级语体”与“低级语体”，“古典”与“现代”风格，

逐步实现了现代俄语语言的统一，因而被冠以“现代俄语语言之父”，从而使其后世作家将俄国文学

带向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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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生活的特点是古典主义
的瓦解不断加深，以及对其艺术遗产的激烈争论。

有研究者喜欢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于１８世纪末
的种种事件———在资本因素影响下开始的贵族地主

与农奴关系的瓦解；贵族地主阶层和“第三阶层”对

这种社会关系变化广泛的参与；农民阶层骚动与不

满的威胁，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人们再真实不过的感

觉———认为所有这些“异质”现象导致了前一个时

代文学主导风格的衰落和瓦解。这种社会、政治层

面的变动是否可以直接导致文学思潮的更替，其中

可能需要更多环节的细致论证，才可以下结论。不

过，社会的重大变革，总会带来对文化观念的冲击，

带来大众对文化需求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作家是

最敏感的人群。从现象上来说，这一时期俄国的绝

大多数作家确实是拒绝了古典主义精心培育的东

西———庄严而冷酷的规范，它小心翼翼地将“高级

艺术”与服务于“可鄙的乌合之众”利益的“可鄙艺

术”区分开来；文学逐渐走向大众化、平民化，或曰

民主化，文学的民主化伴随着语言的民主化。在这

一过程中，不以身份而论的各界人士参与到一场关

于新旧语体的论争中———非常类似于中国新文学运

动的文白之争。这场争论主要在两个社团之间展

开，即“俄语爱好者对话”社（以下简称“对话”社）

和“阿尔扎马斯”文学社。

一 、两种语体主张

不过，最初这场关于语体的争论始于 １８０２—
１８０３年，当时既没有“对话”社，也没有“阿尔扎马
斯”社。

在１８００年代初期，卡拉姆辛写了《为什么在俄
罗斯天才作家如此少》（１８０２）等几篇文章，他认为
俄罗斯人无法在口语中表达某些心理和哲学上的微

妙之处，也无法准确清晰地表达他们的经验；而在法

语中，他们很容易传达类似的感受。因此，卡拉姆辛

记述了当时贵族语言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双

语现象。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说和写法语比俄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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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许多作家也承认这一点。

一些诗人（如维亚泽姆斯基）首先用法语写诗，然后

将它们翻译成俄语。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民族的

文化发展史上，正是作家（作者）帮助同胞思考和说

话。俄罗斯文学语言的不发达伤害了爱国者卡拉姆

辛的民族自豪感。他梦想俄语能像法语一样丰富。

因此，卡拉姆辛对法国文化的关注与高卢主义（即

极度追捧法国）狂热毫无关系。那么，必须做些什

么才能使俄语与世界上伟大的语言相提并论？卡拉

姆辛认为，文学语言必须成为口语语言，即开明的、

受过教育的阶层的语言；需要在说的时候就像在写，

在写的时候就像在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法语以其

精确的词语使用和清晰的语法规则，应该被作为典

范。卡拉姆辛讲道：“法语语言全在书本中（其中有

所有的颜色和阴影，就像在绘画中一样），而俄语只

是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法国人写作已经像说话一

样了，而俄罗斯人言说许多事物还需要努力做到像

有才能的人写作那样。”［１］２１７－２１９只有这样，当以说话

的方式写作时，就会有更好的语言。卡拉姆辛及卡

拉姆辛派认为，为了消除文学语言（亦即书面语）和

口语的区别，有必要使书面语和口语更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以便在文学语言的“中间”风格的基础上

“消除书面语”并形成“中间语言”。

卡拉姆辛不仅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这种语言

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在创作中加以实践，他引入了许

多以西欧语言（尤其是法语）为词源形成的外来词

和新词，简化了俄语语法（即本文称为的“新语言”

或“新语体”），果断地减少了教会斯拉夫语的使用

（即本文称为的“旧语言”或“旧语体”）。后者尤其

激怒了卡拉姆辛的反对者，即遭到海军上将希什科

夫（А．С．Шишков）①的强烈反对，他撰写长篇论文
《论俄语的新旧语体》（１８０３年。现所见的是１８１３
年的版本，正文４３６页，加上补充内容，共６２８页）回
应了卡拉姆辛的这些文章。

就卡拉姆辛文章的所有主要论点，希什科夫都

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如果说卡拉姆辛认为吸收

西方的新词汇、新概念对俄罗斯是必要的，那么希什

科夫则捍卫俄罗斯文化免受外国影响，并宣称俄罗

斯必须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不受法国和西方意识形

态和文化的侵蚀。在希什科夫看来，这项任务旨在

保护民族的价值观和神圣性免受西方“异己的”的

腐败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一个发动雅各宾派恐怖、

摧毁君主制、拒绝宗教的国家，是一个破坏者的国

家；它没有任何积极的、创造性的原则，因此，它的哲

学、文学和整个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只有负面的意义，

只能播下暴力、抢劫和无信仰的种子。在他看来，法

国哲学只不过是“狄德罗派、让 －雅克派、伏尔泰派
和其他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的疯狂思辨”［２］１４６；世上有

多么“愚蠢的无知”，他们就有多么盲目和错误；那

些“最新出现的哲学家们向人民传授那些堕落的道

德，其恶果在流血之后至今依然在法国筑巢”［３］４２３。

因此，“有必要非常谨慎地阅读法语书籍，以免道德

的纯洁性在这片极其危险的大海中被石头绊

倒……”［３］３６９而法国文学，在他看来是“费解的闲

话”［４］９３，法语“又贫乏，又枯燥”［４］１１，它包含许多由

无序和血腥革命创造的词———诸如“断头台”之类，

我们俄罗斯人能想出这些词吗？［４］２０３这是一片贫瘠

的土地，无法孕育出任何伟大的东西。这种外来文

化正在强行闯入俄罗斯文化，歪曲和破坏纯洁而原

始的民族基础。由此他得出结论，俄罗斯不应该吸

收错误的欧洲启蒙文化，而应该保存和保护自己的

过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摆脱法国的有害影响。

如果说卡拉姆辛渴望向前，那么希什科夫是向

后回望，梦想着回到过去，复活宗法道德、习俗和古

代语言，他对未来或现在都不满意，这是对“发展”

的乌托邦式希望。为了使俄罗斯文化运动向后扭

转，希什科夫转向了当时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的教

会斯拉夫语，他提倡这一书面语，并抗议它与口语的

融合，最重要的是，反对书面语消解在口语中。希什

科夫反驳卡拉姆辛说，拉辛的语言“不是每个人都

会说的语言，否则每个人都是拉辛”［４］１５９。也就是

说，书面语就是书面语，不可能变成每个人都使用的

口语。他又说，用罗蒙诺索夫的语言说话“并不羞

愧”［４］１５９。也就是说，现今依然像罗蒙诺索夫那样使

用崇高语体，并没有什么害臊的，而非必须使用新语

言、新语体。

希什科夫认为，统一的文学语言的基础不应该

是口语，不应该是“中间”风格，而首先是教会书籍

的语言，即书写这些书的斯拉夫语。他写道：“（教

会）斯拉夫语，是俄语的根源和基础；它赋予俄语财

富、智慧、力量、美。”［４］９０在他看来，与法语的土壤不

同，斯拉夫语的土壤是肥沃的，富有生命的，它渊博，

丰富，有力；斯拉夫语中没有世俗文学，这是教会文

化的语言；如果说法国世俗作家的作品已经败坏了

道德，那么“我们依然坚守在罗蒙诺索夫及其同时

代人之前，坚守着我们以前的神曲、圣书，对上帝威

严的沉思，对基督徒职责和信仰的思考，这信仰教导

人类温顺和平地生活”［４］１０２－１０３。法国精神生活的书

籍无法与俄罗斯的书籍相提并论：“法国人无法像

我们那样从自己的书籍中汲取如此多的营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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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雄伟简洁、有力、丰富；把它们与法国书进行比

较，你立刻就会发现这一点。”［４］１４０

希什科夫认为，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之后，欧洲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流进俄罗斯，出现了

新的习俗（“我们学会了跳米诺维茨舞”［４］１６０），出现

了自己的世俗作家；正是从那时起，道德开始恶化；

贵族应该为和谐遭到破坏负责；而人民（整个民族

的非贵族部分———平民、农民、商人）保留了民族的

习俗和道德，因为他们是在纯粹的俄语识字、俄语书

籍和自己的习俗中长大。由此，希什科夫得出结论，

除了书面语之外，统一的文学语言基础如果说有口

语成分，那也应该是民间口语，即在民间传说中，在

平民、农民和商人的语言中（俗语和按俄语特点创

造的词语）常见的那些单词、表达方式和短语，而非

来自西欧的新词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什科夫

一方面主张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作为书面语，另一方

面主张口语中应当使用真正俄罗斯民族的原始语

言———“亲娘语言”，这是他对抗卡拉姆辛将教会斯

拉夫语简化，并接受外来语等新概念、新词语，进而

形成书面语与现代口语（我们这里用“新口语”命

名）融合的统一的文学语言的主张。

这样，卡拉姆辛和希什科夫虽然都认为有必要

形成统一的文学语言，并将这一语言的创造理解为

具有全民族和国家意义的问题。但是，卡拉姆辛坚

持将书面语与“新口语”接近起来，提议将文学语言

建立在“中间”风格的基础上；希什科夫则提倡一种

崇高风格和俄语口语即“亲娘语言”风格。他们都

深信，基于各自提出的语言原则的文学将有助于所

有阶层人民在共同的民族土壤上团结起来。另一方

面，希什科夫在《论俄语的新旧语体》（１８０３年）中
为了捍卫教会斯拉夫语元素对俄语的合法性，直接

将这一元素与俄语画上等号。后来阿·赫·瓦斯多

科夫②在自己的论著《斯拉夫语言论》（１８２０）中从纯
粹语言学角度证明了这种断言的荒谬性。但希什科

夫并没有将与卡拉姆辛的争论限制在语言学框架

内：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证明，卡拉姆辛以及与之相

关的“某个反对斯拉夫语言的特殊作家团伙”［５］８２，

是反民族的，任何缩小教会斯拉夫语在文学语言

中的应用范围的企图都是对俄罗斯“民族”原则的

背叛，并将直接导致“雅各宾主义”和“丢失信

仰”。希什科夫在一般文学问题上的立场补充了

其关于俄语性质的陈述：他与后来成立的“对话”

社的其他成员一起，主张古典主义文学是未来俄

罗斯文学潮流唯一的走向。这些论点不仅有文学

性质，同样有政治性质。这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

的两种主张。

二、“俄语爱好者对话”社

为了以自己的理念教育未来的年轻作家，希什

科夫决定创建一个社团。在正式社团创建之前，活

动的方式是举行一些对话性的会议。在会议上，由

那些在生活和文学经验方面睿智而可敬的长者为有

前途的新手作家提供建议。会议的核心参与者有

Г．Р．杰尔查文（会议的庄严性和重要性因在他的家
中举行而得到强调），希什科夫，穆拉维耶夫（М．Н．
Муравьев），克雷洛夫，高列尼雪夫 －库图佐夫（П．
И．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
公爵（С．А．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沙霍夫斯科
伊（А．А．Шаховской）公爵③等。

正式的文学社团“俄语爱好者对话”成立于

１８１１年２月１１日，其执行理事按照职责分工由四
人担任：希什科夫、杰尔查文、赫沃斯托夫（А．С．
Хвостов）④、扎哈罗夫（И．С．Захаров）；成员包括希
赫马托夫公爵，沙霍夫斯科伊公爵，斯图尔扎（А．
С．Стурдза），戈尔恰科夫（Д．П．Горчаков）公爵，
利沃 夫 （П．Ю．Львов），格 拉 科 夫 （Г．В．
Гераков），马林（С．Н．Марин）等。“对话”社中这
些最活跃的参与者清单表明，古典主义最热烈的拥

护者正是这些身居高位的宫廷 －贵族艺术的庇护
者。除他们之外，还有格涅季奇（Н．И．Гнедич），
卡捷宁（П．А．Катенин）、格里鲍耶多夫（А．С．
Грибоедов），曲谢尔贝克尔（В．К．Кюхельбекер）及
其他著名作家。“对话”社出版有自己的杂志《俄语

爱好者对话读物》（１８１１—１８１６）。不过，按照Г．А．
古柯夫斯基的看法，“对话”社是“一个努力的，但却

是笨拙的，实质上也是浪漫主义的学生”［６］１０。希什

科夫所宣扬的民族浪漫主义思想，对１８世纪的哲学
怀有敌意，并希望在教会的基础上恢复民族特征，这

都在卡捷宁、格里鲍耶多夫，甚至十二月党诗人的作

品中得到回应。甚至在“对话”社成立之前，不认同

卡拉姆辛的感伤主义（其中有对西欧文学的模仿）

和新浪漫主义原则（即后来普希金式的浪漫主义，

这些原则是在从欧洲语言翻译和改写的基础上形成

的）的一些作家就加入了希什科夫的行列，与卡拉

姆辛的主张展开论争。其中最一贯和最有才华的是

诗人、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伊公爵。１８０５年，针对卡
拉姆辛派，他创作了戏剧《收割不久的田地》；后来，

１８０８年，他在自己的刊物《戏剧导报》上发表了几篇
讽刺文章，其中指责现代抒情诗人的主题肤浅、眼泪

太多、人为地夸张情感。他坚决反对充斥着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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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的“科策布们的”⑤感伤情节剧。不久，希什科

夫又出版了一部新著作《拉哈普的两篇文章翻译与

译者注释》（１８０９年），其中他发展了自己１８０３年那
篇著名论文的思想。

就这样海军上将希什科夫领导起了“旧文学”

或曰“高级艺术”信徒的阵营———他的《论俄语的新

旧语体》迅速成为所有古典主义艺术追随者的信仰

告白。后来在希什科夫思想引领下成立的社团“俄

语爱好者对话”，一直存续到１８１６年。
这个“旧文学”信徒的中心遭到两个社团的反

对，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古典主义。其中最早的同时

也是政治倾向最显著的社团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

民间协会”（以下简称“民间协会”），它是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６年间（中间有间断）圣彼得堡的一个文学团体。
其第一阶段是由И．П．普尼⑥领导着。其成员包括

波布加耶夫（В．В．Попугаев）、勃伦（И．М．Борн）
等诗人。“民间协会”的文学作品继承的是拉季舍

夫的思想传统。它的左翼———最先进的一翼，积极

争取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消灭“不公正”。

普尼的以保尔·昂立·霍尔巴赫的名言“正义是所

有社会美德的基础”为题词的诗歌《正义颂》，在当

时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倡导。

在国内政治领域，“民间协会”的诗人积极争取

废除审查制度，如普尼的政论文《俄罗斯启蒙运动

的试验》（１８０４）和戏剧《作家与审查员之间的谈话》
（１８０５），还有，唯物主义主题，对神秘世界观的抗
议，以及为恢复人类个性而进行的斗争，在普尼的诗

歌《人》中也得到表达。他在这首诗里是在与杰尔

查文著名的宗教颂歌《上帝》争论。在所有对现存

秩序的抨击中，“民间协会”的诗人遵循了此前拉季

舍夫的道路。尽管这些诗人中没有谁能与拉季舍夫

反抗社会的尖锐程度、对专制严厉抨击的力度相比，

但不应低估他们活动的重要性，他们是拉季舍夫事

业的继承人，架起了从拉季舍夫通往十二月党人政

治诗歌的桥梁，我们知道，雷列耶夫就是“民间协

会”的积极成员，普尼和他的小组十五年前就在该

协会活动了。不过，尽管这些诗歌具有公民主题，写

作风格却也还没有摆脱古典方式，诗歌的古风阻碍

了他们诗歌的文学效果；另一方面，拉季舍夫诗人群

的思想倾向，在自己的贵族圈大多数读者看来似乎

过于极端。由于他们的激进主义和其诗歌独特的文

学风格，“民间协会”的诗人们在与“对话”派的文学

论争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居首要地位的是卡拉姆辛

的追随者。

卡拉姆辛不仅在文学领域有许多追随者，甚至

在杂志和批评界也有一批追随者，出现了一批卡拉

姆辛式杂志。卡拉姆辛的《莫斯科杂志》成了他们

的榜样———他在杂志上不仅给读者提供有益的作

品，同样提供饶有趣味令人愉快的内容。卡拉姆辛

式杂志主要在莫斯科出版，其杂志栏目主要有《美

文学》和《文学批评》。他们捍卫感伤主义，捍卫卡

拉姆辛和他的“新语体”。为“美丽读者”服务———

这是П．И．马卡洛夫（П．И．Макаров）的《莫斯科
水星》（１８０３年）、В．В．伊兹梅洛夫⑦的《爱国者》

（１８０４年）、Ｍ．Ｈ．马卡洛夫（Ｍ．Ｈ．Макаров）的
《为了可爱的人杂志》（１８０４年）等杂志的特征，它
们主要是女性杂志，也为孩子服务。其中最重要的

是独特的批评家和杂志人 П．И．马卡洛夫的《莫斯
科水星》，它是一份月刊（１８０３年办刊一年后因马卡
洛夫去世而停刊），杂志栏目有《杂咀》《俄罗斯文

学》《外国文学》《公告》《时尚》，其中批评占多数版

面，一半甚至更多的版面都是评论文章。总共一年

的杂志上，刊登了超过５００篇批评文章和评论，而且
大多数都出自出版人自己之手。马卡洛夫的批评文

章给当时人们留下印象的有：关于苒丽斯⑧和安

娜·拉德克利夫⑨的小说的评论（第１、３期），关于
伏尔泰的中篇小说（第 ２期），关于感伤主义诗人
И．И．德米特里耶夫的严肃认真的分析文章（第１０
期），特别是还有与希什科夫尖锐论争的文章《评论

著〈论俄语的新旧语体〉》（第１２期）。这些文章表
明，马卡洛夫是一位坚定的文学语言革新的支持者，

一位出色的卡拉姆辛的后继者，感伤主义的具有实

践意义的捍卫者。

针对什希科夫１８０３年的论著、沙霍夫斯科伊公
爵的戏剧和讽刺文章，以及什希科夫１８０９年的新著
《拉哈普的两篇文章翻译与译者注释》等的攻击，卡

拉姆辛支持者的耐心是有限的，他们决定作出回应。

除了П．И．马卡洛夫的《评论著〈论俄语的新旧语
体〉》外，诗人巴丘什科夫的幽默诗歌《莱特河畔的

幽灵》⑩（１８０９年）描绘了消失在“忘川河”中的那些
模仿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１８１０年。达什科夫
（Д．В．Дашков）在《花圃》杂志上发表了与希什科夫
的《拉哈普的两篇文章翻译与译者注释》同名文章，

批评希什科夫，质疑希什科夫关于教会斯拉夫语等

同俄语的断言，他论证说，教会斯拉夫语只是语体上

的“辅助”手段之一。按照达什科夫的说法，希什科

夫是一位业余语言学家，他的理论是凭空臆造的。

在同一期中出现 В．Л．普希金瑏瑡的《致 В．А．茹科夫
斯基》的信，其中，他感到被希什科夫冒犯了，他不

接受对自己反爱国主义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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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祖国，我懂俄语，

但我不把特列季雅科夫斯基与拉辛相

提并论。

１８１１年达什科夫又撰写《关于回应批评的最简
单方法》，而在 А．Ｅ．伊兹梅洛夫瑏瑢的《冥府谈话》

（１８１１）中同样讽刺了尚古人士对逝去的时代的论
说。В．В．伊兹梅洛夫则积极揭露希什科夫“民族
性”言论的乌托邦性质。还有瓦西里·普希金的讽

刺喜剧诗《危险邻居》（１８１１年），其中讽刺沙霍夫
斯科伊的诗句———“正直的天才到处都会找到捍卫

者”———已经成为名言。而 А．Ｅ．伊兹梅洛夫创作
的《史诗—抒情—喜剧—由若干独立片段组成的赞

美诗》《斯拉夫人谈话中的歌手》（１８１３年）、维亚泽
姆斯基公爵的讽刺短诗等，都嘲笑古典主义模仿者

的诗歌尝试，使得“老旧派”及这一倾向参与者，如

毫无才华的涂鸦狂赫沃斯托夫、库图佐夫、格拉科夫

和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等人名誉扫地。沃伊科夫
（А．Ф．Воейков）的《疯子之家》（１８１４年）在这场
反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本小册子针对古典主义

无能者的刻薄讽刺，在对古旧派的攻势中发挥了显

著作用。

希什科夫的团队对此也并非没有回应。沙霍夫

斯科伊公爵在１８１５年创作喜剧《风骚的教训，或利
佩茨克天然矿物水瑏瑣》（这是一部模仿法国小说《卖

弄风情的女人》的喜剧作品），他讽刺嘲笑了文学改

革的拥护者，其中诗人菲亚尔金的形象就是讽刺茹

科夫斯基的。针对 В．Л．普希金的《危险邻居》，觉
得受到侮辱的沙霍夫斯科伊公爵１８１５年还写了喜
剧《被盗的皮大衣》，在剧中嘲笑 В．Л．普希金的那
点小才华和雕虫小技，以及他对俄罗斯文学微不足

道的贡献。

三、“阿尔扎马斯”社

１８１５年９月２３日，沙霍夫斯科伊的喜剧《风骚
的教训，或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在圣彼得堡小剧

院举行首演。在剧中，有泪流满面、无比感伤的诗人

菲亚尔金的形象，其诗句模仿了茹科夫斯基的诗歌

《阿喀琉斯》（也暗示了茹科夫斯基的诗歌《斯维特

兰娜》）。演出时茹科夫斯基和他的所有朋友都去

观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沙霍夫斯科伊要在剧中进

行攻击。就在那时，他们决定共同行动，成立一个文

学社团并出版杂志。杂志后来没有出版，该文学社

团即“阿尔扎马斯”社。

“阿尔扎马斯”社是一个相对封闭、好友们的文

学圈子，它联合了文学中相对于古典主义新出现的

“卡拉姆辛倾向”的拥护者，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与文

学中以希什科夫为首的“俄语爱好者对话”的古旧

趣味和传统斗争。“阿尔扎马斯”文学社成立于

１８１５年 １０月，成员有文学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
等，如：В．А．茹科夫斯基、К．Н．巴丘什科夫、Ф．
Ф．维格尔、А．Ф．沃伊科夫、П．А．维亚泽姆斯基公
爵、П．И．马卡洛夫、Д．В．达维多夫、С．П．日哈列
夫、М．Ф．奥尔洛夫、А．С．普希金、В．Л．普希金、
А．И．屠格涅夫、Н．И．屠格涅夫、С．С．乌瓦罗夫，
Д．Н．布鲁多夫，Д．В．达什科夫等。

朋友们每周六都会聚集在布鲁多夫家里，在那

里读书，宣读自己的作品。如果说在“对话”社的聚

会上朗读的诗歌大多以抒情兼史诗式的赞美诗和英

雄史诗为特色，那么在“阿尔扎马斯”社里多是室内

诗歌（像室内音乐一样）———题诗、诙谐的献诗，其

中“机智”与“胡言乱语”混合在一起。在“阿尔扎马

斯”社的活动中多为闲谈，他们与“俄语爱好者对

话”的争论具有明显的俏皮特征，该协会的终身秘

书茹科夫斯基被一致认为是“小丑之王”，这源于对

手对他的诗歌的攻击；所有成员都有取自茹科夫斯

基诗歌的幽默的绰号：茹科夫斯基－斯韦特兰娜
（茹科夫斯基有诗《斯韦特兰娜》），维亚泽姆斯基－
阿斯摩太（最强大、最高贵的恶魔之一。欲望、嫉

妒、仇恨、复仇、和毁灭的魔鬼 ），Н．屠格涅夫 －沃
里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怪物，他的身体已经长满

了管道和贮糟网络），Ａ．屠格涅夫－伊奥利亚竖琴，
М．Ф．奥尔洛夫－莱茵河，巴丘什科夫－阿喀琉斯，
布鲁多夫－卡珊德拉，乌瓦罗夫－老妇人，Ф．Ф．维
格尔－伊维克的鹤瑏瑤，Д．达维多夫 －亚美尼亚人，年
轻的普希金—蟋蟀（才华横溢的普希金的绰号。年

轻的普希金乐观，开朗，健谈，随口就能押韵。主要

是，蟋蟀是一种原产于北非的物种，与普希金祖先的

故乡吻合），他的叔叔Ｂ·普希金—乳酪饼。这些绰
号不仅取自茹科夫斯基诗歌的标题，还取自茹科夫

斯基诗歌的细节，如：“蟋蟀”来自《斯韦特兰娜》，达

什科夫的绰号“楚”来自诗歌《柳德米拉》的感叹词，

这些受到论争对方的特别嘲笑，但它们都极其准确

地定义了这些天才人物，永远留在了他们的文学遗

产中。

该社的命名、论战的风格和内容，都源于布鲁多

夫１８１５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剧本《隔板后面的梦
呓》，并注明由“博学之人协会”出版（当然是讽刺多

为科学院院士的“对话”人），它针对的是一再攻击

卡拉姆辛派、嘲笑茹科夫斯基的沙霍夫斯科伊及其

喜剧《风骚的教训，或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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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５）。剧本情节是这样：其中描绘了一个虚构的
文学社团“文学之友协会”。这个被命运遗忘在“忘

川河”的“协会”在远离两个首都的阿尔扎马斯，在

约定好的固定日子里协会成员总会在阿尔扎马斯的

一家小酒馆聚会（因此这个“小酒馆”被作者戏称为

这些文人的“科学院”，这个协会也得名为“阿尔扎

马斯社”），并在友好讨论中度过夜晚。有一天，他

们无意中听到隔壁一陌生人的梦呓（很容易通过他

的外在特征认出是沙霍夫斯科伊）。陌生人的梦话

使用的是古老的文体和圣经寓言的形式，讲的是某

位长老（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希什科夫）托付给他一

个使命，写一篇讽刺诗文，反对比长老更有天赋的对

手。这样一来，长者似乎恢复了他跌落的名声，熄灭

了啃食他的嫉妒，忘记了自己在创作上的自卑。布

鲁多夫在其中精妙地回应了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和希

什科夫们的狂妄。

布鲁多夫的讽刺作品多方面显示了“阿尔扎马

斯”社的风格以及他们的作品类型和讽刺技巧，他

们就是借由这一作品决定将成立的文学社戏仿地命

名为“阿尔扎马斯”社。于１８１５年９月１４号在乌瓦
罗夫家举行了“阿尔扎马斯”社第一次有组织的会

议，出席会议的有茹科夫斯基、А．И．屠格涅夫、Д．
В．达什科夫、С．П．日哈列夫、Д．Н．布鲁多夫及乌瓦
罗夫本人。后来加入该社的还有 П．А．维亚泽姆斯
基、Н．И．屠格涅夫、М．Ф．奥尔洛夫、К．Н．巴丘什
科夫、А．Ф．沃伊科夫、В．Л．普希金。А．С．普希金
从皇村毕业后也公开加入该社。在这次会议上“阿

尔扎马斯社”戏谑的风格和会议的仪式得到了确

立。正如会议记录所描述的那样，出席会议的人庄

严地放弃了自己的名字，获得了新名（即绰号），以

表示他们从“对话”和“科学院”的旧阿尔扎马斯人

经过“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的洗礼转变为新阿尔

扎马斯人。所有人取自茹科夫斯基被攻击的诗歌的

绰号，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为了“阿尔扎

马斯”的荣誉而忍受一切责难；第二，成为对手攻击

的稻草人，其形象就像诗歌中那些可怕的恶魔和死

者。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该社一个“庄严”的仪

式：每个新当选的成员都应向自己已故的前任宣读

悼词；但由于“阿尔扎马斯”社的所有成员无疑都是

不朽的，因此他们就从“对话”社或“科学院”中借用

死者，选一具“活尸”，并为他作一个充满讽刺意味

的“赞美演讲”。“阿尔扎马斯”人演讲的语言是献

词语言，充满了文学引文和回忆，是为那些受过欧洲

教育的“对话”者设计的，他们能够抓住潜台词并感

受到讽刺意味。“阿尔扎马斯”社还以“对话”社为

榜样编撰“会议记录”，当然也是以幽默的方式编纂

的。

由于“阿尔扎马斯”社是一个主要专注于与“对

话”社和俄罗斯学院论战的社团，因而它在自己的

机构中也戏仿他们的组织形式。与由著名的和经验

丰富的官员参与的首都官方“对话”社相反，“阿尔

扎马斯”社故意强调“无名之辈”和外省性，而且承

认任何地方都可以是“阿尔扎马斯”———宫殿、小

屋、战车、雪橇———这成为一项特别的章程。该社内

部还有各种各样的惯例，它们都是戏仿“对话”社和

俄罗斯科学院，甚至共济会和东正教会的章程。所

以，“阿尔扎马斯”社无论是章程、人员、惯例，还是

组织形式等，都以俏皮和戏仿元素为主。

该社的标识也很奇特，是一只雄伟的阿尔扎马

斯品种的鹅，每次聚会它都会被端上餐桌（因而，

“阿尔扎马斯”社也以其巨大而美味的鹅闻名）。与

“对话”社浓厚的官方特点不同，“阿尔扎马斯”社的

会议具有欢快、友情聚会的特点。为了取乐，朋友们

称自己的欢乐派对为“阿尔扎马斯科学院会议”，并

将晚餐时“吃一只美味的阿尔扎马斯鹅”列为一项

规则，一个仪式；并配以吟唱相关的歌曲，例如著名

的“沙霍夫斯科伊颂歌”，由达什科夫创作，每节诗

都以这一诗句结尾：“赞美你，啊，苏托夫斯科伊！”瑏瑥

这也成为一个仪式性环节，被布鲁多夫和茹科夫斯

基作为章程条例之一。

由“阿尔扎马斯”社这些诙谐幽默的行为中可

见他们对“老一派”人的嘲弄和讽刺，其中，“博学之

人协会”“阿尔扎马斯科学院”是指那些古典主义者

皆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博学之人；“沙霍夫斯科

伊颂歌”“赞美你，啊，苏托夫斯科伊！”是对沙霍夫

斯科伊的揶揄；还有，借用“对话”社和俄罗斯科学

院成员作为“已故前人”等，这些都是诙谐的揶揄与

讽刺的模仿。

“鹅”这个标志成为每个成员的荣誉。然而，同

时代人也有其他联想。根据彼得大帝在 １７０５年首
次出版并多次重印的《标志和符号》一书中，第 ８６
号下有一个标志———“吃草的鹅”［７］３１，解释其象征

意义：“要么死，要么得到我想要的。”［７］３０这与“阿尔

扎马斯”人的感情完全一致，他们宣称与“对话”社

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

于是，“阿尔扎马斯”人开始戏谑却狂热而无畏

地反击“对话”社的攻击。争议的内容很严肃，但是

“阿尔扎马斯”人赋予的形式确是俏皮的模仿。对

于“阿尔扎马斯”人来说，“对话”社是一个过时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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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那里除了克雷洛夫和其他几位作家外，都是以

“白胡子”即希什科夫为首的停滞不前的老者，他们

几乎都没有什么天赋，没有什么文学才能，因此，在

“阿尔扎马斯”人看来，他们声称能领导文学的野心

是可笑的，也是毫无根据的；作为作家，他们已经死

了；他们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已经沉入冥界的“忘川

河”。“对话”社的写作使用的是一种死的语言，是

早已从言语中消失的词汇（如，“阿尔扎马斯”人嘲

笑他们使用的“семоиовамо”即“тутитам”———
现代俄语的“这里和那里”的古斯拉夫语）。在“阿

尔扎马斯”人看来，希什科夫和他的兄弟们与其说

值得无情的愤慨，不如说只配无害的嘲笑，因为他们

的作品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而且他们自己暴露的

不足比任何批评都要好。

“阿尔扎马斯”人用“胡言乱语”欢快地嘲弄，这

成为他们论战的主要方法。在“阿尔扎马斯”人眼

里，“对话”人的作品是一种过时的高雅风格，内容

夸张，语言疯狂，无节制的诗意。他们的作品和演讲

的庄严、雄伟的沉重与“阿尔扎马斯”人的轻盈、优

雅甚至有些娇俏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阿尔扎马

斯”人正在创造自己的宇宙世界，创造一个前所未

有的“阿尔扎马斯神话”。

“阿尔扎马斯”社的成立，把卡拉姆辛与“古旧

派”的论争带向一个新阶段，他们将以茹科夫斯基

为首的感伤主义者和巴丘什科夫领导的“轻诗”

（ｐｏéｓｉｅｌéｇèｒｅ）的支持者联合起来，为扩大当时文学
的主题和体裁范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重要的是，

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他们积极借用西欧文化

的形式，借用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语言元素，这些元素

迥异于此前古典主义坚守的教会斯拉夫语体（即多

为古斯拉夫语体）。在早期论争中，《论俄语的新旧

语体》针对卡拉姆辛的俄语欧洲化创新，希什科夫

提议放弃“卡拉姆辛主义者”引入的借用词和短语，

如“品味”“风格”“道德”“审美”“热情”“忧郁”“感

动”“娱乐”“本质”“集中”“博学”“深思熟虑”“工

业”等；但这些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俄语中扎

下了根，变得可以理解和自然，它们非常准确地表达

了新出现的文学概念、精神状态、情绪和思想。可是

希什科夫要求在俄国书面语言中保持古斯拉夫语这

一根源和形式，他要求用 гульбище代替 Бульвар
（林荫大道）、用 позорище代替 театр（剧院）、用
мокроступы代替калоши（套鞋）、用топталище代
替тротуар（人行道）、用шарокат代替 бильярд（台
球）等这些外来语。而“阿尔扎马斯”人对西方新思

潮钦佩有加，在诗歌和书信中使用了许多在俄语不

使用的表达方式和法语单词。这看起来像炫耀，像

是对时尚的致敬，实质是一种欲突破旧文体、进而突

破旧有的思想钳制的努力。但在希什科夫们看来，

他们贬低了一切本土的、俄罗斯的特性；高卢主义同

样也遭到“古旧派”毫不客气的嘲笑。作为西方文

化的反对者，他们嘲笑卡拉姆辛主义者偏爱借代、夸

张和口头语，康杰米尔，冯维辛，克雷洛夫，都反对俄

罗斯人的猴子式的模仿。

尽管“阿尔扎马斯”社和“对话”社之间的论争

是在“卡拉姆辛主义”和语言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

但卡拉姆辛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处于争论中心的

是茹科夫斯基及其创作，当时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最

重要的浪漫主义者。从希什科夫派的角度看，茹科

夫斯基浪漫主义的弱点是其翻译、模仿特征，因为茹

科夫斯基从席勒和歌德、沃尔特·司各特和拜伦，从

无人知晓的蒙克里夫或戈培尔，从罗伯特·骚塞、华

兹华斯、拉莫特·福凯、查尔斯·米尔沃耶、弗里德

里希·马蒂森那里为他的作品获得了情节。例如

“狂飙突进”的戈特弗里德·
!

古斯特·布格及其

轰动一时的诗集《列诺尔》被茹科夫斯基重写为《柳

德米拉》，后来重写为《斯维特兰娜》。又如对克洛

卜施托克的旧约题材瑏瑦，以及托马斯·摩尔的新诗

体瑏瑧的模仿。茹科夫斯基曾经说过：“我这里一切都

是翻译的，但这一切又都是我的。”［８］３０他不是译手，

不是奴隶，而是“对手”。

茹科夫斯基系统地挑战了希什科夫狭隘的语言

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也使他分散了对文学内容、本土

性和体裁特征的注意力。对希什科夫来说，文学是

一堆“书”，对茹科夫斯基来说，文学是认知和表达

的活生生的过程。希什科夫认为，语言创新只是一

种“时尚”，而不是语言和文学的某种新品质。茹科

夫斯基则一方面反复强调，他要谈的是散文，散文是

文学成熟度的主要指标，而恰恰是俄国的散文仍然

薄弱；他认为散文最好的榜样是卡拉姆辛的新语体

试验，他努力以榜样为坐标；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语

言是“传递思想的工具”，而思想的水平，应该在伏

尔泰、卢梭、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等作家身上寻找，

他们是思想表达的楷模。

除了茹科夫斯基外，“阿尔扎马斯”社其他成员

的作用，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还不能十分地确定。在

１８１６年，“俄语爱好者对话”社关闭，未来的十二月
党人加入“阿尔扎马斯”社后，“阿尔扎马斯”社成员

试图让圈子的工作更加严肃，并决定出版自己的杂

志。然而，接下来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

１８１８年“阿尔扎马斯”社解散。解散的外部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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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许多成员离开圣彼得堡。不过另一原因更具有实

质性，即“阿尔扎马斯”人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不一

致。这种不一致从一开始就由其成员的组成方式决

定了———它纯属关系亲密的人的团体，并非完全一

致的文学品位和社会政治倾向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他们一类是文学圈卡拉姆辛的支持者，如 В．普希
金，茹科夫斯基，达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巴丘什科

夫；一类是文学爱好者，如布鲁多夫，А．И．屠格涅
夫，乌瓦罗夫，维格尔，А．А．普列谢耶夫等；还有一
类是完全与文学无关，他们参与进来有各种原因，如

谢维林是布鲁多夫和达什科夫的外交部同事；卡维

林是А．И．屠格涅夫、Н．И．屠格涅夫和茹科夫斯基
的朋友而被介绍进来；日哈列夫、沃伊科夫与 А．И．
屠格涅夫之间是同事关系；其实乌瓦罗夫这时也属

于与官场人士关系密切的人，后来担任了国民教育

部部长，等等。这种组织文学社的方式，是那个文学

沙龙时代非常典型的方式，但很快也就显示出它的

缺陷。组成这一团体的是如此不同的思想观点的

人，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谢维林、卡维林、布

鲁多夫、乌瓦罗夫，另一方面是左翼“自由派”维亚

泽姆斯基等人；随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奥尔洛夫，

Н．И．屠格涅夫和Н．穆拉维约夫也加入“阿尔扎马
斯”社，他们要求坚持思想上的原则性。就在同时

俄国第一个秘密革命社团（“救国协会”）形成

（１８１６），各界人士从文学纷嚷转向政治议题的辩
论，因而“阿尔扎马斯”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激烈也

属自然。当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主张办一份非

政治性刊物计划时，奥尔洛夫与 Н．И．屠格涅夫坚
持建立一个旨在“增强人民福祉”的社会政治机构

（即他们后来加入了新的秘密团体“幸福联盟”

［１８１８］）。屠格涅夫－奥尔洛夫的计划没有得到大
多数“阿尔扎马斯”人的支持。这样，最终表明“阿

尔扎马斯”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不稳定，于是１８１８
年解散。“阿尔扎马斯”这个文学圈，是文学和艺术

中典型的初级共济会式圈子，是一场文学革命，一场

“软”革命，而不是激进的革命；甚至，其成员各自取

有“绰号”的现象，就类似于共济会仪式中的强制

性，“阿尔扎马斯”社是对俄国科学院、共济会、东正

教的戏仿，他们是无组织的、所谓“狂野的”俄罗斯

共济会。

四、结语

卡拉姆辛与希什科夫关于统一的文学语言的两

种观点各有优劣。卡拉姆辛正确地强调了受教育阶

层的口头语言的“中间”风格的重要性并专注于此，

他最初没有考虑到“崇高风格”和“低下风格”各有

其作用（后来，在研究俄罗斯国家历史时，他赋予其

著作《俄国国家史》以“崇高风格”，这应该归功于希

什科夫）。希什科夫正确地提请注意“崇高风格”和

“低下风格”的区别，拒绝了“中间”风格。如果作家

只走卡拉姆辛或希什科夫的道路，就不可能创造出

统一的俄语文学语言。这三种风格都应当参与创

作。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俄语语言的“中间”风

格，在吸收“崇高风格”和“低下风格”的基础上得到

丰富，并经过１９世纪初所有作家的努力，形成了统
一的俄语文学语言。不过，这并没有像卡拉姆辛和

希什科夫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民族各种力量统一的开

端。相反，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它成

为从普希金到别尔嘉耶夫所有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

反思的主题。然而，创造统一的文学语言这一创作

原则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是由于这种情

况，俄罗斯文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与欧洲主要

文学可以相提并论的水平。在其繁荣的起源处，是

“阿尔扎马斯”人和希什科夫派之间一场快乐的论

战，却充满了相当严肃和重要的内容。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这场争论与我们关心的

１８２０—１８３０年代关于普希金创作的论争的关系上。
普希金作为“俄语文学语言之父”，在统一文学语言

的创造中无疑有巨大贡献。普希金当时作为皇村的

学生，就已经信奉“阿尔扎马斯”社的思想倾向，投

身于与“对话”社的文学斗争。可以说，从“阿尔扎

马斯”社开始，他终身继承了文学恶作剧的精神和

“轻松和欢快”的元素，因而才有了关于他的创作在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激烈的争论，对他１８２０—
１８３０年代创作的肯定与否定瑏瑨。事实上，普希金对

卡拉姆辛和希什科夫的片面性都感到不满。１８２３
年他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我想给俄语留下某种

圣经式的污秽内容。我不喜欢在我们原始的语言中

看到欧洲的矫揉造作和法国的雕琢精致的痕迹。粗

鲁和简单对它（指俄语）来说更合适。我这样宣讲，

是出于内心的信念，但出于习惯，我以另外的方式写

作。”［９］６２这些话意味着普希金诗歌语言的基础是

“中间”风格，但诗人对它的局限性也有清醒的意

识。他承认希什科夫的相对正确性，他说：“希什科

夫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是荒谬的；但在另一些方面

他是对的。”［１０］３０９他希望向“崇高风格”和俄国“民

间口语”风格的支持者卡捷宁学习。《鲍里斯·戈

都诺夫》等作品证明了普希金考虑到了曾经敌对的

观点。因此，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是结合了卡拉姆

辛和“年轻一代拟古主义者”如格利鲍耶多夫、卡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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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曲谢尔贝克尔、雷列耶夫等人的主张。在某些体

裁中，例如，在他的挽歌中，卡拉姆辛主义占主导地

位；在另一些体裁中，例如，在对圣经和古兰经的模

仿中，采用的是古旧风格；而《叶甫盖尼·奥涅金》

则用生动的俄罗斯语言写成，穿插着外来词，还放进

去崇高修辞和日常白话。普希金自由地将“高级语

体”和“低级语体”结合在一起，却没有显示出这种

组合一般会带来的漫画式效果，最重要的是，他从特

定的诗歌元素中去除了“高级语体”和“低级语体”

的标签：在他的文体体系中，一切都是灵活的、流动

的、情境的和功能性的，高级的可以作为低级的，反

之亦然。

关于俄语文学语言的争议促成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文学放弃了对于体裁的过多思考，而转向“思

想”和“风格”，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莱

蒙托夫在他的诗歌中，果戈理在其早期小说中，都特

别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这一争论为浪漫主义在其

心理和社会倾向上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后来的文学

发展证明，文学是按照卡拉姆辛的道路向前发展，当

然，卡拉姆辛派的胜利并没有完全消除古典主义的

影响。那些被称为“年轻一代拟古主义者”的作品

都有古典主义的色调；甚至华丽的古典主义也强烈

地反映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更不用说他少年时

的《皇村回忆》，及后来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古典颂歌的崇高悲情在丘特切夫身上也有独特的模

仿。许多流派注定要利用古典主义悲情的强度，其

结构线索的严格清晰以及语言手段的干脆利落。不

过，后世作家对１８世纪遗产的使用从未成为纯粹的
模仿，他们不能也不想拯救正统的古典主义。

注释：

①因文中出现的人名较多，为行文简洁，对于较为陌生的人
物只在第一次出现时给出俄语人名，其后皆只使用汉语，

省略俄语字母。

②А．Х．Востоков（１７８１—１８６４），俄国语言学家，古文学家，
诗人，翻译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１８４１）。

③А．А．Шаховской（１７７７—１８４６），俄国作家和戏剧活动
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１８１０年），圣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
士（１８４１年）。１８０２至１８２６年，任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理事
会剧目委员会成员。在这些年里（中间有间断），他领导

了圣彼得堡戏剧团和戏剧学校。１８１１年，他组织了“青年
剧团”，排演喜剧剧目。１８１１至１８１５年，任“俄语爱好者
对话”社成员。１８１０年代后半期，沙霍夫斯科伊在圣彼得
堡的公寓（“沙霍夫斯科伊的阁楼”）成为文学和戏剧生活

的中心，普希金、П．А．卡捷宁、А．С．格利鲍耶多夫等人都
曾光顾于此。

④А．С．Хвостов（１７５３—１８２０），俄罗斯外交官、军人、作家、
翻译家，１８０４年后担任国家贷款银行经理。他是托木斯
克州长В．С．赫沃斯托夫的兄弟，诗人Д．И．赫沃斯托夫
的堂兄。帝国科学院荣誉院士。

⑤作为“平庸”的代名词的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科策布
（全名 АвгустФридрихФердинандфонКоцебу，奥古斯
特·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科策布，德语：Ａｕｇｕ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Ｋｏｔｚｅｂｕｅ），德国剧作家和浪漫主义
小说家，在俄罗斯奥斯特湖地区服役；然后在德国工作，曾

担任维也纳宫廷剧院的导演，并凭借他的戏剧性和对大众

口味的理解写了许多流行戏剧。卡拉姆辛因一些莫名其

妙的误解而钦佩他，颂扬他的心理学。

⑥И．П．Пнин（１７７３—１８０５），俄国诗人和政论作家，１８世纪
和１９世纪之交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与拉季谢夫的圈子
联系紧密。

⑦В．В．Измайлов（１７７３—１８３０），俄国作家，杂志人，卡拉姆
辛的追随者。

⑧ФелиситедеЖанлис（１７４６—１８３０），法国感伤主义作家。
⑨АннаРадклиф（１７６４—１８２３），英国作家，哥特式小说的创
始人之一。

瑏瑠在古希腊神话中，莱特河是源头，也是流经“遗忘之河”
（有点类似中国神话中“孟婆汤”“奈何桥”“忘川河”）哈

迪斯冥界的五条河流之一（与冥河、阿克伦河、科基托斯

河和弗莱格顿河一起）。

瑏瑡ВасилийЛьвовичПушкин（１７６６—１８３０），阿·谢·普希
金的叔叔。

瑏瑢А．Е．Измайлов（１７７９—１８３１），俄国寓言作家，杂志人，
政论家，教育家。

瑏瑣这个地方的矿泉水是俄罗斯医疗和生物指标方面最好的
矿泉水，其历史始于１７０３年。

瑏瑤《伊维克的鹤》是弗里德里希·席勒１７９７年的一首诗，由
茹科夫斯基１８１３年演绎，重述了一个传奇故事，即杀害诗
人伊维克的凶手被黑鹤看到，后来在所有希腊人集会上被

指出。

瑏瑥普希金在１８１５年１１月２８日的日记里写道：希什科夫和
普尼公爵夫人最近为沙霍夫斯基公爵加冕了月桂花环；

这一次，他们创作了一首非常诙谐的歌剧，名为“苏托夫

斯科伊加冕礼”。其中有诗句：“赞美你，赞美你，啊，苏托

夫 斯 科 伊！” （见：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８．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и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проза－Дневники：
２８ноября，１８１５）
瑏瑦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Фридрих
ГотлибКлопшток，１７２４—１８０３），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
一，曾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他有三部圣经

题材诗体戏剧《亚当之死》（１７５７年）、《所罗门》（１７６４
年）、《大卫》（１７７２年），这些都没有受到同时代人的认
可。最著名的诗歌作品《弥赛德》（Ｍｅｓｓｉａｄｅ，１７５１—１７７３
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首诗最初是匿名出版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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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弥尔顿。

瑏瑧托马斯·摩尔（ТомасМур，１７７９—１８５２），浪漫主义诗人、
词曲作者和民谣作家。爱尔兰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和《爱尔兰旋

律》系列。１８１２年，他遇到了拜伦，成为他的密友，也是他
最早的传记作者之一。

瑏瑨见笔者的文章《俄国 １８２０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和《现
代戏剧的先锋：〈鲍里斯·戈都诺夫〉发表前后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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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启蒙与救亡”：
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贺玉高１，牛旭阳２

（１．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２．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１５
作者简介：贺玉高（１９７５—），男，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牛旭阳

（１９９３—），男，河南济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摘　要：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
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
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

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

用。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
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

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

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鲁迅；民族主义；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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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曾对鲁迅早期思想做了如下概括：“豫
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

之。”［１］１８８鲁迅身上的确有着一个显眼的标签———

“民族魂”，他被很多人视为民族主义者或具有民族

主义情结的人物。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政治

形势的变化和新思潮的涌现，学界对一些近现代议

题进行重新审视，而关于鲁迅的“民族主义”也在２１
世纪初引发过一场争论。

一

这次争论的起点是杨春时在 ２００４年发表的
《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一文。作者将“民族主

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理想主义”视为造成中

国现代性失落、现代化延迟的四个“陷阱”。在论及

民族主义这第一个“陷阱”时，杨春时认为这来自中

国知识分子对失去民族特性的焦虑与恐惧，“由于

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

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

然拒斥西方文化”。“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

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２］在杨春时看来，民族

主义意味着维护民族特性，因而必然拒斥西方文化

和现代性。而鲁迅也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民族主义陷

阱，证据是鲁迅在《阿Ｑ正传》中塑造了“假洋鬼子”
形象，杨春时认为鲁迅在这一形象中“表露出对西

化的某种厌恶”。正是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论。

就在第二年，朱献贞发表了《鲁迅“厌恶西化”

吗？———也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

榷》。作者赞同杨春时对“四个陷阱”的认识，赞同

民族主义造成中国现代性失落和现代化延迟的判

断。但他反对将鲁迅视为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鲁迅

并不恐惧失去“民族特性”，相反，鲁迅是“特殊国情

论或者国粹论的批判者”———他从五四时期开始一

直对国粹论调都持批判的态度。鲁迅虽然有民族国

家救亡的意识，但由于他重视个人自由问题，因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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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鲁迅不仅不厌恶‘西化’，

而且十分投入地坚决地走西化之路。”有人将鲁迅

扯向民族主义，是要“达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西

化倾向的目的”［３］。“假洋鬼子”当然是一个反面形

象，但鲁迅厌恶假洋鬼子不是“厌恶西化”，相反，是

厌恶其“洋的假”，西化得不够彻底。

面对朱献贞的批评，杨春时很快作文回应，他认

为“鲁迅的一生都没有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纠缠”。

有“三个阶段”的鲁迅，其中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

义是最鲜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

自豪”，并“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洋务派、维

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４］。因

此，留日时期的鲁迅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保守主

义、民粹主义的。五四时期，鲁迅开始意识到传统文

化的落后与国民性的不良，“接受了以科学、民主为

内涵的五四现代性，并由民族主义走向了世界主

义”。但是，“归根结底，启蒙是为了救国，西化是为

了中国的现代化”［４］，因此，这其实仍然是一种民族

主义情结。五四之后，鲁迅又从世界主义回归革命

民族主义。在杨春时对鲁迅思想历程的勾勒中，民

族主义情结是串联起不同时期鲁迅思想表层变化的

深层结构与动力。

朱献贞随后发文反驳称，早期鲁迅的确具有民

族主义成分和色彩，但这是鲁迅思想尚不成熟的某

种表现。这时的鲁迅已经开始学习和接受西方文

化，倡导个性主义，思考国民性问题，走上了启蒙主

义和世界主义的道路，并且这些倾向在鲁迅思想中

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因此不能说鲁迅是民族主

义者。［５］

这场争论在十年后仍有回响。２０１６年，张福贵
在一次研讨会上以《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迷雾》为

题，重提了十年前朱、杨二人的争论。他认为：“民

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

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民族主义）对于思想启

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剿”［６］。留日时

期的鲁迅虽然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元素，但这只能说

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而不是民族主义。其思想

主体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是个

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这与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国

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改造国民性的宗旨相一

致”。不能认为鲁迅思想启蒙的目的和动力都来自

民族主义思想的延伸，因为“在鲁迅的思想和概念

中，前者的目的恰恰是对于后者的否定”［６］。

二

这场争论的核心分歧是：鲁迅到底是不是民族

主义者。在杨春时这里，哪怕鲁迅主张“废除汉文”

“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哪怕鲁迅认为“中国文

化是吃人的文化”，但只要他是为了民族救亡，那么

他就是爱国的，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鲁迅的西

化、世界主义、启蒙主义不过是其深层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救亡主义的“表层思想”。哪怕鲁迅在五
四时期是“最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的主张者”，但也

只是其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中间阶段，其从留日

时期的民族主义而来，又必将在下一阶段向左转中

回归到革命民族主义。

在朱献贞这里，由于鲁迅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启

蒙主义、西化等为核心，因此，即使他赞美过传统文

化，认为中国“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即使他

关心“民族救亡和国家独立”，“自觉承担民族忧

患”，呐喊出“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也不可能是民族

主义者。与个人主义、启蒙主义等相比，这些只是

“片面性和表象化的”。即使留日鲁迅的确有“赞美

国粹倾向”的文章，那也只是早期鲁迅“思想上不成

熟”，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成长为了“一个伟大的

启蒙主义者”。

按照双方展现的逻辑，无论对方举出再多相反

的证据都无法驳倒、说服彼此。这就使争论陷入了

僵局。一般来说，一个判断及其背后的论证如果任

何相反的外来证据都无法驳倒，那么这个判断及论

证就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具有了一种

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理论”的味道，“它涉及一

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

容易事”［７］３，因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理论方面的详

审。

如果我们能穿透双方争论的表层而进入其内在

肌理，就会发现其实双方的思想基础是高度相同的。

他们的论述都是通过两组对立的概念，一组是“民

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传统文化、

民族特性……”另一组是“启蒙主义、世界主义、现

代性、西化、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西方文

化、国民性批判……”这两组概念有三个特征：首

先，同一组集合里的诸要素在价值上具有一致性，有

时会互相替换。其次，两组概念互相水火不容。一

个人如果是民族主义的，他就必然同时是传统主义

者、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必然是反现代性的，反西方

的，反启蒙的；一个人如果是个性主义者，他就必然

是现代的、启蒙的、世界主义的、西化的，同时也必然

是反民族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在这样的意义生

成框架下，鲁迅如果是一个具有基本同一性的人，他

就只能属于两组互相对立的意义的一边，而不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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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拥有二种因素。杨春时和朱献贞分别抓住其中的

一个方面，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通过表象与本质、

正—反—合的演化论、思想成熟与不成熟等等来作

局部的解释与调整，但在最终判断上却是绝不妥协，

也不可能妥协的。第三，两组概念有价值上的正反

高低之分，民族主义这一组概念拥有绝对的负面的

价值，而相对立的启蒙主义一组概念则拥有绝对正

面的价值。这样，二人对鲁迅思想的事实判断其实

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鲁迅的价值判断。因为二

人都认为民族主义是坏的，所以对鲁迅是否为民族

主义者的判断就变成了不断上演的另一场批判鲁迅

与捍卫鲁迅的攻防战。

这里展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非常明显都是

来自１９８０年代李泽厚那个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是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著名论断。李泽厚认为，

启蒙与救亡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关联主题。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个主题互相支持。此后，

由于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不公正对

待以及新生苏联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使知识界开始

从倾向欧美的自由主义慢慢转向苏联的社会主义。

而为动员民众应对日本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强调

集体与服从的传统文化价值不断地挤压强调个人权

利与自由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并使后者在后来的三

四十年中彻底地衰落下去①。

李泽厚的这个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并在

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

种强大的影响力从上述争论中就显露无遗：截然对

立的双方竟完全共享同一个思维框架。但也正因为

如此，它也在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的过程中一步步走

向简单化和绝对化。比如杨与朱的争论，就十分明

显地暴露了这个框架的危机。一方面，从常识性的

角度，鲁迅这样一位致力于中华民族精神解放的爱

国者，这样一个各个派别公认的中国现代“民族魂”

的代表人物，朱献贞竟然断然否认他的民族主义特

质，这是非常令人诧异的。另一方面，鲁迅这个中国

早期现代性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物，中国最重要的

现代文学家，最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提倡现代启蒙

的思想家，积极引入西方文化的旗帜性人物，在杨春

时这里，竟然会是一个“厌恶西化”，抵制现代文化

的反现代人物。并且鲁迅还不是作为现代性一部分

的“反思现代性”而反抗现代性，而是完全外在于现

代性的反现代人物，“他不是‘反思现代性’对资本

主义的超前批判，而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

义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４］。总之，鲁迅像其他

人物一样落入了民族主义这个陷阱，成为一个外在

于现代性的、非现代性的或反现代性的人物。这与

我们一贯的认知多么大相径庭！争论以一种如此醒

目的冲突方式，提示了这个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内在

的紧张以及面对具体复杂问题时的困难与危机。

三

中国思想界对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的反思早已开始，王元化、秦晖、汪晖，许纪霖等思想

史学者都对这个思维模式提出过深入有效的反思与

批评。比如秦晖很多年来都在思考儒家文化与现代

文化的相通之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把儒家文化与

西方现代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找错了敌人。他发

现晚清最早接受宣扬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重要人物

恰恰都是当时的大儒们，这些人从原始儒家的伦理

中轻易就找到了与自由主义的契合之处。而五四新

文化运动通过个人主义打击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伦

理，使个人主义事实上最终成为通向国家主义（相

当于杨春时、朱献贞和张福贵所说的那种以群体压

制个体的、坏的“民族主义”）的桥梁。这就解构了

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那种僵化

固定的二元对立思维②。

如果把目光扩展至世界学术界，不断被重复并

越来越极端化、简单化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模式

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

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归于现代性的产物和促进者，而

不是前现代的或现代性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民族

和民族主义不但在时间上出现较晚，而且史无前例，

它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８］５０－５３。

英国学者盖尔纳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对新型的

有文化的劳动力的要求，使全民的书面语言教育成

为必需，而完整的教育系统使现代国家成为必需，因

此说，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和思想

领域的产物③。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

为，民族是印刷术、资本主义与语言的多样性三者相

遇所造成的“想象的共同体”④。英美著名学者如埃

里·凯杜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吉登

斯、约翰·布鲁伊利、迈克尔·赫克特从不同的学科

和角度，无不将民族主义视作严格的现代事物。赫

克特断言：“关于民族主义最不具争议的结论之一

是，它是一种现代现象。”［９］６０相比之下，把民族和民

族主义看成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永存主义和原生主

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却是非常边缘与非主流的观点。

在价值领域，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时候

也都是与现代的个性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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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现代性的标志性政治事件（现代共和革命），又

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要求把政治

权力从君主那里转移到所有“法国人”那里，反对等

级制，要求所有“法国人”权利平等。“民族国家的

形成，最初正是通过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

亦即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主权在民以及承

认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基本平等是现代民族国家观

念的精髓，同时这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１０］美国社

会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主权在民并且承

认各个阶层在根本上的平等，这构成了现代民族观

念的本质，同时也是民主的基本信条。民主是与民

族的意识同时诞生的。二者与生俱来就有着联系，

不考虑这层关联，我们对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

法充分理解。”［１１］９－１０其实政治自由与个性自由和民

族主义在历史上也都有过紧密的亲和关系。如朱献

贞在说明鲁迅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时所提到的，在

鲁迅这里，立国与立人并不矛盾，“对异族的压迫和

奴役一样也是反对的，对民族解放同样也是支持

的”［３］。这些文学包含着“悲哀、叫喊和战斗等反抗

意志”，能够唤起那些“不为常俗所囿”者的觉醒和

共鸣［５］。这些表述实际上正透露出了鲁迅这里的

民族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统一。以赛亚·柏林说，与

浪漫主义相伴而生的德国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反抗

“趾高气扬的法国人”的对外的一面，其对内也具有

“反对压迫性的、庸俗的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习……

推倒社会生活的一切壁垒与藩篱”［１２］４１４，使个人尊

严意识蓬勃兴起的一面。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

也指出，“个人或个人主义的观念与民族观念形影

相随”，与文化民族主义相关的浪漫主义“通过寻求

人民的灵魂，寻求从社团主义角度来解释集体，远比

启蒙思想更赞扬个人的天才，天才的个人”［１３］２８。些

内容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文化偏至

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由以上可以看出，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个人主

义对立起来是多么的褊狭和武断。

四

从被简化的“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模式来

看，杨春时和朱献贞的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但如果

跳出来看，会觉得他们的观点都非常荒谬。要论证

出这样的观点，其论证过程必然要么是存在逻辑错

误，要么存在概念混淆，还可能二者同时存在。仔细

分析这些混淆与错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这种简单

化的二元对立模式问题是极为必要的。

鲁迅这样一个公认的现代性人物怎么会变成一

个反现代的人物呢？杨春时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１）因为鲁迅具有爱国与救亡的意识，所以他是一
个民族主义者；（２）民族主义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也包括反对西方文

化”［４］，“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２］，所以作为

民族主义者的鲁迅排斥西方文化；（３）“由于中国现
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反西

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

斥”［２］，所以鲁迅也反现代性。这个推理过程中哪

里出了问题呢？论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前半段都

是没有问题的。就中国近代在世界上面临的状况而

言，中国要想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必须反

对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但是这里论证的第二步的后

半段是有问题的。反对西方列强并不意味着必然要

反对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为了打败敌人，学习强敌

的文化是最通常的反应。验之于历史，无论是中国

还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近

现代史上，“师夷长技”早就开始了，甲午战败后很

快就掀起了留学日本的大潮，就是突出一例。就鲁

迅来说，他反对帝国主义是一贯的，无论它来自西方

还是东方。但他从不反对学习这些国家的文化，无

论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他明确表示过，“即使

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

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

学习”［１４］８４。朱献贞和杨春时的文章中都举了大量

鲁迅主张学习西方的言论就是证明。“西方”这个

抽象的词汇，既可作为政治力量的西方帝国主义势

力，也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之一种的西方文化，但这

二者虽在理论上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却在现实中

经常被混同。但这在鲁迅那里却是判然分明的，那

么第三步的推论———鲁迅反对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

现代性———不用说也就不成立了。因此，杨春时上

述论证的主要问题是把西方列强与西方文化二种不

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

进一步讲，杨春时同时混淆的还有“西方文化”

这样一个需要细分的宏大概念。“西方文化”本来

不是一个同一的实体，横向看西方包括许多种不同

的文化，纵向看西方的文化也在不停地变化当中。

在杨春时的论证中，这个词的含义被限定在近现代

的西欧文化，并等同于现代（性）文化。按照近现代

中国思想史讨论中的约定俗成，我们暂时可以接受

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用法。但是，即使近现代

的、西欧的文化，它的内部也是分成不同领域的，并

且这些不同的领域还是存在紧张关系的。这种区分

或称之为真、善、美的分立（康德），或称之为工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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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哈贝马斯），或称之为政治、

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丹尼尔·贝尔）。近现代的

西方文化中，既有理性、科学、民主原则，也有对这些

进行反思批判的人道原则与个人主义原则。在现实

的政治经济领域，它们实行的是理性、科学、民主的

原则，而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它们实行的却是与前

者相对立的人道与个性原则。在现代西方社会中，

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于政治、经济领域

功利理性原则的批判而定位自身的。这样其实就存

在两个不同的“西方现代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政

治文明、经济文明及文学艺术在内的广义的“西方

现代文化”，以及在西方文明中作为政治、经济之对

立物的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如果混

用这两个字面相同而实际范围不同的概念，就会出

现各种非常奇怪的推论，比如：（１）西方现代文化
（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反对西方现代

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再比如，

（２）西方现代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
化”）不是西方现代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西方现代

文化）。或者，（３）西方现代文化（狭义的文学艺术）
既是西方文化（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与文艺），又不

是西方现代文化（仅仅指政治经济领域）。当杨春

时把尼采的反现代性思想称为“反思现代性”⑤时，

他用的推论（１）的形式，认定尼采是反现代的现代
文化。当他提到鲁迅受尼采影响而产生相似的反思

现代性的思想时，他却用的是推论（２）的形式，说鲁
迅的思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综合这二种推论，可

以说一种像尼采那样的反思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的

思想既是西方现代文化又不是西方现代文化。像这

样的论述方式足以让任何清晰的表达与理解变得不

可能，同时也让任何的诡辩成为可能。鲁迅有没有

反对某些西方现代文化呢？肯定有。但因此就能说

他就是整体上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吗？那可不一

定。但如果你说尼采的反现代性思想是属于西方现

代文化，你就不能同时否认鲁迅介绍的尼采思想也

是西方现代文化。否则，这就是双重标准，就是诡

辩。

杨春时混淆的第三个概念是“民族主义”。民

族主义不是单一的，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和维度⑥。

就杨春时来说，他混淆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

主义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富强

的追求，而后者指的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持与

保守。二者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美国学者

格里德早在１９７０年就指出，中国２０世纪早期从五
四运动而来的“是一种明确而强烈的民族主义……

对其中有些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的‘封建’

的过去所带来的一切障碍都必须摧毁，对另一些人

来说，它证明了重新肯定传统标准的合理性。而对

他们中的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

必须甩掉西方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包

袱，重新取得一个主权国的独立”［１５］１４３。这意味着

中国的民族传统派与“西化派”的对立只是路径上

的，其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后来，汪

晖也发表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观点，“实际上主张西

化与坚持民族主义之间并不矛盾。一个主张西化的

知识分子可能同时正是一个政治民族主义者。……

在中国近代史中，主张西化，以西方的价值体系来批

判自身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大多为

政治民族主义。它的基本前提是认同民族国家的主

权，而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就必须向西方学

习，学习的结果是一同走向‘现代化’，也只有通过

‘现代化’才能保持民族国家的利益”［１６］。只有把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才能推出

“民族主义一定反对西方文化”或 “民族主义一定

保守民族文化传统”。这也就是杨春时的论证逻

辑：因为鲁迅是民族主义者，所以他是保守民族文化

传统的，所以他本质上是反感和排斥西方文化的。

但是民族主义者就不可能是提倡现代化和西化的

吗？如果区分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我

们就能看到，鲁迅就是一个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政

治民族主义者。

如果说杨春时是通过混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

民族主义的区别得出鲁迅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

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结论，那么朱献贞则是通过

把“民族主义”概念窄化、绝对化、极端化而推论出

鲁迅绝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他的基本论证是，

因为鲁迅是个坚定的西化论倡导者、世界主义者、启

蒙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不可能是民族主义

者。但他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用法就绝不同于周

作人的用法。当周作人说留日时期鲁迅的思想“差

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的时候，他说的“民族主

义”是什么意思呢？在接着的后半句周作人做了举

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民族为主，俄则取

其反抗压制也”［１］１８８。可见，同情、认同于自己的民

族、追求民族解放，反抗压迫，都是周作人所认为的

“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朱献贞对鲁迅翻译被压迫

民族文学的解读却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这

是鲁迅超越民族主义或反民族主义的东西，即使

“多少带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绝对不能片面的用

‘民族主义’一语来概括”［５］。仔细看他们二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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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一词的用法会发现，周作人使用的“民

族主义”概念是一种包容性的概念，而朱献贞的“民

族主义”概念则是一种绝对的、排他的概念。至少，

周作人会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抗压迫是兼容的，而朱

献贞则似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保守、排外

和压制个人自由的思潮。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他认

为只要鲁迅是西化的、批判传统文化的、崇尚个人自

由的，鲁迅就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绝对化、极端化与窄化，在朱

献贞辨析“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成分”与“一般

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不同时，变得更加明显了。

对于别人指称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论证说，虽然

不成熟时期的鲁迅“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民

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者“夹杂着诸多民族主义成

分”，但他和其他启蒙者一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

上的爱国主义”⑦，“早已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窠

臼”［３］。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成分、

民族国家意识，这些都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狭隘的

民族主义。然而，如果鲁迅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或

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他能不能是不一般的爱国主

义或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呢？作者没有直接说，而从

两篇文章综合来看，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更多表

露出这样一种观念和倾向，不但鲁迅不可能是一个

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者，任何人都不可能

是一个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世界

上根本就不存在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这

种东西。世界上只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不可能

与自由、个性、反压迫、启蒙、现代化相兼容。如果不

是这样，他就不会用鲁迅拥护自由、个性、反压迫和

启蒙主义来证明鲁迅不是民族主义者了，也不会认

为以民族主义概括鲁迅就是片面的。因为任何一个

事物都有很多特征，也有很多种概括方式，我们对它

的描述永远不可穷尽。只要我们不说它身上只有某

个东西，那么就难说这种概括是片面的。只有当他

认为别人说鲁迅是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对鲁迅所追

求的其他那些美好价值的排除与否认，他才会强烈

反对这种说法，并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朱献贞对“民族主义”的这种绝对化，十多年以

后被张福贵以更明白和夸张的方式表述出来了。张

福贵同样把“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概

念区分开来：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是正常、有益的，

然而民族主义是这二者的极端化表现；民族主义是

“具有明显排他性与极端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

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极端的民族主义’

之说，因为相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来说，民族主

义思想本身就是极端的，就像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

之间的差异一样”［６］；“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

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

“对于思想启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

剿”［６］。至此，一个本身就是狭隘、极端、绝对负面

的“民族主义”概念得到了清晰表述。其实，这样一

个绝对负面的“民族主义”概念不但与周作人的“民

族主义”概念不同，而且与历史文献和世界主流学

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都很不相同。这种对常

用概念的修改使他们观点的可靠性、可交流性和适

用范围都受到一定限制，容易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混

乱。

在朱献贞这里，“民族主义”概念的绝对化与极

端化是与其他概念的绝对化、极端化相伴而生的。

比如在作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的“假洋鬼子”问题

上，朱献贞认为“鲁迅之谓‘假洋鬼子’的‘假’，指的

是‘洋’得‘假’”。假洋鬼子对民众压迫和欺凌，与

封建势力勾结与妥协，为了瓜分利益而参加革命，这

些反动性“无不说明‘假洋鬼子’‘洋’的‘假’，和骨

子里‘中’的‘真’”，“这样的‘假洋鬼子’怎样不会

令一向主张彻底西化的鲁迅‘厌恶’反感呢？”［３］鲁

迅当然是反感假洋鬼子的，但反感的是什么呢？杨

春时说鲁迅反感的是西化，朱献贞则说反感的是其

假装西化而实际上不够西化。我们先不说洋不洋的

问题，从最直接的方面解读，假洋鬼子的恶主要表现

在他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仗势欺人，也就是鲁迅一

向最痛恨的“势利”上。如果说这个形象与中西文

化问题有关系，那也是因为在未庄（当时中国的隐

喻）的语境里，西方作为一个强势符号，有些人通过

这个来趋炎附势，欺人渔利。这样看来，杨春时与朱

献贞的解读都有点牵强附会和似是而非。趋炎附

势、仗势欺人者哪里都有，真洋鬼子里也不少。势利

的文化也是到处都有，比如近代西欧文化中的科

学—物质主义与民主主义，即上文所说的经济和政

治领域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的、势利的文化，鲁迅在

《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中对此进行了激烈

批判。这些无疑都是真的和彻底的洋，鲁迅不是一

样反感吗？同时这些文章里也都直接赞美或间接运

用了西方的最新精神文明。他不但明确说“欧洲十

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

而见矣”［１７］５６，而且不断努力翻译介绍西方最新思

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诚与爱。这样的鲁迅

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假洋鬼子”身上的“洋”而讨厌

他？到此为止，我们能够清晰看出，由于陷入简单化

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这个由“假洋鬼子”问题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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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鲁迅保卫战其实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与鲁迅原本

思想相悖的歧途。

五、结语

对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

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在

承认其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是一个需要超

越与反思的思维模式。这个反思的工作在思想史研

究领域早已引起普遍的关注，但是在文学领域却似

乎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注意。上述关于鲁迅的争论与

误解，无不与这种对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模式的

简单化理解相关。它们都建立在对于“民族主义”

的绝对负面化理解上，与之相关的则是对政治民族

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混同，对西方的本质化、绝对

化理解，对西方强权与西方文化的混同，以及对西方

文化的抽象化、同一化、绝对化理解。而讨论的对象

鲁迅则沦为了一个被争夺的符号，被强行塞入预定

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中。

但是鲁迅思想本身恰恰是拒绝这种简单化视角

的。新时期以来我们在鲁迅研究方面引入的诸多新

视野，也都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简单化视角的突破与

超越之上的。如伊藤虎丸认为，鲁迅面对肤浅的全

盘欧化观点及其对立的国粹主义观点，“一方面把

这两者的对立……予以同时否定；另一方面他也提

出……真正的近代化和真正的国粹的一致性”［１８］。

“鲁迅的‘个人主义（即西化主义）’和‘民族主义’，

实际上，在同一个主体性思想上是彼此连接着

的。”［１９］木山英雄指出鲁迅早已超出了国粹与欧化

的皮相对立［２０］。钱理群认为，鲁迅是以立人为中

心，两面作战，既反中国传统专制病，也反西方现代

病［２１］。汪晖则说，“鲁迅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

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鲁

迅是“在”而“不属于”，是天然的孤独者与反叛

者［２２］。王富仁认为，鲁迅的个人主义同时具有启蒙

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性质，内部有着同构性

质的关系模式［２３］。

因此，在鲁迅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简单化二

元对立模式与超越这种模式的二种观点之间有些奇

怪的共存。反思与突破早已开始，但是却没有对旧

思维模式中的问题形成足够的冲击与清理。我想这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作

为一种思想模式，它是无处不在的，但又是抽象和无

形的，因此很不容易直接把握。但杨春时与朱献贞

（还有张福贵）的这个争论则以非常直接、夸张和典

型的方式把这个思维模式的框架和局限彻底地暴露

了出来，因此仔细分析这个争论对于文学界反思与

超越启蒙与救亡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具有特殊

的价值。由于这种简单化思维模式不仅存在于鲁迅

研究领域，更是存在于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普
遍性问题，因此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反思的意义便远

远超过鲁迅研究的范围。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研究

方法，哪些是在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运作的？

它们的具体论证中到底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如何

在继承启蒙精神的同时超越对“启蒙与救亡”的简

单、僵化理解？沿着这个思路，学界需要做的工作还

有很多。

注释：

①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入《中国现代
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３６
页。

②参见秦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
（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第７２－８１页；秦
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下）》，《探

索与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７４－８２页。
③参见厄内斯特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④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文版译者
吴轈人在正文之前作的导读，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第９－１０页。

⑤这里的“反思”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形容词，用以表示
“反思现代性”其实是现代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⑥参见贺玉高，《民族主义分类与后殖民论争》，《中州大学
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⑦朱献贞列举陈独秀与胡适的例子，指出他们反对传统爱国
主义的狭隘，即那种只要求个体为国家民族作牺牲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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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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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叙事之精神探秘
———以张鲜明《信使的咒语》等为例

方向真
（自由撰稿人，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方向真（１９５７— ），女，河南南阳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居上海，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及外

国文学研究。

摘　要：张鲜明《信使的咒语》以９９个梦幻场景，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梦中的“我”
是作家主体分裂出的另一个不戴社会面具的人，“我”经历的惶然、被追赶的惊悚等一系列戏剧化场

景———危险而美妙的游戏，拓展了人的意识边界与语言叙述的向度。张鲜明梦幻叙事背后的文化谱

系及文本生成机制源自其独特的文化基因———豫西南豫鄂山区地缘文化的气脉、父母的遗传，以及

他的语言的自觉。他的梦幻叙事具有独特的文学原创性。

关键词：梦幻叙事；潜意识；《信使的咒语》；《寐语》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１９－０６

　　梦幻叙事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陌生，我们皆
知的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中国当代作家残雪的

一系列作品，但我们对此还缺少深入的专题研究。

河南诗人、散文家、“幻象摄影”者张鲜明，在其叙事

体《信使的咒语》一书中，记录了几十年来的梦境，

可谓典型的“梦幻叙事”。正如评论家耿占春在

《〈信使的咒语〉：梦、神话与精神分析》一文里指

出的：“《信使的咒语》就是一个梦的博物馆，一个

梦境的长廊，这些梦幻叙事和神话一样，为一切不

可言说之物提供了一种话语，并揭示着已经失去

或暂时隐匿的‘世界的本质与秩序’。”［１］在此文

里，耿占春为“梦幻叙事”做出了恰切概述，梦幻叙

事“意味着置身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非语言与语

言之间，无意义与意义之间，不可理喻之事与隐喻

符号之间。梦幻叙事是对可记录的身体———潜意

识的一种虚构，又是对虚构体验的一种真实记

录”［１］。

进入《信使的咒语》的梦幻场景，就如同进入陌

生世界里一个接一个危险的游戏。那是深藏于内心

深处的晦暗领域，让梦、无意识或潜意识获得了文学

性及其修辞形式。

一、危险的游戏：潜意识世界的孤身历险

人类潜意识的梦境，隐藏着无限的可展开情景、

意象和隐喻，折射出被意识忽略了的丰富驳杂的潜

意识世界。阐释梦境，是人类探察内心世界的方式

之一。

我们翻阅一下文学里的梦境———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梦来讽喻现实；卡夫

卡以梦来隐喻生存的荒诞；博尔赫斯设置梦一般的

叙事迷宫；卡尔维诺笔下的人物在不尽如人意的城

市里做着白日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则以亦梦

亦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讲述，呈现出拉丁美洲

一个世纪以来光怪陆离的历史；残雪潜入意识的暗

河，她笔下阴郁的情境里处处是猜忌的气息和暗算

的危机，她的梦与现实没有边界……

梦，已成为文学创作永远不会枯竭的矿藏。

梦———人类的潜意识暗河，随着外部世界的变

迁而呈现着不同的形态和声音，被不同时代、不同作

家赋予独特的形态与意义，梦的暗河折射着人类精

神的流变及难以界定的种种可能。愈是现代，文学

艺术与梦愈是难解难分———梦幻、荒诞、意识流、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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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奇等，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时频频出现。当代发

展迅速的人类科技、生物学、医学、精神科学等，还将

会研究发现梦的新形态、新价值，从人的内部机制来

探察人性的复杂及意识的边界。

张鲜明《信使的咒语》及之前出版的《寐语》，皆

为梦的纪录。诗人张鲜明做梦之持久、频繁远远超

乎常人，他告诉笔者，做梦成了他的习惯———从童年

做到成年，梦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而生长。

张鲜明梦幻叙事的主角———“我”，这个天真的

成年漫游者———冥冥之中被抛入无意识暗河的孤独

者，其所经历的都有着不测的危险，他的梦有情节，

有场景，有戏剧效应。“我”的一幕幕离奇游历，令

读者仿佛置身于正在上演的一幕幕神秘剧情里，比

如梦《苦———啊！》［２］４５－４６：

我坐在一片麦田边上，麦田里的麦秆

一根根高大粗壮如参天大树，却依然是麦

子，密密麻麻的，一片金黄…… 我来到这

里是为了躲避什么，也可能是在与人玩捉

迷藏，反正是很紧张……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人。没有看清

这人的长相，只看见他的身影…… 既然有

人发现了我，我继续躲藏下去就是一种耻

辱，我必须离开。

麦秆是那样的密，麦田无边无际，没有

路，也无法辨认方向，加上我穿着长长的戏

装，根本无法正常行走。怎么办？呃，有

了，我可以像仰泳那样，从麦子的上方飞出

去……

既然我穿着戏装，那就应该来一句道

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地吐

出来：“苦—啊！”

背朝大地，面向天空，四野茫茫，我看

见我的这句道白在空旷的天空下像一片白

雾慢慢地飘散开去。……

四周是无边的空虚，我不知道自己置

身何处；但我知道，在这个地方，为了不坠

落在地，就必须不停地呼叫。我一声接一

声地念着道白：

“苦———啊！”

“苦———啊！”

再比如梦《楼的惊变》［３］４６：“我”看见一个平躺

着的大楼，像是唱片。一个圈是一个楼层。突然它

不甘于此，它要站竖起来试下自我价值。它竖起来

变成笛子，大楼里的人们紧紧吸着笛子的内壁。

“我困在里面，怎么出去呢？“我”想变，变成尘埃、

蚂蚁，变成音符才能逃出去。对死亡的恐惧令“我”

急忙使尽浑身解数变戏法般地逃生。

梦中“我”的奇幻动作、奇幻场景及特有的童年

视角，使张鲜明的梦境更纯粹，更有趣，也更神秘。

读者在陌生的惊悚的阅读历险中，竟不乏温暖、愉悦

之感，如同置身于危险而又美妙的游戏。

也正是“我”的童年视角，张鲜明的梦里不见暴

烈肃杀的戾气，不见社会生活中的模式套路，也不见

意识形态教化而来的成见。梦中的漫游者“我”，是

不戴面具、满怀好奇的大孩子。

梦世界里这个“我”究竟是谁？是《信使的咒

语》的作者———从事媒体工作的记者、作家张鲜明

的替身或影子；是自我的第三只眼———探察直觉、潜

意识的探测器；是先民与自我的重合，是儿童的我与

现在的我的重合……

在这个梦的世界里，“我”是游历者、观察者、表

演者、讲述者、逃离者，是被冥冥之手抛入这个既虚

幻又真切的陌生世界里的人。“我”始终在游走，游

走在一幕又一幕的旷野、山间、院场、断墙边、昏暗的

屋子等，莫名地介入诸般人事。“我”成了一个半隐

身的人———无人交流的、没有观众的漫游者，虽然身

边风、草、大地、树木、家具等都是有感觉有灵性的。

张鲜明笔下的梦，是纯粹的梦，无限流动的梦，

没有入口和出口。

这让我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

个持矛不停冲撞的骑士———世界文学史上不衰的形

象。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在每一个历史

时期都会被重新估量。比如，最后的骑士———骑士

文学的挽歌；行动的理想主义者等。如把他与《信

使的咒语》里的“我”并置，发现他们皆有性情的天

真，在社会化进程中人类逐渐被遮蔽或失去的“童

性”，在他们这里存在着。

在理性退场的梦幻叙事里，赤裸的人性在童心

的状态下无忌展现，无论是悲伤、良善、美好，还是令

人羞愧的自私与施虐。《信使的咒语》和《寐语》中

各种场景里的“我”，都是这么一个孩子般的成年

人，他独自在梦幻世界里历险，走着，看着，听着，逃

奔着，与各种人事交集着、冲突着。他用自己的肢体

和感官去触碰周遭，来探察陌生的世界。在这里，梦

呈现的是现象本身，你无须牵强寻找与现实的对应。

如果执意去寻找张鲜明梦幻叙事的隐喻，是否可以

这样解读：“我”的危险游戏，隐喻着尚未进入规训

性的人类潜意识；隐喻着人类潜意识的神秘与自由；

隐喻着人类认识和探索的永无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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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鲜明之幻：梦世界的生成及想象力的谱系

梦之于张鲜明，仿佛是他存在的一个证明。成

年后的他仍无休止地做梦，并且他回忆梦、记录梦、

追寻梦，使梦成为诗学的自觉。不知不觉地，与他如

影相随了几十年的梦，蓦地生长成了一个自在自为

的魔幻世界！与日常现实世界并存。

与《信使的咒语》同时，作家出版社重点推出的

还有他的诗集《暗风景》，摄影诗集《幻游记》，三本

书的封面都标上了的“鲜明之幻”————“梦幻叙

事”“魔幻诗歌”“幻象摄影”———张鲜明梦幻、灵幻

风格的精准提示，精神图式的独特呈现。“幻”，显

然是张鲜明给自己的标识性定位，是进入其文本的

玄牝之门。

那么，张鲜明的梦幻叙事有着何样的精神图式？

其“图式”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谱系？其梦幻叙事

又是怎样的生成机制？

张鲜明出生在离神农架不远的鄂西山区，他家

对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荫遮蔽着整个广场，树

的肚子通向一个很深的地方，那里生长着几十条碗

口粗的长着红冠子的蟒蛇。大树旁边住着一家戴姓

人家。他听爷爷说，蟒蛇叫一声，这家就要死一个男

丁。他的家族故事也弥漫着巫意和神话的色彩。老

祖宗讲，家族救过一个狐狸精家族，事后按照狐狸

精———白胡子老者的指示，在一个老树桩下面挖掘

到一块大青石，青石下有砚台和药方。自此，家族人

皆喜读书，出了文人和名医。

张鲜明的父亲爱做梦，还写诗填词记录梦，日常

里他还总用编织的幻象打消一家人的愁苦，父亲为

家人描绘的生活蓝图总使绝望拐弯。张鲜明记得小

时候过春节他家没有钱买鞭炮，他拽着父亲闹，父亲

说：“孩儿，等你长大工作挣钱了，咱家就在新盖的

三层楼顶弄一个长长的竹竿放炮，连着放它三

天！”［４］平日里很乐观的父亲，还有着纤敏的感觉。

张鲜明记得儿时父亲描述某年大批人饿死之后的场

景：那一天他进了淅川县城，到县城西关的大码头，

白日里大太阳出着竟然乌云滚滚，冤魂们的瘴气雾

一样飘荡，丹江河滩上的沙洲上空瞬间暗黑，父亲的

头发梢都竖起来了，像进到了地狱……

张鲜明的母亲爱听戏，还会讲故事。在农村的

地头，母亲常给妇女们唱歌唱戏。娘家曾住县城剧

院隔壁的母亲，给张鲜明讲过许多戏曲故事，而且母

亲也讲梦。有一次母亲说，她饿死的五岁女儿给她

托了个梦：妈，我变成了虫翼，不吃麦子只吃草籽，我

看见麦子了就给你叼回来……

儿时的张鲜明，每当遭遇饥饿、打击、恐惧的时

候就想，这要是梦就好了———早上睁开眼就没有了。

饥饿难耐时，他望着天上飞的鸟对母亲说：“妈，它

们要是掉下来多好，我们就能吃饱了。”［４］他时而做

白日梦。正如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在墙角

擦亮一根又一根火柴、寻找火光中温暖幻象的小女

孩，又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独自疯狂地拔

出一个又一个红萝卜、被人视为哑巴的瘦弱小黑孩

（有一天小黑孩又被大人羞辱后，他趴在地里将拔

出的红萝卜一个个对着太阳照，想找回之前他发现

的美好瞬间———胡萝卜须须上金色的光）。在张鲜

明的梦里，童性思维的光芒随处可见。

梦，不期然地成了童年屡遭苦难的张鲜明的精

神救赎。梦演示的诸般荒凉、惊恐、逃离、失落、不知

所措的场景，成了他释放被压抑情绪的潜意识出口，

他因梦得以超越饥饿、流浪和父兄曾被关押的恐惧，

超越残暴的血腥与人格侮辱。如五岁那年夏天，他

听到镇上开会的人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就要人头

落地。要在某月某日，将某某出身的人们被赶到山

上砍头，用他们的血染红雪山的山头。他赶快跑回

家告诉父母，父母说他胡言乱语。他不敢再说话，晚

上早早躲进被窝。那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被人反绑着

跟大人一起来到东边的山上。山上一个个被砍掉的

脑袋像南瓜一样成堆扔在地上，露出白花花的骨

头……第二天一早，他发高烧说胡话，父母叫来邻居

堂奶奶为他叫魂。他还想象把眼下的苦难变成梦，

在某天醒来就消失了。

梦抚平了他童年、少年不堪承受的身心创伤。

然而，不是所有的苦难经历者都能为自己找到释放

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鲜明又是苦难中的幸运

儿，因为有梦，他活过了不堪的年月；因为梦幻叙事，

早年的痛苦得以艺术的升华。

是否可以说，张鲜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地缘

文化的影响及来自父母的遗传基因，构成他精神图

式最初的底色。

对张鲜明笔下纷繁奇幻的梦，我们能做出怎样

的解读？让我们跟随叙事者“我”，进入作者的梦幻

空间———

我看到———其实是感觉到———有一些

东西出现在地平线上，它们在行走。这些

东西从形状上看，就特别像是河滩里的鹅

卵石，它们正在努力地成为某种意象，从而

让自己成为诗歌。

———《就像一只兴奋的跳蚤》［２］１７７

我骑在一个木梁上往下看。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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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的空间，空间里出现了一张虚拟的纸

张。这种纸张比这个世界上最薄的纸还要

薄，是透明的，接近于虚无，上面记录着我

的梦……

一个女人出现在现场……没想到，她

的眼珠竟然可以像蟾蜍的舌头那样猛烈地

弹出，又闪电般缩回。随着她眼珠伸伸缩

缩，承载着我的梦的那些蓝色纸张上出现

了一个一个的洞孔，一些汉字从那洞孔里

滴滴答答往外流……

———《盗梦》［３］１７５－１７６

作家在叙事中通常都有一个分裂的自我。写作

者的张鲜明清醒地认知到他的两个我：一个是记者

的我，采访、组稿、策划、热情满怀地做事情，谈笑风

生轻松自如地处理问题；另一个是摘下社会面具不

再模仿大众的我，待晚上回到住处，那个为生存而展

现的与内心意念相违的我，就回归到真实的我，如同

归窝的老鼠安然于自己的洞穴。他说：“我心里有

个按钮，按下键，就屏蔽了尘世的世界。虽然有时候

也还止不住流露出分裂的迹象，领导不计较，同事们

也包容我。”

由内心的自我驱动，张鲜明将他的梦一一回忆

并记录下来。某一天，他打开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

啥时候记录了这么多的梦，自己读来也觉得陌生，

“是我记录的吗？”当他把几十年来梦的记录呈现出

来，读的人皆感动于心。《信使的咒语》每个梦里那

一次性乍现的灵光，让人情不自禁地用怀疑的目光

审视自以为是的日常经验。如果将《信使的咒语》

交付于精神分析的释梦与民间巫术传统的释梦，将

会显得迂腐和滑稽。虽然张鲜明的梦世界里存在着

上述释梦对应的元素，比如可用于精神分析解释的

梦———作者早年缺乏安全感的惶恐记忆的折射，梦

里的集体无意识，梦里隐现的楚文化巫传统元素

（作者儿时受到巫韵的浸染），某个梦里偶尔可析的

隐喻。但是，上述从精神机制的研究与治疗的分析

阐释及出于生存的实用功利的释梦，都轻贱了梦，使

梦变得生硬而失却梦的自在可爱，尤其是对于张鲜

明的梦。

《寐语》《信使的咒语》的情节、意象、心性多元

地呈现出诗的元素。诗怎么能简化，怎么能还原呢？

诗与梦的叙写，都体现出对直觉的赋形能力，相对于

诗的知性直觉，梦处于原始混沌的感知。但作为诗

人的张鲜明，他的寻梦、记录梦的自觉已经与诗创作

一起，融于他的精神构建。他天性敏感，对心灵事物

至今怀着如初的好奇及探索的热情，笔者在世纪初

曾被他诗歌里潜在的灵异气象触动，暗自断定他的

创作将会独秀于文学之林，至今还记得他的《疯蝴

蝶》［５］８０－８１：

这疯蝴蝶

一定是从她的梦中飞出来的

要不然，怎么会

如此不要命地，如此精准地

扑向我

这是她一贯的做派———

当年，她一脚踹开

一排排酸枣刺似的睫毛

把玉米棵和狗尾巴草

搓成翅膀

驮着我

飞起来

是的，我能认出来———

这疯蝴蝶是从她眼里飞来的

……

没想到，大半辈子了

你竟然背负着村庄

像秦香莲那样

一路追来

我的疯蝴蝶啊

你扇动翅膀

我汹涌如海

人的内心———一个充满无限能量的内宇宙，那

潜运着的能量聚集、生成，你无法预测它何时突现瞠

目的奇观。虽然二十年前我已发现了张鲜明诗中独

有的意象———朴野灵奇的意象。那时我不知他有这

么多的梦———他元意象的丰厚储备，更未料到二十

年后作家出版社重点推出他的梦幻系列三部曲！这

梦幻三部曲会聚的奇幻意象，构成了壮观的魔幻景

观。

三、语言的自觉：文学叙事的原创性拓展

精神图式如何变得更丰富，更具吸纳力，更具形

而上的美感？这需要作家具备深厚的诗学积淀。首

先体现在作家生命体验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这来自

命运，更来自体验的自觉，即是否能进入生命意识的

“新大陆”。笔者曾在《黑暗的大陆———探秘埃尔弗

丽德·耶利内克的世界》一文里谈道：“新大陆往往

从痛苦和恐怖开始。那些原创性的大师都经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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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各自征途的痛苦———恐惧、恶心、虚无、孤独……

心态不一，形态各异，本质却是一致的———痛苦。但

丁、莎士比亚、歌德、尼采、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

基、卡夫卡、萨特、鲁迅等大师都伴随着相近的体

验———从痛苦中超拔出来的冲动……许多人在这探

险的途中被甩下。更多的人根本看不到这片神秘的

大陆，或者不愿意深入这条陌生、恐怖的地带，他们

满足于已经熟识的世界。这神秘大陆的探险之路属

于极少数渴望走进精神深处的人———这里通向人的

意识的暗河，验证着心灵的原始力量。”［６］１０

张鲜明对梦的情有独钟，使他冲破了精神分析

释梦的模式，他以梦自身的形态，构建起梦的诗学。

汉字的象形、会意特性，使汉语成为最理想的诗的文

字，自然也是最理想的描绘梦的文字。２１世纪文学
的梦幻叙事，从张鲜明这里开启一个新的旅程，且为

梦的诗学赢得尊严。

较之于记了 １３４个梦的更自然、纯然状态的
《寐语》，《信使的咒语》在文体上有了自觉的提升。

记梦的文体，成就了张鲜明的梦幻叙事———独标的

语言、结构和修辞。

张鲜明将他《信使的咒语》与《寐语》称为“梦幻

叙事”，有人将它们当小说读，有人视它们为散文，

更有读者认为它们就是诗。属于什么文体，已经不

重要了，跨文体写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文体边

界的模糊显示着创作意念及方式的扩展。

与《信使的咒语》同时出版的摄影诗歌集———

《幻游记》，张鲜明自称为“幻象摄影”，他别出心裁

将作品划分成三个单元———地界、天界、灵界，其镜

头里的“幻”来自他的意念与他镜头里景象偶遇的

刹那。镜头里的日月风雷山川花木，时而逶迤，时而

装帧般成为梦中的奇幻。与摄影平分秋色的是他的

短诗———以梦幻来重构家族故事。地界、天界包孕

着自然万象，而灵界是超验的不期而至的灵魂渴望

的居所。灵界之维———天才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分水

岭（小说家里，曹雪芹、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

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莫言、残雪等属前者；诗人

里，杜甫、李商隐、歌德、荷尔德林、里尔克等，属前

者）。

张鲜明之所以为三部曲冠之以“幻”———“梦幻

叙事”“魔幻诗歌”“幻象摄影”，显然他是以日常现

实里的文化人和作家的我，给自己的标识性定位，它

们是“鲜明之幻”的玄牝之门。

《信使的咒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现实经验

与思维无法应对、无法解释的世界。虽然我们每个

人都做过梦，并不断有新的梦呈现。但是，如此庞大

的没有入口与出口的纯粹的梦世界，恐怕很少见。

接下来，我们看看《信使的咒语》里梦世界的内

核———梦世界的魅力所在，价值所在。

“鲜明之幻”抓取了稍纵即逝的意识核心、直觉

核心的一刹那，让它定格。他笔下的、镜头里的景象

对于尘世惯常的看，是幻象；对于打开了天眼的看，

是本真的直觉呈现。它们连接着作者的直觉，也昭

示着自然的真谛———自在自为、遗世而立，张鲜明在

与它们的守望中穿透凡尘的雾障，进入大化之境。

如同张鲜明儿时的梦化解了他童年不堪的饥饿

与所受的羞辱，当今人类若要安置自己的心灵，也必

得再造一个尘世之外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这包

括梦。张鲜明在《寐语》后记里写道：“在梦中，我的

灵魂经常脱离肉体，以旁观者的态度看着我的肉身

在虚拟的空间里单独行动，就像在看电影；在梦中，

‘我’总是在逃跑，我知道，是我小时候被吓掉的魂

儿在逃跑、在惶恐、在悲伤。”当今，现代人如何在艺

术中获得自我救赎？梦幻叙事或许为人们提示了一

个精神出口。

作家与评论家们皆注意到了张鲜明梦幻叙事重

要的文学价值。敬文东发现，因为记录梦，“叙事的

语言居然改变了身段”［７］；耿占春指出：“无论如何

理解张鲜明的写作，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梦幻叙事

通过神话思维及其他所打开的感知与想象视野，为

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异质性话语。”［１］

在此之外，笔者试从张鲜明梦幻语言的生成机

制来探讨其语言的个性特点。文学语言，或任何创

造性的语言，都全息呈现着人的身心状貌、智识、精

神图式、审美价值及终极取向。这里借用康德的

“图式”———人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结构，来探察、

描述张鲜明所独有的心灵图式。显然这也是一场有

趣的精神分析，但非弗洛伊德式的解析。

张鲜明是幸运的，父母的才情及苦难中的达观

植入了他的根性，懵懂未开时民间文化的滋养，几十

年经典作品的阅读，几十年不间断的诗歌写作———

语言的文学性、根本性的训练，使他从本然的表达走

向了自在自为的语言王国。他的幸运既是先天所

得，更来自他语言的自觉及悟性。他说出这样的感

悟：语言要与语境相吻合，要不伤对象（题材）本身；

要让技术不再成为障碍。

如何感受语境、进入语境？语境是已有的存在，

还是人为的创设？想来，语境应该是作者与所选取

的对象、题材间可能的互为达成。语境———显在或

潜在的情境，心理的某种推手，一种气场，一种可能

性的张力，等等。一旦具备了这种对感官、意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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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全息觉察，训练有素的语言就会在语境里脱颖

而出，一如春天大地回春，一如夏夜的繁星。张鲜明

写道：“关注大自然的四季、生死的轮回，觉得特别

奇妙。进入了无意识放松状态，会觉得以前的小哲

理小发现太小儿科了。”人的心境、格局乃创作之

道。抵达大道之境的张鲜明，令笔下惊悚、奇瑰、纯

粹的梦散放着迷人的气息与光泽———即便是危险的

气息，即便是幽深的光。你会不禁感叹：这些不重样

的纷繁奇幻的梦，要怎样的魔力来制造？

创作到一定境界会呈现出人格的力量。浮躁矫

情的人难以写出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文字；过于计较

得失的人，其文字通常失之于狭促；过于虚荣，会导

致视野的雾障……与梦有着不解之缘的诗人张鲜明

说：“我的文学使命就是我的梦幻叙事。”

张鲜明天地灵的格局与他诗人的气质，使他的

梦幻叙事呈现出整体的隐喻性。他的具有现象学意

义的梦幻叙事，成功地启示写作者怎样自觉地调动

意识能量，尤其是被忽略的潜意识能量；怎样让语言

展现不曾有过的精神现实、灵魂现实。《信使的咒

语》———危险而美妙的游戏———其迷人的文学原创

性，拓展了人类的意识边界与语言叙述的新向度。

也许，２１世纪与智能时代的虚拟现实交相辉映的，
会是与人类科技发展同步的、不断拓展的意识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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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的效应研究
———基于中部六省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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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应与绩效评估研究”（２０２０－ＹＹＺＤ－０９）；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绩效评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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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与农村金融。

摘　要：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在缩小城乡差距中发挥了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重要作用。
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的现状及特征，通过
构建两者间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

示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呈倒“Ｕ”形规律，目前已过拐点；数字普惠金融
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减缓城乡差距的效应是显著的，但使用深度却不显著；产业结构发挥了显

著的中介效应，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能有效减缓城乡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改善数字

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创新财政工具、提升农民创业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

城乡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０；Ｆ１２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２５－０９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城乡差距则是不平衡的主要表

现。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工作

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紧紧围绕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问题，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利

民惠民政策，不断缩小城乡差异、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城市的政策导向，导致

城乡二元结构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现阶段城乡

差距依旧存在。２０２２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４９２８３元，同比增长
３．９％，同一时期，农村居民相应数据分别为２０１３３
元和６．３％。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速较大，但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很明显。

城乡差距过大会造成社会公平缺失，增加社会不稳

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因此，统筹城

乡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缩小城

乡差距、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社会

问题之一。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结合，推动了数字普惠

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

惠金融从可获得性、成本控制等方面进一步凸显传

统金融服务的“普”和“惠”特征，使社会更多群体能

够获得全面、完善的金融服务，有效增加农村地区金

融供给，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业产值，增加农

户收入和农户消费能力，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作为

中国经济发展格局重塑重要组成部分的中部六省，

自２００４年提出“中部崛起”政策后，凭借良好的区
位优势、丰富的内陆资源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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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方面迅速崛起，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同时，也应看到中部六省城乡差距依旧

不容忽视，以中部河南为例，２０２２年全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３８４８４元和１８６９７元①，前者是后者的２．０５８倍。因
此，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探索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可进一步提升金融对减缓

城乡差距的力量，这对发挥中部六省对我国经济的

重要引擎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作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延伸和智能化拓展，数

字普惠金融从实践意义上拓宽金融触及范围、延伸

金融包容性内涵、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自２０１６年杭
州Ｇ２０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以后，数
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有关研究成果不

断丰富。部分成果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价

值和比较优势上，但更多成果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

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效应，其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的研究中，一部分

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缓解城乡差距。数字

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服务手段，有效

降低传统金融对金融服务需求的限制，大大缓解金

融排斥和金融抑制，将更多弱势群体纳入正规金融

服务范围内，对增加农户收入、缓解农村贫困发挥了

重要作用。ＩｓａａｃＫｏｏｍｓｏｎ、ＲｅｎａｔｏＡ．Ｖｉｌｌａｎｏ、Ｄａｖｉｄ
Ｈａｄｌｅｙ［１］利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第七轮加纳生活水平
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家庭当前贫困和未来

贫困的影响。研究认为普惠金融将使一个家庭当前

贫穷的可能性下降 ２７％，未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
２８％。ＦａｎＬｉｕ、ＢａｒｎａｂéＷａｌｈｅｅｒ［２］认为普惠金融是
促进家庭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并基于

访问、可用性和使用三个维度提出了测度数字普惠

金融的量化指标。周利等［３］利用分位数回归的ＭＭ
分解方法，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

显著的减缓作用，且低分位点处其边际效应更大。

田瑶、郭立宏［４］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提供

增收的边际动力更为有效，因此有利于优化分配，有

效减缓城乡差距。邓金钱、张娜［５］也得到类似结论。

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

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甚至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杨怡等［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地区和农业生

产领域下沉，可为农户生产、创业和子女教育提供资

金支持，增加农户收入。但数字普惠金融同样也会

惠及城镇居民，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因此数字普惠金

融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中各自获取的收益。李牧辰等［７］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认为因为数字技术门

槛等原因，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化程度加大了城

乡差异。陈熹、徐蕾［８］认为低收入水平的居民从数

字普惠金融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高收入水平居

民，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拉大了城乡差距。一方面是

因为农村金融快速发展会导致农村居民资金外流，

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户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受教

育程度整体偏低，获取数字资源的能力有限，难以享

受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红利。

还有一部分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

距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

距的影响，都是源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及金融资

源分配的均衡程度而导致的。金融集聚初期，社会

生产力水平低下，金融业和科技水平不发达，金融业

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城乡间

金融资源分配差距不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积累，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金融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增加，

科技进步推动金融资源向城市集聚，金融集聚进入

发展阶段，城乡间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日益加大，城

乡收入差距凸显。金融集聚后期，随着科技水平的

持续成熟，更多资本投入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中，在资

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不断作用下，金融资源集聚

程度达到最大。在溢出效应作用下，金融资源开始

从城市向农村扩散，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科技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推动金融资源在城乡间充分流动，进

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金融集聚随数字普惠金

融水平而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因为金融资源集

中的城镇，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当数字普

惠金融达到一定水平时，金融资源开始向农村扩散，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９］。王英姿［１０］以长三角２７个地
级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数据为样本，研究认为数字普惠
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呈倒“Ｕ”形特征。崔建军、
赵丹玉［１１］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

金融对城乡差距的非线性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城乡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Ｈ２：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作用机制

创业行为是提升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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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有效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借贷的信

息约束、融资约束和信任约束，激发农户创业热情、

提高农户创业能力，通过创业增加农户收入、改变城

乡居民初次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首先，数字普

惠金融利用线上平台及时向农户和农村地区传递创

业信息、技术信息和信贷信息，为农户创业奠定基

础［１３］。平台及时推送国家创业政策、解读相关文

件，使农户充分了解相应的优惠政策，激发创业热

情；通过平台提供创业培训、学习机会和产业项目，

使农户具有一定的创业技能，同时降低了农户创业

的学习成本，减低创业的准入门槛，更利于激发居民

的创业行为［１４］；通过平台向农户推荐农技专家、金

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人员，使农户获得产业的技术资

源和资金资源。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基于大数据、借

助数字技术较为准确分析农户、农村小微企业和农

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特征，破解传统金融因缺少有效

抵押物导致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落实普惠

金融“普”和“惠”特征，扩大金融服务对象，增加金

融弱势群体获贷可能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透明

化信用状况，增加了投资方与创业合作方之间的信

任，通过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增加创业可能性［１５］。

传统金融模式下，农村创业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间

介绍而合作，数字普惠金融运用数字技术使创业者

信用信息透明，有利于获得投资方信任，农户创业就

可以跨越熟人、亲朋的圈子，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在

数字普惠金融刺激和支持农户创业的同时，发展农

村经济，解决农村地区就业问题，提高农户收入，缩

小城乡差距。正如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Ｎｅｗｍａｎ（１９９３）观点，
数字普惠金融整合了技术创新与普惠金融的优势，

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使传统金融中受到金融排斥

的群体有机会得到金融支持和创业活动，因此势必

会缩小社会收入差距［８］。

已有研究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

增长的关键动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优化居民收入结

构，缓解城乡收入差距［１６］。作为一种先导性产业，

金融业的发展和推广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

数字普惠金融以低成本、便捷性、多样性和高可获得

性刺激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１７］，随着居民消费

体系的不断完善，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

得到优化升级［１８］；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企业创

业的金融环境，增加了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效

率，提升企业创业积极性，金融机构可充分利用数字

信息优势实现金融要素的精准配置，使得金融资源

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实现科学有效配置，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第二、

三产业不断向农村地区扩散渗透，带动农村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农业体验、乡村旅游、农业观光、农家乐

等新业态相继涌现，吸引更多的城镇资本注入农村，

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下乡消费，农户家庭收入稳步

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农村创业主体

规模扩大，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根

据自身实际在农村就业，从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

现工资性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减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３：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影响城乡
差距；

Ｈ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影响城乡
差距。

三、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差距现

状分析

（一）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可分析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

状，该指数主要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

度。图１给出了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发展趋势图，图２给出了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
部六省及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速趋势图，图

３②给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箱线图。
１．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图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及河南省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速变化趋势图

图１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间，中部六省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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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２０１４年后差距基本保持稳定；湖北省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一直保持领先地位，随后是安徽省，

２０１６年以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出
现大幅度提升；近几年，湖南省和山西省则位居中部

六省尾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是因

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普

及；作为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数字普惠金融

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中部六省经济基础存在差

异，是导致中部六省各省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２绘制了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增速变化趋势线，鉴于河南省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成功模式，同时也绘制了河南省数字普惠

金融增速变化趋势线。图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增
速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变化速度较快，２０１６年后增速
有所下降，２０１８年后增速趋于稳定。河南省增速相
对较快，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探索创

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借助数字技

术，“人人有授信、户户能贷款”，在河南部分地区已

成为现实。２０１６年，河南省兰考县成为中国首个国
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与银行合作，建立数

据风控模式，兰考县开发打造了全县第一个县域政

务数据支持的数字化金融产品；２０１７年，河南省内
乡县与网商银行签约，成为全国第一个数字普惠金

融试点县。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至少有６０个涉农区
县与网商银行合作，该模式被全国９００多个县域沿
用。２０２１年，河南省成为第一个政府融资担保机构
联合互联网银行发放助微减息券的省份，该模式已

被全国１５个省市沿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也
与网商银行深入合作，共同支持“乡村振兴带头

人”，有标杆示范作用的农户将获全年免息及长期

利率支持，为河南乡村振兴注入资金。河南省对金

融技术的开放举措，正让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普

惠金融带来的利益。

２．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发展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

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通过对三个维度的比较，可进

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层原因。图３给出
了中部六省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箱
线图。由图３可以看出：

（１）三个维度中数字化程度的离散程度最大，
中位数也最大，说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数字普
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变化幅度较大，均值最大；数字化

程度反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实惠性，主要体现在

移动支付数量、企业贷款利率水平和免抵押支付比

例等。这几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化程

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因此在样本期内变化较大。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箱线图

（２）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离散
程度差异不大，说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间，两维度基本保
持同步增速，相比较而言，覆盖广度变化较大；使用深

度的低水平省份较多；但从整体均值来看，水平基本

一致。这从侧面反映，在普惠金融相关政策引导下，

中部六省各省数字普惠金融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覆盖

广度差异不大，但当发展进入使用深度驱动时，因各

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区域间就出现了显著差异。

（二）中部六省城乡差距现状分析

城乡差距主要反映在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

业以及政府公共投入六个方面。出于数据的可获取

性考虑，此处从经济要素出发，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人均消费支出来反映城乡差距情况。数据来源于中

部六省各省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中数据为中部六省历年平均值。

１．中部六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分析

图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中部六省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图４显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明
显，且有增大趋势。２０１１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１８３０３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则为６８５０元，城乡人均收入
差距绝对数值为１１４５３元；２０２２年上述差距为２３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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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因此，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差距，仍是实现共同富裕路上面临的一项艰巨任

务。

２．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析
图５绘制了２０２２年中部六省城乡居民人均可

消费支出的差距图，由图５可以看出，城乡消费差距
不容忽视。其中湖南省差距最大，２０２２年该省全省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４０８３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
费与同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为

１１５０２元；差距最小的河南省，这一数据也是 ８７１５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消

费支出的比值为１．５８８。同时，也应看到国家对“三
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村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

生活得到了大幅提升，两者差距不断缩小。２０２２
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环比平均增

长率为２．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环比平均
增长率为６．４５％。③

图５　２０２２年中部六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差距图 （单位：元）

四、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差距的效应

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在前

文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模型Ｉ：

Ｇａｐ＝α０＋α１ＤＩＦ＋∑
ｉ＝２
αｉＣｏｎ＋ε （１）

Ｇａｐ＝α０＋α１Ｃｏｖ＋α２Ｄｅｐ＋α３Ｄｉｇ＋∑
ｉ＝４
αｉＣｏｎ＋ε

（２）
模型ＩＩ：

Ｇａｐ＝α０＋α１ＤＩＦ＋α２（ＤＩＦ）
２＋∑

ｉ＝３
αｉＣｏｎ＋ε

（３）
模型ＩＩＩ：

Ｓｔｒ＝α０＋α１ＤＩＦ＋∑
ｉ＝２
αｉＣｏｎ＋ε （４）

Ｇａｐ＝α０＋α１ＤＩＦ＋α２Ｓｔｒ＋∑
ｉ＝３
αｉＣｏｎ＋ε（５）

模型ＩＶ：

Ｉｎｎ＝α０＋α１ＤＩＦ＋∑
ｉ＝２
αｉＣｏｎ＋ε （６）

Ｇａｐ＝α０＋α１ＤＩＦ＋α２Ｉｎｎ＋∑
ｉ＝３
αｉＣｏｎ＋ε（７）

模型中Ｇａｐ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差距；ＤＩＦ
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普

惠金融发展指数；Ｃｏｖ、Ｄｅｐ和Ｄｉｇ分别表示数字普惠
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

数，这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可用来分析数字

普惠金融各维度指数对城乡差距的影响；Ｏｐｅｎ、
Ｕｒｂ、Ｉｎｖ和Ｅｘｐ均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对外开放
度、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这

四个变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

要指标，也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硬件条件和

软环境。Ｓｔｒ和Ｉｎｎ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和
农户创业行为。

模型Ｉ和模型ＩＩ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
差距的直接影响，其中模型Ｉ中式（１）用来分析线性
效应，式（２）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城乡
差距的影响，检验研究假设Ｈ１。模型ＩＩ，即式（３）则
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非线性效应，

检验研究假设 Ｈ２。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需要一
定的经济环境、制度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撑。只有

处于一定的环境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才能充分

发挥出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户个体的金融素养要求会随之增加，诸如

“数字鸿沟”等效应就会出现，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

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可能会是非

线性的。

模型ＩＩＩ和模型 ＩＶ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
假设Ｈ３和Ｈ４，其中，式（１）、（４）和（５）用来分析产
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城乡差距中的中介效

应；式（１）、（６）和（７）用来分析农户创新创业在数
字普惠金融作用城乡差距中的中介效应。

（二）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被解释变量（Ｇａｐ）为城乡差距，与前文一致，用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来代表城乡差距情况。

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消费差距＝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可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则城乡差异＝０．５城乡收入差距＋０．５城
乡消费差距，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各省历年《统计年

鉴》。

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Ｆ）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其
三个维度（Ｃｏｖ、Ｄｅｐ和Ｄｉ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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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中介变量（Ｓｔｒ和 Ｉｎｎ），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和农
户创业行为。产业结构＝（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ＧＤＰ，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数据来源于中部六
省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农户创业行为用北京大学

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控制变量（Ｏｐｅ、Ｕｒｂ、Ｉｎｖ和 Ｅｘｐ），分别表示对外
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支出，对外

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总额／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外商
直接投资总额／ＧＤＰ，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ＧＤＰ。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各变量符号、意义和计算方法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名称、符号及计算方法

变量 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城乡差距 Ｇａｐ ０．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０．５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ＤＩＦ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Ｃｏｖ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Ｄｅｐ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Ｄｉｇ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 Ｓｔｒ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ＧＤＰ
农户创业行为 Ｉｎｎ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度 Ｏｐｅ 进出口贸易总额／ＧＤＰ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 城镇化指数

外商直接投资 Ｉｎｖ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ＧＤＰ
财政支出 Ｅｘ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ＧＤＰ

　　本文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因为北京大学数
字金融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从２０２１年
开始的，因此样本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分析
借助模型Ｉ和模型ＩＩ可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因各变量量纲不一致，首先对变

量中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

化程度及城乡差距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采用豪斯

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回归结果显示：
（１）第一列反映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的线

性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

偏回归系数为 －０．０７１，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
过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减

缓效用；

（２）第二列反映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对城乡
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

数字化程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使用深度却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

（３）第三列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非
线性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二次项偏回归系数为

－０．２２６，一次项偏回归系数则为０．８１６，两者均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
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呈倒

“Ｕ”形规律，表现为先加剧、后减缓的作用。数字普
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实施基础，发

展初期，相应的金融环境尚不够完善，其对城乡差距

的积极性作用不能展现出来，一旦过了这一拐点，其

减缓城乡差异的积极作用就会显现。从回归结果

看，其拐点为０．０９３８，以河南为例，该省２０２１年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为３７４．３７，其相应对数值远远超
过０．０９３８，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显著减缓城乡差
距。

表２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乡差距

模型Ｉ 模型ＩＩ
常数项 ０．３９４ ０．５８０ －０．７７４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ＬｎＤＩＦ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７）

０．８１６

（０．３８２）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方

（ＬｎＤＩＦ）２
－０．２２６

（０．１０５）

覆盖广度ＬｎＣｏｖ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５）

使用深度ＬｎＤｅｐ ０．４０２
（０．３６０）

数字化程度ＬｎＤｉｇ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对外开放度Ｏｐｅ －０．１３８
（０．３２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８）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 －０．５４２

（０．２２９）
－０．８６５

（０．２２１）
－１．０３９

（０．３２３）

外商直接投资Ｉｎｖ ０．６５１

（０．２２８）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５）

０．２５１
（０．２４５）

财政支出Ｅｘｐ －０．８３６

（０．２２８）
－１．８６５

（０．４５１）
－０．３４２

（０．１６３）

Ｒ２ ０．５３６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０

Ｆ ８．０８６ ３０．３３ ９．６８

　　注：括号内为偏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和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Ｌｎ表示变量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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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从控制变量看，在各回归模型中的特征基
本一致，对外开放度都是不显著的，外商直接投资仅

在第一列是显著的，而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出是显

著的。说明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出可显著减缓城乡

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则会加大城乡差距，这可能是因

为外商投资项目更多集中在城镇所导致的。

２．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模型ＩＩＩ和模型ＩＶ可分别检验产业结构调

整和农民创业行为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影响

中的中介效应。表３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对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产业结构和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则对城乡差距具有显著的负效

应，说明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

的作用中具有中介作用。而农民创业行为的中介

效应却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文中是用中国区域

创新创业指数表示农民创业行为的，该指数反映

区域整体创新创业行为，并不是完全反映农户创

业行为的。

表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异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ＩＩＩ 模型ＩＶ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Ｓｔｒ 城乡差距Ｇａｐ 农民创业Ｉｎｎ 城乡差距Ｇａｐ
常数项 ０．７７７ ０．２９４ ０．４２４ ０．５７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ＬｎＤＩＦ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４

（０．５３３）

－０．５３８

（０．２２４）

产业结构Ｓｔｒ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３）

农民创业Ｉｎｎ
－４．５０１

（５．０１８）

对外开放度Ｏｐｅ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
０．１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５６３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４）

外商直接投资Ｉｎｖ
－０．０９１

（０．４２２）

０．６６２

（０．３８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５４５

（０．３１３）

财政支出Ｅｘｐ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４）

－０．８５１

（０．４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９）
Ｒ２ ０．８２５ ０．５３７ ０．８９９ ０．５８５
Ｆ ３３．００１ １０．７７３ ６．４９５ ７．８９４

　　注：括号内为偏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Ｌｎ表示变量取对数。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间的计量

模型，并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相关面板数据为
样本，从非线性效应和中介效应两个角度考察了数

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城乡差距中的效应，研究结果认

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存在显著影

响，呈倒“Ｕ”形的非线性规律，从中部六省当前整体
情况看，目前已过拐点，表现为积极的减缓作用。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中，数字金融的

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缓解城乡差距是显著的，

但使用深度却不显著，后续应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

融使用深度对城乡差距的减缓作用。

第三，产业结构显著中介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乡差距的减缓作用，而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没有达

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如何提升农民创业行为，有效

刺激其创业行为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第四，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可有效缓解

城乡差距，但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度对城乡差

距的影响未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二）减缓城乡差距的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立足中部六省现状，可通过

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

差距的积极作用。

其一，满足金融需求，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

度。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反映了居民的金融需

求，从实证结果看，目前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

度对减缓城乡差距的作用不够显著。一方面可能是

因为目前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与农户的金融需

要不匹配；另一方面可能是农户的金融素养不足，不

能完全了解和使用相关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导

致使用深度欠缺。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切实了解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不断创新更

加多元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确保乡村地区各个

领域的社会群体都能够享受到金融发展的便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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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农户生产、创业、子女教育等提供金融支持，逐

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引导农村居民积极金融

消费，真正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减缓作

用。

其二，加大农业投入，引导投资和创业向农村下

沉。实证研究显示，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

乡差距间存在积极的中介作用，而农民创新创业的

中介作用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没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

性。比如，中部六省中的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

多，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因此要加大农业投入，尽快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下沉农村。

一方面，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整

合全省优质资源，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农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运转一体的产业体系，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另一方面，要完善

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各级政府部门给予

投资者工作支持，主动帮助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

问题。同时，还要引导和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充分考

虑农民的创业需求，可考虑让农民优先使用部分公

共资源，为农民创业提供政策保证和便利条件。

其三，创新财政工具，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基础环境。加大农村互联网建设财政资金投入力

度，尽快实现宽带网络系统全覆盖，夯实数字普惠金

融实施的基础环境。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设立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健全融资担保体系，打造贷

前补贴、贷后补偿的风险共担机制，鼓励各担保机构

和银行与省、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充分发挥融资

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作用。各级政府应加大区域间

合作，搭建跨地区数字化应用平台，实现信用评价、

风险防范、供需对接的服务平台，使数字普惠金融扩

量增面，覆盖领域更加广泛、全面。

其四，加快城镇化建设，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环境。提高城镇化率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金

融力量，缩小城乡差距。城镇化率越高，居民集中度

越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越低，金融机构在这些区

域增加金融服务设施和金融网点的积极性越强，无

形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同时，城镇化率高，居

民越集中，政府建设网络基础设施的成本就越低，使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更有可能；随着网络基础设施

优化，农村金融弱势群体接受金融教育的机会增多，

更好地享有金融服务，获得个人及家庭发展的金融

资金，逐步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其五，扩大对外开放，持续释放普惠金融改革和

发展动力。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作为控制变量

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度对城乡差距的减缓效

应尚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中部六省要充分

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进一步

扩大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是金融业自身发展

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一方面扩大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业改革开

放，使金融业能够接触和获得更多金融模式和金融

理念的成功经验，纵观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历程，很多

实践都是在开放中借鉴、学习国际经验的结果，正是

因为开放，中国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才有了全新格

局；另一方面可将国内金融与国际化市场环境、多元

化参与主体、更加复杂的交易机制相融合，随着国内

金融主体的不断扩大，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在更大

范围内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多样化金融需求，

实现普惠金融有效供给，提升金融特殊群体享受金

融服务的获得感。同时，要注重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弱势群体的倾斜使得承受风险

的能力较为薄弱，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金融监管部

门应具备根据市场变化，提升监管水平和防控风险

的能力，以有力支持农村地区等薄弱领域发展，为减

缓城乡差距贡献数字普惠金融力量。

注释：

①数据来源：２０２２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②图３中历年数据是由相应年度中部六省数据均值而来。

③平均增长率数据由２０２２年中部六省各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平均而来。

参考文献：

［１］ＩｓａａｃＫｏｏｍｓｏｎ，ＲｅｎａｔｏＡＶｉｌｌａｎｏ，ＤａｖｉｄＨａｄｌｅ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ｏｖｅｒｔｙ：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ｕｓｉｎｇ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Ｊ］．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１４９（２）：６１３－
６３９．

［２］ＦａｎＬｉｕ，ＢａｒｎａｂéＷａｌｈｅ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２，６３（３）：１４５７－
１４８７．

［３］周利，冯大威，易行健．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Ｊ］．经济学家，２０２０（５）：
９９－１０８．

［４］田瑶，郭立宏．数字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了吗：来自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Ｊ］．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２２，
４４（６）：５７－７０．

·２３·



［５］邓金钱，张娜．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２（６）：７７－９３．

［６］杨怡，陶文清，王亚飞．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影响［Ｊ］．改革，２０２２（５）：６４－７８．

［７］李牧辰，封思贤，谢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异质性影响研究［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２０（３）：１３２－１４５．

［８］陈熹，徐蕾．数字金融、创新创业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Ｊ］．农林经济管理学报，２０２２，２１（５）：５３７－５４６．

［９］赵丙奇．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
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０（１）：
１９６－２０５．

［１０］王英姿．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研究：以
中国长三角地区为例［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４３（６）：１１８－１２６．

［１１］崔建军，赵丹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Ｊ］．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２３（３）：７９－９６．

［１２］杨伟明，粟麟，王明伟．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

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Ｊ］．上海财
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２（４）：８３－９４．

［１３］王曙光，刘彦君．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Ｊ］．农村经济，２０２３（２）：７５－８４．

［１４］张碧琼，吴琬婷．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
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Ｊ］．金融评论，２０２１，１３
（２）：３１－４４．

［１５］琚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Ｊ］．大连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４４（３）：４５－５３．

［１６］伍卓，周付友．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效应［Ｊ］．江汉论坛，２０２３（５）：２２－２９．

［１７］张林．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２１（６）：５１－５９．

［１８］李亚．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Ｊ］．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３５（３）：４３２－
４３７．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ｘ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１，ＺＨＵＯＱｉｘｉ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１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９９９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ｓｉｘ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ａ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ｕｒ
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ｒｅｄｕｃ
ｉｎｇ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ｓｈａｐｅｄｌａｗ，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ａｖ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
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ｕｓｅｉ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Ｍｅｓｏｍ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ｅｒ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Ｔｈｅ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ｇｉ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ｅ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ｏｏ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
ａｔ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

·３３·



第４１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４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４　

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的主体性困境及纾解路径

张玉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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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玉洁（１９９７—），女，河南滑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

摘　要：主体性问题一直是无数思想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是人类同其他一切存在相区别的典
型特征。随着数字技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使用，公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倚重于数字技术这一

载体，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近在咫尺的现实。数字化生存天然所具有的“赋能”本质不断驱动公民

主体性的发展，但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公民生存的过程中，对公民主体性的应然发展却也实然落空，

数字价值茧房弱化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数字全景监狱阻碍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数字异化劳

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因此，亟须积极探索纾解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困境的路

径，从技术、公民和社会层面协同发力，最终回归公民的主体性本位。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公民的主体性；主体性困境；纾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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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主体性概念的历史回溯

主体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所特有的属性。

人的主体性问题悠久而古老，一直是哲学界经久不

衰的话题。自人类产生伊始，主体性问题就开始逐

渐浮出水面，尤其是当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成为真正

的人，主体性问题就成为与人本身息息相关的重大

问题。人的主体性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深受所处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

所以，纵使都是主体性问题，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不

同，必然会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顾人的主体性的历史，我们尚可发现主体性

的发展历经一段相当漫长的、从无到有的、从弱到强

的时期。在马克思人的主体思想提出之前，哲学家

们围绕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形成颇多代表

性的观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首次突出

人的相对主体地位；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

把探究重点从自然转向人本身；笛卡尔提出“我思

故我在”，推动西方近代哲学人的主体性研究的发

展；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把人的主体性地位

在西方哲学中首次确立。直到马克思在辩证批判唯

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实践的角度科学

地阐述了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人的主体性的话题，认

为人的主体性产生于主体通过实践与外部世界相互

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先验的存在，迎来了人的主体性

的伟大转向。

时至今日，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仍未间断。随着

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必将会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一方

面将增强主体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人性得

到空前解放，给公民主体性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

契机。不可否认，同过往历史相比，我们当今处于科

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处于一个主体性空前爆发的更

好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在为主体性的发展插上腾飞

翅膀的同时，也在主体性前进的道路上种下了反噬的

种子，制造出接连不断的障碍与麻烦，致使主体深陷

主体性困惑久久不能自拔。因此，在时代突飞猛进的

背景下，对主体性思想的探讨仍具有深远意义。

（二）公民主体性是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的重要

议题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５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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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１０．６７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 ７５．６％，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９９．８％，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９．１１亿，占网民整体
的 ８５．４％，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３．６３亿，占网民
整体的３４．０％［１］。借用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

洛庞蒂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言的，我们

确实进入了“数字化生存时代”，公民的生活业已深

层次、多领域地搬迁至数字王国之中。

不可否认，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将会助推公民主

体性的发展。在信息方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幅增

长，信息的获取渠道更为丰富与多样，公民不再局限

于简单化地复制与接受信息，而是依靠自己的思维

与意识主动获取、分享与交流信息，促进了自我的觉

醒与启蒙。在话语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清除了公

民话语表达的障碍，每个公民都可以直抒己见、畅所

欲言与张扬个性，开创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手持麦克

风的时代。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打破了过往所存在

的强权话语体系和时空区隔，为公民开启了一个更

为平等、更为民主、更为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照亮

了枯燥乏味的繁忙的私人生活。在行动方面，赋予

公民更多的自由时间与虚拟生存空间，促进公民的

自由发展。就时间而言，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

必将带来生产工具的巨大创新与生产力的大幅提

升，办公自动化、工厂生产自动化的大范围普及，促

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从繁重的事无巨细的工作中得

以脱身，不仅减轻了自身的工作强度，而且也使公民

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就空间

而言，公民的社会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生存

空间，每个公民都可以凭借自身“数字虚拟人”的身

份在数字空间开展。但是，正如德国学者理查德·

大卫·普雷希特仿照《共产党宣言》首句的话语表

达方式，在其著作《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的乌托

邦》对数字化生存两种态度的经典概述：“一个幽

灵，一个数字化的幽灵在全球化的社会徘徊。全世

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幽灵，一方面满怀喜悦和希望，另

一方面充满恐惧和担忧。”［２］数字化生存也不可避

免地将会给公民主体性发展带来束缚。作为主体的

公民，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也未能逃脱数字技术的奴

役，给公民主体性的发展带来创伤。

总而言之，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不仅是信息流动

加速、科技高度发达、网络广度覆盖的时代，而且也

应是一个更加注重公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时代。尽

管每个公民在数字化生存时代逐渐变为一个“数字

代码”，但公民仍旧是构成我们当今时代不可或缺

的主体。因此，在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加强对公民主

体性的学理探究，这将对于推动数字技术复归造福

人类社会的初衷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样态审视：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困

境的表征

当前，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公民的常态，数字技

术运用的本质目的是强化公民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

力，实现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当数字技术

被用于研究和控制公民的行为时，它就有可能成为

操纵公民、利用公民、束缚公民的工具，使公民丧失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从已有分析来看，数字技

术的运用对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可能造成

的困境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数字价值茧房弱化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

性

选择的能动性是公民主体性的生动体现。现代

控制理论表明，事物之间存在众多的因果联系，从此

物发展为他物具有多种模式和途径。因此，若想达

到预期的理想目的，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公民从多种

可能性的因素中选择出能最大程度促使目的实现的

那种因素，并主动作用于此因素以助推目的实现。

所以，公民主体选择能动性的发挥至关重要。公民

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是指公民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不

仅仅是为简单地认识自然界中的各种存在物，更为

重要的是在深刻把握存在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前

提下，从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意愿、目的、经验等为

出发点，选择自己活动的方式或者行为的价值取向，

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主体自身的目的和需要。

公民主体选择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对外界信息

的研判，但在数字化生存视域下，信息呈爆炸式的增

长样态，由于受人脑对于信息吸收、储存、内化、处理

局限性的影响，致使公民无法将其注意力持久维持

于广泛的内容领域，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丰富的

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当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在

其中之时，我们难以确定关注什么。”［３］数字技术的

出现，有效地解决了此难题。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

将会依据公民的个体偏好产生“过滤气泡”，为其量

身定制打造的“私人日报”会自动过滤异己的信息，

同质化的信息充盈于公民四周，使公民逐渐放弃对

外在多元信息的主动追寻，这将最终致使公民主体

只能接触个人所选择的某一方面的特定内容，即只

接触与公民主体“固定成见”相似或相同的话语和

言论，而无法接触与自身话语或言论相左的观点，使

公民被悦己的信息所围困，而公民信息领域的窄化

则会固化主体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形成所谓的

“数字价值茧房”，正如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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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一书中所言：“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

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时，久而

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

之中。”［４］比如，我们上网将会在网络空间留下“足

迹”，大数据技术将会通过对公民网络“足迹”信息

的处理分析得出公民的个人所需或价值偏好等信

息。因此，只要我们触动手指打开网页将会给我们

推送相关的信息。那么这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吗？

是我们真正所喜欢的吗？答案有可能是或者不是，

但无论是或不是，为我们推送的信息有可能使我们

丧失其他更好的选择机会，都将致使我们的选择身

不由己。

由此观之，一旦数字技术将价值茧房构筑而成，

在封闭的“数字价值茧房”中，依据公民个人价值偏

好所选择的信息将会被数字技术所持续推送的信息

而得以强化，公民会为保持自身心理的舒适感与注

意力的集中而选择接受相同价值取向的信息，久而

久之便将主体自我围困于同质化信息之中，而信息

领域的窄化则会固化公民主体的选择立场。这样最

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仿佛不仅被设计着，

而且还被数据技术牵着鼻子走，弱化了公民主体选

择的能动性。

（二）数字全景监狱阻碍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

性

发展的自由性是公民主体性的本质体现。正如

马克思所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

类特性。”［５］５６其所表达的主旨为公民的活动是自由

的，不受外力所束缚，只受自己主观所具有意识的管

控，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发展、自由地交往、自

由地生产等。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既往所存

在的时空限制，作为主体的公民在数字空间获得前

所未有的发展自由，以一种毫无外在约束的方式将

“本真自我”得以充分展现，在“美丽新世界”中自由

翱翔。但与此同时，数字全景监狱的存在使公民主

体无处遁形，阻碍自身发展的自由性。

进入数字时代，社会对公民的监视更加无孔不

入而又不易察觉，将公民置身于数字全景监狱之下。

数字全景监狱是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的一种更

为高级的新变式，与之前构想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

中心对四周进行监视，而是四周监视中心，能够无死

角和无盲区地开展周密的监视，“人们是全方位地，

甚至从内向外地被照得通亮”［６］。正如英国的著名

学者乔治·奥威尔在其所著《一九八四》中所言：

“不论你是醒来或睡着，工作中或吃饭，在室内或室

外，在浴室或床上———一句话，你逃不了。除了你脑

袋内那几个立方厘米的脑浆外，没有别的东西是属

于你的。”［７］这句话仍适应于生活于数字化生存视

域下的公民主体。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公民看似是

在私人领域活动，但由于所到之处无一遗漏的“第

三只眼”的存在，使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举步维

艰。当我们去商场购物时，我们会被监控所监视，当

我们刷卡支付时，我们的账单流水会被后台服务器

所记录，当我们登录需要个人身份信息的数字平台

时，我们的各类信息会被一层层剥离等等，公民实际

上是以一种透明人的身份一丝不挂地在数字化生存

时代“裸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

这些属于私人领域的数据可以不被公布于众而永久

封存，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通过分析公共领域的数

据不会获知公民的隐私。例如河南红码事件、棱镜

门事件、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爆发的“泄密门”事件等，皆演绎
着在数字全景监狱下公民被无死角地监控，私人领

域被逐步侵占，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举步维艰。

总之，随着物质条件愈加丰富，科技力量愈加强

大，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似乎愈加锐减。数字技

术的发展虽在表面上为主体带来发展的自由性，但

这种发展的自由性在数字全景监狱面前变得不堪一

击。因此，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公民面临着为实现主

体发展的自由而造成的“悖论”：若为避免数字全景

监狱对个人全方位的监视所造成的个人数据信息的

泄漏而谨言慎行，那么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将会

受到限制；若为了获得主体发展的自由而常态化地

生存于数字全景监狱下，那么公民的数据信息将会

面临不断泄漏的风险，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监控之下，

也同样无法实现主体发展的自由，这种悖论对公民

主体发展的自由性造成巨大的伤害。

（三）数字异化劳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

性

劳动的自主性是衡量公民主体性是否彰显的基

本特征。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是指公民在劳动的

过程中应当抛弃对外在之物的依赖，依照个人的主

观意愿有所选择与取舍地开展自身的劳动活动，正

如马克思所言：“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

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

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下才进行真正的

生产。”［５］５７在当今时代，伴随数字技术的革新人类

社会步入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化劳动看似赋予公

民主体更多的劳动自主性，能够自主选择劳动的时

间与地点，但数字化劳动下的公民仍未摆脱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的束缚，一举一动仍离不开数字资本的

规制，致使从事劳动的公民丧失主体发展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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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耕时代所存在的手工劳动到工业时代所存

在的机器劳动，回顾人类千百年发展的历史长河，我

们尚可发现在生产力革新的过程中将会促使劳动形

态发生相应的改变。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突
飞猛进，在全面革新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同时产生

了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虽然劳动形态

发生了改变，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攫取以达到

利润无限增值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劳动异化问题仍

旧存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数字技术的

发展使得公民可以借助数字平台开展大量工作，使

工作地点不再固定于具体的办公地点，在表面上营

造出工作环境更加惬意、自由时间更多的景象，但并

没有真正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时间。与传统劳动相

比，“过去借由钟表界定的时空律令被挑战，取而代

之的是由移动互联技术再造的更加多维立体的时空

架座”［８］，数字劳动模糊了公民劳动时间与自由活

动时间的边界，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机会，公民不得

不在劳动的过程中处于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不得

不成为忙碌的数字劳工，不得不为数字资本的增值

而日益东奔西走，致使数字劳动不再成为增进公民

主体劳动自主性的途径，彰显了数字异化劳动之态。

如在亚马逊仓库中从事分拣工作的工人，由于他们

是通过智能设备开展工作，因此他们的劳动也就转

变为数字劳动。每人手持一台电脑，电脑会告诉工

人他们应取回什么物品以及物品在仓库中的位置。

然后，电脑就会对工人取回物品的时间计时，必须在

所规定的时限内正确地找到并扫描该物品。如果工

人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此任务，那么会导致任务

完成率的下降。若完成率低于所规定的最低标准将

会被解雇，择取一名新的工人将其取代，如此循环往

复，生动反映出数字化生存视域下数字异化劳动蚕

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

综上而言，数字技术作为人造的“物体系”，在

应然状态下应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然

而，在实然状态下资本家为实现资本的无限增值，依

靠数字技术随意控制和操控公民在数字劳动中的行

为与思想，使公民沦落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字化工

具，催生出数字异化新形态，最终使公民在数字劳动

中丧失了主体劳动的自主性，沦落为数字化生存视

域下一枚不起眼的“数字符号”，同数字技术创造的

初衷渐行渐远。

三、进路探寻：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的

复归

在当今的数字技术发展浪潮中，公民的数字化

生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数字化生

存中主体性困境的存在而退回到前数字时代，这是

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

能跟随数字技术的节奏起舞，丧失自身的主体性。

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探寻规避数字化生存中公民主

体性困境的路径，从而实现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主

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技术层面：秉承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驱动

在数字化生存视域下，数字技术使用的初衷是

为造福公民，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

数字技术在发展的进程中工具属性仍占据主导地

位，当工具理性被价值理性所驾驭时，公民在舍本求

末的情况下被迫沦为数字技术的客体，丧失自身的

主体性。因此，若想要摆脱数字技术加诸公民身上

的隐形枷锁，离不开从技术层面寻求克制与突破之

道。

在数字技术研发时，秉承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

理念，首先应该考量的是如何才能规避数字技术之

“恶”，实现数字技术向善的美好愿景，这就要求在

数字技术研发的进程中不应把目光仅仅局限于单纯

的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还需要在道德层面和伦理

层面开展自我审视，优先考虑其对人类社会的潜在

影响与威胁，从而确保其在正确的轨道前行。与此

同时，数字技术的研发还必须符合创新的负责任伦

理设定，数字技术研发的本质目的在于有所创新，但

其创新应彰显增进人民福祉、对社会负责任的面貌，

这就意味着需要将创新精神与数字技术的底线相融

合，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数字技术大研发问题并最

终达至促进公民生活和谐幸福的目标。这就离不开

伦理学家、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对于偏离

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研发，我们应果断地采取严

厉的措施对其加以制止，并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从

源头上遏制数字技术研发违背初衷的行为。

在数字技术应用时，秉承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

理念，我们必须规范好数字技术的应用边界，确保公

民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我们一方面应确保公民

在数字化生存中的主体地位，以公民为主，数字技术

为辅。不可否认，公民是构成数字化生存中的基本

要素和不可或缺的唯一真实存在的主体。因此，公

民不能过于依赖数字技术，笼统地将一切事务全部

移交于数字技术，而应对不同的领域有所侧重地选

择。如发生的“北斗掉线案”源于交警部门为提高

行政效率，借助“北斗卫星定位记录仪”自动化开展

电子监管与行政处罚，完全忽视公民的主体地位所

赋予的自我陈述与申辩机会。由此观之，不能忽视

公民在数字技术中的主体性，必须将数字技术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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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控制在可控区间。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数字

技术在数据信息收集、分析与处理等方面的优势，主

动探寻数字技术和公民主体的深层次结合，提升公

民在数字化生存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数据技术

能够通过分析公民出行的相关数据，及时调整与优

化公交车的发车时间表以及站点的设置，使公民享

受到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红利。

（二）公民层面：唤醒公民数字生存的主体意识

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给

公民带来振奋人心的希望，公民总是想借助于数字

技术来解决现有生存条件下所存在的主体性问题。

但是，数字技术在降解主体诸多问题与矛盾的同时，

也给公民的数字化生存带来新的主体性困境，仍未

突破数字技术运行的怪圈。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

单纯地依赖数字技术并不能有效地化解公民的主体

性困境，最终要回归于公民层面，唤醒公民的主体意

识，主动探寻数字化生存新方式。

首先，转变公民对数字生存与技术的认知。

“真正发生改变的，永远不会是互联网本身，而是主

体的思维观念和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现实中的传

统累积。”［９］具体来说，一方面，公民要把握与处理

好数字生存与现实生存二者之间的度。作为主体的

公民要认识到数字化生存中的虚拟存在只不过是公

民现实主体存在的外化表现，即使数字化生存中的

虚拟环境或者角色与现实社会无比的贴近与契合，

但只能以无限趋近的形式贴近与契合，现实存在仍

不能被取代，公民的主体性地位仍不能被撼动。另

一方面，公民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审视数字技术，

正确处理公民同数字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面对数

字化生存中数字技术赋能公民但与此同时给公民主

体生存造成困境的现象，我们不能把数字技术给抛

弃，而应当改变公民对待数字技术的态度，要明确数

字技术是公民所创造的工具，创造的初衷是为公民

服务的。同时，还应加强公民对数字技术的反思与

批判能力，不但要肯定其在增强实践能力、扩大交往

范围、提升言论自由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要对其

所造成的“数字价值茧房”“数字全景监狱”“数字异

化劳动”等困境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其次，培育公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在数字化

生存时代，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每位公民都必须具备

的。一方面，要深化公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包括数

字技术滥用的风险，自我隐私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

升，通过数字技术的科普知识的讲座、科普电影的放

映、文化专栏的宣传等形式普及公民对数字技术的

认知，在普及知识的同时唤醒公民的主体意识。另

一方面，通过全民数字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方

式培育公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通过对知识源源不

断地汲取丰富个人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储备，从而能

够熟练操作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积极参与到数字化生存中，遏制数字技术对公民的

掣肘，提升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主体的创造能力、选

择能力、生产能力以及辩证思考能力，使得公民不仅

能够使用数字技术，而且能够善用数字技术，使公民

成为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二者兼备的数字技术使用

者，从而主动化解主体性生存困境，高质量地、全面

地满足自身在数字化生存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

（三）社会层面：构建友好型数字化生存发展格

局

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科技进步势不可挡。面对数

字化生存中公民的主体性困境，如何促使数字技术趋

利避害地化解公民主体性困境是一个亟须应对的时

代课题。为顺利地破解此难题，离不开友好型数字化

生存发展格局的构建。社会应充分关注数字技术客

观存在的消极和积极影响，营造和谐友好的数字氛

围，促进数字技术同公民数字化生存的深度耦合。

首先，社会应恪守以人为本的数字生存发展建

设理念。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公民的生存产生了重大

影响，构建友好型数字化生存发展格局是数字时代

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构建数字化生存发展格

局时，不能仅仅着眼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应当关注

公民的利益和需求。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社会应深

度思考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维护公民的主体地位，

保护公民所享有的数字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要重

点关注数字化生存中弱势群体的合理需求，弥合数

字鸿沟，确保数字技术真正地造福于全体公民，这离

不开以人为本理念的保驾护航。

其次，社会应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公民

而言，道德因素是决定个人行为的根本。但在数字

化生存背景下，仅靠道德的力量远远不够，法律与道

德正如鸟与其双翼的关系，密不可分，与非制度性的

道德相比，法律更具有强制力，更能规范与约束公民

的行为。因此，有必要通过与时俱进地完善现有的

法律体系破解公民数字化生存的桎梏。除了《数据

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是

必须遵从的法律指引外，社会应进一步完善细化已

有法律体系中表达模糊的论述，规制数字技术使用

中越界的行为，保护公民数字生存中的主体性。

最后，社会应加强对数字技术发展全过程的监

督。一方面要努力规避数字技术受资本奴役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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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数据、产品和算法的不透明化、黑箱化和专业化

导致的公民难以有效识别内部所存在的风险和陷

阱，从而陷入数字生存主体性困境。因此，社会应积

极发挥监督作用，对于违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惩处，有

序引导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于公民、造福于公民。

另一方面，在监督的过程中也不能对于正常的数字

技术创新活动盲目地进行阻止。只有这样，才能把

握好数字技术造福公民的关卡，为数字化生存中公

民主体性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将公民带上数字化生存

的列车，我们不可能暂停这列列车的行驶，重返前数

字时代寻找公民生存的主体性。不可否认，数字化

生存视域下公民的主体性确实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

境，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草率地逃离数字化生存，

而应主动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其困境转化为

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前沿问题探究的动

能，努力规避数字技术对公民主体性的束缚，积极探

寻数字技术张扬和发展公民主体性的路径，使公民

早日实现“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

判”［５］１６５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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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研究

阎建合
（郑东新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阎建合（１９７２—），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东新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正高级审计师，从事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

工作的研究。

摘　要：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应有高深、宽广、长远的审计观、科学辩证的审计方法论和行之有
效的审计推进保障机制。离不开审计人不断梳理、总结、丰富、发展审计理论，更离不开站立时代潮

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举旗定向、掌舵领航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高质量推进

审计工作研究在新时代必将是一个重大而又深远的课题，值得审计人不断地去追求、探索、深化。

关键词：审计；审计观，审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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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
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新征程上，审计担负重要使命，要立足经济监督

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中的独特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审计工

作高质量发展，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审计工作应顺应时代大势，肩负

党和国家、人民的使命重托，不断地丰富审计实践，

大力发展审计理论，深入深化对审计规律的认识，积

极开创新时代审计工作的新境界。笔者以为，高质

量推进审计工作，应有高深、宽广、长远的审计观、科

学辩证的审计方法论和行之有效的审计推进保障机

制。

一、高质量推进审计观

（一）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

“本”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彻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这是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党

内监督的刚性约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审计走出了

一条契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子，坚持和加强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审计制度，积极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

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审计监督已经成为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党的自我革

命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是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保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坚持如臂使指，不

断地增强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把推动党中央政

治意图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首要目标，党中

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保障党中

央令行禁止。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审计的重

大政治任务，坚持如影随形，立足经济监督定位，

准确把握和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按照党中央

关于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部署要求，坚持如雷贯耳，对经济权力运行进

行监督和制约，反腐治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二）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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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的飞跃。

理论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审计人员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忠诚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实落地。

（三）以维护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基”

“纵观党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干革命，搞建设，

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１］坚持审计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向群

众身边延伸。“为民而审，为民而计”，就是要坚持

人民至上，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

答应，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

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审计全过

程。就是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经济社会

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地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紧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种种问题，紧扣人民群

众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

生、住房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紧扣社会治理、和谐稳

定等方面的难题，紧扣公权力运行中的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现象，紧扣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积极发挥审计在

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有效推动完善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维护和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

紧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

切关注相关困难群众资金使用情况，推动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等问题，兜牢民生底线、聚焦“身边蝇

贪”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深度查处揭示

不正之风，以“审计力度”，保障“民生温度”，推动

相关部门单位及时查补漏洞、完善机制，健全民生

制度政策。

（四）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魂”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

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

表达。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计工作，对违反

法律问题和违反道德问题应一并关注。对问题的识

别既要有法律视觉，也要有道德视觉；问题判定既要

坚持法律标准，也要遵循道德要求；问题处理既要考

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社会效果。

做好审计工作，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审计坚持问题导向，所发现的问题有很多种类，

有的问题属于对纯技术规范的违反可能不涉及道德

层面，有的问题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涉及道德问题，特

别是在社会伦理领域，关乎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特殊群体保护，就更应强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作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所应有的社会价值。［２］

二、高质量审计推进路径探讨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３］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４］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坚定不移地反腐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

力，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

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审计领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一方面要

加大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查处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和

重大问题，提升重大问题突破能力，提高审计质量，

更好发挥审计在反腐治乱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要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审计自身建设，严守纪

律规矩，强化政治忠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敬畏的

工作作风，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具体的审计工作中，应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

把握哲学规律，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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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做好。当前，审计工作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

个问题：第一，学习掌握哲学原理，深化对世界物质

统一性原理认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

动工作。第二，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第三，学习掌握辩证唯物

法的根本方法，辩证地而非形而上学，发展地而非静

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系统地而非零散地、普遍

地而非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其中各种重大关

系。第四，学习掌握并深化对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

的认识，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

深化认识，在认识中丰富实践，并在推进实践基础上

进行理论创新。

（三）坚持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

合多次提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概念。

例如，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到“法治思维”这一概念。他指

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

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

项工作。”

对于审计人员来讲，法治思维在本质上区别于

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其实质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审计人员要带头做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

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应切实把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

贯彻落实到审计实践中，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认真为”，坚持运用制度赋权，坚持把法

治服务贯穿于审计全过程。

（四）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衡量审计工

作是非成败的标尺。在审计实施过程中，以事实为

根据，充分收集审计证据，重点关注审计证据的充分

性、相关性、可靠性、合法性等，避免审计证据不充

分、证据链不完整、取证方法不合理、事实表述不清

等，坚持审理关口前移，实现审理与审计实时对接，

对问题的认定，重证据，重调
"

研究，不轻信口供；只

能以与案件有关的客观事实作为根据，而不能以主

观臆想作为依据，应当认真查清事实真相，使法律适

用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以法律为准绳，明确审计

执法边界，编制审计执法路线，推进审计业务标准化

作业。以法律为准绳，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

为客观尺度来分清是非，不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

也不能主观臆断，任意曲解法律为我所用，影响整体

审计质量。

特别是在审计评价工作中，“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尤为重要。脱离了这条原则，就会产

生两个极大的危害后果：一是否定了正确行为，肯定

了错误行为，把对的事情改成错的事情，直接对国

家、社会、个人造成了危害；二是为错误行为大行其

道进行背书作保，践踏法律纪律，对社会行为产生极

大的恶劣影响。

（五）坚持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审计监督有效

路径

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带动审计监督，勇于创

新，积极探索审计监督有效路径，发挥审计专业技术

优势，把审计的经济监督与党的政治监督相结合，审

计专业职能部门优势与巡察政治权威优势相结合，

促进审计监督与巡察监督、纪律监督贯通融合，形成

监督合力。

１．关于巡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融合：审计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巡察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对巡察业务

提供审计专业技术指导。一方面，基于审计监督与

巡察监督在“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开展工

作”“依法审计与依规巡察”等工作逻辑方面相通原

因，努力把审计的思想、制度、规则、方法与政治巡察

贯通融合，推动巡察部门在巡审贯通方面建章立制，

积极推动巡察工作的规范化、正规化。另一方面，基

于审计监督与巡察监督在“坚持问题导向”“经济问

题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等方面相通原因，为充分

发挥审计专业技术优势，围绕巡察内容编写经济业

务巡察工作流程图，梳理经济问题清单等，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为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审计力

量。

２．关于纪律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审计与
纪检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坚持纪严于法、纪挺法

前，用党纪丈量，积极发挥审计机关专业职能优势，

违规违纪问题抓早抓小，积极主动查处违纪问题，加

大移送处理工作，与纪律监察监督实现贯通。

３．关于纪律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融合：尝试建
立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组织（工作组），接受同一任

务，实施同一方案，组成人员为同一整体，之间既有

分工又有协作，把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优势与纪检

监察的政治权威优势相结合，在一定程度、较高层次

上推动纪检监察与审计监督的资源整合、力量融合，

形成监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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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审计推进工作保障机制分析

（一）注重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形成部门联

动的工作合力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是全党全社会的风向标，领

导干部是高质量审计工作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

践者，在具体审计工作中，既可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

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的破坏作用。要注重加强对审

计工作的领导，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对高质量审计工作推进

的主体责任，建立约束机制，形成政绩考核机制，推

进干部能上能下。领导干部要做高质量审计工作推

进的模范，这也是完成高质量审计工作目标和任务

的关键所在。

应坚持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融合。以党

内监督带动各方面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

督、巡视巡察监督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进一步完

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紧盯审计移送问题

线索的办理结果，紧盯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结果，推

动形成衔接顺畅、配合有效的大监督工作格局。

（二）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审计工作的

专业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按照“以审计精神

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的总要

求，筑牢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许党报国、为国履

职、执审为民、为民尽责情怀。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

首位，确保政治过硬，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在职责范

围内大胆监督，敢审敢严，真审真严，坚持查真相、说

真话、报实情。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时刻保持

谦虚谨慎。做实研究型审计，强化专业训练和审计

实践锻炼，增强审计干部能查能说能写本领，以专业

能力确保审计质量。牢固树立“有问题没有发现是

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的意识，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打造经济监督“特种部队”，发挥

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全面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为新

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监督别人首先要做好自己。打铁必须自身硬。

从严治理审计队伍，提升政治能力，夯实专业能力，培

养职业精神，以高于监督别人的标准、严于监督别人

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始终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表

率。根据岗位职责，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严守纪律规矩。

（三）注重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确保审计工作实效

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审计查处的经济社

会问题，严守政治规矩，严格政治纪律，有力呈现政

治问题、深刻挖掘政治责任，坚决保障党中央决策部

署、政治意图和战略目标有效实现，以有力有效经济

监督保障党中央令行禁止。

坚持以改革视角揭示问题，以改革思路推动解决

问题，努力打造一批高层次、有分量的审计成果，为党

委、管理层宏观决策提供参考，甚至直接转化为具体

的政策措施，努力将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具体审计领域，应深

刻揭示风险隐患，积极发挥审计触角广泛、反应快速

等优势和经济运行“探头”作用，有效防范各类风

险，问题抓早抓小，及时揭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积极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大兴调查研

究，把研究作为审计的行为方式、融入审计实践，把

立项当课题研究、把问题当课题研究、把建议当课题

研究。推动调查研究与研究性审计融合，察实情、解

难题、谋良策，不断深化解决问题思路和破解举措。

四、结论与展望

高质量审计推进是新形势、新时代的要求，审计

事业的发展应顺应时代，具有符合时代的审计观、科

学的审计方法、有效的工作保障，当然也绝不仅限于

此。审计监督立足经济监督，经济又与政治密切联

系，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紧密联系，因此研究、

观察审计的视觉应当更加高深、宽广、长远，“跳出

审计讲审计”“跳出经济讲经济”“跳出监督讲监

督”。深入推进高质量审计当然离不开审计人深刻

地审计实践，离不开审计人不断梳理、总结、丰富、发

展审计理论，更离不开站立时代潮头、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举旗定向、掌舵领航的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如何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研究在新时

代必将是一个重大而又深远的课题，它会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值得审计人不断地去追求、探

索、深化，以期有更先进的理论来指导审计实践，以

期能更好地履行审计在新时代的职责，以期审计人

能更好地担负起党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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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
———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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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
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

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

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

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

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

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

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

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关键词：过度维权；敲诈勒索罪；正当权利基础；限缩解释；非法占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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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论是“江苏女辅警敲诈勒索案”“演
员吴秀波被女友敲诈案”等社会热点事件，还是实

务中大量存在的“捉奸索赔”“怀孕索赔”等案例，抑

或消费领域中频繁出现的职业打假、天价索赔等现

象，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法治时代全面到

来的今天，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也更加

懂得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身权益。然而，如果其

采取了不当的维权方式，则有触发敲诈勒索罪的潜

在风险。目前来看，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之间的

界限仍然较为模糊，不仅在理论层面上众说纷纭，而

且在实践判决中也饱受争议。一方面，出现了许多

“同案异判”的现象，不同地区的司法判决结果各

异①；另一方面，部分判决结论超出了常理、常识、常

情，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因此，关于二者的边

界问题仍然存在进一步反思和探讨的空间。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敲诈勒索罪的行为

方式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

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物。其中的威胁、要挟是指

能够引起他人心理恐惧的精神强制方法。［１］从客观

上看，敲诈勒索罪要求通过威胁手段使他人遭受财

产损失，从而让自己获利；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应具

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一些不当维权的案

例中，行为人出于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采用

了“威胁”“要挟”手段以获取他人财物。这种做法

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行为外观，如果仅

仅从行为外表着手则难以直接对二者做出有效的区

分。然而，过度维权行为毕竟属于“事出有因”，虽

然其手段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侵害性，但其目的往

往是为了恢复已经受损的权益，相较于“无中生有”

的敲诈勒索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都

比较低。因此，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对涉及权利行使

的敲诈勒索罪采取限缩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的

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应有权利。在判定行

为是否构成犯罪时，要“重视权利人或利益主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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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侵权而索财的‘因果性’，而非局限于财物被索

取的‘结果性’”［２］，避免对案件的形式化、机械化处

理，防止敲诈勒索罪落入“口袋罪”的深渊。当然，

维权行为也不能毫无节制，否则将导致权利滥用和

放纵犯罪，进而对作为个人法益集合体的社会法益

造成难以逆转的损伤。因此，在解释时必须严守文

义，避免走向极端，在保障权利正当行使的前提下力

求理性克制，以更加清晰地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

索罪的边界，为今后相关案件的科学、准确裁判提供

有力的参考。

一、法益维度之限缩

（一）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

敲诈勒索罪属于典型的侵财类犯罪，基于体系

解释原理，其保护的是财产法益，但有关财产法益的

具体内容却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包括以结果无价值

为基础的本权说和以行为无价值为基础的占有说两

大派系。前者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所有权及

其他本权。据此，只有造成了民法上的实质财产损

害，才能肯定财产犯罪的成立。［３］后者认为财产犯

罪的保护法益是他人对财物事实上的占有本身。只

要行为人不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取他人财物，

造成了财产秩序的破坏，就足以作为动用刑法的根

据。［４］１２２１二者在理论上都存在难以自洽的缺陷，例

如，依照本权说的观点，如果行为人以赃物、违禁品

等作为敲诈对象，则由于他人对这些物品的占有缺

乏合法性基础，导致行为人即使实施了侵财行为，也

不构成犯罪。然而，这样会不当缩小犯罪的成立范

围，导致“黑吃黑”现象肆意猖獗，显然不合适。同

样地，占有说虽然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但又

会无限扩张犯罪处罚范围，不利于实现对真正权利

人的保护。

为了弥补各自的不足，既不扩大也不缩小财产

犯罪的处罚范围，出现了众说纷纭的中间说，虽然其

具体观点各异，但主要都是围绕“基于本权说的中

间说”和“基于占有说的中间说”两大分支展开。前

者认为财产法益原则上限于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占

有需向本权让步，但在例外情况下承认对违禁品等

的占有。后者认为财产法益是占有本身，但如果事

实上的占有者没有可以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

由，则其占有不受保护。［４］１２２２二者相较，“基于本权

说的中间说”更加具有说服力，更能解释财产犯罪

的侵害本质，也更契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当作为

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

结合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认定进行分析，其一，保

护占有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为有效和全面地保护本

权，如果过分强调对程序性利益的维护而忽略实体

性利益，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在基于合同等民事

权利主张的情况下，被害人在债权范围内本来就有

根据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义务，行为人虽然迫使其

交付财物，但他只是获得了其应当得到之物，而并未

取得非法的财产利益。［５］如果认为只要存在财物交

付，就必然存在财产损失，只会使得损失这一概念有

形无实流于形式。［６］２６９其二，从法秩序统一性的视角

来看，如果行为人具有民法上的权源依据，其主张权

利的行为能够为民法所认可，那么便应否定该行为

成立犯罪的可能性。刑法要保持自己特有的谦抑

性、补充性，尽量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纷争，在民法上

合法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犯罪行

为。其三，考虑到被害人先前存在过错，可以认为其

对自身财产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不值得刑法保护。

对此，山口厚教授认为，“金钱债权，并非是指对具

体的日本银行券的占有，而不过是对金额具有意义，

因此，除了能认定债务人具有期限利益、同时履行的

抗辩权等正当持有金钱的利益的情形之外，在未履

行债务的状态下，债务人对作为金额的金钱的占有，

在债务的限度之内，就可认为是不合法的”［７］。由

于行为人是利益受损方，即使其实施了恐吓行为，也

只是为了减少和弥补被害人先前过错造成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发动裁判规范对行为人施

以刑罚。综上所述，应当认为，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

能够排除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换言之，如果行为人

的过度维权行为并未造成相对人的实质财产损失，

那么其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权利基础的类型

前已述及，行为人有无正当的权利基础、被害人

是否遭受实质的财产损失，是判断敲诈勒索罪能否

成立的核心要素。问题在于，何种类型的权利才能

被视为正当呢？笔者认为，在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

用相对宽松的标准，符合常识主义刑法观的要求，不

仅需穷尽实定法已经规定和确立的权利谱系，也要

充分考虑生活中广泛存在且获得普遍认可的非实定

法意义上的“利益”。

１．法定权利基础
行为人享有法定权利基础，也即行为人的请求

权源于实定法的明文规定，具有法律上的权源依据。

根据权利内容的确定性程度，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

为确定的权利和不确定的权利，前者如数额确定且

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后者如购买到伪劣产品后对商

家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大多

数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的“胁迫取财”具有法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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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的支持，就不能被视为敲诈勒索罪。例如，张

明楷教授曾指出，行为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而进行的索财行为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刑事

司法机关应当妥善处理讨债、自力救济、职业打假等

存在法定权利基础的维权行为，即使这些行为违反

了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存在不当、越权

等情形，也不能轻易追究刑事责任。［８］

在德国刑法中，如果行为人存在实体法上的请

求权，通常就可以否定其利用恐吓手段取得财产行

为的违法性，即便手段不合法，原则上也不成立敲诈

勒索罪。［９］日本刑法对此暂无明文规定，但理论上

存在激烈争论。虽然目前学界通说认为，非经法律

手段迫使他人交付财物的行为能够成立敲诈勒索

罪。但也有学者指出，如果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便

可以阻却行为的违法性：（１）处于权利范围之内；
（２）有私力救济的必要性；（３）社会通常观念看来手
段具备相当性。［６］２６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

具备法定权利基础的行为人，即使他们在行使权利

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胁迫行为，也往往不会构

成财产犯罪。例如，前文提及的“郭利三聚氰胺奶

粉索赔案”中，被告人郭利发现其购买的奶粉中三

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要求施恩公司支付３００万元
人民币的巨额赔偿金。经历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再

审，原先的有罪判决被推翻，郭利被改判为无罪。②

由此可见，法定权利基础在敲诈勒索罪的认定过程

中扮演着不可逾越的“权利障碍”角色。

２．自然权利基础
这里所提的“自然权利”主要指的是指高利贷、

赌债等“非法债权”，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

行，但其请求权缺少法律强制力的保障，无法获得国

家的强制执行。对于这类权利，笔者认为，尽管它们

在民法上缺乏合法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无

权提出相应主张，更不能据此断定讨债行为侵犯了

财产法益。

首先，虽然债权、债务关系是非法的，但不能单

纯凭此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不论是赌博还是高利放贷等行为，都是建立在双方

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真实交易，这与不支付任何对

价、凭空获取他人财物的敲诈勒索罪存在本质区别。

其次，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恐吓、纠缠、骚扰等行为，是

因为被害人拒绝履行债务，被害人对于矛盾的激化

负有明显责任，其在进行违法交易的当时就应该能

够预见到债务被催收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财产

损失的风险并非行为人所引起，而是被害人自己在

其先前的行为中预设的。最后，从类比的视角来看，

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非法扣押、拘禁被

害人，并向其亲属主张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

的债务，仅构成非法拘禁罪而非绑架罪。③在抢劫赌

资、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等情形中，行为人仅以自己

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一般也不以抢劫

罪定罪处罚。④由此，依照“举重以明轻”的法理，行

为人通过恐吓、威胁等手段主张权利，不构成敲诈勒

索罪的结论可能更具合理性。至于其手段行为是否

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是另外需要讨论的问

题。

３．道德权利基础
此处所讨论的道德权利与前文提及的自然权利

具有一部分共同特征，即虽然行为人的请求权不具

有法律上的权源依据，不能合法有效地请求国家强

制执行，但行为人又确实存在事实上的损害，并认为

自己有权向对方主张赔偿。例如，妻子在两年间持

续遭受领导的性骚扰，丈夫知道后，认为自己的“夫

权”受到了侵害，夫妻二人及家庭受到了永久且无

法弥补的精神损害，于是向该领导索要１６万元精神
损失费。［１０］对于此种权利主张，许多学者倾向于直

接否定其作为权利基础的正当性，司法实践通常也

将这种“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犯罪化处理⑤。有

观点认为，此类请求权有事实根据，但缺乏法律根

据，不能成为正当的索赔依据。例如，甲女因与乙男

分手后心怀不甘，设下圈套索要“青春损失费”５万
元，该恐吓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１１］还有观点认为，

如果债权的合法性本身存疑，且主张权利的方式违

反社会通常观念，则可能会被认定为犯罪。例如，甲

因妻子与他人通奸，为索取奸夫乙事先答应赔偿的

５万元，带领亲友多人携带凶器前往乙家索要财物
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１２］然而，就道德权利基础

能否成为敲诈勒索罪的出罪依据的问题而言，笔者

认为仍然存在较为广泛的讨论空间，不应一概进行

否定。

一方面，道德权利是一种先于并独立于国家法

律而发出的对人们的普遍期待，它决定了法定权利

的合理性。［１３］即使是被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能够成

为正当权利基础的法定权利，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

是由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演化来的。如果将利

益受损这一事实仅仅等同于对法定权利的侵犯，不

仅难以解释为何要对这些利益进行保护，也容易导

致司法的机械和僵化。另一方面，权利的范围本身

也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发展过程中。立法者无法穷尽

人类社会中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所有权利类型，

新型权利不断产生，因此，对于未经法律正式认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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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权利，也必须予以承认和尊

重。［１４］“不管是法定权利还是习俗权利抑或是道德

权利，都是人类社会所认同的文明类型，都蕴含着对

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世俗的道德权利也具有规范

力量，作用于共同的社会道德框架”。［１５］故而只要行

为人的权利主张没有明显超出“社会相当性”，符合

社会公众的常情常感，具备道德上的合理性，就不应

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主观目的维度之限缩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非法”要素

虽然我国《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罪的规定并未

明示“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构成要素，但它一直被普

遍认为属于财产犯罪的必备条件。甚至在不少刑法

教材中，敲诈勒索罪被直接定义了“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４］１３２９，［１６］从字面含义进行理

解，“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

的。［１７］尽管学界对于何谓“占有”存在着不同见解，

主要涉及支配意思说、利用处分意思说和中间说等

三种学说［１８］，但无论是行权行为还是勒索行为，行

为人在主观上对于财物都具有“占有”目的，如果仅

将“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内涵限定于排除意思和

利用意思之间的区分，显然无益于敲诈勒索罪范围

的限缩。因此，此处讨论的重点应集中在“非法”这

一定罪的前提要素上。只有行为具有非法性的基

础，才可能构成犯罪。

至于行为目的是否“非法”，有学者主张应当依

据行为人的“主观确信”来判断，但这一主张的前提

是行为人的主观确信必须有合理根据，即与社会通

常观念相符。［１９］然而，这种判断方法主观色彩过于

明显，完全依赖于行为人的内心意图，缺乏现实的可

操作性；同时，“社会通常观念”这一概念也存在较

大模糊性，能够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另有学者主

张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认为如果行为人没

有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其权利主张的正当性，就推

定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２０］但这种做法

不仅不利于行为的准确定性，还会损害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并导致冤假错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方承担⑥，

“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理

念之一。

本文的立场是，首先应从客观角度审视行为人

的维权依据。维权依据越不充分，行为人对财物的

非法占有目的就愈加显著，行为便更容易被定性为

敲诈勒索罪。反之，如果行为人的目的并非非法剥

夺他人财产，而是出于一种私力救济的考量，那么在

对其进行财产犯罪的评价时则要格外慎重。其次，

“非法”这一要素要求行为目的具有剥夺性，即行为

人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基础，仍然具备侵犯他人

财产的主观恶意。换言之，行为人主观上所表现出

的对他人合法财产利益的不尊重，才是判断其是否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和基础。

（二）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的关系

当行为人拥有的请求权是确定的———如数额明

确的债权，为了使权利真正得以落实，行为人采取带

有恐吓性质的自救行为，索取其权利范围内的财物，

由于没有侵害财产法益，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这是毋

庸置疑的。与此对应，如果行为人故意超出自己的

请求权范围，采取强制手段索取其权利范围以外的

财物，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则可以认定其主观上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其他方面符合了敲诈勒索

罪关于罪质和罪量的要求，就可以据此判定其构成

敲诈勒索罪，这也是不难理解的。［２１］

真正引发争议的情形是：行为人虽然享有索取

对方财物的请求权，但有权索要的具体数额却是不

明确的。其基于此种权利基础而实施了恐吓、胁迫

等行为，是否足以成立敲诈勒索罪呢？实际上，现实

生活中大部分涉嫌犯罪的权利行使行为都属于这种

情况。不论是拥有法定权利基础的消费者索赔案，

还是拥有道德权利基础的“怀孕索赔”案等，由于权

利的不确定性，要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和被

害人的利益损害都变得非常困难。对此，笔者的基

本主张是，权利基础正当但得以主张的具体数额并

不明确时，无论是再大的索赔请求也不足以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

首先，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体现。赔

偿额的多寡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具体数额

取决于双方的协商，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一限度内的

赔偿数额是合法的，超出这一限度即属非法。例如

当前争议颇大的消费者索赔案例，由于涉及食品安

全和产品质量等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消费者

提出较高的索赔数额是常见且不难理解的，因此，不

应将合理索赔数额限制在较低范围内。［２２］其次，以

前文提及的“夫权”为例，许多尚存争议的新型权利

本身就无法体现为具体的数额，法律也缺少与之相

关的规定。既然难以确定一个统一、明确的衡量尺

度，那么如何才能判断行为人的主张是否“明显超

出权利范围”呢？即使对于专业法律人士来说，这

也是一个难以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那么，就更没有

理由去为难普通的社会公众了。最后，当侵权行为

发生后，行为人会同时产生两项权利，一项是实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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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项是程序性的。前者是要求停止侵害、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的权利，后者是通过提出保护、救济

的请求来保障前者得以实现的权利。应当将这两种

权利分别进行审查，即使行为人的实体性权利主张无

法得到支持，也不能因此否定其程序性权利。［２３］综

上，对于内容不确定的权利，行为人单纯提出较大的

索赔数额并不会使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受到实际损害，

也不应当将之作为认定敲诈勒索罪的依据。

三、客观行为维度之限缩

（一）恶害胁迫与恐惧心理的实质探析

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既遂的基本结构为：对他

人实行威胁（恐吓）→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
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
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４］１３２９其不法手段主要表现为

采取“恶害通告”的方法来实施胁迫。胁迫的方式

没有具体限定，可以是采用轻微暴力，也可以是以暴

力相威胁或者以损害名誉、揭发隐私等作为要挟。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核心目的都是使被害人产生恐

惧心理，并基于这种心理主动向行为人交付财物。

然而，不少观点认为，“恐惧心理”并非所有敲

诈勒索罪的被害人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素，其处分

财物的行为也不一定完全是基于恐惧。例如，有学

者指出，应当以“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强迫”来替代

“被害人恐惧”，因为勒索行为是通过对方的精神强

制来获得财产利益，精神强制并不一定导致恐惧，但

恐惧却必然源于某种形式的精神强制。［２４］这种观点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否会感到恐惧极易受到被害

人个体差异的影响，勇敢或镇静的人不容易感到恐

惧，但他们仍可能基于羞愧、无奈等心理而做出处分

财物的行为。如果认为只有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所

做的财产处分才构成敲诈勒索罪，无疑会限制该罪

的适用空间，从而使该规范保护财产法益免受侵犯

的目的落空。因此，笔者主张，恐吓行为的不法性并

不在于使被害人恐惧，而在于限制被害人的自我决

定，强制性才是恐吓行为最核心的特征。

在正常的维权活动中，行为人也可能使用“恶

害通告”的方式对义务人施加精神压力，迫使其履

行义务。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应采

取严格的限缩解释立场，认真考察所谓的“恶害胁

迫”与被害人“精神强制”之间的实质联系，而不宜

进行抽象的泛化理解。例如，在“黄静天价笔记本

索赔案”中，黄静购买的华硕笔记本电脑的 ＣＰＵ为
工程测试版而非正常版，这种样品ＣＰＵ不被英特尔
公司允许在市面上销售。因此，黄静向华硕公司提

出了５００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２５］本案中，黄静索

赔的数额远远超出其实际损失，其行为显然干涉了

商家的财产处分自由，但不论是司法实务还是刑法

理论，都没有将黄静的所作所为当成犯罪来处理，而

仅将之理解为消费领域的“过度维权”现象［２６］。之

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被害人基于精神强制所

作的财产处分，只有在行为人单方施加“胁迫压力”

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换言之，如果行为

人拥有某种权利基础，其据此实施的胁迫行为虽然

具有“以恶害相通告”的形式外观，但却由于被害人

先前存在过错而在实质上变为了双方关于被害人过

错的“处置性协商”。可见，行使权利的行为与敲诈

勒索罪规范意义上的胁迫、恐吓等要素显然不处于同

一位阶的评价体系，对此需进行理性的区分和对待。

（二）非法手段本身可评价为其他犯罪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判断维权行为是否

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过程中，权利的正当性是认定手

段正当性的前提和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

存在权利基础，就可以完全摆脱任何行为无价值方

面的约束。由于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同，所侵害

的具体法益也有差异，就不同犯罪而言，违法性的判

断是相对的。使用恐吓手段来主张权利的行为，尽

管在构成财产犯罪方面存在障碍，但却完全可能由

于手段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成为其他犯罪的追诉对

象。例如，通过非法拘禁或者故意伤害的方式强取

财物，无论权利基础是否正当，手段行为本身都有可

能单独构成非法拘禁罪或故意伤害罪。再如，根据

我国《刑法》第２９３条之一的规定，对于使用暴力、
胁迫方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恐

吓、跟踪、骚扰他人，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

务，情节严重的，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一条文确

认了采用胁迫手段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不构成敲诈

勒索罪，表明自然权利也能成为正当的权利依据，与

本文观点具有一致性。同时，该规定也对行为手段

的违法性进行了合理评价，有效避免了处罚漏洞，能

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四、结语

就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关系而言，行为人

是否具备某种正当的权利基础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如果行为是“事出有因”，就不应轻易将之认定为敲

诈勒索罪。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如果被害人先

前存在不法或过错，对行为人负有法定或道德上的

义务，行为人通过胁迫方式索取财物的行为就只能

视作督促对方履行义务的手段。基于权利基础的所

谓“敲诈勒索”，在本质上应当认定为双方带有交易

色彩的相互妥协。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使被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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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财产状况恶化，没有造成实质意义上的财产损

失，因而并未侵犯财产法益，也就谈不上敲诈勒索罪

的问题。对于这种体现着浓厚私人属性和个人意志

的妥协活动，刑法应保持其特有的谦抑性而不能强

力介入。如果司法判决过于强调表面的“胁迫取

财”行为而忽视其深层的权利基础内核，不仅对行

为人来说难言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

因此，对行为的评价不应拘泥于表面，而要采取实质

正义的立场。法律不应强人所难，不宜也没有必要

对维权人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虽然文明社会强调

维权时应优先考虑公力救济，但在实际情况中，公力

救济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常常成为维权过程中的重要

障碍。在当今权利多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私人

权利予以足够的尊重，为私力救济多留一丝空间，为

维权行为多留一丝宽容。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敲诈

勒索罪时，要坚持限缩解释的方法，平衡好私人权利

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手段行为本身

符合了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按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不会导致权利滥用。

注释：

①例如，同样都是消费者维权的案件，“黄静天价笔记本索
赔案”被作存疑不起诉的决定，“郭利三聚氰胺奶粉索赔

案”再审改判无罪，“李海峰今麦郎方便面天价索赔案”却

获刑八年六个月。

②参见广东省潮安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９）安刑初字第４９２号刑
事判决书、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０）潮中法刑
一终字第１７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潮中法刑终再字第１号刑事判决书与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粤高法审监再字第１９号刑事判决书。

③参见２００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
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④参见２００５年最高人民法院所印发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７条第２款。

⑤此例中的丈夫即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６１条第二款：“公诉案
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

察院在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时，应当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

并运用证据加以证明。”

参考文献：

［１］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５２２．

［２］庄绪龙．道德权利理论与敲诈勒索罪的教义学限缩［Ｊ］．
中外法学，２０２２（２）：４８５－５０３．

［３］胡启忠，金朝榜．“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罪与非罪
［Ｊ］．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１）：６５－

７３．
［４］张明楷．刑法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
［５］周光权．权利行使与财产犯罪：实践分析和逻辑展开
［Ｊ］．现代法学，２０２３（２）：１５８－１７４．

［６］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Ｍ］．王昭武，等译．北
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

［７］山口厚．刑法各论［Ｍ］．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３４．

［８］张明楷．妥善对待维权行为 避免助长违法犯罪［Ｊ］．中国
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０（５）：３－１９．

［９］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
５６９．

［１０］刘立军，陈磊．北大刑法学博士“勒索”隐情披露：妻子
两年间遭领导性骚扰丈夫索要１６万元精神损失费［Ｎ］．
法治日报，２０１１－０１－０４．

［１１］柏浪涛，谷翔．敲诈勒索与行使权利的界限［Ｊ］．法律适
用，２０１０（１０）：７６－７９．

［１２］周光权．刑法各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１５４．

［１３］罗翔．法益理论的检讨性反思：以敲诈勒索罪中的权利
行使为切入［Ｊ］．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８（２）：５２－６９．

［１４］谢晖．论新型权利生成的习惯基础［Ｊ］．法商研究，２０１５
（１）：４４－５３．

［１５］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３２７．

［１６］陈兴良．刑法各论精释［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５：５８０．

［１７］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６７．

［１８］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Ｍ］．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７８．

［１９］叶良芳．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Ｊ］．中国刑事
法杂志，２００７（３）：６４－６９．

［２０］沈志民．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Ｊ］．北方法学，
２００９（６）：８０－８４．

［２１］董文蕙．维权的界域：敲诈勒索罪与非罪的探讨［Ｊ］．社
会科学家，２００９（４）：８３－８６，９１．

［２２］蔡桂生．合理行使权利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Ｊ］．国家
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２）：２３－３３．

［２３］杨路生．敲诈勒索罪定性研究［Ｊ］．海南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５０－５７．

［２４］蔡桂生．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之证伪及
其出路［Ｊ］．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９（４）：８７－９３．

［２５］李琦，胡祥宝．台商华硕遭 ５００万美元索赔真相调查
［Ｊ］．ＩＴ时代周刊，２００８（２２）：３２－３９．

［２６］蔡颖．有因型敲诈勒索的刑法定性：以被害人过错为视
角［Ｊ］．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２（５）：６４－７９．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９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

———Ｂｙ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Ｚｉ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ｍｏｄｅ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ｅａｓｉ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ａｃｒｉｍｅ．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
ｗｈｅ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ｗｈｅｒｅｂｙ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ｒｅｅｘｅｍｐｔｆｒｏｍ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ｓｅ
ｃ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ｒｉｇｈｔ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ａｃｔ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ｄｏｎｏ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ｖｉｃｔｉｍａｎｄｄｏｎｏ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ｓｌｅｎｉｅｎｔ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ｓａｌｅｇ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ｏｒａｍｏ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ａ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ｎ，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ａｃｔｏｒ’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ｉ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ａｌｉ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ｎｆｒｉｎｇｉｎｇｏ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ａｎｈｉｓｉｎｔｅｎｔｂｅ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ｌ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ｔｆｏｒｉｌ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ｃｌａｉｍｓａｒｅｍｅｒｅｌｙ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ｃ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Ｏｎ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ｌｅｖｅｌ，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ｍａｙａｌｓｏｅｍｐｌｏｙ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ｍｅａｎｓ．Ｗｈｉｌｅｉｔｍａｙ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ｔｍａｙ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ｃｒｉｍ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ｂｙ
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ｎｔｆｏｒｉｌ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上接第４３页）
［２］阎建合．新时代背景下对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目标
及路径［Ｊ］．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５）：３７－３８．

［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
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Ｍ］．张雁深，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６１．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ＹＡＮＪｉａｎｈｅ

（Ｚ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Ｎｅｗ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ｕｒｅａｕ，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ｕｄｉ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ｉｅｗｏｆ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ａｕｄｉ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ｆｏｒ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ｓｏｒｔｏｕｔ，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ｅｎｒｉ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ｕｄｉ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ＰＣ），ｗｈｉｃｈｓｔａｎｄｓ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ｄ
ｏｆｔｈｅｔ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ｒａｉｓｅｓｔｈｅｆｌａｇ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ｈｅｌｍｔｏｓｔｅｅｒｔｈｅｓｈｉｐ．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ｗｉｌｌｂｅａ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ｅｅｐ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ｕｄｉｔｓ；ａｕｄｉ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ｕｄｉ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０５·



第４１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４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４　

《民法典》转介条款适用问题研究

刘思艺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下失地人群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以云南大理

为例”（ＣＸ２０２２０１５２）
作者简介：刘思艺（２０００—），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摘　要：《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是强制性规范干预私法自治的转介条款，也是公法转介进入
私法的通道。转介条款是转介公法的概括性条款，在引致规范的基本功能之上具有使法官进行自由

裁量的概括功能，与引致条款、任意条款具有根本上的区别。转介条款转介规范的具体类型为对法

律行为内容进行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转介条款是民法典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以水平的方

法解决公私法接轨争议问题的途径之一，其在民法典中的设立具有必要性。转介条款的具体适用方

法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范；其次，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规范；最后，

判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否必然无效。

关键词：转介条款；强制性规范；法律适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５１－０６

　　转介条款是我国《民法典》中较为特殊的一类
条款，其定义目前仍存在分歧。有学者指出，转介条

款等同于“另有规定”条款［１］，也有学者认为转介条

款即为转介公法进入私法的条款，从而排除了部分

“另有规定”条款。苏永钦教授指出，转介条款是在

《民法典》内建立某些让管制法规的政策考虑“流

入”私法关系的管道，且强调转介条款为概括条款，

不应只具体导向某一法律及法条，而是以法官的自

由裁量为主。［２］８３笔者更倾向于苏永钦教授这一定

义，基于此，转介条款应当是转介公法进入私法、以

法官的自由裁量为主的概括性条款。

通过这一定义对我国《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

进行搜索，明确我国《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主要为

第１５３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的除外。”那么为何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性质为
转介条款，如何界定转介条款，其与“另有规定”条

款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转介条款的适用依据是什

么，应当如何适用，具体的适用方法何在？这些都是

《民法典》实施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从司

法实践来看，我国并未明确指出某一条款是不是转

介条款，且大多数法院的实际做法将转介条款与引

致条款适用相混淆，而对于具体适用的方法更是不

甚明确、做法不一。这些现象表明实践中对于转介

条款究竟应当如何界定、正确的适用方法是什么等

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为此，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谈

一点看法。

一、转介条款的基本理论

如何理解和适用《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既是

法学理论领域的重要命题，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因此，应从转介条款的基本理论入手，透

视立法主体寓于其中的价值取向，归纳总结该类条

款的一般性原理，了解其定义、范围与功能。基于其

理论基础，可探求该类条款适用根据与方法。

（一）转介条款的界定

转介条款的界定主要在于界定其与引致条款、

任意规定的区别。目前许多学者仍然将转介条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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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引致条款或是任意规定，或是将所有条文中出

现“另有规定”这类表述的条款均归于转介条款。

这是对转介条款的定义、定位模糊所导致的。《德

国民法典》第１３４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
禁止时，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

与我国《民法典》第 １５３条第 １款存在相似之处。
德国学者Ｆｌｕｍｅ认为这一类型的规定应当为引致规
范条款，即不具有独立规范含义和解释规则意义，在

功能上只是单纯将法律适用者的视角引致另一个具

体法律规范。引致条款强调法律规范的具体性，即

要求其引致的法律规范在特殊事项的法律体系中能

找到具体适用的规范。它不要求法官对这类条款的

适用进行裁量与权衡，法律适用者需做的仅仅是根

据民法典中具体事项与引致条款的结合指引找到应

当适用的特殊法。其主要作用是引致某一规范供法

官适用，把私法或者其他法律中已规定了私法效果

的条文重复作一次总括规定。也即大部分学者强调

的链接功能。我国《民法典》中存在大量引致条款，

例如第１３８条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表示完
成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类依

照相关规定的条款，即为引致条款。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任意规定与转介条款相

混淆。任意规定是指可以以当事人之间规定优先的

规定，其主要立法形式为“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或是“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民法为私法，讲

究私法自治，因此其中存在大量以当事人约定为主

的规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规定与“另有规

定”条款共存的情形。有学者认为，虽然规定可以

选择适用当事人约定或是法律法规特殊规定，但由

于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则将适用法律法规

特殊规定，因此这类条款也将转介其他法律、行政法

规进入民法典，属于转介条款。这一观点的错误在

于任意规定并未课予当事人任何义务，因此也无从

“违反”；而对于多数当事人无约定情形，其仍然是

引致条款引致到其他特殊规定的情形，不属于转介

条款所要求的转介公法并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存在

效力的情形。因此，对于认定合同违反任意规定而

无效者，并以此认定该类“另有规定”条款为转介条

款的情形，可以说是完全错误。

由以上区别可以看出，转介条款本质上为与公

法相接轨的概括条款。既然为概括条款，那么转介

条款必然不应当仅仅只转介到具体的法律规范，而

是给法官基于实际情况和立法宗旨进行自由裁量的

权力，这与引致条款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台湾最

高法”１０３年度台上字第１２４２号判决中指出：“惟其
性质上属于‘转介条款’及‘概括条款’，自须引入联

结该条以外之其他公私法中之强制规范，使之成为

民事侵权责任的内容，该项不明确之法律规范得以

充实及具体化。”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中

对转介条款的适用也是将其作为概括条款进行适

用。若将其与引致条款相混淆，则会使人认为只要

无法引致任何特别规定，转介条款就只能作为概括

条款，不予以适用。若将转介条款混淆为能引致特

别法的具体规定的引致条款，无疑使得它的适用范

围以及作用大大减小。而转介条款既然是转介公法

的条款，那么其必然排除当事人的约定，不存在违反

当事人约定而导致行为无效的情况，其继而适用特

别法的情形也应当将其认定为引致条款，与转介条

款相区分。据此进行界定后，我国《民法典》中符合

转介条款定义特征的规定为第１５３条第１款。
（二）转介条款的范围

转介条款的范围主要是指转介条款所转介到的

法律规范。根据我国《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
规定，其指出无效的理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此处的强制性规定是与任意性规定

相界分，也是转介条款的范围。强制性规定是指行

为人应受约束而不得自行调整的规定，不同于可以

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任意性规定，强制性规定以“强

制”为赖以依凭的基本方式。［３］曾经的《〈合同法〉司

法解释（一）》第４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于“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

规”，而将“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排除在外。根据

这一解释，转介条款的范围首先应框定在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内。

曾经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１４条进一
步将“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划分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有学者

认为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是一记“马后炮”，并无能

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因而无实际意义；还有学者

认为此类型化是司法解释的错误，应当放弃。［４］然

而王利明教授认为此种区分是对此概念的目的性限

缩解释，通过减少法律、行政法规对法律行为效力的

限制，扩大了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围。［５］强制性

规定目前最为主流的类型划分是将其划分为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一划分方法来

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但其根本来源实则

继受域外法。强制性规范类型化系日本民法学者所

创设，德国和法国民法没有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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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区分。因此，我国台湾地区学界和审判实务界

是继受日本学者对此概念之区分。然而实务中对这

两类的区分仍然存在较多争议，存在同案不同判的

情形。最高院编著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

适用》一书中提出识别的正反两个标准直接采纳了

王利明教授的意见，即效力性强制规范针对的多为

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规范大部分时间单纯限制

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目前在学术界和实务中，对

于这两类强制性规范的界分仍无明确的、可适用的

标准。

（三）转介条款的功能

对《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其具有引致规范与概括条款双重功能。引致规范

的功能体现在若法律、行政法规有具体的强制性规

定，则可以直接进行引致，从而对某一事项进行规

制。但前文提到，转介条款为概括性条款，那么其功

能就不仅在于单纯地转介具体规范对某一事项进行

规制。在转介条款中，立法者并未做出私法评价，司

法者需要独立地做出评价，这里已经蕴含了司法者

评价的必要性。［６］即让法官对内部的自治规范要坚

持到什么程度做一个把守和定夺。法官和学说会创

造出一个调和的判断基准，比如《民法典·合同编》

的大部分规定应当以私法关系为主，在合同编的管

理性规定中公法就不应该通过转介条款介入私法关

系，这即是应当坚持的私法自治的部分。而对于效

力规定是否应当介入私法关系进行干预，若干预应

当干预到什么程度则需要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对

《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进行分析，该条是
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表达，并无法具体举例。在公法

具体规定了某一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且无

效的情况下必然应当转介，但某一行为已经违法，其

转介的强制性规范并未规定法律行为的效力，那么则

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夺。这即是转介条款的

功能所在，也就是说不仅是单纯的引致，而是以其概括

性条款的定位，要求法官根据各类具体情形灵活行使

自由裁量权，分析公法介入与否与介入程度，以求公私

法的平衡与公法对私法的明确、清晰的管制。

二、转介条款的适用根据

任何一个条款的设立都有其根据。转介条款基

于其强制性规范对私法进行干预的功能，适用根据

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公私法界分及由于经济发展等因

素影响下的公私法接轨，即转介条款是解决公私法

接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公私法的界分

公法、私法的划分渊源于古罗马时期法学教科

书的逻辑分析。目前关于公私法界分的学说较多，

其中较为主流的为意思说，该说认为管理者与被管

理者之间的关系为公法关系，其法律规范为公法；平

等的、不具有管理关系的主体间的关系为私法关系，

其法律规范为私法。公法关系为垂直关系，以行政

关系为主干，其指导原则为依法行政；而私法关系为

水平关系，以契约关系为主干，其指导原则为私法自

治。

公私法之间原本隔着“楚河汉界”，并不互相干

预。公法领域的行政关系主要由抽象行政行为和具

体行政行为所形成或确定，私法领域的契约关系则

以当事人的意志为核心。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政治

制度、法律思想和市民观念等多个因素的演变，在单

方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规范层次，又衍生出了包括

行政协议、行政合同的双方行政行为。私法领域的

契约也变得十分复杂，在公法领域出现了具有私法

的平等关系的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的同时，私法领

域也相应地出现了具有管理特征的具有公法特征的

行为与规定。公私法相互渗透的背后，也说明传统

公法和私法所实践的分配和对等正义，已经不能满

足高度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对正义的渴望。［２］９７劳

动法、经济法、环境法等新兴法域的出现，使得私法

与公法交互影响，而在公私法进一步多层交错的同

时，其内部的调和问题以及外部的接轨问题就出现

了。

（二）公私法规范的接轨问题

尽管公私法之间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

公法和私法并不可能泾渭分明，完全不接轨。从立

法层面上来看，民法的主要内容源于对罗马法的整

理诠释，其产生较行政法早，并远比行政法发展成

熟。基于此，行政法在制度设计时不可避免地会借

鉴当初的民法理论。以行政主体为例，余凌云教授

指出，将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与民法上的法人

概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其实质上是后者在公法上

的翻版，只是用行政权力替代了权利能力的内

涵。［７］除此之外，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法中处处

可以发现民法的影子，例如国家赔偿制度就参考了

侵权行为。而后来发展出的行政合同、行政协议，更

是兼具公私法的性质。因此，行政法在立法层面就

已经大量移植了民法的概念、制度与方法。在适用

层面，民法在一定的情形下必须以公法领域的决定

或是行政行为为基础，而行政法以一定的民事关系

为其公权力行使的构成要件。类似于这样的适用层

面的互相接轨，在公私法领域已高度的发展的今天，

出现越来越频繁，因此公私法的接轨问题也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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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除此之外，特定行政机关的决定或行为是民事

关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例如各项许可证的取得，

特定产品进出口应取得的配额等。而行政行为的标

的必须随着民事关系的复杂化而增加其精确度和特

殊性。公私法的接轨在潜移默化中越来越密切，而

这一强制接轨也产生了许多接轨问题。我国是审判

权二元化的国家，相牵连接轨的公私法争议事项在

两者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概念或是解释，这样

的不同将导致当事人无所适从。基于此，立法者用

规定前后顺序的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而转介条款的

设立，正是民法典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以水平的

方法解决接轨争议问题的途径之一。民事关系的复

杂化导致行政行为的标的无法完全具体化，转介条

款以其概括功能，在无法具体对应一一接轨时，使得

公法介入私法进行干预，使得公法在某些情形下位

于私法秩序之上，也就是常说的先行政后民事。此

时的公法，应当视为私法的辅助工具，通过这一辅助

工具发挥整合功能。而转介条款，则是使用这一工

具的管道。

（三）转介条款的干预限度

转介条款的设立是公私法接轨的管道之一，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私法公法化”是当前发展的

趋势，但是民法作为私法，其最为主要的原则仍然为

私法自治，过分依赖体现国家干预的强制性规范来

实现管制目标，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转介

条款引入公法进行干预是有限度的。对转介条款的

适用情形进行分析，其多为公法的立法者十分重视

实现某个事项的管理与规制目标的领域，如特定行

业的资格限制、生态保护等，而权衡某个事项的管制

目标，是否足以使公法干涉私法自治，这是其限度所

在。基于此，转介条款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应当严格

控制在“国家和社会无法忍受”的范围内，否则将打

破公私法之间的平衡。

三、转介条款的适用方法

条款的具体适用方法在实务应用过程中必不可

少。转介条款的适用步骤以及每个步骤的具体操

作、判断标准等，目前来说并不清晰。本文将从《民

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着手，分三步对转介条
款进行具体适用。

（一）是否存在强制性规定

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定，首先要界分何者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相区分，

并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进行识别。目前对于效力性

强制性规范的识别仍不甚清晰，最高院在其下发的

《合同纠纷指导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

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

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

性规定的类型。”而目前学术界与实务界最大的误

解在于将赋权性规定认定为是强制性规定。前文提

到，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多为针对行为内容，包括行为

对象、行为标的、行为目的等。例如我国《招标投标

法》规定“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

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这一规定即

是针对行为标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管理性强制

性规范限制的大多是主体的行为资格。赋权性规范

即是对主体的行为资格的限制，其与其他规定“不

得”“禁止”形式存在的其他规范存在区别，与其相

抵触只发生是否“生效”的问题［８］，如《招标投标法》

第９条规定：“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
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

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识别，是适用转介条款

的第一步。

（二）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

１．探索立法宗旨
在《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作为引致条款时，

由于强制性规范已就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了明确规

定，此时不需要对立法宗旨进行探索。而在其作为

转介条款时，由于强制性规范未就法律行为的效力

予以规定，表明法律已经授权民事法官就法律行为

的效力给出答案，此时即需要民事法官对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的立法宗旨进行探究，主要应探究

相关强制规范所欲实现的具体立法目的是否关涉公

共利益。［９］若转介所引入的强制性规范其主要立法

目的是对个人的利益，即私法上的利益进行保障，而

不是直接明确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则不应使其转介

强制性规范对该类行为进行干预。最为典型的是限

制私法权限的强制性规范，例如对劳务、商誉、特许

经营权的出资禁止，破产管理人的职权限制。这类

强制性规范的立法目的不关涉公共利益，抑或是不

以公共利益为最主要、直接的立法目的。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通常是援引无权代理、无权处分等相关规

范予以适用。也就是说，并不因其违反涉及公共利

益的强制性规范而认为其行为绝对无效。

２．权衡相冲突的法益
在分析立法宗旨明确其关涉公共利益后，也不

必然代表该法律行为无效，还需由民事法官对相冲

突的法益进行权衡。首先，应当考虑强制性规范立

法目的，即其所考虑保护的法益与某一行为本身所

涉及的法益是否处于同一保护层级。例如有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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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境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多为对公

民生命健康以及国家环境的保护，而民法典中的法

律行为涉及的法益大部分情况下为交易安全、信赖

等，与之相比，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应予以更高

的评价，对其权衡下应当判定法律行为因违反行政

法规的规定而无效。其次，对法益侵害的程度以及

借私法自身所包含的制裁手段发挥的“预防效果”

也可以作为考虑的因素。即在认定法律行为有效的

情形下虽然侵犯了高评价的法益，但其侵犯的程度

较小，借私法自身的制裁即能发挥“预防效果”，则

不必然需要转介公法对其进行干预，而可在私法自

治的范围内对其进行评价，例如侵权行为在侵犯了

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下，《民法典》自身已规定了

相关制裁手段对法律行为进行评价，行为人对其法

律行为造成法益侵害时不需转介公法辅以制裁。总

而言之，若法院权衡冲突的法益———强制性规范的

保护法益，与民法保护的交易安全、当事人自主等

后，如认为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法益仍应给予较高

评价时，可依其职权认定法律行为无效。

３．法益相当或模糊时的判断
对法益的权衡存在法益相当或是模糊的情形，

此时应当认定法律行为违法。例如我国《证券法》

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不得违反规定

向客户出借资金或者证券。禁止证券公司出借资金

或者证券是为了使证券公司的功能“单纯化”，避免

证券公司利用证券交易的特殊环境影响客户的正常

判断能力，兼具有保护证券市场及信用交易相对人

的目的。此时，虽然信用交易的安全同样具有保护

的必要，不易取舍，处于法益相当或是模糊的情形，

应由法官进行权衡，但本文仍认为在法益相当的情

形下，应当认定为法律行为因违反强制性规范而无

效。因为行为已涉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明确禁

止，此时禁止的目的是排除某种法律绝不愿出现的

后果，因此即使法益相当，但若使该法律行为有效仍

会出现法律所不愿出现的后果时，法官应当认定该

法律行为无效。

（三）违反法律行为是否绝对无效

１．绝对无效的情形
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范时，并且该强制性规

范明确规定违反该条款时法律行为无效，该行为原

则上即归于无效。此时《民法典》１５３条第１款是作
为引致条款，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直接具体

规定了无效的法律后果，法官无自由裁量的空间，因

此称之为绝对无效。绝对无效较由法官认定无效的

情形而言较为具体，其不需要法官进行法益衡量，因

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但

也因为其为引致条款，适用范围固定，可发挥空间

小，无法根据情形的变化而变通，较为僵硬。

２．相对无效的情形
除绝对无效外，还存在法官认定无效的情形，本

文称之为相对无效。在我国实务中对《民法典》第

１５３条第１款的适用大多为相对无效的情形。如中
闰建设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与李勤辉合同纠纷一

案中，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指出原告与被告之间

名为上下级的承包管理关系，实为挂靠，其实质是不

具备相应建筑资质的自然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

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
款的规定，此法律行为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

定并会损害到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国家对于资

格或者资质的管理是为了使需求方更便利快捷地寻

找合格的合同服务者，是一种提供便利的行为。因

此，欠缺此类资质而设立的法律行为，并不因此而无

效。但建筑资质的限制关涉公共利益，法官在权衡

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及私法所规定的缔约自由后，

选择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属于绝对无效外的其他

无效情形。

３．效力待定的情形
德国民法学者 Ｃａｎａｒｉｓ认为《德国民法典》第

１３４条作为转介条款转介强制性规范时存在效力未
定的情形。他指出针对保护相对人订约自由的强制

性规范，如禁止旅游业代理或订立金钱借贷合同，此

类使当事人处于被引诱或迫于压力做成的法律行为

固应禁止，但使其完全无效既不符合当事人利益，部

分无效又不合法理（合同内容未必不妥当），故较合

理的解决是赋予受保护的一方承认权。我国在《民

法典》制定之前的合同解释中曾规定“合同未生效”

的情形，可见我国对法律行为存在效力待定的规定，

即在法律行为生效前设置相应的条件，在不满足条

件的情形下法律行为不生效。基于此分析转介条款

的效力待定情形。在适用转介条款时，该适用所产

生的结果是使某一法律行为的效力并不必然无效，

但也不必然有效。此时适用转介条款而被转介到的

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调整时，需要通过某一要素

的填补使得法律行为生效。

四、结语

各国民法典中都含有转介条款，转介条款是在

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多个因素的发展影响下，在公

私法多层交错、互相接轨过程中出现的调节公私法

接轨问题的重要方法。转介条款与引致条款相比予

以民事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与任意条款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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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介公法进行干预，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具

有引致具体规定以及概括的双重功能。转介条款转

介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

规定，按照我国司法解释将范围进一步限于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我国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

强制性规范的划分仍存在争议，目前主流区分标准

为强制性规范针对的对象是行为内容还是主体的行

为资质。对转介条款的适用应分为三个步骤：首先

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范，即是否将转介条款当作

引致条款适用；其次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

规范，此处需要法官对法律行为涉及的法益与强制

性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衡量；最后判断违反法律

行为是否绝对无效，目前的效力情况包括绝对无效、

相对无效以及效力待定。转介条款的适用是民法典

适用的重要一环，应在实务中把握适用方法、参考相

关案例，做到转介条款的准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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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先：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探究

刘冉冉
（临沂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７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沂蒙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研究”（２０２２－ＪＣＬＳ－０８）；２０２２年度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中的社会动员研究”（２２ＣＤＳＪ０３）
作者简介：刘冉冉（１９７９— ），女，江苏丰县人，博士，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临沂大学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研究中心

研究员，主要从事山东根据地及区域文化研究。

摘　要：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
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疾病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

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沂蒙革命

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

和健康安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关键词：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预防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５７－０６

　　沂蒙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创建的著名革命根据地之一，境域包括

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

出过重要贡献。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

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

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于疾病的预防、控制以及日

常生活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

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界虽从不同角度对

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开展了一定研究，但对

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拓

展的空间。深入分析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

为应对严酷的战争环境所开展的医疗卫生宣传工

作，系统梳理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形式、

内容与成效，有助于深刻理解沂蒙人民对党和人民

军队的政治认同与情感认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沂

蒙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理解党在革命战争年代

的医疗卫生政策和始终如一的爱民为民情怀。

一、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

位于山东省中南部的沂蒙革命根据地，涵盖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抗日根据地和

解放战争时期的沂蒙解放区，所辖区域山岭众多，纵

横交错，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选择。而艰苦的自然条件、

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沂蒙山区民不聊生，人民生活贫困，文化相对落后，

医疗卫生领域尤甚。一方面是卫生设施的缺乏和严

重的缺医少药，因为敌人对根据地的不断“扫荡”

“蚕食”和严密封锁，沂蒙革命根据地的药材供应面

临严重困难，医疗物资紧缺，加之经费紧张，缺医少

药的问题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

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民众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和基本

的卫生常识，没有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导致各类疾

病、疫病易发多发且持续蔓延。在沂蒙根据地，疟

疾、回归热、伤寒、流感、霍乱、猩红热、黑热病等均曾

频繁发生。据《大众日报》报道，１９４３年八、九月间，
鲁中泰山区普遍流行疟疾和痢疾，仅刘家白杨一个

村，就病死５００多人。［１］１９４４年夏秋两季，临朐发生
严重疟疾，进而出现痢疾及头痛、浮肿、消化不良等

并发症。３００多个村庄中病倒两万多人，全县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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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人，占病人的１３％。［２］１９４５年，鲁南地区黑热病
流行，仅莒南、日照等五个县的患病人数就达２０余
万。临朐、益都等县发生恶性疟疾，严重地区的患者

几乎占当地人口的８５％。同年春，脑膜炎、痧子、流
感、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季节性传染病在滨海区广泛

流行，小儿痞块病、胃病、肺痨病等慢性病亦非常普

遍。［３］１９４６年春，滨海区各地再次流行伤寒、脑膜炎、
回归热、感冒等传染病，仅竹庭县金山区和兴海区，患

病者就达到两千余人。［４］各类疾疫的发生与蔓延，严

重危害着沂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和思想观念的局限，

也影响到沂蒙山区民众对疾病的科学认知，“由于

群众不了解疾病的基本原因，因此有了病，就疑为有

神有鬼，加之有病求医的种种困难，就使封建迷信思

想长期存在”［５］。在严峻的医疗卫生环境下，如何

帮助民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尽量减少疾疫发生，并

教导他们学会以科学态度防治疾病，成为沂蒙根据

地政府和军队着力解决的问题。

要预防疾病，就离不开医疗卫生宣传。尤其是

在医疗卫生条件艰难、形势严峻、疾疫多发的革命战

争年代，有效的医疗卫生宣传既是保障军民健康的

必要手段，也是有效预防疾病、减少非战斗性减员的

现实需求。正如曾任山东纵队卫生部科长的李衡所

说，“军队卫生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军队和人民

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建立卫生

制度”［６］３２１。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成为

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内容

艰苦严峻的卫生形势越发凸显预防疾病发生、

讲求卫生的重要性。沂蒙根据地坚持预防为先的原

则，充分调动各方卫生技术力量，指导群众性的卫生

宣传与防病工作，在根据地军民中积极开展了医疗

卫生政策法规、疾病疫病防治办法及基本卫生习惯

与常识等的医疗卫生宣传。各级卫生部门分派专人

负责卫生宣传工作，从组织上保证了卫生宣传的普

遍持久开展。卫生委员会、卫生宣传小组等群众性

组织的成立，保证了各项活动的有序推进。

（一）宣传医疗卫生政策与法规

１９４０年９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
《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并在第十二条中特别强调

了医疗卫生保健等内容，即“加强健康教育，厉行卫

生行政，逐渐建立保健制度，广设平民医院，对于抗

日军人家属及贫民之伤残疾病，予以免费治疗，优待

产妇，保育婴儿，建立托儿所”［７］。山东纵队卫生部

曾翻印军委总卫生部颁布的《卫生法规》，强调部队

要自觉遵守，并提出“一两预防，胜过一磅治

疗”［６］３２１的口号，要求卫生人员不能消极等待治疗病

人，要积极地预防疾病的发生。１９４１年，第一一五
师和山东纵队印发《卫生管理规则》。１９４２年，第一
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下发《关于夏季整军中卫生工作》

训令，对公共卫生作出详细规定；是年冬，教导二旅又

发出《冬季卫生防病工作》训令。“第一一五师和山

东纵队把卫生防病工作作为部队管理教育的一项重

要内容。举办各级军政领导干部集训班、教导队时，

都安排有卫生管理教育课程；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军

政首长和司令部门，都反复强调基层军政领导要学会

连队卫生管理，抓好卫生宣传教育。”［８］１３５１９４５年１０
月，山东省政府发出《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并特别

强调开展群众性卫生教育。［９］２９０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卫

生宣传教育，对疾病的预防、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宣传疾疫防治办法

沂蒙根据地经常利用季节之交、疫病多发之际，

组织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向群众传播科学的卫生知

识。１９４７年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下发《关于加强机
关卫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向驻村群众进行一些防

病教育，并以实际的行动开展卫生运动，在村学中上

卫生课，写卫生标语等，把机关卫生工作与驻村卫生

工作结合起来”［１０］。１９４８年８月６日，滨海区行政
专员公署对夏秋季防疫防病工作专门发出指示，强

调：“一切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疾病痛苦，随时进行防

疫防病的宣传和教育，以防传染病的发生。”［１１］滨海

医院还专门编印了卫生常识小册子，向群众宣传疾

疫防治的知识。１９４９年７月，沂蒙专署针对夏季传
染病多发的特点，“印发一部分夏季卫生小册子，发

到各区、各学校及行政村，号召各级学校作广泛的宣

传，要求区级加强卫生工作的领导”［１２］。

（三）宣传基本卫生习惯与常识

１９４０年，山东纵队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提出
了关于搞好个人卫生诸如定时理发、换洗衣服、洗

澡、剪指甲、禁止随地吐痰和保持室内外卫生的“六

条卫生要求”［１３］２３５。１９４１年春，山东纵队卫生部举
行了为期一周的卫生防疫展览会，以图表、文字、实

物等多种形式，宣传如何讲求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食品卫生等，如洗澡、烫洗衣服、毛巾消毒，提倡各人

自带碗筷，一人一条毛巾、一只杯子、一把牙刷，中餐

西吃，挖卫生壕、备土痰盂等，并展出伤寒病人和回

归热病人形象模型及传染的途径、症状及预防的方

法。［１４］２８２－２８３１９４３年山东军区成立初期，为普及卫生
常识，卫生部刻印了大量卫生宣传材料，广泛分发到

基层，带动了驻地百姓加强防疫抗病的措施。［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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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印发的《山东省政府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
提出开展公共卫生必须从两方面工作着手，其中之

一即为“积极提高群众的卫生常识，养成卫生习惯，

自觉自愿地预防疾病”［１５］１７７。１９４７年２月，山东省
政府颁发《山东省卫生会议决议》，要求各级卫生机

关，利用报纸、图片、标语，广泛宣传卫生常识；教育

机关、学校、团体，作广泛深入的卫生教育；卫生与教

育工作结合，给农民讲卫生课。［９］２９１正如《沂蒙专署

一九四九年全年卫生工作总结》所说，长期处于贫

困落后状态的农村，“既没有卫生常识，又没有卫生

习惯，宣传教育工作做不好，社会卫生工作是难以开

展的。因此专署印发了夏季卫生小册子八百份，冬

学添了卫生课，卫生常识初步走向了农村”［１６］。

三、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方式

沂蒙根据地在开展医疗卫生宣传的过程中，考虑

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程度情状，既注重宣传内容

的大众化，又注重宣传形式的多样化，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进行宣传，确保根据地军民真正能够听得

懂、听得进，同时又注重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

既保证了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又提升了宣传的实效性。

根据１９４６年山东解放区救济分会《关于临沂
区（滨海鲁中鲁南）医药卫生申请书》统计，全区一

年来在卫生宣传教育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

仅“印刷宣传品”一项，就涵盖了卫生防疫画报类、

防疫传单、为防疫告同胞书、“卫生”（大众日报副

刊）、卫生规则（公共卫生、饭馆卫生、理发馆卫生、

澡堂卫生四种）、防疫指示（载大众日报）、出版山东

卫生杂志等［１７］，充分体现了沂蒙根据地医疗卫生宣

传形式的多样化。

（一）媒介宣传

１．报纸。“出版卫生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宣
传与动员的一个重要方法。”［１８］１０３１９４５年 ３月 １９
日，《大众日报》设立《大众卫生》专栏，并于当期刊

登了《春季传染病预防要点》。《大众卫生》由山东

军区卫生部医务杂志社主编，其任务是教育群众讲

究卫生，传播卫生常识，交流为群众治病的经验等，

特别是在当时时疫流行之际，切合实际地介绍防治

疾疫的办法与经验，配合政府、军队、群众团体开展

急救工作，真正为群众服务。此后，山东军区卫生部

提出各种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法，刊登在《大众

日报》的《大众卫生》栏目，使群众及时掌握防疫知

识，了解疫情蔓延与救治情况。除专栏外，《大众日

报》也会时常在其他版面刊登医疗卫生的相关报

道。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１日，《大众日报》刊载谢辉《开展
社会卫生运动》一文，强调要注意公共卫生，建立村

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注意个人卫生，“养成早

起洗脸，常剃头、剪指甲，不乱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

随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晒常洗”［５］等习惯。

１９４５年４月７日，《大众日报》载文提出开展卫生运
动，加强群众卫生教育，研究流行病发生的原因，向

群众说明，“信神信鬼为什么治不好病，教育人民相

信科学，讲求必要和可能的卫生，如注意厕所的清

洁，东西尽可能不要使蝇子爬，尽可能把用具用熟水

洗一下”等，强调“要多用科学道理具体实例说

服”［１９］。抗战时期，山东纵队四支队卫生处还创办

“卫生小报”，并创办“卫生周刊”，对部队进行卫生

教育，同时选登一些部队防病的材料，“当时部队都

住老百姓家，战士们每天都把学得的卫生知识向群

众讲解”［１４］１８４，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２．刊物。１９４０年，为落实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
精神，山东纵队卫生部专门创办《卫生》半月刊，编

写卫生小丛书，进行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和防病

技能。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山东军区卫生部在鲁南创
办《军医杂志》，并于１９４５年１月正式更名为《山东
医务杂志》。该刊刊载主管部门的命令、指示，交流

各地工作经验，介绍新的医术和战地救护技术

等。［２０］４４１该杂志按月印刷发行，主要栏目有医学论

著、工作总结、国药研究、病例报告、经验介绍等。

《军医杂志》第１、２期曾连续转载毛泽东的《纪念白
求恩》一文，宣传白求恩事迹，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全

党向白求恩学习的号召。该杂志还刊登山东军区领

导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题词、文章等，使广大军

民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军队对卫生工作的要求。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日，刊物《文化翻身》在临沂县
独树头村创刊。正如其刊名所示，该杂志的办刊任

务即为专门帮助群众在文化上翻身，设有时事政治、

救护常识、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等栏目。［２１］７０１为宣传

和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提供了新的载体。

（二）会议宣传

沂蒙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会议涵盖了专题工

作会议、群众大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１９４１年６月，山东纵队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卫生
会议，重点是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着重改变群众不

讲卫生的习惯。［６］３２０会后，卫生部在《前卫报》发表《五

次整军与卫生工作》的社论，将卫生宣传作为部队管

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印发了“部队卫生管理规则”，

在纸张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油印了各种预防疾病

的小册子３０００多份，大力宣传普及卫生知识。［１４］１２１

１９４４年夏，莒南县流行瘟疫，仅筵宾区就病死二百
多人，其中儿童占三分之二以上。民主政府除通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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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各团体进行卫生教育外，还在该区召开医救会员

座谈会，研究急救的办法，给全区十四个会员每人分配

三五个村庄，在为群众治病的同时开展卫生宣传。［２２］

１９４５年春，沂南岸堤一带发生脑膜炎疫病，涉及多个村
庄，鲁中联办与鲁中军区立即派出卫生队和医务人员，

携带大批药品前往抢救，并在岸堤设立临时治疗所，与

此同时各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疗办法，军区卫生科

配合群众团体，召开附近三区的中西医生会议，研究治

病办法。［２３］１９４６年２月，临沂流行回归热。山东省卫生
总局巡回医疗队赶赴疫区抢救，召开村民大会，讲解病

源，散发传单，组织群众观察显微镜下的病菌。通过医

疗队科学防治知识的宣传，“农民再不相信瘟神，愿意

接受医疗队的治疗和预防要求”［９］２９１。

（三）学校宣传

创办专门的卫生学校，举办医训班，培养医学人

才，对群众进行医疗卫生宣传和教育，是沂蒙革命根据

地医疗卫生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山东纵队成立不

久，就成立了卫生教导队。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山东纵
队卫生教导队先后举办五期医训班，共计培养学员１７０
名。１９４３年３月，为适应抗战需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医训队与山东军区卫生教导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卫生

学校，自此直至抗战结束，先后举办三期医训班，培养

学员３８０余人，学习内容主要是军队常见病的诊断和
治疗、战地急救、外科手术基本知识、卫生宣传教育及

初级卫生人员培训方法。卫生学校培养出的这批医务

人员，战时担任前方救护，平时组织军队开展群众卫生

运动，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６］３２３－３２４

此外，沂蒙根据地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

等各种群众团体，对群众普遍进行科学知识与卫生

常识的教育。［５］１９４５年春，桑园区一些村庄的儿童
流行麻疹，王家庄、北庄、板石河等地均发现病例，情

形严重。医生在对病情作出正确诊断的同时，研究

出对其预防与减轻病症的方法，后来研究结论被编

为教材，由县政府文教科油印分发各区，在庄户学里

学习。［２４］１９４５年疫情蔓延时，滨海专署发出紧急指
示，要求各地军政卫生机关、医救会会员等，“百倍

关心群众健康，为群众救命，在庄户学里和各种会议

上，教育群众，讲求卫生”［２５］。

（四）活动宣传

从１９４３年开始，山东军区将每年的４月１２日
至５月１２日作为卫生月，集中开展卫生宣传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此过程

中，部队积极向驻地群众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帮助地

方建立卫生机构和培训人员，诊治伤病患者。［２６］７３在

所驻村庄建立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教育群众注

意公共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在１９４４年
夏秋季卫生清洁运动开展期间，壮岗区各村组织卫

生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宣传卫生常识、治理环境

卫生、开展卫生比赛，帮助群众初步建立起卫生观

念、认识卫生防病的道理［３］。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山东省
政府发出《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要求开展群众防

疫工作和卫生教育，强调指出：“有季节性推行群众

的清洁卫生运动、灭蝇除虱运动，领导群众改造厕

所、厨房和住屋，使之更合于卫生的要求。”［１５］１７８

除集中的医疗卫生宣传活动外，沂蒙根据地在

日常生活中注重运用口号、标语、展览、宣传册等多

种形式开展宣传，巡回医疗队在赴病区诊疗疾病的

同时以事实教育群众，同步开展医疗卫生宣传，使群

众于潜移默化中了解了党的医疗卫生政策、接受了

基本的疾疫防治知识。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时任中央军
委卫生部部长的饶正锡总结抗战三年间的卫生工

作，特别强调了部队灵活、普遍的卫生宣传教育，具

体方式包括：每周一次的定期卫生课；依据季节气候

的变更，以及疾病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的卫生教

育；卫生展习会、露天化装表演、壁报、画报、专门的

防疫会议、印发防疫小册子及传单标语等。［２７］６６－６７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相继建立了各级卫生

委员会，专门负责卫生宣传工作。在开展卫生宣传

时，一一五师各部队除坚持定期上卫生课、讲解卫生

防病知识外，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

如张贴简明而生动的卫生标语、宣传画等，充分利用

报刊、墙报、图片与实物展览、印发材料、编演节目等

形式，进行防病保健宣传。［２６］７２－７３１９４３年，一一五师
《卫生工作指示》要求部队“帮助地方开展社会卫

生。各伙食单位由卫生人员在本村召开群众卫生大

会，宣传卫生，调查疾病”。每年春季部队与人民群

众共同开展卫生运动月，共同组织卫生运动领导小

组，广泛宣传卫生运动的意义和卫生防病知识，动员

群众破除迷信，讲究卫生，预防各种疾病。［８］１４５

１９４５年，小坊前医药合作社组织巡回治疗，每
到一村，先找村干部调查病情，给病人诊断后，就向

病人说明得病的缘由，进行卫生教育。在村庄里既

治疗病人，又进行防疫宣传。［２８］１９４６年５月，山东省
卫生总局派出四个防疫医疗队，分赴沂源、淄博、赵

#

、郯城及临沂等县，开展回归热、麻疹、脑膜炎等疫

病防治。防疫医疗队在集市和群众大会上演讲，并

采用散发传单、张贴卫生漫画、举办街头卫生墙报等

形式，宣传卫生知识。［９］１７３１９４９年，鲁中南第二专署
卫生科自５月份即着手推进夏季卫生运动，“号召
群众早引注意加紧预防，特草拟夏季卫生常识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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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文字力求通俗为农村易晓，内容为适合农村所

能办到的日常卫生事项，拟印一千五百份，普遍到农

村，以增加其卫生常识”［２９］。

除此之外，沂蒙根据地注重将卫生防疫宣传教

育与文艺演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疫

病危害和卫生防疫知识，动员群众破除迷信，讲究卫

生，预防疫病。农村剧团也广泛进行卫生宣传教育

和反对封建迷信教育，使群众及时了解相关防疫知

识和科学的应对措施。

四、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工作取得的

成效

正如《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所载，“在战

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卫生工作，主要采取卫生宣传教

育，使广大干部战士人人掌握卫生知识，防治疾病，

对疾病实行各自为战。因为在战时日军严密封锁，

我们药品来源十分困难，又加上经费缺乏，在这种情

况下，预防疾病发生，讲求卫生就显得特别重

要”［６］３２５－３２６。军队如此，沂蒙革命根据地的普通民

众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情况。１９４６年临沂、费县等地
“虎烈拉”疫病流行期间，卫生宣传发挥了积极作

用。《大众日报》及各地报纸广泛宣传防疫办法，

“凡能执行防疫办法的村庄，都能免染虎疫，村民大

会及街头小型宣传，作用也很大”［３０］。不同形式的

医疗卫生宣传，不仅有效预防了疾病的传播与蔓延，

也帮助根据地军民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步

树立起科学的卫生观念，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密切了

根据地人民与党和军队的血肉联系。

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长的白备伍曾说，既

要向老百姓宣传防病知识，也要为群众治病，战时的

卫生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群众。［１４］１８３在１９４０年山东纵
队卫生部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各支队认真

贯彻会议精神，重视卫生宣传教育，不仅加强了连队

卫生建设，预防了传染病的流行，驻地群众的卫生知

识水平也有了普遍提高，卫生习惯逐渐养成。［６］３２０

受制于当时民众的文化程度和医疗卫生知识的

缺乏，对疾病、疫病的错误认知也曾是沂蒙革命根据

地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般的卫生

常识，封建迷信思想，才能得以逐渐克服及消

灭。”［５］１９４６年临朐县疟疾流行期间，民众因为受到
欺骗，跑出一二十里路去喝所谓的“圣水”，拒绝治

疗。直到该县动员全县百余名医救会员，组成医疗

队在集市上宣传，用实际的病例教育说服群众，才使

得群众最终接受医疗，配合预防。［９］２９１１９４９年，鲁中
南行署通过编印卫生小册子、印发卫生宣传画，在群

众中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加之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某些地区内打破了群众有病靠天求神的思想，

知道了巫婆的害处，提高了群众的卫生常识”［３１］。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艰辛探索，也让根

据地人民切实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

队对人民生命与健康的重视，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

的信任。１９４７年鲁中山区流行恶性疟疾期间，省政
府卫生科医疗防疫队、鲁中防疫大队及各防疫小组

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同步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

“边看病边宣传，挨家治病挨家宣传，分头治病分头

宣传，白天集体治病，夜晚集体宣传，开村民大会宣

传，演戏宣传，用黑板报宣传，画漫画贴标语宣传，人

人都要宣传”。有效的治疗配合有力的医疗卫生宣

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即治愈群众两万余人，“感激

共产党感激民主政府的信，像雪片似的送给防疫

队……各地送给防疫队的旗子，大的小的几十面，多

少个旗子上写着：‘共产党是俺的救命恩人’”［３２］。

五、结语

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关系民众健康和军

队战斗力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

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

的原则，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医疗卫生宣传

工作，这项工作符合战时需要，彰显时代特征，从内

容到形式，都是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严酷战争

环境下的创举。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紧密贴合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党的医疗卫生工作的缩影，

是党在艰苦战时环境下始终将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

放在首位的真实反映，为防止疾疫的发生、传播与蔓

延，引导根据地人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形成科学

的医疗卫生观念，维护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

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提供了重要保障。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揭示了“预

防”在卫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既是应对战时医疗

卫生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有效防止和控制疾疫的

科学举措。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被确立为卫

生工作的原则之一，其中，沂蒙革命根据地为“预

防”而开展的医疗卫生宣传，与这一原则一脉相通，

是对其生动的诠释与体现，为党在医疗卫生领域预

防与控制机制的建立探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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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战役相继、战斗频繁的革命年代，为保证战争胜利，军队需要在卫生方面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资源。但艰苦的医疗条件、有待缓和的医患关系以及较为薄弱的制度传统常常导致军

队医疗卫生出现困境。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人员、组

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医疗统计工作，并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作为医疗统计内容展开

重点建设。此举不仅有助于军队医疗卫生实践的改进，还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

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军队卫生；刘邓大军；统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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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役相继、战斗频繁的革命年代，卫生部门难
以准确掌握部队医疗卫生情况，因此建立医疗统计

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华北军区
后勤部司令部指出：“统计登记，是我军报告制度的

有利组成部分，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它可以反映

出很多问题，找出卫生勤务某些方面重要的发展规

律。”［１］９２实际上，从全面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在人员、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

医疗统计工作，并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

作为医疗统计内容展开重点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军

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是人民军队医疗卫生

实践的关键环节。目前，学界在对军队卫生制度的

讨论中，还未专门涉及医疗统计制度。基于此，本文

拟对刘邓大军医疗统计制度的形成背景、制度保障、

核心内容以及主要成效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理解

这一制度的生成历程及价值。

一、医疗统计制度生成的背景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部队长期行军

作战，流动性大，加之医疗条件有限，导致卫生问题

突出、医疗事故频发，这些问题成为推动医疗统计制

度生成的重要背景。

（一）卫生工作条件极为艰苦

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太
行山区，后转战多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

击战争。不过，１９４１年初到１９４２年底，根据地遭到
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达１７４次，成为抗战中最艰
苦的年代。［２］１１４在敌人反复“扫荡”、部队高度分散、

频繁转移的战争环境下，医疗卫生也相应地采取分

散方式，伤病员不能大批集中，一般伤病员寄留在农

民家中休治，等待“医生与看护清晨进行治疗。换

药后，将器材埋在郊外，敷伤料立即洗涤烤干，下次

消毒再用”［３］１０２。不仅如此，住院伤病员为秘密隐

蔽，也需要不断搬家。为此，医务人员除少数随军工

作，其余大多需深入群众，与老百姓共同生活，医疗

场所的家庭化特征明显。［３］１０４在分散、灵活的作战方

式下，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医疗统计，很难按照计

划有序推进。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转战１９个省（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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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二万里，部队作战方式由游击战逐步转变为大兵

团运动战为主。随着作战规模扩大，部队伤亡人数

急剧增加，从而给传统的军队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

沉重负担。据统计，晋冀鲁豫军区自抗战结束到

１９４７年底，共收治伤员１４７８２１名，病员１９０１１５名，
伤员增多导致医务人员负担加重，一名医务工作人

员需要负责５—６名，甚至更多的伤病员，一个容量
为百余人的收容所，甚至要收容１０００到２０００名伤
病员。［３］２４５，２４６此外，战争导致的医疗手术剧增，晋冀

鲁豫军区仅１９４７年就进行各类手术３万余例，足见
战场救治任务之繁重。［２］２１８不过，此时的医疗救治出

现了明显的滞后性，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第二野战军第六
十军后勤部称，在手术中，因物质条件限制和卫生人

员技术不熟练，导致消毒和切除工作不彻底；在伤病

员收容上，因病员多、房子少，不能按具体伤病需求

进行安置。［３］３５４显然，战争方式和医疗形式的改变，

都指向了医疗体系科学化的建立，现代战争医疗统

计制度随之生成。

（二）医疗物资保管较为混乱

医疗物资保管是军队医疗工作的重要内容。全

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军队医疗物资匮乏，药

品难以补充，医用器械也需反复性使用，更加凸显了

医疗物资保管的重要意义。就医疗物资保管而言，

可以分为日常状态和战时状态。

日常状态下，医疗物资保管主要涉及储存环境

和管理规范。就储存环境而言，不适宜的温度、湿度

以及光线都会影响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品质。１９４０
年，冀南军区卫生部将后方大部分医疗物资分散储

藏在群众家里或埋在野外，其中一些部队卫生部门

不清楚药品器材的保管条件和方法，导致脓盘、钳子

等手术器材生锈。１９４２年上半年，八路军后方药库
潮湿，且时常遭遇灌水、塌顶，损失了不少药品和器

材。［３］１０６，１３６就管理规范而言，战时医疗物资管理不

严、缺乏规章制度，尤其是一些不良用药方式造成了

不必要的浪费。１９４６年上半年，晋冀鲁豫军区第六
纵队四十八团司药人员将药品与弹药放在一起，

“谁想拿就偷拿一些，把药都弄没有了”，抑或取药

时不使用天秤和量杯，导致药品分量不准，既耗费药

品又妨碍治疗。［３］２１６

战时状态下，作战前方的药品器材需随军转移，

然而频繁的行军作战，医疗物资难以得到有效保管。

１９４６年下半年，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长期行军作
战，又偏逢连绵阴雨，大部分药材被雨水浸湿，还出

现驮药材的驮子落水后，药材未能充分晾晒以致失

去疗效的现象。此外，还有司药、卫生员在行军途中

丢弃刀包、止血带、镊子、救急包等物资，以致全纵队

药材损失巨大。［３］２０５特别是在反“扫荡”中，医疗物

资保管面临的压力和危险更大。１９４２年太岳纵队
在反“扫荡”中，将药品器材埋藏在野外，但由于药

品器材包装不良、瓶口密封不严，大量医疗物资遭到

严重损坏。据统计，１９４２年全年八路军在紧张的反
“扫荡”中，共损失价值 ４．５亿元的医疗物
资。［３］１４５，１５４这些保管方面的问题，使得军队医疗物资

出现了大量的非使用性损耗。

（三）医疗救护意识有待提升

医疗救护是军队卫生工作的核心任务。由于战

救物资匮乏、医护人员短缺、医疗技术落后等原因，

从一线抢救到后续治疗管理都缺乏条理性和规范

性。

一线抢救主要涉及医疗物资准备和伤员转运两

个方面。在战斗过程中，战救物资准备不足的情况

时常发生。１９４２年太岳纵队在战地救护中，因缺少
付木，致使部分骨折伤员无法使用付木固定。１９４６
年上半年，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在战斗中，没有准

备充足的绷带和纱布，以致在救护时，临时撕未经消

毒的布条和被子来裹伤。［３］１４７，２１６伤员的转运工作主

要是转运速度迟缓，延误救治时机。１９４８年中原军
区十四纵队由于有的团缺少甚至没有担架，且有的

群众担架员不敢接近火线，导致转运不及时，造成伤

病员不必要的死亡和残废。［３］２９９在伤员抢运上，各部

门配合契合度也有待提高。１９４０年，冀南军区第九
旅在辛庆战斗中，就出现２０余名战斗员搀扶伤员下
火线的情形。１９４６年５月至１９４７年１月，晋冀鲁豫
军区第一纵队因司、政、供、卫生部门分工不明确，导

致无人负责伤员转运、尸体掩埋等工作。［３］１０７、２１４

伤病员的后续治疗管理亦有待提升。在伤病员

治疗中，早期外科清创和消毒观念不强、治愈率较

低。１９４２年春季，太岳纵队卫生部的清创消毒意识
较差，医卫人员不做创面清洁而直接盖上纱布贴条，

医卫人员换药时不洗手或直接用手捻药品，也不重

视对重复使用的消毒材料的清洁，导致许多伤病员

伤口化脓甚至生蛆，难以治愈。同年夏季，太岳纵队

卫生部施行了１２９例手术，因医疗器材设备基础较
差，加之后期治疗工作跟不上，所以术后化脓和二次

手术等情况时常发生。［３］１４４在医院管理上，由于缺乏

一定的制度规范，对伤病员的管理并不严格。１９４１
年一二九师后方医院没有严谨的出入院手续，因此

部分伤病员出院逃亡或消失不见，造成伤病员出院

数与部队实收数不符。１９４２年太岳纵队部分伤病
员转院时，也同样存在“转院手续不全，大多无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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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个别缺介绍信”［３］１１３，１４７等问题。

总之，战时医疗卫生工作存在多重问题，战争频

繁、医疗救治及管理失序，迫切需要建立起科学的卫

生理念和医疗体制，因此医疗统计制度应运而生。

二、战时医疗统计制度的生成与实践

为掌握军队医务工作概况、明确军队各级卫生

组织及医务人员职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推动了医疗统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统计人员和组织地位更加突出

无论是战场救护还是日常治疗，都会产生大量

的医疗卫生信息。各级卫生组织及医务人员对这些

信息的收集、登记和统计，不仅是军队医政工作的重

要业务，也是医疗统计制度的实践主体。

战时状态下，伤病员登记统计工作一般由各级

部队卫生组织负责。譬如，１９４１年邢沙永战役中，
伤员下火线后，首先在团裹伤所做伤口检查和治疗，

登记伤员信息，填写外科病历表或发给伤票，然后转

至旅救急所，经旅救急所仔细诊断后，再详细登记和

填写外科病历表或伤票，并发给组织介绍信，最后转

至后方野战医院。［４］４９８－５０１１９４６年陇海战役中，团、旅
救护组织设立登记组，专门负责伤类统计和伤票填

写。［５］５９３１９４８年，中原野战军下发《临时战救工作条
例》，规定伤病员在连队、营救护组织经过初步救治

后，需后转的伤病员，先由团卫生队填发伤票，后送

至旅卫生处补发伤票，最后转至纵队卫生部，详细登

记后发给伤票，若为重伤，则须再转移到后方医院，

由医院医疗队详细登记伤员救治及牺牲等情

况。［５］３９７－４００在战场救护时，各级卫生组织、医务人员

对伤病员情况进行初步收集和登记，保障了后续统

计工作的开展。

在日常治疗中，医疗统计的主体涉及各级部队

卫生机关、后方医院两个层面。在部队各级卫生机

关层面，医政处或医政科作为统计主体，其地位不断

提升。１９４８年，中原军区卫生部决定下设医政科，
作为“医务行政工作之助手机构”，统筹办理各项统

计报告制度。［３］２７６１９４９年，第二野战军卫生部设立
医政处，下设医政科，并升级为“医务行政工作之骨

干机构”，办理各项统计报告制度。同时，二野卫生

部还制定了部队各级医政工作的职责，其中兵团卫

生部医政科应及时督促各级医政机关执行统计、报

告制度，再综合汇报上级机关；军卫生部医政科须按

时作综合统计报告，呈送上级卫生机关，并及时督促

师卫生处按时填造各项统计及报告；师卫生处医政

股落实统计、报告制度，按时汇报及督促下级呈报；

团卫生队医政干事应按时做好统计、报告制

度。［５］４００－４０９可见，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在中原军区卫

生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医政工作，明确和细化了各

级部队的医疗统计主体。

在后方医院，从所长到值班护士都各司其职，且

权责明晰。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颁布
的《后方总医院医疗工作规则及职责条例》，规定所

长负责全所的医疗行政事务，填写各种表册和书面

工作报告；医生需填写入院特重伤员的病历表、死亡

诊断书、残废等级等；实习医生或医助须详细填写伤

病员病历表；司药人员登记药品器材的领发数目，将

每日、每月的各种统计表册按时填造并送上级机关；

护士长或看护长负责伤病员各种统计表册报告，还

设置护士的轮流值班制度，日班值班护士要登记交

换绷带、处方笺、罨包、注射、浣肠、化脓、发炎、湿疹、

褥疮、骨折等数目，了解和统计值班日伤病员出院、

转院、死亡、逃亡等数目。［５］３５５－３６６１９４９年，第二野战
军卫生部要求医院设置医政股，以保存各种资料、报

告、统计材料，规定主治医生负责填写各种统计报告

及日报表，医生（医务员）在室长（主治医生）领导

下，负责伤病员治疗和指导医助进行病案登记，此外

还设置材料干事，负责统计每日药品、材料、敷料的

消耗情况。［５］４０９－４１３无论医务人员职务高低，都是医

疗统计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重要一环。

（二）统计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医疗制

度，军队卫生部在伤病诊治和医疗行政工作上，都构

建起了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医疗统计制度的有效运

行提供制度保障。

在伤病诊治工作上，主要建立了医生袖珍簿或

诊断簿、司药日记等制度。袖珍簿是医生在诊断或

医治时，对患者“姓名、年龄、病因、时间、诊断情形、

预后”以及对该疾病的治疗意见等内容的记录，要

求袖珍簿、月终病类统计、现有住院病类三者在数目

上保持一致。［３］１６９、１５８军队卫生部一直重视对袖珍簿

的使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要求每
个医生都要建立医疗袖珍簿，不能将其“视为支应

公事的形式，应细心登记之”，以“帮助实际中的学

习研究，提高技术”［３］３５０－３５１。１９４２年，八路军野战
卫生部直属医院建立了新看护制度、司药日记、会

诊、门诊等制度，并且一般“都能坚持执行”，因此该

年医疗、看护、药品管理质量都有所提升。［３］１５４此外，

还建立了病历表、门诊登记簿等多项制度，便于各类

医疗信息的初步收集和统计。

在医疗行政工作中，医疗报告制度的建设尤其

值得注意，它与统计制度密不可分。１９４２年，太岳
·５６·



纵队卫生部要求各团在完成统计后对旅、分区每月

报告一次，旅、分区在统计之后向纵卫每季报告一

次，医院及纵直各所每月统计并报告一次，纵卫完成

统计后向野卫及纵司、政机关每季报告一次。［３］１４２

１９４８年，中原军区卫生部决定将工作报告分为书面
报告和统计报告两大板块，并要求县大队（团）、军

分区、二级军区、大军区进行逐级报告，此外还规定

了报告时间、频率及注意事项等。［３］２７５－２７６１９４９年５
月，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对各级部队、所属医院、所属

各直属单位、野直各卫生机关的报告制度做了更加

详细的规定，并制定月终、季终、年终统计报告制度

以及战役统计报告制度。［３］３２３－３２６显然，报告制度的

逐步完善与统计制度建设是同步且相辅相成的。

从报告内容来看，卫生工作报告内容虽全面广

泛，但统计内容在其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１９４４
年２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计划建立各级卫生机关
的月报、季报、年报制度，且要求在战斗后，各队所属

医务人员上报战斗救护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好坏表

现和伤亡统计。［３］１６９１９４８年，中原军区卫生部专门
开辟统计报告板块，规定收容病员的治疗机关列入

医院的统计报告，而门诊治疗等列入部队统计报

告。［３］２７５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在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卫生
部制定的医疗工作方针中，规定战役结束后两天内

由团送师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留队治愈的伤病员

登记表及救护工作简要报告，战役结束五日内由师

送军的报告，其内容应涵盖战伤医疗统计表及救护

工作简要报告。［３］３５０由此可见，统计内容是卫生工作

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二者的关联性不断增强。

（三）统计内容走向规模和系统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伴随医疗统计

制度的建设，形成了大量针对医卫人员、伤病员、医

疗物资的统计表册，这是军队卫生制度不断走向完

善和体系化的重要标志。

全面抗战时期，医疗统计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级卫生机关对统计内容仅是在方向上作了大致规

定。１９４２年７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所强调，统计
报告要求“内容充实，应多注意反映实际问题及医

疗技术问题”［３］１３９。基于此，１９４２年太岳纵队在医
疗行政方面，对太岳军区整编后各级卫生机关的编

制和卫生人员增减、培训及提升情况作了统计；医疗

物资方面，统计了药品器材的损失情况，其中因反

“扫荡”损失樟脑水１盒、麻黄精１盒、棉花２斤、汗
必灵４磅、硫酸钠４磅、热退尽６磅、退热平５磅、疟
疾丸６０包等；在医疗卫生方面，统计了一年来部队
发病情形，如太岳军区卫生部全年疾病收治分类统

计、太岳纵队各部队全年伤病员住院情况统计、太岳

纵队卫生部全年伤员收治及伤类统计。［３］１４０－１５２１９４２
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直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医

疗卫生方面，对医疗成绩作了统计，该院全年所做各

类手术达４９５例，其中一、二期愈合数共计４１６例，
残废３２例，牺牲４例。［３］１５４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由于
战斗分散、形势复杂，大规模的医疗统计工作尚未展

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卫生政策制定与制度

建设的推进，统计内容呈现规模化和系统化的特点。

在医疗行政方面，１９４８年４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
部医政处对刘邓、陈谢大军南进前后医务人员之职

别、数目和部别，以及军队南进前后卫生机关之所属

单位、数目和部别作了详细统计。［５］３７７－３８８在医疗物

资方面，主要涉及的是药品器材，１９４６年晋冀鲁豫
军区卫生部要求所属各单位对药品器材的补充、消

耗、损失情况做详细统计，以说明保管情形；［３］１８８

１９４８年，经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统计，全
年共有８０人使用生理盐水５４７３０毫升，平均用药量
为每人６８４毫升，３８２人使用破伤风抗毒素３０７２００
单位，平均用药量为每人８０４单位，８３２人使用磺胺
６７０５片，平均用药量为每人８片，［３］８８６以此来掌握
第十旅药品使用情况。在医疗卫生方面，统计内容

更加复杂，以伤病员的人数来看，可以从收容数、减

少数、现有数进行统计；以战伤情况划分，则包括负

伤部位、伤类、医疗情形等内容；从伤病员治疗看，则

需统计针灸、手术等情况；此外还可对医院收治伤病

员的疾病作分类统计，如消化系、神经系、五官、循环

系、传染病等。如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原军区第九纵队
对南征一年来卫生情况作了综合统计，共收治伤病

员５４５６人，做扩创、取异物、整复等各种手术达５９１
次，因治愈、转院、牺牲、逃亡等原因共减少伤病员

５４３３名。［３］２５８军队卫生工作逐步走向专业化，医疗
统计制度在这一时期贯彻力度不断增强，统计内容

也趋于清晰和详细。

三、医疗统计制度的主要成效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医疗统计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有助于改进军队医疗卫生工作，

还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而为新

中国成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实践基础。

（一）改进了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体系

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

责任意识，转变工作作风。１９４６年，冀南军区卫生
部部长鲁之俊在高级医务干部会议上曾提及，“各

分区做统计报告是为了提高卫生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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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５］４９１，如对战役伤亡人数、伤情轻重、手术及化脓

人数的统计，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帮助医务人员

整顿业务和提高医疗技术。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原军区
第四纵队卫生部提出在每次战斗后，须做简明扼要

且具有批判性的统计报告，并强调工作总结与统计

是“下边对上边的义务”，“没有总结和统计等于没

有工作成绩”［３］２５９，以此助推医务人员树立高度的责

任意识，使军队卫生工作走向正规化。

贯彻医疗统计制度，对军队卫生工作具有指导

作用。１９４８年中原军区卫生部鲁之俊强调：“医疗
工作从数字中来看，便可看出工作的好坏，根据统计

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３］２６８１９４９年５月，第二野战
军卫生部指出：“登记统计报告制度是我军经常使

用的工作制度之一，可以看出各种成绩或其

他。”［３］３３０例如，可以在战争统计中看出战役大小及

伤亡之多少；在医院统计中，可以从归队数之高低看

出治疗之成绩；在门诊疾病登记中，可以及时知道传

染病发生与否，由此可协助提早预防。１９４９年下半
年，第二野战军第二后方医院第四、五、六所等单位

接收的伤病员中，其病类以内科为主，战伤为次，且

内科中又以疟疾、杆菌痢疾、回归热、疥疮、营养不良

性水肿等疾病为主，医院即刻按不同病类调整病房，

又将全院患黑热病的病人集中到四所三室隔离，及

时治疗，同时开展卫生运动，成功阻止了疾病的大规

模传染。［３］３５９

整理、分析统计数据，有助于卫生机关制定更加

科学有效的诊疗方案。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第二野战军
第二后方医院根据收容伤病员中最多的病类，确定

了治疗工作重点，集中力量治疗，增加了治愈率，减

少了死亡率；对病人的观察、诊断、治疗相较于之前

更加精细正规，加强了会诊工作；能够利用 Ｘ光、化
验室帮助诊断治疗；手术室和药剂人员在治疗工作

上也有了很好的配合。［３］３６０由此可见，基于各类医疗

统计数据，军队及医院医疗工作更加有序，救治水平

显著提升。

（二）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

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促进军队卫生工作制度

的完善。为配合医疗统计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

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了诸如袖

珍簿、病历表、门诊簿、司药日记、出入转院、工作报

告等制度。这些工作制度着力于收集和登记医疗行

政、物资和卫生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向上呈送统计

信息，不仅为统计工作提供前提和保障，还健全了军

队卫生工作的制度体系。

医疗统计制度的实施，细化了卫生机关及医务

人员的工作规则及职责。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晋冀鲁豫
军区卫生部制定了涉及住院、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

室、药房、外科室、伤病室在内的后方总院规则，以及

包括所长、医生、实习医生及医助、护士长与看护长、

护士与看护等的医务人员职责，力求通过确立工作

规则和职责，来达到“一切准备成规，一切操作成

套，变成条理规划，不致紊乱”［５］３５５－３６６的医疗效果。

１９４９年，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出台了《医政处组织系
统与工作暂行条例》《各级医务人员职责》《各种医

疗工作规则与职责》等，明确和统一了全军各级卫

生机关、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制度和职责。［３］３１６显

然，医疗卫生工作规则及职责的制定，有助于医务人

员在卫生工作中增强职业修养。

医疗统计制度的实践，还上升到卫生法规的高

度。１９４８年１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卫生部强调“卫
生法规是卫生工作法定的规章”，其目的在于使“工

作有所遵循，于查有所根据，借以提高工作效率，使

之逐渐走向正规化”［１］２２１。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出台了大量的卫生法

规，如１９４８年中原军区卫生部制定的《临时战救工
作条例》，规定了战救组织位置与任务、技术与纪律

以及各种战救标记。［５］３９７－４００１９４９年５月，第二野战
军卫生部更集中颁布了《部队各级医政工作职责暂

行条例》《关于部队报告制度之规定》《怎样作登记

与统计工作》，文件内容涉及登记、统计、报告等诸

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统计报告制度。［３］３１９可见，颁

布卫生法规的形式一方面巩固和充实了军队卫生工

作制度，另一方面增加了制度执行的效力。

（三）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战争时期军队的医疗统计制度建设还为新中国

成立以后，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卫生工作建

设提供了历史基础。１９８２年５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发布《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版，要求

中医医院根据中医特点，建立健全医疗统计制度，并

按中医标准经常研究“诊断符合率、病床使用率、病

床周转次数、平均住院日、门诊人次等指标变化”的

数据，以此分析疾病原因，改进工作，逐步探讨出

“适用于中医医院特点的统计指标”［６］５６０２。卫生部

重视中医医院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健全，与革命年

代的医疗卫生方针、政策以及制度的建设实践密切

相关。

四、结语

革命年代，因战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因此高

效、有序的卫生工作尤为重要。然而战时条件下，医

疗卫生环境、医患人员、医疗管理及救治等方面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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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困难，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

人员、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医疗统计工作，并

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作为医疗统计内容

重点建设。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与强化，有助于军

队探寻卫生工作的发展规律，改进医疗卫生工作，推

动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而为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实践基础。

医疗统计制度是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科学、有序

开展的重要手段。总的来看，医疗统计制度的生成

与实践历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推进军队卫生制

度的整体建设，为配合统计工作的开展，无论在前期

的信息收集和登记，还是在后期逐级呈报环节，都设

立起了较为完备的规则制度，不仅如此，除统计制度

外，军队卫生工作还系统建设了“四二”学习制度

（即每周四天业务学习，两天政治学习，该制度在不

同时期依据军队中心任务的调整而有所变动）、供

给制度、战地救护制度、日常卫生防病等多项制度，

填补了过去卫生制度上的薄弱或空缺之处；二是形

成了人民军队及医务人员艰苦奋斗之精神，无论隆

冬风雪严寒，抑或盛夏酷暑炎热，部队始终坚持行军

作战。同时后勤供应也殊多不易，医药、日常生活用

品缺乏，便动员自办药厂，推行新疗法等。总之，战

时斗争局面复杂艰苦、卫生保障任务艰巨繁重，但全

体医卫人员昼夜奋战、吃苦耐劳，成功完成卫生防疫

和战伤救治任务，有效保障了军民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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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
史经验（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编写组．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
编［Ｍ］．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４］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五）

［Ｍ］．北京：金盾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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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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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护到护理：近代中国护理学科专业化

宋青红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杨浦 ２０００９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１３ＣＺＳＯ３６）；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近代中国留美女学生群体研究（１８７２—１９４９）”（２０１９ＢＬＳ０１１）
作者简介：宋青红（１９８２—），女，江西永丰人，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史学博士，主

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妇女性别史、医疗社会史、抗战史、人物研究。

摘　要：西医护理本身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将近代西方护理学引进的过程是与传统看护相
交织和反复的过程。最初中国护士教育师资主要来自外国，特别是英美传教士看护士，看护观念也

受到日本看护学的影响。中国本土化护士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是在纠正传统的看护观念包括性别观

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近代护理学的引进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家

庭领域，近代早期中国革命党也号召妇女从事战时看护工作，护理逐渐走向公共领域，并最终走向医

院等专业领域。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和护士学校的增加，护理从业人员越来越受到重视，护理学逐

渐与医学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和职业。

关键词：西学东渐；护理学科；护理教育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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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护理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将
其引入中国。学界对美国护理学科的出现有诸多研

究，胡云天、甄橙指出，护士助产士整合了护理与助

产实践，平衡了医生与护士之间的观念分歧。［１］近

代西医护理的产生，得益于西方教会的在华医疗活

动。刘燕萍分三个时期梳理基督教与护理发展错综

复杂的关系。［２］杨欣对中西医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

了梳理和比较，分别概述了基督教会派遣传教医生

来华开办妇女医院、建立女子医学校、培养女子西医

人才和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活动，分析了基督教会

在华妇女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３］姚莉莎探讨了

１９０９—１９３７年中华护士会的在华事业。［４］乔会妮以
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探讨近代护理业发展与

社会变迁的关系，指出随着社会环境变迁，政府主导

下的护理业逐渐向规范化与职业化方向发展，护理

业内部选择以及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力促使其发生转

变，护理业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纳。［５］甄橙回

顾了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３０年代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工作，

重点介绍了沃安娜和盖奇两位传教士护士的工作，

分析了西医护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及影响因

素。［６］并从护理者身份、护理活动场所、护理对象和

性质的变化过程，分析近代西方护理学的发展过

程。［７］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近代中国

护理观念产生发展及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过程。

一、近代护士学校的设立

近代西医护理伴随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

１８３５年英国传教士兼医师伯驾在广州设立眼科医
局并开办博济医院，曾训练一些中国人充当助婢。

１８６６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管博济医
院，初期只招收男生，后于１８７９年改为男女兼收。［８］

１８８４年，美国传教士麦克奇尼（Ｍｉｓ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ｃｋ
ｅｃｈｎｉｅ）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妇孺医院（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服务。［９］１８８７年，医师布恩在上海
开始训练护士，“因为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看护病

人仍仆役的工作，学校招生往往一个班只有三五个

护士”［１０］。１８８８年，强生女士在福州医院开展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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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工作，第一期招收初识字之男、女生各一名，教

授助产术及配药术等。［１１］

中国护士教育的历史也因西方来华传教士而产

生。西方传教士最初开设医院，采取护士徒弟制度，

“但是徒弟制，终久是笨拙的，无系统的”，“所造就

的人才，是否能适应护士职业的环境，切合社会职业

界的要求”，这值得商榷［１２］，后来才有护士学校的设

立。中国近代早期的护士学校大多附属于医院。晚

清时期已创立护士学校。如镇江宝盖山美以美妇幼

医院护士学校，据称到１９２４年已有３０余年的历史。
１９２４年该校毕业典礼，陈博士讲看护系服役一种特
别工作，并全国看护会干事孙女士报告，“此次应护

士考试者，全中国计９０个学校，而在此中得称为优
等者，只有四位。此四位又皆是妇幼医院护士学

校”。他们不仅获学校毕业文凭，还获中国护士学

会看护证书。［１３］可见该校办学成绩非常优秀。

１９００年以后成立的护士学校就更多了。义和
团事变后，有不少英美护士到中国各地教会医院服

务，极力鼓吹中国人学护士，更于武汉筹设训练护士

机关，提高课程，修业时间改为三年。［１０］３２－３４不过，

当时中国人“知护士工作之重要性者颇少，为父母

者更不愿子女学习护士，故历年研究护士人才而真

能担任护士工作者，据记载不过数人”［１０］３２－３４。

中国从外国来华传教士训练护士，到中国自办

护士学校，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如１９００年上海同
仁医院护校、１９０６年北京协和医院护士训练学校、
１９０７年广州博济医院护士学校、１９１１年福州马戈纪
念医院护士学校、１９１５年长沙雅礼医院护病学校
（后改为湘雅护校）等纷纷成立。［１４］１９０８年，留美女
生金雅梅在天津设立的附属于北洋女医院的护士学

校，得到袁世凯、严修等人的支持，培养了天津最早

的一批护士，后由钟茂芳担任校长。钟茂芳曾留学

美英，回国后任北京女医学堂看护教员，“于看护一

科研究较详，热心教授”［１５］２。

１９１１年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护士学校创立，
以养成高等护士人才，增进社会卫生学术为宗

旨。［１６］同年，盖仪贞女士在胡美、颜福庆的帮助下，

创建了湖南省一所护士学校———雅礼护病学校。

１９１５年，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雅礼护病学校
更名为湘雅护士学校。至此，“湘雅”形成了医学

校、医院、护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格局，并延续至

今。湘雅医院护校校长由医学院院长兼任，１９４４年
以后的主要工作由分院院长主持。

１９１８年广济护士学校成立，附属广济医院。该
校授以护士科学知识技术，以养成男女高等护士人

才为宗旨，设置护士科，教员有温德来、巴格罢、彭朗

德、苏达立夫人。［１７］从名字来看，很可能是外来传教

士。［１８］３６－４８

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于 １９１９年由沃安娜
（ＡｎｎａＤ．Ｗｏｌｆ）负责筹办。他邀请１２名护士教师，
经一年余的筹备，１９２０年９月正式开学。该校宗旨
以培养具有良好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预

防保健、医疗和护理科学水平的护理骨干、师资和领

导人才，以提高护理专业水平，适应现代卫生事业迅

速发展的需要。开设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

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学科，均利用医学院的教

室及实验室上课和做实验。护校设有专用教室、阶

梯式护理教室及练习室、营养饮食学实验室、教师备

课室等。［１９］１２３由于入学文化程度要求较高，第一班

仅招女生３人，到１９２４年毕业时仅剩曾宪章１人。
１９２５年后，毕业人数渐增，每年约５至１０人。该校
毕业的知名护士还有夏德贞、徐蔼诸、朱宝钿等人。

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经过第三任外籍校长胡智敏

（Ｃ．Ｅ．Ｈｏｄｇｍａ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以及第一任中国校长
聂敏禅及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得到长足发展。

１９２０年５月，中国护士学会还举行毕业考试：
“博医会附属之中国护士会，定本月２１日起举行全
国中国护士毕业考试，至２９日止，各地护士学校，业
经由会推举，就近著名医院院长为监考员，如杭州梅

藤耕，山西伍连德等，皆有任务。上海则为工部局医

官白来生，其日期及考试科目，录之如下：２１日手
术，２４日解剖学，２５日药科、眼科、耳鼻喉科，２６日
内症及小儿科，２７日外症及微菌学、饮食学、生卫
学，２８日产科、妇科、花柳科及急救法，２９日临诊护
病学。”［２０］从考查科目之多可看出，要获毕业证书实

为不易，也体现了护理学在趋向专业化。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６日成立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
医院护士学校，专门培养女看护生，规定三年毕业，

特聘欧美毕业医士教授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小儿

科及临床看护等。［２１］

山西汾阳医院于１８８９年由美国基督教华北公
理会创建。护士来自当地早期的基督教家庭。她们

被送到沿海城市或北京一些医院进行短期培训后，

再返院工作。１９２２年，该院才办自己的护校，交由
美国护士张孔美玉负责。最初仅招男生，每班３—５
人；后始招女生，每班１０—１２人，入学程度也由小学
毕业提高为初中毕业，后又要求有１—２年高中教
育。［２２］

１９２３年，上海妇孺医院附设协和护士学校举行
校舍落成仪式暨毕业典礼，该校舍系美国浸礼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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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总会筹款建造，教职员有明美丽、俞凤宾、何美丽

等人。［２３］１９２４年，美国创办的上海福音医院办有一
所护士学校，定于５月１２日举行第八次高级班学生
毕业式。［２４］天津南门外美以美会妇婴医院护士学校

亦于同时举行毕业式，毕业生有王素娥、凤美贞、赵

振华、贺秀贞等人。［２５］

１９２５年，办理多年的已有五届毕业生的湖州福
音医院护士学校，“今年因新院落成，规范扩大，特

招学生２０名，投考者达４０余名，已于昨日由沈阶平
医生选题考试，英国算三科，并查验体格，现评定甲

乙完毕，录取者１５名”［２６］。
１９２８年，青岛普济医院开办的护士学校是青岛

第一所专门培养护士的职业学校。１９２９年 １月 １
日，美籍监督安保罗创建了青岛信义会医院。１９３２
年７月，青岛信义会医院附设了信义高级护士学
校。［２７］医院附设的护士学校主要借助医院的师资力

量、经费和实习场所。

１９３７年，山东成立了仁济医院护士学校，其入
学门槛并不高，“至低初中毕业，凡身体健康，有志

服务者，最为合格，膳宿制服等费完全免纳，在学习

期内，仅收保证金等六十元”［２８］。上海中国红十字

会第一医院附设之护士学校于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６日开
学，入学者共计９７名。［２９］另有高危行业也设有自己
的护士学校，如中国煤矿于１９２６年建立开滦护士学
校，１９２８年在中华护士会注册。［３０］到抗战前，中国
人自办的护士学校已为普遍。

关于学费，各校也有不同，总体上还是较为实

惠。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要求“学生

入校时须先缴入学费洋２５元，膳宿费概不收取，俟
肄业一年后本校给津贴费按月两元，二年后按月五

元，卧舍需用物品及校服书籍洗衣等费亦由本校供

给”［２１］２５－２８。广济护士学校学费主要为膳宿费，男

女护士第一年每月膳费四元，第二年每月二元，全年

以１２个月计，第三年免缴。［１８］３６－４８当时为了提倡护
理教育，学费是比较少的，有些学校还免学

费。［１８］３６－４８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学费稍贵些。学

生入学时交注册费１０元，被正式录取者，此费在第
一学期学费内扣除，未被正式录取或录取后不报到

者，不予退还。第一学年：暑假开学时交３５元，第一
学期交３０元，第二学期交３５元；第二学年：第一学
期交３５元，以后不再交学费。另收书籍费约４０－
５０元，主要用于向国外代购书籍；制服费第一年第
一学期交８９元，第二、三年各交１０元。此外还有赔
偿费押金４元，显微镜租用费４元。如果获得董事
会奖学金，每年奖给毕业班最优秀毕业生一名２５０

元。［１９］１２４

护理学招生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也反

应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趋势。１９１８年广济护士学校
入学资格：“以品行端正、身体强健、文理精通及有

高等小学毕业程度，年龄在２０岁以上３０岁以下者，
方为合格。入学试验科目：国文、英文、算术、体格检

查。”［１８］３６－４８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入

学资格：“年龄须在１８岁以上而未出嫁者或寡妇，
身家清白品行端正，具有中学相当之程度，身体康健

而无不良嗜好者。”“学生入校后先试学三月，在此

期内学生可自决去留，若该生品行端正，操作勤俭，

则定为正式学生而继续肄业，设于三年后而无违规

旷课及考试合格者本校则给予毕业文凭。”［２１］２５－２８

１９４５年，各护校招生以初中毕业为限，陈崇寿
指出：“要知道一个护士的养成，尤其是一个优秀护

士的养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的文化程度最

低是初中毕业，而近年来大专毕业后再去护士学校

的也日见增加而成为普遍。他们除了对于专门学科

如病理、心理、细菌病等学科为必修课外，尚须加以

品性的陶冶，以及体魄的锻炼，要在智德体三者中，

有一或缺，那决不能算得上护士之优秀者。”［３１］

时人认为，这种专业趋势还有待提升。翟枕流

认为：初中毕业生在年龄、生理、心理上难负重任，应

鼓励高中及大学毕业的女同胞们参加护理工作。且

各护校应该独立，在行政、经济上自立自主，其训练

中心应以学术的思想配合科学的方法，其教学目的，

必须有绝对的专心与刻苦的准备，不能以廉价工人待

遇供医院驱策。“若果能在护理教育制度上先予以改

正，再设法增加护士进修的机会，使内无怨言，外无指

责，则护理事业之发达，当然是百尺竿头。”［３２］

随着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近代专业护士群体大

量出现。据中华护士学会统计，到１９３５年，在该会
立案学校不下一百余校，领有该会文凭者计 ４８０５
人，男性占１４７７人，女性占３３２８人。［３３］到１９３６年，
中华护士学会已有会员由十年前的１１８６人增加到
６５２３人，由该会登记的护士学校有１７４处。到全面
抗战爆发后，中国已有护士人数一万多人。１９４０年
全国现有护士１３７５０人。［３４］１９４２年，“据一般估计，
我护士界从业员不下万余人”［３５］。到１９４８年，“迄
今毕业的正规护士不过一万二千余名。护士学校约

１８０余所，尚有半数未在教育部立案”。１９４９年中
国护士人数为３２８００人。［３６］随着近代护士学科的引
入，护理学科越来越呈专业化发展趋势。

二、近代早期“看护学”书籍引入中国

早期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师传徒的形式，带教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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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主，无固定学制和教材。随着正式学校的建立

和学制的确定，必然产生对教学书籍的需求。至迟

在１９０５年已有正式护理著作出版，如《护病要术》
由中国博医会出版，编译介绍了西方护理的基本要

求。

作为一门学科的看护学，最早于１９０７出现。曾
留学日本的革命志士秋瑾认识到妇女从事革命的重

要性，认为从事看护和慈善事业是妇女对于革命和

社会的义务，因而将日本《看护学教程》翻译引进中

国。她认为看护学需学习医学的全部知识，“看护

法者，医学中之一科目。而以为治疗者之辅佐也。

故欲深明其学，施之实际，而能收良好之效果者。非

于医学之全部，皆得其要领者不能”［３７］２４。这跟传统

意义上的在家照看病人家属是有区别的。

秋瑾认为：“夫看护为社会之要素，妇人之天

职”，“然则平时则能保社会之安宁，战时则增进国

家之利益。虽谓之益国便民之事业，亦非过语。何

贱业之，有热心爱群是我所望于胞姊耳。”［３７］２５她把

看护工作领域扩为家庭和战场，既延续了传统看护

多限于亲属之间的旧状，同时也指出战时看护对国

家的责任。秋瑾基于革命和国家的需要，为了革命

的理念、社会的改进，引进《看护学教程》，培养护理

人才，赋予了护理学公共性职责。

１９０９年赴日考察医学的丁福保②在《看护学

序》中也强调战时看护的重要性：“然有人焉无论其

受伤之兵士医院之病人皆为之事事亲理，体贴周至

如慈母之于爱子，如孝女之于父母者，伊何人，即东

西洋文明各国之白帽白衣白领白带白裙之看护妇

也。”［３８］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看护的独立性及重要

性，并努力将“看护学”观念及学科介绍到中国来，

使其从传统狭隘的私领域走向公领域。

传统看护主要服务于家庭领域，近代看护也将

其涵盖，鼓励家庭妇女学习看护知识。１９１１年的文
献显示小儿疾病看护法是家政学内容之一，［３９］强调

家庭成员应具备医学知识，出现了家庭看护学的概

念。［４０］１－６为何需要家庭看护？吴杏一指出近代中国

专业的护理人员没有培养起来，因而需动员家庭主

妇学习之，并著《家庭看护法》。［４１］她认为，看护与

服侍的区别在于前者略懂医学知识，后者是纯粹的

使唤传奉人员。梅梦也强调主妇须人人略知普通看

护法，“女子既为一家之主妇，若于看护方法昧然不

知，则家族中偶有疾患，必至手足无措，其甚者轻信

人言，医药杂投，易酿成大患。虽豪富之家，佣仆甚

多，侍病不患无人，然不知看护之法，不知细心体贴

病人，较之主妇亲自看护者，恐有霄壤之别矣”［４２］。

１９１３年，钟茂芳结合其在英国伦敦葛氏（Ｇｕｙ）
医院的学习经历，在北洋女医学堂从事看护教育和

看护工作，并翻译了英国伦敦葛氏（Ｇｕｙ）医院 Ｍｉｓｓ
Ｍ．Ｎ．Ｏｘｆｏｒｄ（阿各斯大）的《看护要义》（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一书，由陆军军医监长乐徐华（ＨＳＵＨｕａ
Ｃｈｉｎｇ）推荐写序。乐徐华称：“国家之强盛在乎人民
之康健，人民之康健在乎医术之精良，而医术之精

良，尤需看护之襄助，医与看护其关系至要，其职务

至重，而责任亦至大，世称医有夺天之功，看护犹保

姆诚非虚语。故东西各国医学而外，并设看护学校

造就完全人才，以保卫夫民生，余问世三十年窃叹中

国看护人材缺乏，往往贻误，心甚憾焉。”［１５］１－２乐徐

华表达护士之于医生的独立地位，该书并载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伍莲德的题词：“是以欧美

日本文明各国无不重视看护一门，且有时病之痊愈，

迟速多在乎看护之良否，是病人恃看护或较诸恃医

士为尤切。予每与人诊疾，若有良看护襄助，则鲜有

失败之虞。是可见看护之学人，不可以不知

也。”［１５］７－９

１９１７年，孙祖基译日本田村贞策的《看护学浅
说》，他指出：生病就医无疑，“然如病人之看护，亦

极紧要，故疾病之治疗，第一看护，第二药剂。看护

之适当与否，有莫大之影响。及于病人，例如某种之

疾病，专恃医药之功效，四周间可望全治，苟看护合

法，则三周间便可全治，反是而医士为名，医药剂亦

适当，苟看护失宜，则本克治愈之疾病，一变而为死

症；本系轻微之疾病，一变而为重症。其不幸不特限

于病人之一身，并贻全家之累。克胜看护之任者，以

妇人为上，诚以妇人之性质温静而富于爱情，注意周

密，天然胜看护之任”［４３］。他强调看护具有独立于

医药的重要地位，并将看护职业与女性联系起来。

除引进日本的看护理念外，时人也开始翻译美

国、英国的看护讲义。１９１６年，李恨生翻译了美国
窦安和氏的《看护学讲义》，包括医院中看护之重要

职务、病人之普通看护法、绷带法、传统病及杂病、救

急法等内容。［４４］１９１８年，马民焕翻译了英国史多耐
的《看护药料学》，指出：“迩来吾国西医极受社会所

欢迎，但医士必须有良好之看护相助。是则培植看

护，亦当今医界中之急务。无如教授看护书籍，其译

成者甚少。而于看护药料学，则更无一见。”［４５］１９１８
年，刘云航翻译美国人ＭｉｓｓＬ．Ｇ．Ｍｏｂｅｒｌｙ的《家庭
看护学》（Ｓｉｃｋ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ｔＨｏｍｅ），他指出：“今夫家
庭看护之学，匪晚事也，事之难者，莫甚乎预言国事。

而吾谓侍疾之事，将更有难焉矣。是故人人当受有

家庭看护学之教育，以陶成侍疾者应有之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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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机智常识与恒心是也。”［４０］１－６应该说在 １９１０年
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时人开始认识到看护学于革

命、战争及家庭的多重重要性。

俞凤宾③指出看护乃“高尚之职业”，为社会所

不可缺，除了有护理学的专业知识，也需具备良好
$

性、终身学习、爱人爱己、防病之理念。“护士（即看

护）非人人能任者，心必具学问，道德，且怀爱人之

心，方可为善良之护士。”［４６］１７４－１７５“护士之所以可

贵，重在其所具之德性，苟无良善之德性。虽以侍疾

为己任，亦难收效于病者之前也。”“护士暇日宜多

读书报，以增加其学问，既离学校，则社会即是学样，

修学无止境，宜终身为之。对于自身之保护，亦须注

意。从井救人，君子不取。勿任传染病侵及己身，宜

自知防免之法。而切实行之，平日宜有整洁之习惯，

逢必要时，可注射苗浆血清之类，以造成抵抗疾病之

力。学道所以爱人，亦所以爱护自己。”［４６］１７４－１７５

１９３０年代，关于看护学的书籍越来越多了，比
如１９３０年姚昶绪著《病人看护法》（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１年杨鹤庆编《内科看护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２年协和医学院中文部翻译美国李嘉森（Ｄ．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编的《传染病实用看护法》（中华卫生教
育会出版），１９３３年胡宣明、杭海翻译美国红十字会
的《看护病人要诀》，１９３３年颜守民编著《乳儿保育
法及看护法》（大东书局），１９３３年胡珍元编《家庭
看护法》（新亚书店）等，基本以“看护”命名“护

理”，以“看护法”“看护学”命名“护理学”。

三、护理课程及其专业化趋势

（一）理论课程

随着护士学校及护理书籍的大量出现，护理学

科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从课程设置来看，护

理学科涉及广泛的专业知识，理论学习与医院实习

并重。

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护士学校修业期限预科

三个月，本科三年。预科：口授法、解剖学撮要、道德

学、绷带、病室实习；本科第一年：解剖学及生理学、

外科学、实用护病学、细菌学、儿科学；第二年：解剖

学及生理学、外科学、内科学、实用护病学、药理学、

饮食学、病室实习、外科手术室实习、传染病理法；第

三年：药物学、产科学、妇科学、脑病学、绷捏法、Ｘ光
线理法、救急疗法、尿具学、病室实习、眼耳鼻咽喉学

等。［１７］

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科目上如

下：第一年：身体结构学及生理学、药性学、伦理学、

看护法则、绷缠带法、英文；第二年：身体结构学及生

理学、看护历史、饮食法、微菌学及验尿法、产科学、

药性学及施药法要、看护法则、英文；第三年：内科

学、外科学、产科学及妇科学、小儿科学、揉捏法、看

护法则、英文等。［２１］２５－２８

１９４７年，江尊群讲：“现代护士学校之课程可分
为两大类：一是基本科学，如解剖学、生理学、营养

学、细菌学、药物学、病理学、寄生虫学、临症检验学、

外科学、内科学、产妇科学、小儿科学、精神病学等；

二是各种工作理论或工作实施的原则及方法，如普

通护病学、烹饪学、外科护病学、内科护病学、妇产科

护病学、小儿科护病学、精神病护病学等。基本科学

有试验室之工作，以坚其学识之信仰；各种工作理论

有示教，以则效其工作之楷模。使学生在附设医院

中得实习之机会，所谓实习者，即将所学之基本科学

及工作理论，应用于护理技术上，使工作达到最高效

率。至于学生之道德，务使养成洁身自守，见义勇为

的品格，与夫己饥己溺的概念。此种品格及概念影

响护士工作甚大，为护士学校所注视者。故护士学

校课程中，更设有护病历史及护病伦理，以其能窥见

先哲之遗范而自勉。凡此种种皆为基本护士所必须

具备者，当于三年期间完毕。”［４７］江尊群所说的第一

大类的基本科学，基本是医学学科的课程内容。近

代护理学虽然相比看护更加专业化，但还是没有完

全从医学中独立出来。

护理学课程标准和设备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１９３５年，谢五指出：“改良护士教育的步骤，应该
先着手调查及视察全国护士学校的程度，拟定护士

教育合乎潮流的标准课程，视察以后，与各学校以此

种标准课程，限定在某年起，如不及格者取缔，如及

格者当然随时加以奖励。选择全国设备最好，及程

度较高之护士学校内，设立中央护士师范学校，专门

训练教授及领袖人才。”［１２］１９３５年还制定了《高级
护士职业学校暂行通则》，护士职业学校的学生需

要学习的专业课程有：解剖生理学、细菌学、护士伦

理及历史、药物学、护病学、护病技术、眼耳鼻喉科、

国文、产科学、产科技术、个人卫生、公民、饮食学、心

理学、病室实习、外科、内科及传染病学、小儿科护病

学、外国文、物理治疗学、急救术、家政学、妇科或花

柳科、公共卫生、护士职业问题、病室及公共卫生实

习等。［４８］此一时期的护士学生既要学医学知识，又

要学护理学知识，护士学校课程设置非常完备④，体

现出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趋势。

（二）实践课程

护士教育做到理论学习与实习并重，据湘雅医

院护士学校学生回忆：入校之后，前三期完全自费，

从第四期起完全公费。但前三期读书最苦，必得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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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时间去充实基础学科，每天七个钟头甚至八个钟

头的正课，如英文、国文、生理解剖学、内外科、助产

学等。待各门学科都超过标准分数后才能参加第四

个学期的加冠典礼，穿上纯白的制服。从那天起，每

日有一部分时间到病室实习，在每日连课带班七个

钟头的工作下，度完后三学期，而临床实习，“是给

我们一个获得丰富经验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锻炼

与试探我们才能的时候，但只要你坚决抱定服务人

群的决心，那你会感到心灵上无限的愉快，工作责任

随年级而增加，大概都是由高班同学领导各部门低

班同学实习”，等三年二期所有学程都完全结束，参

加毕业考试，通过后再参加当届全国毕业护士会考，

榜上有名，最后半年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进行助产训

练，然后专待征调的命令，“征调一年完毕，成绩优

良者，这张血与脑集成的文凭才算平安地为你所有，

从此你就算是一个真正的护士了”［４９］。毕业后以同

等学力资格投考，还有升入医院的希望，其次中央大

学设有护士师资进修班及贵阳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

等都是进修的出路。

北京协和护士学校也特别注重护士实习，拥有

医学院附属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河

北定县平民教育会等专门的实习基地。［１９］１２４１９４７
年，陆宝琪指出：“今后的护士教育，除给予普通之

临床知识以为基础外，就该注意大众卫生知识方面

了。给护生以实践的知识，发展他们的兴趣，给以充

分时间，使了解护士工作的真谛。医院方面不应以

利用学生的态度对学生，凡有护士学校的医院，应以

教育为其第一目标。”［５０］畲韫珠将督导学生实习工

作作为护校教员的职责之一。［５１］２４－２８畲韫珠指出：

“护士学校之课程读书与实习并重，故科目之分派

与实习之处所，须有紧密联系，因此一年级注重基本

医学知识，如解剖生理学、细菌学、药物学、护病学，

需于一年中读竟，而此时之实习时间较少。一年级

之护生于病室中仅能作简单之治疗及护理。若上班

之时间长，徒使之养成上班松懒之习惯，不如短时间

之病室实习，而实习时一心一志，且有师长在旁督

导，奠立良好之工作基础也。二年级则注重内外两

科，可分别至内外科病室实习，内科除普通内科病室

外，如传染病室、皮肤病室，亦可实习。外科则如眼、

耳、鼻、喉、骨科等之手术病者，亦可使之护理。三年

级讲授妇产科，小儿科，公共卫生，个案研究，精神病

护病等，可至各该科目相关之病室实习，且对于病人

之社会背景，予以研究，并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如

此可引起兴趣。护生之督导员，最好能随学生至课

室听课，然后于实习时随时考验学生之课程，则能帮

助学生熟悉课室中之讲授。每日晨间报告新入院患

者之疾病，治疗及护理办法，亦可由护生轮流执行，

对于讲述者及听讲者，均有莫大裨益。且因有实际

之患者，在病室尤能引起全体护士人员之注意，其余

若新药物或新医疗法之讲述，亦可补课室中教材之

不足者焉。”［５１］２４－２８

从护士学校的课程设置大致可见，最初人们认

为护理学专业也需要学医学相关的知识，护士学校

在课程方面，涵盖内科、外科，甚至医学、心理学、人

文学科以及护理学的相关知识，学习的内容比较多，

护理学科没有完全与医学区分开来。

四、结语

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护理学在引进中国

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传统看护相交织和反复的过程。

早期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师传徒的形式，带教讲解为

主，无固定学制和教材。随着正式学校的建立和学

制的确定，护理著作至迟在１９０５年已有正式护理著
作如《护病要术》出版。２０世纪初，看护并无统一规
定。北洋政府参考日本护理制度，又将德国各联邦

看护妇规则作为参考，早期护士学校逐渐诞生。近

代早期人们将护理等同于看护，认为不需要专业的

护理知识，后来逐渐形成较为全面的护理学的知识。

只不过护理学还没有完全与医学分离开来。护士学

校的课程有较多与医学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心理学

以及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内容。随着护理实践，以及

战争、疫病等因素导致社会对护理人员需求显著增

加，护理学科呈现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过程。

最初中国护士教育师资主要来自外国，特别是

英美传教士看护士，同时看护观念也受到日本看护

学的影响。中国本土化的护士体系的建立，一方面

是在纠正传统的看护观念包括性别观念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近代护

理学的引进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家庭领域，近代早期

中国革命党也号召妇女从事战时看护工作，护理逐

渐走向公共领域，并最终走向医院等专业领域。从

课程设置来看，护理学科涉及广泛的专业知识，而且

理论学习与医院实习并重。从最初重视基础医学到

更加注重护理学，各种看护知识及实验操作受到重

视，基础医学逐渐弱化，这也显示了护理学与医学相

分离的趋势。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和护士学校的增

加，护理从业人员越来越受到重视，护理学逐渐与医

学相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和职业。

注释：

①钟茂芳曾作《护士会如何能协助中国》一文，她对中华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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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扩大工作范围、提高护理程度提出许多见解。她建议

中国毕业护士应一律加入中华护士会，每省应设一护士分

会，每年应选派优秀护士赴美深造，并特别强调，护士应具

有相当教育程度。参见冯克力．老照片 第１２辑［Ｍ］．山
东：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３８．

②丁福保，幼通经史，长而中西兼贯，长于算术、医学、辞章、
考据，通日文。光绪二十二年补无锡秀才。２５岁就读于
江阴南菁书院。２８岁东吴大学肄业。同年，到上海江南
制造局工艺学堂学化学，入东文学堂学日文，又师从赵元

益学医，学成，任京师大学堂及译学馆教习。１９０９年赴日
考察医学，后于上海行医并创办医学书局。１９１４年始向
佛。著作分为医学、文学、进德、佛学、钱币学等丛书。

③俞凤宾，江苏太仓人。１９０７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
学部，１９１２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修热带病学及
公共卫生学，获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５年回国，在上
海开业行医。兼任南洋大学校医、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

授、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

④比较今天的护理学科，主要的课程如下：人体解剖学、生理
学、病理学、药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护理学导

论、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预防医学、精神护理学、护理管

理学、护理礼仪、护理科研等。应该说护理学从医学中独

立出来，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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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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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
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

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

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关键词：北宋；中原书院；理学；书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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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认为宋学精神包含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之
两端，而书院讲学是宋学精神的源头。［１］７书院教学

推动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宋学精

神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书院教育也必然受到宋学

精神的浸润、影响和塑造。理学家运用理学思想进

行书院教育，不仅强化了中原书院最初独立、灵活、

开放的特点，而且塑造了书院不同于官学和其他教

育机构的独特精神气质，即所谓的“书院精神”。

书院精神形成于宋代，以南宋时期的理学书院

最为突出。后世诸多学者都曾对书院的精神特色加

以论述。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一文中说：“书院之

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

自由研究的态度。”［２］３朱汉民评价书院自诞生之后

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官学的教育特点。例如，书院一

般由名师大儒执掌；学术吸引力强、影响力大；讲学

方式自由灵活；人才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相互促

进等。［３］１５各家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足。

通过对北宋中原书院的研究发现，北宋前中期，书院

虽然在科举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此

时期书院教育为科举服务的功能更为突出，缺乏独

立的学术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念和精神特

色。到了北宋中后期，书院与理学结合之后，在理学

思想的引领下，中原书院开始形成独特的书院精神。

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使命和办学宗旨、书院教育氛

围、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充分彰显了理学的学术思

想和教育理想，并成为后世理学书院精神的滥觞。

一、书院教育使命：倡明道学、传道济民

北宋初年，对儒者创办书院目的的记载并不多

见，即使有文献记载，也颇为模糊，多为“乃建书院

于湖南，化训州人”［４］“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

为乐”［５］１６３等。教学目标仅能够大致说明书院的儒

学教育性质，并无过多清晰地描述。根据早期书院

教育家和书院创办者的教育实践，也可以看出此时

期的书院教育目标多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倡

导和对教育的重视。北宋中后期，作为理学的诞生

和传播基地的中原书院，其教育使命越来越清晰，定

位越来越明确。理学先驱把书院教育上升到了传道

的高度，他们创办书院、在书院讲学的教育目标在于

借由书院教育恢复儒家道统，倡明道学、传道济民。

范仲淹作《南京书院题名记》提到“经以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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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

焉”［５］１６３，认为书院教育中，对儒家经典的旨意解读

应以明道为切入点，文章要以阐发义理，追求真理为

目的而作。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他

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

道”［６］３７７，再次强调教育的目标应该是“陈正道”，即

儒学之道。在理学思潮涌动的时代下，范仲淹对书

院教育从多个角度不断论述，明确了应天府书院培

养“明道”“通理”人才，传承儒家之道的教育目标。

西湖书院创办于皇年间，创办人欧阳修主张应该

以“天下之至理”“圣人之中道”［７］１１２３为标准去辨别

经典真伪，追求世间真理。其学术主张也影响了书

院的教育目标，其培养的门人均是儒学复兴运动的

中坚力量。如门人刘敞学问博洽，长于《春秋》学，

不拘传注，开宋人评议汉儒先声。虽然欧阳修在书

院教育实践中以承继儒学的目标来培养门人，但对

于西湖书院的教育使命，并未见到欧阳修明确论述

的文献记载。

庆历之际的中原书院，教育使命并没有上升到

传承道统的高度。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书院成为

理学学者的栖息之地。理学学者对书院教育使命的

论述伴随着理学思想的发展而越发清晰起来。《宋

元学案》记载：“时程颢知扶沟县，兄弟方以倡明道

学为己任，设庠序，聚邑人子弟以教之。”［８］９９４明道书

院由程氏兄弟为倡明道学而创办。在教学实践中，

他们“讲道劝义”“讲明道义，以资后学”“倡圣学以

示人”。随着他们二人理学探索的深入，和书院教

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对书院教育的目标一步步明确，

程颐将之清晰、明确的表述为：“志将斯道觉斯

民。”［９］６４０自此以后，理学教育书院确立教育目标为

倡明道学，传道济民。这一目标在此后二程的书院

讲学和著作中得到反复的阐述，如：

（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

斯文为己任。［９］６３８

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

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先生

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

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

矣。［９］６４０

吾生百年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

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

矣。［９］６４３

由此，理学书院“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志将斯

道觉斯民”“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的教育使

命和定位越来越坚定，归纳起来就是：倡明道学、传

道济民。随着程颐的深入阐述，北宋中晚期的书院

教育目标越来越明确地与理学求“道”、承继道统的

理想相一致。

二、书院氛围：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

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评论书院与官学的差别，来

表达对书院自由讲学的肯定：“国子监只是一个官

僚养成所，……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

会，有做些专门学问的可能。”［１０］２１北宋中后期，以理

学家为核心的中原书院，充分发扬了书院原有的灵

活和自由，开展独立、专门的学术研究，确立了以理

学学术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书院氛围。

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首先体现在教学内容方

面。书院的教学不以科举仕进为目的，因此，作为理

学思想的传播与学术研究的基地，教材的选择、授课

的内容等都具有一定自由度。在邵雍、程颢、程颐讲

学办校的书院中，教学内容的选择直接取决于他们

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他们在书院中一边讲学、一边

著书，书院教学课程体系围绕个人的学术著作和思

想体系建立，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即是书院个性化

的讲义，是讲授的教材。《宋史》称程颐“以大学、论

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１１］１２７２０程颐从

《礼记》中提取《大学》和《中庸》单独成书，与《论

语》《孟子》并列，成为“四书”学在书院中讲授。这

样就在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

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而这一思想体系同时也

是以义理为导向的一套独特的书院课程体系。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时指出：“中国宋代的书院

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１２］２北宋中晚期中原书院

的课程体系即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中心即以人

物的学术思想为中心，作为书院课程的设置依托，将

理学家对某一儒学经典或儒学问题的研究成体系地

在教学中传授，把理学家对时代问题的最新思考融

入教学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书院教育不仅有利于打

破拘泥古人注疏的学风，而且使儒家经典的教学能

够深入，能够与时代相结合，激发门人的思考与研究

的深入。学术思想通过课程的传授，又会得到教学

的反哺。书院教学中，师生之间关于某一问题的探

讨与研究不断推动思想体系的建构，实现了“思

想—课程—思想的深入”这样教学与学术之间彼此

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一个学术观点通过课

程成为一个学派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在课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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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丰富、深入和体系化，教学服务于学术研究。例

如，程颐晚年在伊皋书院，就将自己花费毕生心血研

究的《易传》传授给尹蔰、张绎。一部著作成为一门

课程，借助这样的课程传承了一套学术思想。

书院的招生也是围绕理学思想文化的研究进

行。不同于官学只收本地子弟，书院面向全社会开

放，入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生徒对道的向往与渴望。

在生徒不避千里来书院择师求学之前，多已倾慕其

道德学问许久，求学的士人根据自己的资质、喜好和

学术兴趣投奔不同的教师，潜心学习。书院对生徒

的地域、社会地位和年龄均不作限制。例如，杨时考

中进士在家待阙闲居三年，去拜程颢为师。谢良佐

“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

笃”［１３］４３２，跟随二程求学于扶沟县明道书院。“程门

立雪”发生在杨时和游酢由程颢处学成归南后多

年。为了提升学问，再次赴洛阳拜见程颐的杨时和

游酢都已经年届四十，杨时也即将赴外地任职。程

颐的门人张思叔，本是一个喜欢作诗的酒保，其诗作

言辞粗糙却往往蕴含理致，因而受到谢良佐推荐成

为伊川高弟，“其后伊川之学，最得其传者惟思

叔。”［１４］２０中原书院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赋予了书院

平等开放的姿态面向求学士人，无论贵贱长幼，随贤

愚启迪之，既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成就了许多人

才，又推动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

三、师生关系：学术共同体

北宋中后期，中原书院以明确的道学传承目标

和理学大师讲学，成为有志于道的士人的集合地。

士人共同肄业于书院，跟随理学家求学，接受同样的

义理思想，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与治世理想。师者

与生徒教于斯、学于斯、游于斯，彼此之间交流学习，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士人于书院形成一个具有共

同身份标签的团体，在共同的思想、志向与学术旨趣

追求中，书院师生学术共同体的特征和性质愈发显

现。

康德１９７９年的著作《学部冲突》认为，从学术
目的、性质等角度来考察，大学是以学术生产为目的

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在享有独立性的

前提下，以追求真理与理性为宗旨。这一看法得到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认同。德国教育思想家雅斯

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作为教师的学者与求学的学生

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共同体，承担着学术研究、传承和

创造性文化生活的功能。由此，可以总结出学术共

同体的基本特征为：享有独立性，以追求真理为宗

旨，师生具有共同的目标、志同道合，进行学术研究

和传承。根据刘河燕的研究，北宋时期的书院与欧

洲中世纪大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１５］６在对北宋中

后期中原书院的师生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原书院在

北宋中晚期与理学相结合，以理学研究为中心后，书

院的师生关系发展出“学术共同体”的要素和特征。

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遵守共同的理念规

范，具有共同的意义追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

学术的发展。

北宋时期，由理学家创办的书院，教师多为知名

的理学家。他们是在书院教学、著述，肩负传道授业

解惑与思想研究的双重人物，既是教师也是学者，既

是教育家也是思想家。教师的教学在于传道、明道。

学生求学的目标在于求道。在求道的学术理想推动

下，学生呈现出求学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是学习的主

体。书院教育将道的弘扬与学的传承结合于一体，

师生双方的教育原动力和宗旨都在于追求“真

理”———即儒家的道。以道相交、共同求道的目标

成为连接师生的坚强纽带和基石。在此基础上，师

生的学术传授、质疑问难等教学与求学的各个环节

助推了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师生关系的形成。以理

学教育为核心的中原书院，如安乐书院、嵩阳书院、

伊皋书院等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各方面特征，邵雍、程

颢、程颐等理学家与门人之间形成了由理学研究连

接起来的学术共同体关系。

理学之“道”以伦理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

养成教育是书院教学的重要部分。因此，书院教师

以理学高度的道德水准自我约束，具有强烈的人格

魅力。书院门人接受理学道德训练，同样具有较高

的道德修养，师生之间相互尊重，亦兼师友。书院讲

学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是门人在书院从学于

师的阶段内进行，但理学家及其门人通过书院讲学、

思想交流、学术争鸣建立起的学术共同体关系并不

会随着授业结束而终结。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会贯

穿此后双方的学术生涯持续经年，对真理的追求也

会在共同体的学人中一代代传承下去。理学门人在

书院求学的时间是短暂的，但由书院求道而成为学

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却是终身的。

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具有对某种真

理一致的学术信仰。基于同样的学术信仰，学术共

同体的成员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过程中付出激情

与生命能量，并因此达成了一种默认的契约关系。

北宋末年，洛学多次受到政治斗争的打击，在陷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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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低谷，几欲面临灭顶之灾时，理学门人求道的坚

韧志向更加凸显，维护共同体的团结。哲宗元符二

年（１０９９），“党祸起，谪涪州。先生注《周易》，与门
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１６］１６４程

颐遭受政治迫害，依旧沉浸于道学追求中，其矢志不

渝的道学精神塑造了学术共同体的精神人格。崇宁

元年（１１０２），程颐被列入元奸党名录，追夺官职，
其门人也遭到外补或贬黜，在洛学遭受困厄的阴霾

下，吕舜从、马伸、尹蔰、张绎、孟厚等门人不惧打压，

依然跟随程颐从学，坚守求道信仰与志向。政治压

力造成的恶劣环境检验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守卫共同

体的意识、追求真理的信仰和求真明道的神圣志业，

外部压力更加强化了共同体对共同使命与宗旨的认

同与守护。

在中原书院的理学教育下，学术共同体成员形

成了一种共存、共勉、共生的凝聚力，致力于统一的

目标与追求，自觉承担和维护学术共同体追求真理

的使命，获得了精神上的归属感与成就感。书院师

生对以道治世，达成人性丰满、社会进步的理想达到

高度契合，实现了教育“以智慧启迪智慧、以情感激

发情感、以道德感化人格”［１７］的功能，形成了以追求

真理为宗旨，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承的学术共同体。

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遵守共同的理念规

范，具有共同的意义追求。每个成员在学术中回归

自我，借助书院“道”的传承形成了具有凝聚力和生

命力的群体。这一群体不以血缘、地缘为依托，却引

发了稳定、持久的共同使命感与思想一致性。通过

书院共同体的建构，理学实现了人才和思想的代际

传承，这成为理学伦理精神广泛散播社会，实现更大

范围的社会整合效应，落实于救世行动的先决条件。

四、书院精神核心：师道精神

在北宋中后期，中原理学家建立的书院以“传

道而济斯民”为教育宗旨，目的在于借助书院教育，

恢复合乎儒家之“道”的秩序，实现天下大同的三代

之治。中原书院教育中，师与道是结合为一体的，书

院的师道精神承载着理学的人文理想。

中原书院的师道精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

一，书院以倡明道学为教育宗旨，师者是道的传授

者。那么，树立师的权威即树立道的权威。书院教

育对师道精神的重视与强调是恢复道的独尊地位的

努力，是对儒家之道的捍卫。全祖望曾概述宋初师

道兴起的情况：

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

戚氏在宋，泰山孙氏齐，安定胡氏在吴，相

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

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

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

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方，师儒之道以立，

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１８］１３４

全氏之语准确描述了儒学复兴的先驱对师道复兴的

贡献。例如，其中提到的范仲淹即是主张恢复师道

的先驱之一。范仲淹认识到“今文庠不振，师道久

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教化”［１９］２０４。师道

在范仲淹看来是修理政教的中心，因此，无论范仲淹

的书院讲学、创通经义，还是范仲淹革新政令的改革

措施，重振师道都是他的主要关注点。

在濂洛之学兴起后，中原理学学者创办的书院，

在“师儒之道以立”的基础上，继承了宋初理学先驱

将师道传承与书院讲学相结合的理念，“以师道明

正学”，推动师道精神的发展和道的传承。北宋时

期最著名的尊师典故之一“程门立雪”，就发生在程

颐与门人杨时和游酢师徒之间。程颐终生讲学著

述，捍卫师道传承。程门立雪印证了理学学者与门

人对师道精神的传承、信笃与坚守。张岱年在其

《辨程门立雪》一文中说：“将程门立雪传为美谈，意

在宣扬师道尊严。”［２０］３９２书院教育中，书院与理学结

合只是外在表象，其精神内核是师与道的结合。

书院的师道精神的第二方面含义在于，希望通

过强调师道精神，“建立起以孔孟之道为本位的师

道型道统论”［２１］３１－３９，确立学统与道统的内在一致

性。

“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

动。”［２２］２在宋学的兴起阶段，宋儒充分发挥文化主

体性的自觉意识，借助师儒的身份传承儒学，并实现

了全祖望描述的“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的

景象。在宋学高涨的阶段，讲学于中原书院的理学

家，在前人确立师道精神的基础上，将师道精神与道

统和学统相结合，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师道型道统论。

程颐在程颢的行状和墓表中反复写道：

（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

斯文为己任。［２２］６３８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

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

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

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

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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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

而后明，为功大矣。［２２］６４０

在文中，程颢被尊奉为孟子之后得到儒学真传的第

一人。这一说法反复出现，作为一种盖棺论定式的

评价，把道的传承由孟子直接联系到了程颢，潜在含

义便是程颐将继承程颢未竟事业，成为道的传承者。

包弼德认为：“这是一种关于谱系的主张：程颢是

１４００年来唯一的真儒，因为他理解圣人之学。这使
他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开端，也使他的弟弟成为他的

继承人。”［２３］７６道统论在此时开始由以帝王接续三代

先王，转变为三代先王、周公、孔孟直至程颢、程颐。

道的传承在于学的传承，程颐在有意识地建构一个

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道的传承系统与学的传承系

统，即道统与学统。

正是由于程颐通过师道建构道统谱系，二程之

后，理学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谱系的层层递进的传承

系统，学统也由此形成。二程洛学的学统谱系在程

颐这里形成了开端，由后世一代代的洛学传人参与

完成了建构。后世学者对于二程学说的传承谱系有

众多说法，试举一例。“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

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考亭

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武夷胡氏传

其子 五 峰。五 峰 传 之 南 轩 张 氏。此 又 一 派

也。”［２４］１９９７这样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了理学传播中的

血脉源流，既表明了师承关系的学统，又彰显了具有

师道精神的洛学传承中的学派正宗。程颐通过师道

精神建构学统与道统的努力产生了如其所愿的效

果。师道精神成为中原理学书院学术共同体契约关

系的精神要素，将学派创始人与门人紧密联结在一

起。在师道精神的指引下，宗师与门徒作为学派思

想体系的创立者、完成者、传承者，构筑了本学派庞

大精微的思想体系。在师道精神的指引下，学派成

员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中，确保了道统的存

续、传承与推广，确保了学统与道统的脉络不绝。据

此后的发展来看，后世学者通过对本学派历史的不

断书写，更加确立了先师的权威，使洛学的历史以展

示学说承传与权威谱系的方式呈现出来，确保理学

成为一个层层递进的传统。［２４］７５师道精神随着学统

与道统的延续而延续下去。中原书院理学先驱倡明

道学的教育宗旨和明道体、重塑道统的努力，落实于

重建师道精神。师道精神是中原书院精神的核心。

五、结语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

范仲淹、邵雍、程颢、程颐等在中原书院传道授业的

过程中，书院独立开放、灵活自由的特质，为理学的

生存提供了土壤，为理学人才培养和理学思想的传

播提供了平台，而理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书院的

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

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

神”。

北宋中原书院的书院精神包含四个方面：书院

的教育宗旨为倡明道学、传道济民；书院的教育理念

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书院师生志同道合、亦师亦

友，形成了以理学思想文化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书

院高度倡导师与道相结合的师道精神，师道精神与

书院教育传承道统的使命高度一致，是理学的伦理

精神在书院中的落实，也是书院精神的核心。

“由北宋始，学术之发展开始全面系统地依托

书院及其讲学活动。”［２５］书院与学术的渊源自北宋

书院开始。可以说，理学为书院教育赋予了新的内

容，是中原书院精神的思想源头。北宋末年，伴随着

中原理学先驱的门人南下，在南方创设书院，承继先

师们的学说、思想和书院讲学的传统，中原书院的精

神特色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南宋时期的书院精

神，以及书院制度的确立，其源头向前可追溯至北宋

的中原书院，向后则影响了后继若干朝代的书院建

设，“至于宋后七百年，书院制度之发展，盖袭宋代，

并无创新之处”［２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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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我国高尔夫学术研究热点及趋势演变分析
———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图谱化分析

梁建坤１，姚　洁１，张芸芸１，张佩佩２

（１．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１００；
２．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体育学院，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５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１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河南省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高尔夫运动技术）
通信作者简介：姚洁（１９６０—），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校园高尔夫。

摘　要：为揭示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演变，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 ＣＮＫＩ数据库
２０００至２０２０年间国内高尔夫研究核心期刊文献及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
结果显示：在作者合作网络中，韩烈保、郁小平、刘照辉等处于核心位置，辐射带动效应明显。近二十

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主题分为高尔夫球场治理、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高尔夫球产业发展以及

休闲体育人才培育四个方面。国内高尔夫研究的趋势演变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高尔夫球场治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高尔夫球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高尔夫运动技术研究），其中对于
高尔夫球员的技术动作，采用高新设备进行分析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需进行重点关注。

关键词：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高尔夫球运动；可视化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Ｇ８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３－０７

　　自２０１１年国家发改委等１１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以

来，随着《高尔夫球运动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发布、高尔夫青少年运动等级标准确立以及中

国高尔夫球协会启动“大众高尔夫项目”，国内高尔夫

运动发展迎来新时期。对于新发展形势，从时间跨度

出发，理清过往高尔夫研究主要聚焦于哪些方面、存

在何种发展趋势，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开展高尔夫研究

工作。因此笔者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以中国知网收录的
２０００至２０２０年间与高尔夫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
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
该领域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热点主题、研究趋势进

行图谱化呈现，揭示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内容以及

趋势演变，从而为今后的高尔夫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研究设计

（一）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为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版本

号为５．７．Ｒ５。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美国Ｄｒｅｘｃｅｌ大学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开发的适用于多元、分时、

动态复杂网络分析的可视化应用软件［１］。通过对

关键词共现网络或主题词共现网络进行分析，有助

于分析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知识结构［２］。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作为文献检索数据
库，以“高尔夫”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剔除与高尔夫

无关（如高尔夫钢板）或学术研究无关（如通讯、简

报）的期刊文献资料以及学位论文资料，得到核心

期刊文献４００篇、学位论文４４４篇，至此共得到学术
文献资料８４４篇，资料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至２０２０年。

（三）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是指为提高数据质量而对数据进行的

预处理过程［３］，本研究借助“Ｎｏｔｅｐａｄ＋＋”软件，一
方面对错误关键词进行替换，如“高尔大运动员”替

换为“高尔夫运动员”，“青”替换为“青少年”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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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将相似关键词进行替换，如“高尔夫球场”替

换为“高尔夫球场”，“骨质密度”替换为“骨质密

度”等。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发文作者及机构分析

作者作为知识创造与运用的第一主体，通过考

察作者的发文量以及作者群的数量变化，能够从微

观层面反映出持续关注高尔夫研究的作者以及作者

间的合作关系。本研究中，将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

列为第二作者进行分析。经统计，在８４４篇文献中
共涉及１４７４位不同的作者。依据普赖斯定律 Ｍ＝

０．７４９ Ｎ槡 ｍａｘ作为确定高产作者的选取标准
［４］，得出

Ｎｍａｘ为３８，最终得出Ｍ约为６，因此高产作者主要有
韩烈保、刘照辉、马宗仁、吴克祥、郁小平等（见表

１）。在高产作者中，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北
京林业大学的韩烈保、苏德荣、常智慧以及来自兰州

大学的刘照辉等学者研究方向主要为草坪科学与技

术、草类植物抗性生理、草地生态等方面；马宗仁

（深圳大学）、吴亚初（现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学者

以及来自暨南大学的吴克祥、郁小平等学者研究方

向主要为俱乐部经营与管理决策制定、高尔夫旅游、

高尔夫球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内高尔夫研究发文６篇以上作者

序
号

作者
姓名

发文
量

所属机构
序
号

作者
姓名

发文
量

所属机构

１ 韩烈保 ３８ 北京林业大学 １０ 李勇勤 ８ 南京体育学院

２ 刘照辉 １２ 兰州大学 １１ 夏洪胜 ８ 暨南大学

３ 马宗仁 １２ 深圳大学 １２ 尹少华 ８ 华中农业大学

４ 吴克祥 １１ 暨南大学 １３ 陈小蓉 ７ 深圳大学

５ 郁小平 １０ 暨南大学 １４ 唐少霞 ７ 海南师范大学

６ 连佑群 ９ 武汉体育学院 １５ 常智慧 ６ 北京林业大学

７ 苏德荣 ９ 北京林业大学 １６ 吴亚初 ６ 深圳大学

８ 张建堂 ９ 北京体育大学 １７ 向佐湘 ６ 湖南农业大学

９ 何莽 ８ 中山大学

　　作者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以及辐射效应？
为探究该问题，基于２０００到２０２０年的国内高尔夫
文献数据，依据每一年作者出现的次数，选取作者分

析生成高尔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见图１）。结果
发现韩烈保不仅具有高发文量，还形成了以其为纽

带的子网络，辐射带动作用明显；郁小平、刘照辉也

分别和其他作者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是

纵览整个作者合作网络，大量的作者在进行高尔夫

相关研究时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表明作者间合作

网络还有待加强，尤其是独立研究的学者间积极开

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内高尔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作者的科研工作开展，离不开机构作为平台的
承载与支持。通过考察机构的发文量及合作网络，

能够从中观层面映射出机构的科研实力，并观察到

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知识流动状况。因此基于

２０００到２０２０年的国内高尔夫文献数据，依据每一
年机构出现的次数，选取机构分析生成高尔夫研究

机构合作网络图。图中圆圈的大小代表机构发文量

多少，圆圈越大机构发文量越多，连线标示了机构间

存在合作关系（见图２）。结果显示北京体育大学和
北京林业大学不仅具有较高的发文量，还形成了以

自身为核心的科研合作网络，处于高尔夫研究的第

一梯队。深圳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

（现上海体育大学）也形成了自身的合作网络，暨南

大学虽有较高的发文量但研究多以自身为主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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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缺少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二）研究热点分析

为揭示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的研究热点，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选取突现词探测，发现在某一时间区间内
频次突然上升的关键词，已有研究表明这类突现的

关键词能够代表潜在的研究热点［５］。如表２所示，
施肥、农药、蛴螬、产业等关键词在统计的数据区间

内较早引起学者的关注；Ｋｉｎｅｃｔ、全挥杆技术以及体
能等关键词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属

于研究的前沿问题。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内高尔夫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２８个突现词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

１ 施肥 ２．０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１５ 高尔夫产业 ３．５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 农药 １．２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１６ 人才培养 ２．４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 高尔夫球运动 ４．９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１７ 竞技体育 １．７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４ 蛴螬 ２．８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１８ 专业人才 １．３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５ 产业 １．２９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１９ 营销策略 １．９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６ 旅游 １．１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２０ 高尔夫球俱乐部 １．０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７ 土地利用 １．１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２１ 人才培养模式 １．６５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８ 匍匐剪股颖 ３．６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２２ 休闲体育 １．０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９ 草坪质量 ３．９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２３ 体育产业 １．２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０ 人工湖 １．２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２４ 体育史 １．０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１１ 果岭 ３．１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５ Ｋｉｎｅｃｔ １．８７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２ 高尔夫草坪 １．６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２６ 全挥杆 １．６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３ 体育经济学 １．０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７ 全挥杆技术 １．７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１４ 高尔夫旅游 ３．７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８ 体能 １．１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研究的主要类别与热点主题究竟该如何划分？
为探究该问题，依据每一年共现的关键词信息，选择

突出图谱网络中重要结构特征的剪裁方法［６］，生成关

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谱（见图３）。对于聚类效果而
言，Ｑ值＝０．８０４＞０．３，Ｓ值＝０．９４９２＞０．５，表明聚类
结构符合标准［７］，结果显示高尔夫研究主要分为以下

七个大类：高尔夫、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球、高尔夫

球运动、高尔夫产业、高尔夫球场、匍匐剪股颖。

在聚类指标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聚类

结果及各聚类内高频突现关键词（见表３），将国内
高尔夫研究类别深化为以下四个热点主题：（１）高

尔夫球场治理；（２）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３）高尔
夫产业发展；（４）休闲体育人才培育。在高尔夫球
场治理方面，包含果岭、蛴螬、施肥以及匍匐剪股颖

等关键词，研究内容主要为蛴螬防治、土壤理化性状

分析以及草种培育等。在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方

面，包含运动损伤、Ｋｉｎｅｃｔ、青少年和杆头速度等关
键词，研究围绕着运动损伤的成因和预防、高尔夫球

员训练方法及技术动作生物力学分析等。在高尔夫

产业发展方面，包含影响因素、高尔夫球俱乐部、高

尔夫旅游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研究聚焦于

三个方面，其一为高尔夫产业化发展，涵盖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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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路径与评价体系建设；其二为高尔夫俱乐部现状

分析，包括营销策略选择、员工素质提升和企业文化

建设；其三为高尔夫旅游消费，主要为高尔夫旅游现

状探究以及高尔夫产业与旅游业互促发展的可行性

分析。在休闲体育人才培育方面，包含休闲体育、人

才培养、体育管理、专业人才等关键词，相关研究主

要为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探究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以及休闲体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内高尔夫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表３　基于关键词聚类的高尔夫研究热点主题

研究主题 关键词（部分） 共现频次 最早出现年份 聚类编号

高尔夫球

场治理

高尔夫球场 １２２ ２０００ ０
果岭 １２ ２００４ ０
蛴螬 ６ ２００４ ０
设计 ５ ２００１ ０

土地利用 ４ ２００５ ０
物理性质 ４ ２００９ ０
匍匐剪股颖 １５ ２００７ ４
草坪 １２ ２００４ ４

草坪质量 １１ ２００８ ４
草坪草 ８ ２０００ ４
施肥 ４ ２０００ ４

高尔夫运动

技术优化

高尔夫 １２７ ２００４ １
Ｋｉｎｅｃｔ ５ ２０１３ １
运动损伤 ４ ２０１３ １
青少年 ２ ２０１９ １
杆头速度 ２ ２０１７ １

高尔夫产

业发展

高尔夫球运动 ５８ ２００１ ３
影响因素 ８ ２００６ ３
发展现状 ５ ２０１０ ３
产业化 ３ ２００３ ３

高尔夫球俱乐部 ３６ ２００４ ５
现状 ２２ ２００８ ５

体育产业 ４ ２００５ ５
高尔夫产业 ２０ ２００４ ６
高尔夫旅游 ９ ２０１０ ６
可持续发展 ４ ２００５ ６
发展对策 ３ ２００３ ６

休闲体育

人才培育

高尔夫球 ３９ ２００１ ２
人才培养 １０ ２０１０ ２
休闲体育 ６ ２００９ ２
体育管理 ４ ２０１２ ２
专业人才 ３ ２０１１ ２

　　（三）研究发展轨迹分析
为更深层次挖掘国内高尔夫研究的演变轨迹和

阶段性特色，选择时区图（ＴｉｍｅＺｏｎｅ）生成高频关键
词共现时区图图谱，展示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的相互

影响及演进路径（见图４）。在时区图中，圆圈及字
号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多少，连线代表关

键词存在共现关系，关键词的位置位于初次出现的

年份，然而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关键词初次

出现的时点并不完全相关，因此借助研究热点主题

进行整体分析。结果发现演变轨迹呈现出从高尔夫

球场治理到高尔夫产业发展对策，之后为休闲体育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最后为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

从而在时间跨度上将国内高尔夫研究分为以下三个

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高尔夫球场治理），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高尔夫球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高尔夫运动技术研究）。

（１）第一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早期的高尔
夫研究主要聚焦于球场环境治理，关键词包括施肥、

农药、蛴螬、匍匐剪股颖等。自１９８４年国内第一座
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建成至今，我

国的高尔夫球场建设经历了从无序扩张到高压管制

再到规范发展的治理环境转变。在球场无序扩张阶

段，各地新设的高尔夫球场存在地域不同、球场类型

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等问题，导致如何遴选适宜草

种、优化施肥用量、开展污水治理以及虫害灭杀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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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成为研究重点，如马宗仁、常向前团队在此期间，

研究了亚热带高尔夫球场不同功能区的蛴螬种群生

态位、迁移动态问题以及草坪 －杂草群落中主要杂
草种类组成、时间生态位等问题［８－１０］；韩烈保团队

则研究了污水或再生水灌溉方案、草坪草综合管理

等问题［１１－１３］。

（２）第二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研究主要为高
尔夫球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关键词包括为现状、对

策、高尔夫旅游、高尔夫产业、高尔夫专业、人才培

养、营销策略等。我国的高尔夫政策发展经历了鼓

励、限制、禁止和规范发展四个阶段［１４］，在规范发展

阶段如何推动高尔夫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培养符合高

尔夫行业的专业人才成为研究的重点。针对高尔夫

产业发展，该阶段研究表明固定资产规模、国内生产

总值、产业结构布局、参与人群消费力水平、环境保

护观念等是影响高尔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１５－２１］。

除上述因素外，建设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梯队也是

推动高尔夫产业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往研究业

已表明在高尔夫人才培养方面，传统学院式人才培

养模式、课程设置不合理、人才质量无法满足社会需

求、球童培训缺乏规范、师资知识结构不完备等问题

突出且亟待解决［２２－２３］，但直至２０１０到２０１５年，课
程教材建设滞后、高尔夫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等问

题依然存在，尤其是高尔夫俱乐部紧缺的管理运营

岗位、草坪维护岗位以及教练教学岗位，学生的专业

素质还亟待加强［２４－２７］。

（３）第三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关键词主要为
Ｋｉｎｅｃｔ、青少年、杆头速度、全挥杆技术等。随着科
学技术的革新发展，运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

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通过高尔夫模拟器、

全挥杆动作捕捉系统、重心转换检测系统等高新

设备，优化技术动作、减少运动损伤、提升心理质

素等成为焦点内容。另外综合考虑球员的赛场表

现，培育运动员的视觉质素、加强体能训练等也是

该时期研究的关注内容［２８－３１］。如秦鹏飞（２０１８）
采用 Ｍｏｔｉｏｎ运动红外捕捉系统以及三维测力台对
职业运动员的挥杆动作进行深度剖析与观测［３２］；

殷怀刚和韩冬（２０１９）对 ４０名不同等级的女子高
尔夫运动员心理特征（意志品质、赛前情绪等）进

行了实证研究。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内高尔夫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对于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机构合作
网络，总体而言北京体育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深圳

大学、武汉体育学院以及上海体育学院是高尔夫研

究的主要阵地，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对于作者合作网

络，北京林业大学的韩烈保教授在网络中处于核心

位置且形成了研究团队，郁小平、刘照辉也分别和其

他作者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然而无论是作

者合作网络还是机构合作网络，都存在大量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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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机构与作者间的合作需要加强。

（２）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主题集中
于高尔夫球场治理、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高尔夫产

业发展以及休闲体育人才培育。对于高尔夫运动技

术优化，借助高速摄像机、无线生物反馈系统等高新

设备，对高尔夫球员尤其是青少年球员的技术动作

进行分析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属于

研究的前沿问题，这也与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

的主题演变趋势相吻合———高尔夫球场治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高尔夫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高尔夫运动技术研究（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

（二）建议

作者和机构作为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加强作

者间的合作有助于增强机构间的合作网络，因此无

论是核心作者还是初涉该领域的作者，都应加强与

其他学者的联系，通过跨领域、跨校域的合作，借助

不同学科与观点融合碰撞，推动高尔夫运动发展。

对于研究的具体方向，未来的研究不仅需关注诸如

高尔夫球场治理、产业发展以及人才培育等方面，还

应放置注意力在推动青少年高尔夫运动的发展以及

如何借助高新技术设备对高尔夫动作进行分析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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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声 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

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

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

为办刊宗旨。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

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学报

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

篇幅不少于８０００字为宜，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以
质取文，秉持优稿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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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ＩＰ形象设计在红色旅游文化传承中的应用，有助于带给游客更为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提高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帮助游客深刻认识和理解优秀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认同感。红旗渠作为河

南省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其ＩＰ形象设计应聚焦红旗渠的核心精神品质，挖掘相应的
视觉元素如“渠水”和“红飘带廊桥”，找到精确的形象定位元素，以高辨识度的造型呈现，使游客对

形象外观产生信任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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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河南
红色旅游十条精品线路”［１］，分别是：“砥砺初

心———焦裕禄精神游”“峥嵘岁月———红旗渠精神

游”“红色信仰———大别山精神游”“血脉永续———

黄河红色传承游”“大河安澜———黄河治理成就游”

“饮水思源———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游”等，织就成中

原大地上一幅“红色版图”。其中，红旗渠作为国家

５Ａ级景区是河南省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景点，
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红旗渠的修建

孕育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

撼人心。”［２］游客到此，不仅可以欣赏壮美的自然风

光，更能感受到可歌可泣的红旗渠精神。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与旅游的融

合也日渐紧密，ＩＰ形象设计已成为景区宣传的重要

方式之一。ＩＰ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前景广阔，这里以红旗渠景区的ＩＰ形象设计为例进
行研究。

一、ＩＰ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应用价值
研究

ＩＰ为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英文缩写，指专注度
高、影响力大且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跨媒介文化内

容［３］，展开关于旅游产业的ＩＰ形象设计，有助于带给
游客更为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它不再仅是来自旅游资

源本身，而是相关产业知识产权的旅游化［４］。ＩＰ形
象设计有助于聚焦红色文化系列化的开发。

（一）ＩＰ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应用中的案
例分析

１．新乡南太行吉祥物ＩＰ———“红闪闪”和“旅行
行”

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的 ＩＰ形象“红闪闪”和
“旅行行”，围绕南太行的自然风景和红色文化底

蕴，有针对性地完成了两款吉祥物的设计，并根据当

地的红色文化特点，分别取名为“红闪闪”和“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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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其中，“红闪闪”的形象设定为朝气蓬勃、热情

勇敢的小男孩，头发造型以太行山为灵感，五星红旗

的元素也被运用在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以红色为背

景的衣服上，名字中的“红”寓意着南太行的红色文

化基因，也是南太行山体的颜色；“闪闪”则代表着

星星，寓意光明、闪耀，隐含着对于太行山未来发展

的美好愿景，是南太行红色文化的体现。而“旅行

行”的ＩＰ形象头顶的毛发和眉毛都是山的形状，呼
应太行山，两颊的萌系腮红，饱满圆润形似南太行的

特产山楂；“旅行行”的双手分别带着蓝色和红色的

手套，蓝色取自南太行的水，寓意纯净、健康，给受众

果敢冷静的视觉观感，红色取自南太行山体的红石

岩，寓意坚韧、刚毅，给受众热情洋溢的视觉观感。

“旅行行”名字中的“旅”，代表旅游，指南太行文旅

资源丰富；“行”字音取自南太行的行，同时与旅字

连在一起，也有旅行的意义。

２．圣地河谷吉祥物———“红宝”
圣地河谷·金延安通过“红宝”的卡通形象，强

化了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红宝”的“红”字代

表“红军”“红色圣地”，“宝”字代表“中国革命之瑰

宝”。在ＩＰ形象的设计方面，该团队经过深入的调
研与思考，最终确定了“红宝”的形象概念，以红军

长征时，毛泽东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形象为主要角

色形象，并结合延安的地域特色装扮，衍生出白羊肚

手巾、羊皮袄的人民形象。此外，该团队还完成了一

系列的摆件等衍生产品设计，并在２０１８年西安丝绸
之路与国际旅游博览会上获得了诸多游客的喜爱。

３．林州宣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
林州市城市宣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是

设计者结合当地的地域特征设计出的ＩＰ形象组合，
其中“林林”以绿色为整体色调，象征着林州优质的

自然生态环境，其发型也融入了太行山的水元素，标

志着林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成

果。“红红”则整体呈现红色色调，代表着林州热土

孕育形成的由红旗渠精神、谷文昌精神、扁担精神、

孙占元精神、太行精神、新时代林州人精神等组成的

红色精神谱系。两个 ＩＰ形象均色彩艳丽、活泼灵
动，双手张开寓意着红旗渠故乡欢迎大家都来看一

看。

此ＩＰ形象设计是目前官方发布的与本主题研
究方向最为接近的 ＩＰ形象，特别是其中“红红”的
角色发型融入红旗渠标志性建筑“红飘带廊桥”，此

景点是红旗渠形态的延伸与精神层面的升华（如表

１所示）。

表１　红色主题ＩＰ形象设计案例（笔者整理）

ＩＰ形象名称 形象展示 造型元素

新乡南太行吉祥

物———“红闪闪”

和“旅行行”

太行山形状、

水源、

山体颜色、

五星红旗、

特产山楂；

圣 地 河 谷 吉 祥

物———“红宝”

红色圣地

中央红军形象、

白羊肚手巾、羊皮袄；

林州宣传卡通形

象———“林林”和

“红红”

太行山的水、

红旗渠红飘带廊桥、

欢迎手势。

　　（二）ＩＰ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通过对于相关ＩＰ形象设计案例的分析与整理，

可以看出针对红色文化传承开展 ＩＰ形象设计不仅
是对优秀文化元素的弘扬，而且更能使ＩＰ形象设计
在新时代呈现更多的可能性，结合多元化的传播媒

介拉进游客与红色文化之间的距离。

１．聚焦红色文化元素
ＩＰ形象设计的文化属性是其根本属性［５］，传播

红色文化元素与精神是ＩＰ形象设计的出发点，在进
行设计时首先可对角色的形象设定展开创新，赋予

其相应时代的外貌及人物特征，把观众拉回到特定

的时代环境中，例如：“红闪闪”“旅行行”以及“红

宝”的ＩＰ形象设计均以人物为原型，赋予其“小红
军”或“延安人民”的角色形象，使观众更直观地感

受到其时代氛围。其次，还可赋予角色一定的故事

性，挖掘与设计主题相关的故事线索，展开创作，通

过故事设定传递文化精神。

２．系列化的开发趋势
此类ＩＰ形象设计，大多呈现形象开发系列化及

衍生产品开发多样化的趋势。首先，在ＩＰ形象的设
计上，除了对于主要角色形象进行设计外，还有对于

不同造型的人物形象设定，丰富了特定角色造型的

多样性，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其次，开发具

有吸引力的文旅衍生品和纪念品，有助于提升相关

文化辨识度［６］。在衍生产品的开发中加强创新性，

对于平面化的ＩＰ形象进行立体性的创作，开发出实
物化的衍生文化创意产品。此类衍生产品不仅可以

满足游客对于商品实用化的消费需求，也能同时宣

传文化元素，拉近了消费者与红色文化的距离，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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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三）ＩＰ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意义
开展ＩＰ形象设计，有助于在丰富旅游产品的形

式和内容、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同时，帮助旅游者

深刻认识和理解优秀文化，提高旅游质量，进而形成

对于文化的认同［７］。

首先，关于红色文化的ＩＰ形象设计可在文创领
域拉近游客与红色文化间的距离，结合时代审美与

大众消费需求展开关于红色文化的创新，探索出更

具时代特点的文化传承表现方法。其次，ＩＰ形象设
计与之前的靠文字传播相比，其传播性强，可使文化

的传播更加具象化，扩大并延伸红色文化的传播途

径与范围。最后，ＩＰ形象设计的视觉效果可生成相
应的衍生产品，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这不仅可以促

进景区经济的发展，还能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二、河南红色文化传承主题的ＩＰ形象设计方法
探讨

河南红色文化传承主题的ＩＰ形象设计方法，大
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深入的精神文化内

涵、精确的形象定位元素、高辨识度的造型设计及清

晰的受众视觉需求，结合红旗渠景区近期的现状，以

及具有代表性“渠水”与“红飘带廊桥”等视觉元素。

（一）深入的精神文化内涵

在对于ＩＰ形象开展设计工作前，应先对其文化
内涵与精神品质进行深入挖掘，使ＩＰ形象设计能够
准确传达出相应的精神内涵，体现出红色文化中的

核心价值观。围绕红旗渠进行的红色文化 ＩＰ形象
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怎样呈现红旗渠的

特色视觉元素，并最大限度地体现红旗渠“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核心精神品质。

其次，在塑造ＩＰ形象时应尽量挖掘相应的视觉
元素，使消费者对形象外观产生信任和认可。红旗

渠最具特点的视觉元素当数“渠水”和“红飘带廊

桥”。其中“渠水”的代表性元素是近１０万人参与
修建且耗时近１０年才得以修成的“人工天河”，“人
工天河”改善了当地干旱缺水的困境，加入“渠水”

的视觉元素更能强调出其得来之不易。而“红飘带

廊桥”则位于红旗渠青年洞主入口处，它形态蜿蜒

优美，像一条红飘带舞动于山间，是目前红旗渠景区

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故在设计时有意识加入

这两个代表性较强的视觉元素，并以可爱活泼的卡

通形象，吸引更多的年轻游客关注民族红色文化。

（二）精确的形象定位元素

红旗渠ＩＰ的设计，不仅需要对其历史文化内涵
进行深入挖掘，还需与当代社会生活紧密连接。如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７日，河南省第２９届“野生动物保护
宣传月”启动仪式就是在林州市红旗渠·林虑山国

家地质公园举行的，放归了６７只被救护的珍稀野生
动物［８］，此项举措充分说明了红旗渠生态环境良

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适合鸟类等野生动物的

栖息与繁衍。故本 ＩＰ形象将角色聚焦于鸟类形
象，并加入红旗渠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元素，取名为

“渠小宝”，突出红旗渠的地方特点，增加了记忆

点，也加深 ＩＰ形象与文化内涵和生态环境的关联
程度。

另外，在对于本 ＩＰ的塑造上，还赋予其明确的
角色定位及相应的故事背景。红旗渠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修建以来，不断被赋予其新的历史意义，历
久弥新，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均具有感化、激

励人心的教育意义。基于此，赋予本 ＩＰ形象“宣
传员”的角色定位，作为鸟类，“渠小宝”盘旋在红

旗渠上空见证着其发展与变迁的同时，还向众多

游客介绍着关于红旗渠的历史发展并宣传其精神

内涵。

（三）高辨识度的造型设计

高辨识度的造型可使得 ＩＰ形象设计更容易被
大众记住，故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关于红旗渠

红色旅游ＩＰ形象设计的辨识度：
在视觉元素上，增加具有地域特点的色彩及造

型，头顶与尾巴处的水元素及脖颈处的红色飘带都

是与红旗渠密不可分的视觉元素；在造型和线条的

运用上，以简洁、易于记忆的造型为主，以便容易

被识别和记住，选择鸟类的形象既有利于赋予其

“宣传员”的角色定位，也有助于加强其独特性，与

市场上的其他红色旅游类 ＩＰ形象区分开来；ＩＰ形
象设计还应具有可塑性，通过对其展开衍生品的

设计，从而在各种媒介平台上得到持续性的延伸

推广。

（四）清晰的受众视觉需求

红旗渠工程于１９６０年２月开始动工，距今已有
６０多年的历史。对于当今的青少年群体而言，红色
文化因时隔较长而相对陌生；在日常生活中，因物质

生活富足，他们很难深刻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艰苦。

而ＩＰ设计则需要考虑目标受众的喜好，为设计效果
提供保障，故本ＩＰ形象设计的受众以青少年群体为
主，在视觉设计方面运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和较为

卡通化的设计风格，在尽可能满足青少年群体审美

需求的同时，吸引他们更多地了解红色文化，起到文

化传承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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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ＩＰ形象设计在河南红色文化传承领域的实
践研究

红旗渠红色旅游ＩＰ形象设计，主要通过对于红
色文化元素的提炼与现代化的设计方法相结合，借

此实现对红色文化更深层次的传播。通过赋予 ＩＰ
形象相应的角色设定、故事背景及衍生产品的设计，

探索以传播文化为主要意图的ＩＰ形象设计方式。
（一）设计构思与定位

关于ＩＰ形象角色“渠小宝”的设定与视觉元素
“人工天河”“水”元素的提炼，上文已论及，这里不

再赘述。结合目前红旗渠景区的发展特点，“红飘

带廊桥”作为红旗渠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在林州宣

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的设计中，“红红”的

角色设定也充分体现了廊桥的红飘带元素，故在对

于“渠小宝”ＩＰ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加入
“红飘带”的红色视觉元素，与红旗渠景区目前的发

展相呼应（如图１所示）。

图１　“渠小宝”三视图展示（笔者绘制）

色彩是视觉效果的标记媒介，是影响视觉观感

的重要因素［９］，鲜艳醒目的色彩可以提升ＩＰ形象设
计的辨识度，在让角色富有活力的同时，可以起到更

好的宣传作用。在本次ＩＰ设计的色彩运用上，主要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因为本ＩＰ设计的主题是为了传播和宣扬
红色文化，故在配色上也致敬了五星红旗的颜色选

取，将红色运用在 ＩＰ设计的脖颈处，既是红色革命
的象征，又呼应了红旗渠的“红飘带廊桥”。而国旗

上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大团结的五颗五角

星的黄色，则被大面积的运用在 ＩＰ形象的头部、身
体和四肢上，象征着红色文化即使在当代也依然会

被继续传承，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

其次，在确定主色调及完整的色彩体系后，考虑

到受众的年轻化审美要求，故将颜色进行细微调整，

在确保色系不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降低色彩的纯度并

提升明度，整体色彩基调以轻松活泼为主，既能第一

时间吸引游客视线，也能给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感受。

（二）设计实践

１．主题形象展示
展开造型设计时，首先要思考其头身比例，以头

长作为基本的单位进行躯体、四肢等各个部分的设

计，并把握好整体比例。“渠小宝”ＩＰ形象设计整体
呈现可爱并偏向卡通的风格，故在对其比例进行设

定时适当压缩身体比例，扩大头部占比，使其形象更

加呈现出可爱与亲和力，也更方便后续展开衍生品

及相应的一系列设计。另外，“渠小宝”形象的脸部

及五官设计强调亮感，将眼睛进行重点表现，提升其

辨识度并增加记忆点（如图２所示）。

图２　红旗渠红色旅游ＩＰ“渠小宝”形象效果图（笔者绘制）

２．动作延伸及表情设计
首先，确定主体形象后，便展开一系列的动作延

伸及表情设计。通过对其不同情绪及动作的设计丰

富“渠小宝”ＩＰ形象的饱满与生动程度，塑造更为立
体的角色性格，以此拉近ＩＰ形象与游客之间的心理
距离（如图３所示）。

图３　“渠小宝”动作延伸及表情设计展示（笔者绘制）

其次，表情包作为如今社交平台常被使用到的

交流工具，经历了传达表情、表达情绪以及陈述情节

几个发展阶段，其象征意义逐步增强［１０］，除了具备

日常交流中情绪表达的基础功能外，还可以达到文

化传播的作用，故借此背景完成灵活生动的表情设

计，使本ＩＰ形象更加受到青年受众群体的喜爱，并
由此完成红色文化传承的最终目的。

（三）衍生品设计

展开衍生产品的设计，既可以进一步加深宣传效

果，又能获得一定的盈利收入，故展开对于“渠小宝”

ＩＰ形象的一系列产品设计，更加关注消费者的体验和
反馈，以完善 ＩＰ形象价值的循环与再生［１１］，加深本

次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如图４所示）。

图４　“渠小宝”衍生品设计展示（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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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优秀文

化元素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上

下游产业与旅游活动的关联度也在不断增强［１２］，但

红色文化的弘扬也存在着创新性不足、青年群体了解

度低及传播途径单一等问题，影响着景区的发展。而

ＩＰ形象设计作为一种创新性较强的文化呈现方式，可
作为良好的文化传播载体。展开对于红色文化的ＩＰ
形象设计，不仅可以提升相关文化精神的接受度，达

到卓越的宣传效果，更能拓展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为

目的的ＩＰ形象设计方法与思路。
红色文化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在未来的发

展中，随着文化传承方式的不断创新，优质文化的传

播范围也将越来越大，其影响力及辐射的受众范围

也会逐步拓宽，红色文化也将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不断艰苦奋斗，砥砺前行，成为民族精神中不

可或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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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期刊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学术图景分析
———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１９９３—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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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教研室，天津 ３００２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９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年度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中央文献翻译教材建设与教学研究”（２０２２ＳＫ０１０）；２０２２年度天津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认知范畴观视域下中央文献中的隐喻翻译研究”（ｑｇｓｚ２２１６）
作者简介：高冲（１９９０—），女，黑龙江密山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博士生，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讲

师，主要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摘　要：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和Ｅｘｃｅｌ分析工具，对从中国学术期刊网采集的中
央文献翻译与传播相关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及解读，发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呈现显著上升趋

势；作者合作方式以中央文献翻译实践机构与高校合作以及教师与学生团体合作为主；研究主要以

翻译实践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国际传播与影响三个进路为主；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形成初

步探索、稳定过渡、创新发展的演进脉络。未来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应深化跨学科视角的翻译研究，在

丰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体系，在加强合作基础上加大对于中央文献翻译

研究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中央文献翻译与传播；演进路径；可视化；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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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

央文献翻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

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一环［１］。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对

于提升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

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热情高

涨，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相关研究、重要文献翻

译研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三方面的发展趋势进

行梳理，并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

内容、研究手段等方面对文献数据进行归类分

析［２］。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要丰富对译者、受众、翻

译效果等翻译行为要素的研究，构建中国政治文

献翻译研究体系十分重要［３］。目前国内政治话语

翻译研究文献探究受众翻译接受效果的实证研究

较少，研究方法单薄，语料库定量研究相对滞

后［４］。针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具体的中央

文献文本进行梳理研究，发现运用中国本土理论

进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跨学科视角、话语分析等

研究未来将成为热点［５］，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党

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研究前景广

阔［６］，针对两会翻译语料研究将更加注重本土翻

译理论和定量研究方式［７］。

既往针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可视化研究侧重于其

中的某类文本和某个视角的分析，对中央文献翻译

研究的演进路径少有总结概括。本研究将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６．１ｒ６版本）和 Ｅｘ
ｃｅｌ分析工具，对从中国学术期刊网（ＣＮＫＩ）采集的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相关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直观呈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历时脉络与研究态

势，旨在探讨以下研究问题：（１）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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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热点为何？（２）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历史
演进路径为何？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演进路径进行

梳理并分析相关研究热点，以期为当前中央文献翻

译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在２００４年开发
了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引文空间）可视化分析软件，融合科学
计量学和数据分析可视化背景，分析科学文献中蕴

含的潜在知识，通过可视化分析手段呈现科学知识

的结构、规律、分布态势，从而获得科学知识结构与

进程的科学知识图谱［８］。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进行
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突变分析。另

外，本文借助Ｅｘｃｅｌ工具对数据进行年度发文趋势、
文献类型、基金来源、期刊发文量的统计分析。以此

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文献计量可视

化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为ＣＮＫＩ收录的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检索数据来源类别为北大核

心、ＣＳＳＣＩ、ＡＭＩ，另外天津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央文
献翻译研究基地，故也将《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列

入检索数据来源期刊，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２３年２月３
日。根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的

内涵界定，中央文献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中国

共产党历史、党代会和两会文件，以及其他重要会议

文件等［９］。依据上述界定，参考以往中央文献的文

献计量分析相关研究关键词，本文以“中央文献翻

译”“毛泽东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邓小平翻

译”“邓小平文选翻译”“江泽民翻译”“江泽民文选

翻译”“胡锦涛翻译”“胡锦涛重要讲话翻译”“习近

平翻译”“习近平重要讲话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翻译”“党史翻译”“党代会翻译”“十六大（至十

九大）翻译”“两会翻译”“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为主

题词进行检索。在检索出的结果中人工剔除通知、

简章、专栏、词汇选登、述要、主持人语等非研究性论

文，中央文献翻译主题相关性较低的论文，以及不符

合上述含义界定的翻译研究（如中国法律翻译）等

论文数据，共获得有效数据３１９条。虽然对于中央
文献翻译研究尤其是《毛泽东选集》的外译问题早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就已出现，但是根据本文选
取的研究刊物数据，上述刊物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篇

论文在１９９３年，最后一篇论文出现在２０２２年，据此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中研究数据的时间范围为１９９３—
２０２２，本文拟探讨近３０年的中央文献翻译核心期刊

研究图景。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整体发文趋势

将ＣＮＫＩ文献数据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进行数据转
换和数据导入，获得数据量为３１９，与 ＣＮＫＩ导出数
据一致。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数据处理报告中的年度发文
量导出Ｅｘｃｅｌ，并计算出年累计发文量在２０２２年为
３１９，与导出数据一致，据此获得１９９３—２０２２年中央
文献翻译研究的整体发文时间趋势。从年发文量来

看，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在２００８年以前发展较为缓
慢，年发文量不足５篇。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论文年发文量波动上升，其中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２１这两个时间段的年发文量呈现显
著上升趋势，２０２１年年发文量达到峰值４６篇。我
们根据时间节点可推断这两个时间段年度发文量骤

升与社会热点的出现和研究热点转移具有相关性，

通过阅读文献可知２０１８年发表的３９篇研究文章标
题中有１４篇关联十九大，占比３５．９％，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翻

译成为了研究热点；２０２１年发表的４６篇研究文章
标题中有 １５篇关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占比
３２．６％，２０２０年６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成了翻译研究热点。

（二）主要作者分析

发文量在３篇以上的进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
作者共 １８位，其中发文量在 ４篇以上的作者共 ６
位：何明星、李正栓、潘卫民、卿学民、胡开宝、李晶。

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设定文献发表数量在３篇以上，我
们绘制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研

究发现合作密切的团体有４项，阅读文献可知，李正
栓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

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典籍翻译，与之合作的张丹、陶

沙为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该合作团体的研

究集中于国内外的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修刚为天

津外国语大学教授，与之合作的李钰婧为天津外国

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研究生，另一个合作

者李运博教授的工作单位涉及天津外国语大学和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该合作团体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央

文献日文翻译研究；潘卫民为上海电力学院外国语

学院教授、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与

之合作的卜海丽和张娇均为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

生，该团体以《毛泽东选集》为语料进行翻译研究；

孙宁、罗莹、于蔷、宋虹、季智璇均为中央编译局中央

文献翻译部工作人员，另外两位合作者李汶莲和宋

元玲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

·６９·



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工作人员，该团体主要从

翻译实践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因其工作性质机构间

人员合作较为密切。整体上看，我国从事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的学者间合作交流主要以师徒合作和单位

内部人员合作为主，机构间人员合作交流仍待加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发文量排名前１８位的作者中有
５位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分别为李晶、李钰婧、朵
宸颉、姜雅明、修刚，占比２７．８％；有４位来自中央
编译局，分别为卿学民、李汶莲、孙宁、罗莹，占比

２２．２％。天津外国语大学与中央编译局在２０１１年
联合创办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主要从事中央文

献翻译研究和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翻译研究博士人才

培养，中央编译局主要从事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等翻

译实践和研究工作。

（三）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反映了文章内容的核心，是进行文献综

合分析的重要依据。本文选取每个时间切片（１年）
中出现次数前１０％的关键词绘制共现图谱（图１），
节点的大小表征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节点越大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从图１可以看出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围绕不同的研究主题（如《毛泽东选集》、

十九大）开展了三个进路的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理

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国际传播与影响。

图１　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显示７个聚类，每个聚类上
的标签都是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按照

他们在时间线上对应出现的年份进行映射，从而体

现每个聚类内关键词的发展情况。２００５—２０１０之
间首次出现了外宣翻译、操作规范等关键词，表明中

央文献相关翻译研究在前期翻译实践和策略研究基

础上开始进行翻译实践效果和规范性研究，语料库

开始较多应用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并注重中央文献

国际传播的有效性，研究主体逐渐意识到翻译传播

对于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意义。中央文献关键词出

现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自此相关研究集中在翻译策略
领域，结合文章中作者共现分析，其出现与相关研究

机构的设立和国家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重视密

不可分。

（四）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演进路径：关键词突

变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突发性探测功能（Ｂｕｒ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能够根据关键词探测短时间内变化突出的关键词并

呈现其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范围。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控制
面板突变中的ｒ设置为０．３，获得２２个突变词，关键
词突变图（图２）显示了这２２个突变关键词，并依据
关键词凸变开始时间呈现其强度分布。Ｙｅａｒ表示
该关键词在文章中最早出现的年份，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代表该
关键词的突变强度，Ｂｅｇｉｎ和 Ｅｎｄ分别表示该关键
词突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浅色线代表数据覆盖的

时间范围为１９９３—２０２２，深色线代表突变持续的时
间。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可大致划

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图２　关键词突变图

１．初步探索阶段（１９６２—２００７）
通过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搜索和阅读可知，初

期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以《毛泽东选集》为主，在中

国知网中以“《毛泽东选集》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第一篇论文为１９６２年关于《毛泽东选集》英译
本的翻译研究。在１９６２—２００７这期间的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关键词突变包括：毛泽东、翻译室、翻译工

作、翻译过程、英译、翻译。这期间突出关注的研究

对象为《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突变关

键词“翻译室”显示这一时期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研

究的主体是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室；突变词“翻译

工作、翻译过程、英译、翻译”为翻译研究内容，结合

文献阅读，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侧重翻译主体的实

践经验反思和译本分析。

２．稳定过渡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稳定过渡阶段的突变关键词包括：意识形态、政

治等效、胡锦涛、钱钟书、中国梦、中央文献、政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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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译日、传播、中国形象、习近平。其中突变关键

词相关联的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

翻译是热点研究对象。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结合愈加密切：突变强度较高的意识形态相关翻译

研究侧重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和翻译中意识形态

的建构；政治等效相关翻译研究将等效翻译理论与

实践结合。在这一阶段，中央文献作为术语首次出

现在研究文献中，其多语种翻译研究受到越来越多

关注，集合了多语种的专门研究基地的创办促使中

央文献、中译日成为研究热点。“中国梦”由习近平

总书记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提出，伴随这一政治热点，
“中国梦”相关论述的翻译研究与话语构建成了中

央文献翻译研究热点。伴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的海外出版，其传播和中国形象相关的研究逐

渐成为热点，丰富了中央文献翻译的跨学科视角研

究。

３．创新发展阶段（２０１８年至今）
这一阶段的突变关键词包括：十九大、日译、互

文性、副文本、翻译策略。随着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
召开，十九大报告多语种相关翻译研究成为中央文

献翻译研究热点，包括功能对等、语用学、认知语言

学、跨文化交际、接受美学等跨学科视角翻译研究，

利用语料库、计算机辅助翻译等信息化手段进行研

究，深入探讨十九大翻译的变通策略、以我为主的忠

实原则、灵活的翻译方法等内容。互文性和副文本

成为突变关键词，反映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科学

化、系统化、深化、细化。翻译策略于２０１０年出现，
自２０２０年开始成为突变词，说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集中于翻译本体，继续探究翻译学科视域下的翻译

策略与方法。

四、讨论与展望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

求对中央文献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出了更多挑

战，同时也促进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学术研究图景和演

进路径为未来翻译研究带来以下启示：

（一）拓宽研究视域，深化跨学科研究

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到当前中央
文献翻译研究以探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政治等效

等翻译学本体视角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为主要内

容，从中央文献翻译的翻译本质属性和翻译作品特

点出发，侧重探讨作为政治文本的中央文献翻译。

随着技术和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叙事学等跨学科

视角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央文献翻译

研究视角［１０］，如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论文对中

共党史英译的叙事建构研究就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探索。此外，本土翻译理论的创新应用，如生态翻

译、变译、译者行为批评等理论也将拓宽未来中央文

献翻译研究领域。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应融合多学科

的发展，拓宽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对象的研究视

角，从而促进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创新发展。

（二）丰富研究内容，构建研究体系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内容丰富，除了对中央文献

翻译文本的研究之外，还应关注中国共产党翻译史、

对外传播效果、国家形象构建等涉及翻译和对外传

播全过程及其参与者的研究［１１］。此外，国际话语体

系建构亟待深入系统研究，有赖于将中央文献翻译

与具体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有机结合，如开展中央

文献翻译视域下增强新型政党关系国际话语体系研

究等。深入挖掘并持续细化研究，加强跨学科多维

度的深入合作研究，进一步探索适用于中央文献翻

译实践的翻译标准制定和质量评估体系构建，从而

从宏观层面构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体系。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词汇层面的翻译质量，也要关

注句法、语篇层面的翻译质量，从整体上探究对中央

文献翻译的宏观翻译理念、中观翻译策略、微观翻译

方法的整体、全面、综合性研究。

（三）加强机构合作，加大支持力度

中央文献翻译是政治文献翻译的一种，其重要

性、专门性、国际影响力决定了未来需要针对中央文

献翻译的特点继续进行专门性的细化分析。除了天

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外，还需要更

多的翻译研究机构合作关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也

期望设置更多的基金项目专门用于支持开展中央文

献翻译研究，以期更好地为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

翻译研究服务。

五、结语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 １９９３—２０２２
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关于中央文献翻译相关研究论

文。研究发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在翻译实践反思、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中央文献国际传播与影

响三个进路不断创新发展，其研究进路也反映了翻

译研究的转向特点。本文认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应

加强横向的跨学科研究，拓宽研究视域；同时，应丰

富纵向的中央文献研究内容与对象，深化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此外，中央文献翻译作为国家翻译实践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研究更需要不同研究机构

和研究团队的密切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共同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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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翻译、国家翻译实践、政治文献翻译提供切实的

翻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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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从句后置型假设句是一种主要用于言域的语用性特殊假设句式。因使用非常
规语序而语义关系不明，便强制要求使用假设标记，同时排斥推论标记，形成“……，如果……的话”

这样的典型结构形式。其语体分布和假设标记显示了其书面化倾向，具有追补说明作用的从句可为

主句所言提供适宜性条件。这种特殊语序假设句能在汉语中使用开来，外受西文翻译的影响，内则

因凸显强调主句内容及与前后文保持语义连贯的语用需要。语用表达需求是假设句语序变异的主

要原因。

关键词：从句后置型假设句；语用性；语法特征；语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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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学界很早注意到现代汉语假设句及其他偏正复

句的偏句通常在前，认为假设从句后置是受了英文

等西文翻译的影响所形成的一种欧化结构形式。如

黎锦熙指出，假设句在“国语中，有两个排列法：习

惯的，在主句前；欧化的，在主句后”［１］２１８。朱德熙把

“我明天一定来，要是不下雨的话”看作倒装句，认

为“要是……”是临时想到追加的话，后一句代表一

种欧化的句法。［２］２１８贺阳对五四前从１４世纪到２０
世纪的五部白话作品（《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

梦》《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中的有标假设句

（由“若”等１８个假设连词和“即使”等８个假设让
步连词标记的）进行了统计，没有发现从句后置型

假设复句；还统计了当代小说和论著中的“如果”假

设句用例，发现从句后置型在原创文本中占比为４．
４％，而在翻译文本中占比为１２％。［３］２７６因此，贺阳
指出，五四以来汉语假设复句的语序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传统的语序习惯不再被严格遵守，从句后置在

汉语书面语中已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语法现

象［３］２７８。在北大语料库（ＣＣＬ）中设定假设标记“要

是”与“的话”间隔小于／等于１０字进行检索，得到
的７２个从句后置型假设句中，有６６个（９２％）出现
在翻译作品中，仅 ６个（８％）见于汉语原创作品。
可以推知，在现代汉语中假设从句后置大多可能是

直接翻译外文的结果。在古代汉语中，除非为了韵

律上的特殊需要偶尔让假设从句后置①外，基本只

用从句在前这一种语序。以上事实说明，现代汉语

假设从句后置这种特殊语序的使用的确是受了西文

翻译的影响。

张炼强从常式句和变式句相互变换的角度，描

写了假设从句后置的多种条件限制。［４］贺阳［３］、黎

洪［５］和谭全呈［６］对现代汉语偏正复句的变序问题

进行了综合研究，也论及了假设复句的语序变异现

象。王春辉从类型学比较视角对汉语条件句的语序

类型特点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对相关解释讨论

的基础上，从语义和篇章连续性角度，对从句前置优

势语序和从句后置特殊语序的成因进行了比较合理

的分析。［７］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通过跨语言调查得出的第１４条语序
共性为：在条件陈述句中，所有语言都以条件从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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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论之前为正常语序。［８］这条普遍语序规则跟时

间顺序原则［９］一致，符合汉语假设句的语序特征。

假设句从句前置是句法相似性的表现，而从句后置

违反时间顺序，使用频率也低得多。据姚双云对

５７９个“如果”假设句的考察，只有１例假设从句后
置，比例不足０．２％，而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大致为
３．７％。［１０］我们对王朔《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穷尽
检索，得到７８个由“要是、要、如果”等引导的有标
假设句，其中有４个从句后置，占比约５．１％；广播
剧本《千古流芳》是对话语料，涉及政治谈判，表达

上比较正式，出现了 ５５个有标假设句，无一例是从
句后置的。可见，不管语料的来源如何，从句后置型

假设句在现代汉语中绝对处于劣势，频率极低。

语序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非常规语

序的从句后置型假设句不是汉语中的常规假设句，

在现代汉语中非韵律需要而使用，固然与语言接触

有关，更与其语义表现、语用属性和特别的表达功能

有关。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真实语

料的考察，分析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句法特点与语

义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其语体特征与语用属

性，揭示使用这种假设句的语用动因。

二、结构形式与语义表现

从句后置型假设句要使用假设义关联词语做语

法标记，我们所调查的语料中未见无假设标记的无

标假设句从句后置的。所用假设前标记一般是“如

果、要是”等假设连词，且多与假设后标记“的话”配

合，结果分句中不用承接性关联词语“那么、就”等

做推论标记，形成 “……，如果……的话”这样的双

标假设句式，如：

（１）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
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

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陈廷一《宋氏家族全传》）

（２）“行，我把这个座位让给您，要是
您不拒绝的话。”钢琴家微微一笑说。

（《读者》）

（３）他还带着一筒牙膏，给伤员抹在
口中，润一润唇舌，假若一时找不到水的

话。（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４）这个，请老兄自己去判断，假如你
想结婚的话。（老舍《婆婆话》）

有少数用例只使用假设前标记，不用假设后标

记，形成“……，如果……”这样的单标假设句式，

如：

（５）鞋跟高点走起来有点踩泥的感

觉，深一脚，浅一脚，如果宽厚点。（王朔

《千万别把我当人》）

（６）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
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

（叶紫《古渡头》）

（７）他如今每年作一次水墨画，一个
半月，怕丢掉。他感慨地说：“做画家是自

己找麻烦，假如要做一个实在的画家。”

（《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
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假设从句与主句之间书面

上常有逗号相隔，如上面各例。有的假设从句则出

现在破折号或省略号后，甚至小括号中：

（８）你必须把自己的感情问题安排妥
当———如果可能的话。（《读者》）

（９）你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你需
要有朋友围在身边。你非常喜欢帮忙……

如果这不花费你太多精力的话。（同上）

（１０）至于评价，那它是对价值的主观
关系的表现，因而既可能是真的（如果它

符合价值），也可能是伪的（如果它不符合

价值）。（读书，ＣＣＬ）
有时，前置的结果小句是疑问语气，后置的假设

小句是陈述语气，如（１１）；或者前置的结果小句和
后置的假设小句之间被其他成分隔开，如（１２），甚
至相隔较远，如（１３）（见下划线部分）。这种情况
下，虽然假设小句和结果小句一般都带有独立的句

调，按一般的句子定义，形式上算不上是假设复句；

但它们各自语义上并不自足，还是彼此依赖，所以仍

构成假设条件关系。这是口语篇章中因交流互动带

来的假设句式的语用变化，因此本文一并讨论。

（１１）“什么条件？如果我帮你。”（王
朔《人莫予毒》）

（１２）“到我那儿去吧。”丁小鲁说，“你
们要是还想聊。”（王朔《顽主》）

（１３）“噢，我建议您还是照常去参观
那个展览”，分局长出门前回头说，“我去

看过，办得挺不错，你能看到一些真正的国

宝……如果您身体允许的话。”（同上）

由上述可知，与常规语序的从句前置型假设句

相比，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以下特

点：

首先，强制使用假设标记。即必须使用假设前

标记，多同时使用假设后标记“的话”，不能是无标

形式。这种句法特点主要是基于表义的需要。从句

后置型假设句是非常规语序，主从分句之间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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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便不够明确，若不使用假设标记，便很难确定句

子是否表假设条件关系。这样，就会造成主句和从

句语义上的不连贯，从而导致句子不合法，或者语义

发生变化，如上举例（２），若删除从句中的假设标记
“要是”，则导致句子语义不连贯，不能说，见（２’）；
例（６）从句中的“要是”删除后，则变成现实性叙述
而非可能性假设了，见（６’）。

（２’）“行，我把这个座位让给您，您
不拒绝。”钢琴家微微一笑说。

（６’）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
你，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

其次，主句排斥推论标记。从句后置型假设句

的主句不用推论性强的连词“那／那么”，一般也不
用推论性较弱的关联副词“就／便”等。这种句法表
现主要是假设句式推断性因果关系义制约的结果。

“那么、就”等充当推论标记，用于引出推断性结果

小句，其出现必须以假设条件小句的出现作为推断

的前提。但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主句前置于从句先

出现，在前提未出现时，这类推论标记自然无法使

用。此外，也与前置主句对后置从句语义上的依赖

性弱有关。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主从句之间往往不

存在必然的推论性因果联系，有的前置主句甚至是

对事实的陈述，如上面例（３）中“假若”所引从句前
的几个分句，再如下面两例，从句前主句（下划线部

分）的命题内容都是事实性陈述，主从分句之间也

无逻辑上的蕴涵关系。这些后置的假设小句对整个

假设句的语义贡献很小，其功能主要在语用层面，多

是为了表达的严谨或得体而用的。详见下节。

（１４）“实际上，”马锐继续朝夏经平
说，“他最近对我什么都没干，如果什么都

不干就算好的话。”（王朔《我是你爸爸》）

（１５）“知恋君飞呀！任意地飞呀。可
惜你的伴儿离你渐远了，假使你会想的话。

听说你是不大会想的，那么也好吧，好好地

飞呀。”（俞平伯《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黎锦熙、刘世儒指出，常式句“如果你要迎合我

的心意，那么我们的谈话就没有什么好处”，不可变

为从句后置的变式句，但若去掉主句中的“那么”，

且把“就”改为“怕”的话，则可以。［１１］张炼强也指

出，“如果……那么……”句中，如果要后置从句，非

把“那么／那”去掉不可，但认为主句中可以出现
“就”，并举出下面两例：［４］

（１６）真理，它要你的一切，等到你真
相信它时，你就不能拒绝，若是它要你的一

切。（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教材》）

（１７）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
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

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鲁迅《坟·再论

雷峰塔的倒掉》）

不过，我们在５５７万多字的老舍等现代作家的
文学作品文本中，穷尽检索得到的３０个从句后置型
假设句中，仅见到１例主句中出现了有关联作用的
“就”，见（１８），但语义上与其前小句联系紧密，主要
表示顺接连贯，与假设标记呼应引出推论的作用并

不明显。其实（１６）也属于这种情况，“就”所在小句
主要是承接前面的时间小句“等到……时”的。

（１７）中的“就”可能有引出推论的作用，但由于用于
反问句中，而且与假设小句相距较远，所以与“如

果”所引两个假设小句的呼应关联功能也不明显，

其强调语气功能更凸显。因此，我们认为，从句后置

型假设句前置主句中排斥推论标记。

（１８）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
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

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老舍《骆驼

祥子》）

因从句后置而必须使用假设标记，致使从句后

置型假设句一般不会紧缩在一起，这与常用紧缩形

式的无标假设句不同。在我们所检索到的用例中，

主句与从句之间没有书面上停顿标记，看似紧缩式

的后置型假设句，仅见到王朔小说中１例。这应该
与王朔小说的个人言语特点有关，他的小说中往往

很长一段话不用标点符号，并非规范用法。

三、语体分布与语用属性

贺阳依据语料统计数据指出：“语体正式程度

的高低似乎对从句后置现象并无明显影响，正式程

度较高的学术语体和正式程度较低一些的文学语

体，在从句后置现象上并没有呈现出比较齐整的差

异。”［３］２７７但就假设句来说，从句后置型在语体分布

上存在一定倾向性。我们从２２００余万字的当代小
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及少量应用文等文本中，检索到

“……，如果……的话”这种典型形式后置假设句共

４８个，其中１７个（３５％）用于对话中；所用假设前标
记情况为：“如果”３６、“假如”６、“要是”４、“假若”１、
“若不是”１。从５５７万多字的老舍等作家的现代小
说、戏剧和散文作品中所检索到的３０个这种后置假
设句，只有３个（１０％）用于对话中，并且有２７个见
于老舍作品（“假若”句１７个、“假如”句１０个），另
有２个“假使”句分别见于苏青、俞平伯作品，１个
“倘若”句见于施蛰存作品。从这些现代时段语料

中的用例情况来看，未见带有口语色彩强的假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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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要、要是”的用例，而且在当代语料中也很少见

到。由此可见，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偏于书面性，多用

于书面语体中，尤其是在现代汉语早期，主要见于文

学作品中，典型的口语体对话中极少使用，其书面化

倾向很明显。到了当代语料中，书面色彩有所淡化，

不过仍较少用于对话中。

我们还检索了北京大学１９８２年调查的自然口
语对话语料《北京话》（约１３万字），假设标记“如
果／要是／要”与“的话”配合使用的双标假设句共１６
例，没有一例是从句后置的。而《廖秋忠文集》前６
篇语言学论文（约８．７万字）中检索到１例“如果”
从句后置的，见（１９）。该文集是科技语体，表达正
式，有鲜明书面色彩。所以说，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并

不偏爱非正式的口语语体，也未必偏爱谈话语体②。

如果说它对语体有所偏爱的话，也倾向于有书面色

彩的比较正式的语体。

（１９）此外，语义是否和谐还得经常依
靠听者／读者的背景知识来定。例如，在例
（１１）里，状况短语“在这些方针指导下”的
管界有可能只限于第一句，如果所提到的

这些方针只涉及工业方面的改革，不涉及

农业方面的改革。（廖秋忠《篇章中的管

界问题》）

从语用角度来看，各种复句的语义关系都处在

“行”“知”“言”三个认知域中，即分别处于客观事

理、主观推理和言语行为层面。处于“行域”中的假

设关系是典型的蕴涵关系，最不典型的是处于“言

域”中的假设关系。从复句“三域”理论来看，可以

说，从句后置型这种非常规语序假设句具有明显的

语用属性，较多用于言域层面，主从分句之间不具有

真正的蕴涵性语义关系，即一般不具有客观事理或

逻辑推理上的必然性因果联系，从句实际上是为主

句所言提供一个适宜性条件，从而满足书面表达追

求严谨的逻辑要求。因此，从语义内容上来看，后置

的从句多表达对主句内容的解释说明，学界通常认

为是“追补”或“补充说明”。如（２０）的从句用于表
示补充说明的破折号后，其语义上的补充说明性质

更加凸显，表述得出主句的评价性断言的适宜性条

件，（２１）和前面例（８）—（１０）亦同；（２２）（２３）的从
句分别补充说明主句提出要求、请求的适宜性条件，

前面（２）（１３）同样；（２４）则补充说明表示感谢的适
宜性条件。用于口语对话中表示请求时，显得更加

客气和礼貌，如（２３）。
（２０）大言不惭的尽管普遍，落落大方

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你不恶毒地管这叫

“腆着脸”的话。（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２１）曲时人绝对的不管什么是应有
的客气，或者几乎是故意的假充乡下佬，假

如他也会假充的话。（老舍《蜕》）

（２２）旁的人不要说三道四，假如你没
有经历过那种婚姻。（毕淑敏《婚姻鞋》）

（２３）大卫：是，我想跟他谈一谈。当
然如果你允许的话。（电视电影：《北京人

在纽约》）

（２４）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
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

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

话。（金戈《外交部“夺权”前后的周恩来

与陈毅》）

四、凸显强调与篇章连贯

王春辉参考前人研究指出条件从句后置的动因

有二，一是作为事后追补语，二是主句而非条件小句

与前文保持着篇章的连续性或连贯性。［７］这个概括

比较简明，但还不十分准确。现代汉语中从句后置

型假设句的出现，从外因上看主要受西文翻译的影

响，但能够在汉语中使用开来，则主要是基于凸显强

调前置主句内容，以及与前文或后文保持语义连贯

的篇章语用需要。

作为偏正复句的假设句的主句，本是句子表义

重点所在，却前置于假设条件先出现，违背了正常的

逻辑顺序和思维规律。但从语用功能上看，则具有

凸显强调前置主句内容的特别表达作用，而后置的

假设从句，在语义内容上几乎都可以看作对前面小

句内容的补充说明。如上面（２０）—（２４），用于补充
说明主句中所实施的某言语行为的适宜性条件。还

常见于从说法的得体性或合宜性上对主句中某个词

语或部分内容加以补充说明的，如下面三例，后置的

假设小句分别对前置主句／小句中的“小品”“姑娘”
“来世”进行了补充说明。这种假设句也被称为元

语篇或元交际条件句［１２］，英语中比较常用。

（２５）我很喜欢白居易的这首“小
品”———如果可以这样分类的话。（《市场

报》，１９９４年）
（２６）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很多年，

现在无双简直就要变成个老姑娘———假如

她还是姑娘的话。（王小波《寻找无双》）

（２７）吴松桥是在刘桂英疯了的时候
收留她的，这样的好心人死后应该有一座

好坟，这样的好心人来世应该有好报，如果

有来世的话。（蔡康《花烛泪诉人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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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对近３０００万字语料的调查来看，多数用
例中主句前置，只是为了把说话人的认识或结论先

说出来以予以凸显强调，因此，后置的假设小句在语

调上要低于前面的结果小句。这才造成了从句作为

“追补语”后置这种句法后果。如（２８）表义的重点
在从句前“他”的认识上，（２９）在得出的检查结论
上，后面的假设小句只是补充了得出该认识或结论

的一个适宜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后置的假设小句

作为“追补语”只是句法语义表现，凸显强调主句内

容，才是其语序变异的语用动因。

（２８）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
平，已经没有他做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

“不食周粟”的话。（老舍《四世同堂》）

（２９）“基本完好。”主管大夫对白度
说，“如果不作解剖标本的话。”（王朔《千

万别把我当人》）

还有一部分假设句的从句后置，是由于主句在

语义上与前面语句内容联系更紧密。如（３０）的前
置主句“还得带一壶水”是紧承前一句中的“提醒”

内容而说的，前后句之间语义连贯，而假设从句只是

针对这最后一个提醒内容而言的，为了使前面几个

小句的内容更加连贯，便让从句后置了。（３１）（３２）
的主句（下划线部分）也是因紧承前句内容而前置

的。

（３０）明天要记住，得备中午晚上的干
粮，每次开发票，给报销的。还得带一壶

水，如果你们不怕渴死的话。（方方《埋

伏》）

（３１）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
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

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

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李银河《女

性主义》）

（３２）你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你需
要有朋友围在身边。你非常喜欢帮忙……

如果这不花费你太多精力的话。比起爱来

说，你更加寻求被爱，但这是不够的。

（《读者》）

另有个别假设句从句的后置，既是为了凸显强

调主句内容，也是由于作为追补语的从句内容上与

其后续小句联系更加紧密。如（３３）的假设小句中
后面一句是对从句中“代价”的进一步说明，二者语

义联系紧密；（３４）中假设小句中“穿大衫”与后面一
句中“找中山装”语义联系紧密。可见，后置的假设

小句有时也为了更好地与后续篇小句衔接连贯。

（３３）这就是用我的这种语言，表达这
种意思。如果我在北京大学跟学生们讲

话，基本的态度就是，我希望你们作李敖第

二，如果你愿意付代价的话。这个代价很

大。（《李敖对话录》）

（３４）可是，今天他须领队。他怎想怎
不合适，假若穿着大衫去的话。他冒着汗

从箱子底下把那套中山装找出来，大胆地

穿上。（老舍《四世同堂》）

不管是主句内容与其前小句内容联系更紧密，

或是从句内容与其后小句联系更紧密，采用从句后

置语序的假设句，有些是发挥着篇章连贯作用的。

因此说，篇章连贯的需要，同样是后置型假设句存在

的一个语用动因。从语义和表达上看，因篇章连贯

需要而后置的假设从句，一般不能换位而前置。

五、结语

本文基于现代汉语语料，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法，

比较充分地考察了从句后置型这种非常规语序假设

句式的语法特征及其语用动因。从结构形式上看，

从句后置型假设句要求强制性使用假设标记，而不

使用推论标记，这种句法限制与其特殊语序带来的

语义关系模糊性及其句式义和分句之间语义依赖性

不强有关。从语体分布和假设标记的使用上看，从

句后置型假设句具有书面化倾向，起追补说明作用

的假设小句，实际上为主句的言语行为提供了一个

适宜性条件，从而满足了书面表达追求严谨的逻辑

需要。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在现代汉语中非因韵律需

要而使用开来，外因是受了西文翻译的影响，内因在

于凸显强调前置主句内容，以及与前后文保持语义

连贯的语用需要。从本文对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式的

考察可知，特殊复句结构与其特别的表义特点及表

达功能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说明了多样化的语义

语用表达需求是语法形式产生变异的重要制约因

素。

注释：

①杨伯峻、何乐士指出“假设句也有正句在前、偏句在后
的”，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楚辞·离骚》）其中下划线部分是

假设连词“苟”所引从句后置的假设句，是因押韵的需要

而倒置的。

②汪晓欣以“如果”句为例，根据对北大 ＣＣＬ中语料的统计
结果，认为语体正式程度高低对假设复句语序的变异有影

响，从句后置假设句多用于谈话语体和文学语体，基本不

用于报道、政论、科技和事务等实用语体。我们的认识与

该结论不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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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关于复句三域的区分，参考Ｓｗｅｅｔｓｅｒ、沈家煊。

参考文献：

［１］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
［２］朱德熙．语法讲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３］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８．

［４］张炼强．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上、下）［Ｊ］．逻辑与语言
学习，１９９２（１／２）．

［５］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Ｄ］．合肥：安徽大学，
２０１２．

［６］谭全呈．弱逻辑性偏正复句的变序研究［Ｄ］．上海：上海
师范大学，２０１９．

［７］王春辉．汉语条件句小句间的语序类型［Ｊ］．世界汉语教
学，２０１０（４）．

［８］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ＪｏｓｅｐｈＨ．Ｓｏ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ｏｆＧｒａｍｍａｒｗｉｔｈＰａｒ
ｔｉｃｕｌ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ＪｏｓｅｐｈＨ．（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７３－
１１３，Ｌｏｎｄｏｎ：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９］戴浩一．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Ｊ］．黄河，译．国外语言
学，１９８８（１）．

［１０］姚双云．英语ｉｆ句与汉语“如果”句用法之异同：基于语
料库的比较研究［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６）．

［１１］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教材［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６２．

［１２］项成东．元交际条件句的语用认知研究［Ｊ］．外国语，
２００６（６）．

［１３］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Ｅｖｅｆｒｏｍ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ｔｏＰｒａｇａｍｔｉｃｓ［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４］沈家煊．复句三域“行、知、言”［Ｊ］．中国语文，２００３
（３）．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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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和制度反腐的
重要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以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李　琳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５
作者简介：李琳（１９７８—），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　要：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问题，始终对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危险保持高度
警觉。１９６５年５月他重上井冈山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确保
江山颜色不改。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科学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党内军内民主、防止党员腐化变

质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现象等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的

现实威胁，鲜明提出了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关于依靠民

主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治党治军治国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时代价值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７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Ｄ２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０６－０６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防止自身腐化变
质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重大政治问题。１９６５
年５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并发表重要谈话，表露了
自己对这个问题思考与感想。他重提土地革命时期

的士兵委员会，强调要在全国推行政治民主制度，以

此来防止党员腐化变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重要

讲话已经过去５０多年了，但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和
制度反腐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的历史
背景与核心议题

（一）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的历
史背景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

据斗争，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革命道路。１９６５年５月，在阔别３８年之后，毛
泽东重上井冈山。他这次“千里来寻故地”，不是为

了旅游观光，而是有着很深的政治思考。他一路上

边走边谈，既回顾了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表达了

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也表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焦虑与担忧。在重寻故地途中，毛泽东深情

追忆了井冈山斗争的艰辛历程。他说：“为了创建

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

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１］４９４随后，毛泽东话锋一

转，谈起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他不无忧虑

地讲，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

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一

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

他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

深刻历史教训为鉴，语重心长地说到，我们国家也有

这种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

还很严重。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

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

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他很担心高级干部

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毛泽东的这种担忧并非一时有感而发，而是早

已萦绕心头。１９５７年６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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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并把“和

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翌年１０月，杜勒斯又明确表示，要用“和平方法”改
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

度警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
召开会议时，首次提出要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的问题。他说，杜勒斯要和平演变谁呢？就是演变

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

思想。此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

变。他认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

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中国确实存在被和平演变

的危险。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党执政后一些党员干

部经不起执政考验，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甚至蜕变

为腐败分子，毛泽东深知这些行为的危害。从保持

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永不变色的战略高度，他告诫全

党，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

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０日在为
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对当时一些地

方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严重关

切，将该作风称之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６０
年代初期，由于中苏两党论战逐步升级并导致两党

关系破裂，加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毛泽东

对党腐化变质的现实可能和危险性愈加担忧起来。

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在一份关于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
的材料上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严重警

告，他指出，如果不能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

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他还语重心长地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

险的情景啊！

尽管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发出警告，但当时的党

内状况并不能令其满意。１９６４年下半年的两份报
告更加重了他对党腐化变质的担忧。一份是广东省

委１１月１３日报送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
次报告。报告说，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基层组织被篡夺以及干部被和平演变

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

和已经和平演变过去的，也就是说领导权不在我们

手里的，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

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另一份是刘少奇

１２月６日就《河南省委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
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给宋任穷的

信。刘少奇在信中说，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在一

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

况，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

些。

这两份报告反映的情况给毛泽东以很大震动，

使他愈加感受到了党腐化变质的现实危险性及反对

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促使毛

泽东进一步思考防止党腐化变质、确保红色江山不

改变颜色的路径和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份

报告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并发表从严治党重要谈

话的“导火索”。

（二）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的核
心议题

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时，毛泽东问陪同人员井冈
山精神是什么，并引导他们要从制度方面去想。最

后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

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

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

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

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

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

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

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

的。”［２］１７４毛泽东接着说，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蜕变为

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改变了颜色，就是因为缺乏政

治民主和群众监督，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最后

强调说：“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

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

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

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３］２１－２２毛泽东

把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

置，是想通过传承弘扬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

一种好制度、好作风，来确保党不腐化变质、国不改

变颜色，确保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不白流。

二、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民
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

逻辑

在重上井冈山的重要谈话中，毛泽东把士兵委

员会与支部建在连上一起作为井冈山精神的两个重

要支点。应当说，这是以民主制度防止党腐化变质

的一种极为深刻的战略考虑。毛泽东如此看重士兵

委员会这一群众性组织，并以此作为防止党腐化变

质的民主制度模板，是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

践逻辑的。

（一）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
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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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反腐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总结

法国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普

选民主和人民监督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

想。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为了防

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

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

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

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

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

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

工人同样的工资。”［４］５５列宁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

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

施：（１）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２）薪
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３）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
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

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５］２１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不失时机地向全党发出了

执政党的引诱力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的警告，他指出，

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

要防止那些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到党内来。他还说，

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

就是脱离群众，这是可能导致党腐化变质的最重要

因素。列宁强调，要确保执政的共产党不腐化变质，

就必须以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

来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二）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
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历史逻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

的现实基础，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军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红军初创时期以

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实施民主监督的实践取得了

成功。士兵委员会在是１９２７年９月毛泽东在秋收
起义部队三湾改编时创立的一种民主制度。三湾改

编以前，部队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基层没

有党组织，军阀作风严重存在，军官不仅生活特殊，

而且还随意打骂体罚士兵。为了把秋收起义部队改

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具体运用于中国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在确立支部

建在连上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创制

士兵委员会，实行军内民主主义。连以上部队普遍

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直接参与军内民主管理。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毛泽东曾给中共中央报告说，军中组
织了士兵委员会，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

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士兵委员会设立

具有深层次原因。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军重兵

“进剿”围困，红军物质给养极度匮乏。严酷的斗争

环境，要求在红军部队中建立官兵薪饷平等制度，做

到官兵一致。而要做到这些，既要靠军官们的自觉，

也要靠士兵们的监督。这就对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

组织形式的民主制度提出了要求。在士兵委员会

制度下，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

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一

民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彰显士兵主体地位，强

化士兵民主监督，并将这一群众性组织置于党组

织的领导之下，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生活。

士兵委员会制度影响深远，从根本上改变了旧

军队的雇佣性质，为根除军阀主义思想残余、建立新

型官兵关系，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对军

队的领导，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了部

队的战斗力。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实行，给部队带来

许多新变化，使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

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

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

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

军很勇敢。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说，红军的物质生

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

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他还由此

得出结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

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

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后来，贺龙元帅曾深

刻阐述该民主制度的重大意义：“（它）完全打破了

那种认为军队要打仗要服从命令，就不能有民主的

陈腐观念，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支真正讲民主的属于

人民自己的军队。”［６］２

（三）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
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实践逻辑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

是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升华，主要经过“甲申对”

“窑洞对”到“赶考对”等发展历程。

１９４４年，抗日胜利在望，郭沫若鉴古观今，发表
了《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

因。毛泽东将其列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提醒大

家，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要

求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来编演，以使这个历史教训深入人心。后来，郭沫

若与毛泽东就《甲申三百年祭》有书信往来，史称

“甲申对”。

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在延安就跳出历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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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率问题同黄炎培先生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这

表明，毛泽东显然已经认识到了监督党和政府的主

体力量即人民，找到了实施监督的基本路径即民主。

毛泽东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把人民作为监督

主体，依靠人民监督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他经过

思考和探索做出的必然选择。而发挥人民监督作

用，内在地要求实行人民民主。把民主作为使党跳

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监

督思想的必然逻辑。

１９４９年１月，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已经结束，
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是年３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召开，谋划筹建新中国大政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

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

炮弹的袭击。随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

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将共产党进京执政比喻为“进

京赶考”，并在启程时发出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７］４７０的深刻警示。

毛泽东深知民主监督对于确保执政的共产党不

因滥用权力而腐败的极端重要性，但在谁来监督、怎

样监督问题上，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停止。

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
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

社等自由。在他看来，党和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他们之间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问题，需要实行民主

制度，让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通过批评党和政府

的缺点错误来实施民主监督。此后，毛泽东一再表

达同样的观点。他说，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

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如果党员

干部中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

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

谁来监督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回答是很明确的，那就

是人民群众。

在如何监督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

之后认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来信来访，就是很好

的组织形式。他说，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

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做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

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

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是一些情况表

明，党执政以后党组织成了领导机构，一些领导干部

当官做了老爷，他们不愿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压制人

民民主，一些民主监督形式在基层成了摆设，其作用

发挥与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相比要差多了。这

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使他回想起当年的士

兵委员会来。他感到实行政治民主，加强群众监督，

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还是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

员会更为有效。

三、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对从严
治党重要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牢记“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一再重温“我们决不当

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对党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强

烈的忧患意识。他告诫全党同志，我们党的执政基

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

“霸王别姬”那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关于靠人民监督和制度

反腐的重要思想，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人民群众监督，确保完成使

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重要启迪价值。

（一）要对党腐化变质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切

实解决好“要不要监督”的问题

怎样防止党腐化变质，如何确保红色江山不改

变颜色，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谈话的核心议题，也是

他从延安时期起就苦苦探索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

题。直至临终前，他还一再表达对党的前途命运的

担忧。这深沉的担忧中，蕴含着毛泽东对党腐化变

质危险的高度警觉。正是这种高度警觉，促使他深

入思考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问题。尽管他的警觉和思

考，在很大程度上有脱离实际的估计，但这种精神却

是弥足珍贵的，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重要讲话启示我们，必须对党

腐化变质的危险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刻也不能放

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我们党“赶考”永远在路

上。毋庸讳言，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

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我们党腐化

变质的现实危险依然存在，防止党腐化变质的重大

政治任务还远未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

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

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

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他强调说：“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

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

‘霸王别姬’了。”［８］３１０、３１２这就告诫我们，党越是长期

执政，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注意防止脱离群众，

越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越要加强

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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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解决好

“谁来监督”的问题

在依靠谁来监督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把依靠

人民群众作为重要原则和鲜明指向。从延安“窑洞

对”时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到

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时重提“士兵委员会”，强调“接
受群众监督”，都是对上述原则遵循和沿袭。１９４１
年１１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
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

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

违背人民的意旨。１９５７年２月，他再次明确指出，
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毛泽东

关于加强人民监督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新时代强化

人民监督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加强对各级领导

干部的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政治本色，必须把基

点放在依靠人民群众上。人民群众是监督主体，是

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变色的决定性力量。要坚定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不遗余

力发展基层民主，切实把监督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引导基层群众更广泛更有效地参与民主监督，着力

提升基层民主和群众监督的发展质量，不断强化基

层群众的民主意识，拓展群众参与监督渠道，增强群

众参与监督效能，真正使基层群众人人都能起来监

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

色。

（三）要加快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切实解决好“用什么监督”的问题

在重上井冈山时的重要谈话中，毛泽东一针见

血地指出，群众监督之所以搞得不那么好，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

度”。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新时代“用什么

监督”提供了重要指引。新时代新阶段，要确保我

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至关

紧要。民主是监督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在民主

制度缺失或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民群众无法真正享

有各项法定民主权利，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也很难保证我们党在“赶考”中能够考出好成绩。

我们党执政以来在民主新路探索中曾经出现的曲折

和教训，也从反面为此提供了佐证。在新的“赶考”

路上，我们党要考出好成绩，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政治

本色，必须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

根本之策、根本之道，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健

全民主制度体系，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做出缜密

的制度安排，为党员和群众行使监督权利提供有力

保障，切实解决没有制度约束的问题。

（四）要积极探索有效监督路径，切实解决好

“能不能监督”的问题

在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谈话中，毛泽东振聋发聩
地提出了“井冈山之问”。当时，在毛泽东谈到井冈

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在监督方面发挥了很大作

用时，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刘俊秀请教式地问：“现

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

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

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

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

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发出的“井冈山

之问”，实质上是“能不能监督”的问题，亦即对身居

高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党内外群众能否监督得了的

问题。解决好“能不能监督”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

监督问题，仍然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亟待回答的重大

历史性课题。回答“井冈山之问”，核心点是如何完

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根本点是如何保障群众知情

权和监督权问题，关键点是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９］，

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

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

来，着力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

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

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

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要进一步增强

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度，增强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

透明度，依法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选举权、监督权，切实解决党员和群众监督难的

问题。

四、结语

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发表的重要谈话，科
学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党内军内民主、防止党

腐化变质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特权思想、官僚作

风、贪图享受等脱离群众现象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

的现实威胁，鲜明提出了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

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

训，一再重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对

党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指出，

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

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

意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关于靠人民监督

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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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人民群众监督，切实

解决好“要不要”监督，“能不能”监督，“谁来监督”

“用什么监督”等问题，确保完成使我们党永不变

质、永不变色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

要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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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视域下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与时代价值

黄　磊，黄会奇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习仲勋与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改革”（２０２２Ｂ０５７）；教育部重点项目“延安时期党中央

对党政军民群集中统一领导的研究”（２２ＨＳＪＤ－０３）
作者简介：黄磊（１９９９—），男，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黄会奇（１９７５—），男，河南开封人，延

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摘　要：从“两个结合”的新视角出发，探讨延安精神的形成基础、内涵意蕴、时代价值三个方
面。就形成基础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长期的

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中形成的；就内涵意蕴来看，延安精神是对“两个结

合”重要论断的实践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启示我们：延安精神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锻造，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动力。

关键词：“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Ｄ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１２－０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
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命题，强调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

新发展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党的百年奋斗史

就是一部不断坚持“两个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

上，坚持立足国情实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理

论根源。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精心培育了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１］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

神。延安精神既是在特殊革命斗争环境中形成的精

神结晶，也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两个结合”

的重要思想为全党在新时代传承弘扬延安精神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与内在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

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

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２］１７“两

个结合”的科学命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

改革的经验总结，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

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

“第一个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质上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内涵、目的和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才能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正如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所指：“这

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

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３］３７６。纵观百年党

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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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化进行积极探索并日趋成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
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

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既是说，按照中国的特

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４］继毛泽东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立足中国实际，以改

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

一的原则，深刻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治国理

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积极开拓创新，科学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二个结合”是一种理论学说与文化形态的

结合，本质上是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融合共生、交相

辉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原本就有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

主义在我国扎根、开花、结果提供了思想沃土。习近

平同志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

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

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５］深刻揭示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

关系，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分量。

“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推进文化传承与文化创

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总体而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

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历史经验和历

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对未来理论创新路径的深

刻洞悉。“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立

足点，分别指向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研究者提出“两个结合”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

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刘仓认为“两

个结合”是大前提与小前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

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过程，“第一个结合”统领并

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服务“第一个

结合”。［６］荣开明认为“两个结合”各有侧重，“第一

个结合”，侧重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联；“第二个

结合”，侧重于思想文化的内在融通，但“两个结合”

从内容、方向、目标和任务上看是基本一致的。［７］新

时代背景下，深入理解并持续推进“两个结合”，既

要科学把握其内涵要义、结合方式，又要正确领悟

“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系，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强大生命力。

二、从“两个结合”中探寻延安精神的形成基础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

党提出要使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

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延安精神作为“两个结

合”的重要产物，它的形成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

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

形成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就是在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产生

的。延安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光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为黑暗中的东方带

来一丝胜利的曙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发生过一些偏差，遇到一

些磨难和挑战。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对

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不足，出现过多次

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最后付出了惨重代价。延安

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积

极主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

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延安时期，毛泽东相继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

《〈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

学习》《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注入了“延安窑洞

里的马列主义”的印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发

展成熟。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与巩固。延安时期，毛

泽东思想成熟的过程，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过程就是延安精神产生与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指

南，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过

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是延安

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

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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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３］７０８从这个逻辑来看，延安精神

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具体国情相结合的

产物，是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中国共

产党一经诞生以来，就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

密结合，扎根中国实践和人民生活，注重把党的正确理

论送到田间地头。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延安时期

是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重要

时期。延安精神是党和人民在延安这块红色沃土上，

经过１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
神。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延安就成
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我们党在

这里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切实执行党制定

的“十大政策”，推进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开展整

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

拥运动，最终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解放

战争的重要转折。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

相结合的过程中，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

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历

史基因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汇集

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

历史上各种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精神风貌、价值取

向、信仰追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总体表

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十分重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的研究。毛泽东认为，民族新文化应该建立在对中

国文化、中国历史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他强调，“必

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８］７０８。从历史

的长河来看，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延安精神

生成的原生性基因，其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与延

安精神的精髓要义相互连通、高度契合。另一方面，

延安精神扎根于中华大地、脱胎于中华文明，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时代表达。延安时

期，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列老祖宗”的同时，不忘

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的延安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延安精神

虽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自身的历史文化基础，但

它绝不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硬套，而是在汲取中

华文明优秀成分的同时，结合时代特点与要求，对其

进行丰富与升华。

三、从“两个结合”中理解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

延安精神的形成是“两个结合”世界观、方法论

的重要体现。延安精神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不

仅能够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而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相结合，使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始

终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一）“两个结合”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政治方向是关于走什

么路，举什么旗的重大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

业的兴衰成败。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依次

更替的社会形态，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涌现出“天

下为公、天下大同”“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团结一心、抵御外侮”“大一统”“和

实生物”等优秀政治思想。从逻辑关系上来看，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例如马克思主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理论

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等民族精神遥相呼应；马克思所主张

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

公、大同社会”“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思想如出一辙。

延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大浩劫，中

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

历史使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等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理论内容，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不断深

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改造和

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总路线和政治方针政策。延安时期的政治方向就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正确方向，是实现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

放的方向，体现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

有机统一。１９３８年４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明确指出“首先

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

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

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

正确的政治方向”［４］１１６。回顾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

史，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到“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再到后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无一不体现中

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视作照亮中国革命前进

方向的灯塔，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

（二）“两个结合”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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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活的灵魂。一方面，这一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

义是关于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

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３］１３４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

学的理论体系，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富有

创造性的理论，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

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８］。另一方面，“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智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的“辩

证法”及其所蕴含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与“周虽

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异曲同工。从《礼记·大

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晚清“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解放之新风，都反映了中国古代

仁人志士解放思想、善于革新的进步思想观念。从

“修古好学，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到宋明时期“格

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都蕴含着古

代仁人志士注重实际、唯物求实的精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使马列主义和中

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

题。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
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

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

研究。”［９］８０１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和外延。

１９４２年６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
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党范围的

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

八股等不正之风，端正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在整

党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此，党内很多领导人率先垂范。

以张闻天同志为例，他于１９４２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３
月，亲率农村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时

间的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坚持深入实

际，实事求是，认真向地方干部和当地群众学习，并

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延安时期的成功经验表

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才会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

（三）“两个结合”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

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

论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彻底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的基本观点。“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的一个核心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存在高度的

契合性。《尚书》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哀公》讲：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晏子也认为“卑而不失尊，

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

观为指导，深入中国革命实际，在对党的宗旨认识不

断深化的基础上，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

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党性宗旨、人民

群众的认识不断深入。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５月的《论
持久战》一文中说到“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人民

群众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１９４１年 １１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共产党是为

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

图。”［９］８０９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

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又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

众。”［９］１０９４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

党的根本宗旨被写入党章，并影响至今。从实践层

面来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民主选举

和“三三制”的原则，厉行廉洁政治，保障各民族平

等团结等；在经济上，制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

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鼓励私有经济，建立合作

社，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在文化上，积极开展马

列主义教育活动、创办各类学校、夜校、识字班、读报

组，普及文化教育等；在社会生活上，积极开展灾民

难民救济工作，成立延安保育院、医疗合作社等。总

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坚持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这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也是

我们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四）“两个结合”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本色。“自力更生”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艰苦

奋斗”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

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民族向来以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吃苦耐劳、勤劳勇敢、不怕牺牲、敢于斗争

等美德著称于世。《周易》里记载“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就是指天体的运动刚劲强健，君子也应

效法于天，追求自我进步，刚健有为。《史记》里也

记载：“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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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生。”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表明，只有自力更

生才能把握命运，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成就伟业。

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腹地，长期以来就偏僻

封闭、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物资匮乏。抗日战争进

入相持阶段之后，一边是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实行残酷野蛮的“扫荡”“清乡”“蚕食”和“三光”政

策，另一边还要面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出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他

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依靠“困难有天大，我比

天还大”的革命豪情，和“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

我百之”的顽强意志，成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一

文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

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１０］延安时期，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善于并能够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深刻把

握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敢于作

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最恢宏的史诗！

四、从“两个结合”感悟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

延安精神跨越时空、辉映未来、历久弥新，具有

鲜明的时代价值。在新的历史发展关键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强大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

撑，我们要继续以“两个结合”重要思想为指针，自

觉肩负起弘扬伟大延安精神的时代重任。

（一）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精神锻造

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２］１６马克思主义

是一个广博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出现水土不

服，反而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取得一系列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延安时期，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将马列主

义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

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的优秀传统文

化，使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更为复杂和多

元化，面临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基于此，我们必须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时刻以马克思主义

审视、理解、把握中国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特点、新需要，坚持守正创新，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之

“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自觉学习和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新的理论指导

新的实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延安精神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底

气所在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延安精神

深深扎根中国大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

壤。延安精神所蕴含的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导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它是无

产阶级领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延安精神作为延安红色

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

命战争时代的思想升华，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优秀基因。延安精神可以说凝聚了中国共产党最深

层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蕴，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

的重要来源。

２０２３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

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

度创新。”［１１］在当今全球化及多元文化激烈碰撞的

社会背景下，有很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缺乏全

面了解，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出现信仰缺失、文化自

卑、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社会

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重要原则，成为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本方针。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从“两个

结合”的角度深入理解延安精神，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摒弃一些极端错误文化

的侵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入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同互动，在弘扬伟

大延安精神中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三）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动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

的最主要、最鲜明的主线，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最美好的夙愿。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来看，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精神动力。在过去，党和人民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下，

相继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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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在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需要

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代代中国人为之

不懈奋斗。迈向新征程，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压舱石、定盘星，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放射出更璀璨

的光芒。当前，“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

们要从延安精神中总结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从延安精神中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符号，更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前行力量，坚定“四个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勇于担当作为，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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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作为推动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其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在准确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内涵的

前提下，基于三螺旋的理论逻辑，聚焦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要求，拟构建“人才需求—培养规

格—培养模式—人才供给”的路径，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参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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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世
界关注的共同话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对人才素养的

要求更全面，既要具有能源和碳减排等相关的理工

科专业知识，还要具有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２０２２
年４月，教育部《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绿色低碳教

育，推动专业转型升级，加快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深

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能

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持。２０２２年８月，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印发的《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实施方案（２０２２—２０３０年）》提出，要着力加强国家
科技计划对低碳科技创新的系统部署，推动国家绿

色低碳创新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项目、基地和

人才协同，提升创新驱动合力和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这些政策文件对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

激发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力提出具体的要求［１］。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探讨

（一）基于“政府、企业、高校”绿色金融人才培

养的三螺旋理论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是一个

多方参与的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可以用“政府、企

业、高校”的三螺旋理论来解释，“政、企、学”三大主

体在创新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如图１所示）。政府
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

作用，主要是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或者设立专门的基

金，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提供支持和指导，并提供平

台和机会供企业、高校与政府部门进行交流和合作。

企业是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参与方，可以与高

校合作开展行业实践基地、项目合作等形式，参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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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课程设置，将实际工作场景融入课堂教学，为学生

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使培养的绿色金融人才更具

实践能力。高校是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

可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变化，进行资源共享和协同

创新，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供适应绿色金融行业发

展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课程。

图１　三螺旋理论示意图

（二）关于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文献与实践探

讨

国内关于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文献和实践主要

集中在发展前景、人才需求以及培养模式等方面，这

些探讨对于推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一是对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的关注。环

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已成为亚太资本市场的重要关

注点，各国政府发行绿色激励措施、ＥＳＧ融资活动均
有所增加，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必须发挥创造性，

寻找具备可持续发展技能的合格员工，但是在该领

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并不多，因此该领域人才的需

求逐年上涨［２］。在我国，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未来绿色金融将会成为主

流金融形态之一，而绿色金融人才也将成为金融行

业的重要力量［３］，上海、广州等城市均已正式将绿

色金融人才、转型金融人才列入“重点产业紧缺人

才目录”，为应对全球对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人才日

益增长的需求需要。

二是对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在高等

院校、金融机构、认证机构等组织内，建立多层次、全

方位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学者们的共

识［２］［４－５］。以实践为导向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即通过实践课程和实践项目来培养绿色金融人才成

为主流的培养模式，根据绿色金融产学研合作的内

容，可以依托现代产业学院，设计关于绿色金融基础

知识、政策法规、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

面的课程和项目，拓展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６－７］。

三是对已有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实践的总结。英

国政府继《绿色金融战略》启动后，其绿色金融研究

所也启动了 “绿色金融教育宪章”，帮助培养具有绿

色金融技能的人才；牛津大学为英国政府政策官员

开设了短期课程，以学习绿色金融的基础知识；新加

坡管理大学与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携手，为该地区

中高级政府官员制定了能力建设计划，并启动了可

持续与绿色金融理学硕士项目，以培养绿色和可持

续金融市场运作所必需的技能［８］。国内的主流高

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也纷纷探索了碳经

济、绿色金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计划，以服务“双

碳”目标的实现［９］，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科技大学

商学院已发布《香港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人才发展及

策略》，并为扩大全球人才库提供了建议，澳门科技

大学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培育绿色金融、

能源金融方向高层次人才，这些高校的课程与实践

代表了对绿色金融的教育承诺，为“双碳”目标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双碳”目标加速进行，与之相关的资金、技术

和人才需求都在激增。新趋势催生了新业态、产生

了新专业、新职业（如图２所示）。作为与“双碳”密
切相关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要想破局，主要遇到以

下问题：

（一）传统的金融教育尚未与绿色金融发展的

实际需求相匹配

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成为金融支持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抓手，但是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专业一直

未完整纳入学科体系建设，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很

多高校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还不

够完善，无法提供全面系统的绿色金融知识培训。

学生往往无法在真实的绿色金融项目中实践，缺乏

对实际业务操作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积累。此外，缺

乏绿色金融教师队伍的建设，也限制了人才培养的

质量和规模。

（二）原有的教学资源尚不能支持绿色金融人

才培养的新场景

由于绿色金融是新兴学科，知识内容多，学科交

叉性强，研究的问题比较前沿，绿色金融课程开发不

足，在传统金融学课程中增加低碳经济学、碳金融市

场交易、碳金融衍生品等内容还需一定时间。绿色

金融的学习需要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但

目前市场上缺乏丰富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学生很

难从教材中直接感受到绿色金融在实际项目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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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效果。与此同时，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全国范围

内存在地域差异，有些地区可能资源有限、专业师资

匮乏。这导致不同地区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案例的丰

富程度存在差异，学生受益程度不一。

图２　“双碳”背景下金融人才教育范式的基本框架

　　 （三）标准和认证体系方面仍存在不足，缺乏行
业认可与机会

目前绿色金融领域在标准和认证体系方面仍存

在不足，缺乏权威的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导致相关

人才的专业能力很难被准确评估和认可，使得企业

在招聘和选拔人才时难以判断其专业能力。在很多

金融机构中并没有明确的绿色金融岗位和职业规

划，与传统金融人才相比，绿色金融人才常常处于劣

势地位，相关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机会相对较少，限

制了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三、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绿色金融领域的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

较大缺口，亟须高校等组织加强相关人才培养。笔

者基于“双碳”目标的内涵及特征，遵循现代产业学

院这一新型办学组织的建设规律，通过“平台开放、

内外结合、改革创新、协同育人”的人才培育机制创

新［１０］，探索构建一个以创新、交叉和开放为基本特

点的“绿色金融＋”多元协同育人的现代产业学院。
具体的思路如图３所示。

图３　绿色金融现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一）重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绿色金融人才培
养“双碳行动”

在教育部《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注重

专业建设内涵是否与“双碳”带来的产业升级发展

相适应，开展动态调整专业的调研行动。

１．“需求—培养—供给”动态调整。基于全国
和区域金融业发展现状，根据《金融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各

省市的《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等政策文件为

依据，分析地方性金融人才培养的可行性与迫切性，

确定地方性金融人才需求特点与要求，为高校培养地

方性金融人才提供政策依据。走访地方金融监管局、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机构以及有碳减排需

求的企业，收集他们急需的岗位人才需求信息，比如

知识要求、能力要求和素质要求。根据高校的实际情

况和调研情况，组织学院的专业教学骨干和教育专

家、外聘行业导师编制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方案。

２．“产业—专业—课程”敏捷对接。打破传统
静态课程设置体系，结合“双碳”背景绿色产业发展

的需求，调整专业方向，提升本领域学生对核心知识

的掌握能力，原金融类专业强调的经济、管理和法律

等基础课程需要强化，涉及本行业的知识需要进一

步整合，探索开发绿色金融系列课程：如《双碳目标

下的绿色金融体系》《中国可持续债券市场发展》

《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机构环境气候

风险分析方法与实践》，培养学生面向新对象的分

析能力，迅速对接产业迭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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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论坛—项目—论文”有序衔接。在第一、二
学期理论课程学完后，可以根据课程学习情况，在第

四、五学期举办春季、秋季两期学生创新论坛、博士

论坛，由教师、学生分别承担组织者、报告人、点评人

职责，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引导学

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在学生参加

论坛、申报创新项目的基础上，导师指导学生在地方

金融领域选题，提高学生学术能力，保证毕业论文质

量，使人才培养在各个阶段更加可控。

４．“共建—共验—共享”有力保障。探索通过
虚拟教研室、虚拟仿真教研平台、智慧教学系统等，

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赋能。依托高校现有资源，积

极参与主流院校的虚拟教研室，解决绿色金融教学

资源共享的问题，为绿色金融师资不足提供保障，以

实现教师团队互鉴共建、创新人才培养共验、资源共

享共献，充分体现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内涵。

（二）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推动绿色金融课程

改革“绿色升级”

目前，国内高校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实践领

域取得了诸多创新和突破，但是在高校相关专业人

才培养方面却体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在“双碳”目标

引领下，可以探索创新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教学模

式和方法。

１．“顶层政策解读 ＋基层案例分析”。一方面，
将国家层面、省市层面绿色金融政策解读融入金融

理论与政策、金融监管专题等课程教学；另一方面，

根据区域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经验、绿色金

融热点事件提炼素材，形成地方性金融案例，加深学

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解读顶层政策，分析基层案

例，提升学生知识水平、培养业务能力的同时，使他

们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２．“校内导师教理论 ＋行业导师管实践”。理
论课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授课教师要立足地方，采

用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现场教学以及讲授、研讨相

结合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授课，同时实行校内、校外

双导师联合指导培养，校内导师重点培养学生的理

论分析能力和学术素质，校外导师重点根据省市的

区域特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以此提

升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３．“虚拟教研平台 ＋现代产业学院”结合。教
师通过在“虚拟教研平台”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理论、

方案和资源，可以在课程教学的实践中转化应用，为

学生提供模块化的课程和柔性的学习路径，学院再

探索建立“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继续加强与业界

联系，主动承担产学研项目，创新与地方政府、地方金

融机构共建金融硕士培养的政产学研协作新模式。

四、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预测需求变化趋势，规划战略性功能定位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需要对国内外绿色金融

市场和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市场和产业的

现状、趋势和潜在机会，通过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或进

行专题研究，为学院的战略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明

晰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服务地方经济与产业、行

业发展的核心能力水平，依托各办学主体单位能提

供的技术资源、实验实践资源，结合对合作单位和企

业及现代绿色金融产业市场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趋势

预测，对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战略性功能定

位。与此同时，加强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多个办

学主体之间的合作，联合组建学院治理专家委员会，

负责与产业学院建设密切相关的行业研究、市场调

研、决策咨询、办学指导等工作，加强统筹协调，使多

元主体达到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和创新发展。

（二）提升人才集聚效应，获得多层次智力支持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应建立开放、竞争、多元

的人才引进机制，注重人才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以满

足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人才需求。针对金融领军人

才，可因地制宜采取市场化与政策性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一对一”定制化引才服务；针对金融骨干人

才，要将“人员招聘”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吸引三

年以上从业经历的紧缺型实践型金融人才加入产业

学院，加强现代产业学院金融骨干人才队伍建设；与

此同时，还要不断扩充金融柔性人才，充分运用学术

交流、商务交流、论坛会议、培训等渠道建立长效联

系，通过顾问指导、项目建设、课题研究等方式，为产

业学院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１１］。

（三）吸引多方资本投入，探索多元联合培养项目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要获得长久发展的资金

源泉，必须从吸引多方资本投入入手，形成政府统筹

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产业学院全新办学格局。完善

财政风险规避机制，做好规划预算，做到不浪费、科学

实施宏观调控，将经费保持在合理区间［１２］。通过实

施多元联合培养项目，加强地方高校与国内外金融学

科实力较强的高校开展合作，支持金融机构打造“品

牌课程”及“金牌讲师”进课堂，组织高校在校人才进

金融机构开展课题研究或项目实习，鼓励高校、研究

机构与金融机构“结对子”，联合培养金融人才。与此

同时，积极推动举办特许金融分析师（ＣＦＡ）、金融风
险管理师（ＦＲＭ）等专题培训活动，培养绿色金融行业
急需的跨境金融、风险管理等实用人才［１３］。

综上所述，绿色金融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１２１·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环

节，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体

系，我们不仅可以培养出具备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金融人才，还可以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的

人才保障。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深入理解绿

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精准把握市场和产业的实际需

求，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我们还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积极引入先进的理念和

技术，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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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建设背景下
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和实践探索

罗华丽
（烟台职业学院 食品与生化工程系，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６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７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一般课题“双高建设背景下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及实践探索”

（２０２３ＪＸＹ１６７）
作者简介：罗华丽（１９７８—），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烟台职业学院食品与生化工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药学教育。

摘　要：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华，以中医药文化涵育人、培养人，有利于提高中医
药文化地位。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育人价值，探索“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新机制，

以期提升高职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三全育人；双品育人；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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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医药文化育人现状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

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中医药文化育人以中医药文化伦理内涵为基本育人

准则，注重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仁、和、精、诚”

的传承与弘扬。以中医药文化育人、培养人，有利于

提高中医药文化地位，也是在新发展、新形势、新挑

战下，发挥中医药文化健康教育价值的重要举

措［１］。

通过互联网开展“高职院校中医药相关专业大

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度”调查，收回有

效问卷６８３份。“对中医药文化非常感兴趣”学生
占比３０％，“对中医药文化比较感兴趣”学生占比
４５％，“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一般”学生占比２５％，
“对中医药文化不感兴趣”学生占比 ０．８％。通过互
联网开展的“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对中医药文化的了

解状况”调研，收回有效问卷 ２００份。参与调研教
师回答“您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程度”问卷时，有

４．５％的教师选择“非常了解”；有１０．１％的教师选
择“比较了解”；有１７．０％的教师选择“一般了解”；
有４３．１％的教师选择“了解不多”；有２５．３％的教
师选择“一点儿也不了解”。由两次问卷调研结果

可见，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中存在师资队伍缺乏，知

识结构不合理，缺少实践内容，内容欠缺合理化，教

学形式传统，教学方式滞后的问题。

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医药名著知悉度调查问卷统

计中，约占３０％的大学生表示“没有阅读过《黄帝内
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等中医药

名著”。具体调研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中医药名著知悉度调查统计表

中医药名著

听说过

被选次数
占被调查者

的比例／％

阅读或部分阅读过

被选次数
占被调查者

的比例／％
《伤寒杂病论》 １５５４ ９２．３４ ９０５ ５３．７７

《神农本草经》 １５３４ ９１．１５ ８５６ ５０．８６

《黄帝内经》 １４６９ ８７．２８ ８４７ ５０．３３

《难经》 ８９２ ５３ ４２５ ２５．２５

以上都没有 ２５ １．４９ ４９９ ２９．６５

　　在大学生认知和了解中医药文化的渠道方面，
调查显示，相关渠道的重要程度依次是书籍、课堂学

习、网络、讲座、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看病时听

医院医生或家乡民族民间医生介绍。

目前，药学专业教育中，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

还存在不配合和抵触情绪，不利于中医药文化建设

及其育人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医药文化育人需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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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但在实践中存在如何利用

本土中医药文化资源讲好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故

事的问题。需要创新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的整体

观、辩证思维等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以满足新时代学

生的需求。

在校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调查（见表

２）中，８１．６％的大学生表示“生病时会选择看中
医”，１８．４％的大学生表示“生病时不会选择看中
医”。０．４％的大学生还认为“前景渺茫，将会被取
代”。

表２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认同度调查统计表

价值观 被选次数 占被调查者的比例／％
以人为本 １４７６ ８７．７０
大医精诚 １４６７ ８７．１７
医乃仁术 １３９０ ８２．５９
调和致中 １３５２ ８０．３３
天人合一 １３７４ ８１．６４
医道自然 １２８１ ７６．１１

　　对中医药文化育人现状调查中，认为“当前学
校教育对自己学习中医药文化的贡献度非常大”比

例约３２．６％，认为“贡献度比较大”占比３８．０％的
大学生；认为“贡献度一般”占比２５．３％；认为“贡献
度很小”占比２．７％；其余的认为“几乎没有帮助”。

关于中医药文化相关社会实践活动频次调研

中，１７．１１％的大学生表示“每年参加３次及以上”，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从未参加过”。

由上述调研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对学习中医药

文化具有积极的主观意愿，但大部分学生还未真正

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存在重视不够、缺乏系统谋

划、育人逻辑架构模糊、对学生中医药文化需求掌握

不足、相关课程开设较少等现实问题。

二、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分析

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存在无序化、边缘化、单

一化等问题，进而导致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

程度大相径庭，中医药文化无法充分发挥育人优势，

无法充分实现其独特价值。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

中医药文化意识重视不足、中医药文化育人机制不

顺畅、中医药文化建设缺乏有效互动、中医药文化认

同度低等现实状况。同时，由于缺乏高质量的评判

标准和强有力的评价成果，加之中医药文化的宣传

力度不足，对中医药文化育人成效的评价机制尚不

健全［２］。目前，急需更新中医药文化育人观念，丰

富中医药文化育人思路，并广泛吸收教育科学原理，

以提升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的丰富性；急需发掘中

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打造中医药文化育人品牌。

中医药文化育人面临中医药知识传承不足、中

医药文化认同度不高、中医药教育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具体原因如下：

（一）中医药文化传承不足

由于中医药知识繁杂无序，导致中医药文化传

承不充分。一方面，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人

们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从而阻滞了传统知识的传

承；另一方面，中医药知识的传承需要长期的积累和

实践，由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功利导向促使年轻

一代对中医药的学习兴趣不高。

（二）中医药文化认同度不高

现代医学中西医处于优势地位，中医被边缘化，

也促使了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一些人对中医

药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缺乏科学性和实证支持，从而

影响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中医药文化育人体系不完善

中医药院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资源有限，无法

满足学生的需求。加之，中医药教育的内容陈旧、方

法单一，导致了中医药文化育人体系不健全。

综上所述，中医药文化育人面临的问题主要包

括知识传承不足、文化认同度不高和教育体系不完

善等挑战，主要是由于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实现的

过程存在无序化、边缘化、单一化等原因所致。

三、中医药文化育人的价值挖掘和实践意义

古人提出的整体观、辨证论治、君臣佐使、望闻

问切和阴阳平衡等思想蕴含着科学思维理念，值得

弘扬光大。中医药医德精神倡导医者仁心、大医精

神、生命至上、济世活人、淡泊名利等精神品质，对培

育高素质卫生队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３］。

中医药文化“仁、和、精、诚”的核心价值观，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４］。改进和

提升中医药院校中医药文化育人效果，最为关键的

是坚持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协同推进的

思路，按照有标准、可量化、易实施、能考评的原则，

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价值（表３）。
（一）以“和”为核心，突出价值引领，挖掘思想

理念价值

中医药文化价值以“和”为核心，人我相和的处

世观；阴阳平和的健康观；调和致中的治疗观等几个

层面。将中医药文化素养作为学生的核心素养，着

力建设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文化、中医药文化

学等课程思政项目，构建系统的中医药文化课程育

人体系，提升学生的人文底蕴。中医药文化育人要

形成特色鲜明的校风，努力塑造学生“和”的价值取

向，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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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

育人
目标

育人内容

哲学意蕴人文精神 核心内涵
育人功能

育人体系

精神与行为层面 物质层面

和 天道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同道谦和的道德观；阴阳平和的健康观；人我
相和的社会观；调和致中的治疗观等。

价值引领 思想理念体系

校园环境
形象设计
体系

仁 人道与文道
仁爱与博爱、仁者爱国、仁者爱人、医者仁心、医乃仁术、以人为
本、人命至重、敬畏生命、爱护生命、济世活人等。

道德修养 制度与管理体系

精 医道 博极医源、精研医道、精湛医术，精勤不倦、业精于勤、精益求精等 行为引导 行为规范体系

诚 诚信、诚实、真诚，求真、敬业、自律等 知行合一 实践与评价体系

　　（二）以“仁”为核心，突出道德修养，挖掘管理
体制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仁”字的内涵不断丰富，如

仁者爱国、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人命至重、仁心仁术

等，是个人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追求。在学校管理中，

制度是依据一定的价值理念而设计形成的要求全体

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是价值理念与行为规

范之间的桥梁。科学的制度体系不仅能引领、规范

学校各部门及师生员工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行为，更

能调动部门和个人工作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创新创

造和成才的潜能，是师生道德规范的重要手段。因

此，中医药文化育人应以“仁”为核心，对各项制度

进行全面梳理，将“仁”的道德标准有机融入教育教

学、师生日常管理、选人用人、师德师风建设、后勤服

务保障、评优评先等制度体系，充分挖掘和发挥

“仁”的育人内涵，教育引导师生厚植爱国、爱校、爱

家、爱人、爱己之情。

（三）以“精”为核心，突出行为引导，挖掘行为

导向价值

“精”是对医术的要求，也是对医道的要求。学

医不仅仅要练就精湛的医术，要“求真学问，练真本

领”，还要有精勤进取、勤学苦练的意志。“精”的教

风建设要从强化教书育人理想信念教育、完善科学

的教师评价机制等方面着手；“精”的学风建设要从

严格日常教育管理、激发学生的职业兴趣和就业危

机感、强化勤奋意识培育、优化各类课程考核评价、

完善评优评先激励机制、创新班主任和辅导员工作

等方面进行改善。着力引导学生树立惟精惟一、精

益求精的精神，博极医源、博采众长的情怀，业精于

勤、勤奋好学的意识和习惯。

（四）以“诚”为核心，突出知行合一，挖掘实践

育人价值

“诚”是“仁”的外在体现，“诚”最终要体现在

“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首先，中医药育人实践

可通过专业实习、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

多元载体，广泛开展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五禽

戏、六字诀等功法锻炼，中医药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健康保健及药膳美食活动，中医药文化艺术节，中医

药企业参观实习及调研活动；打造中医药文化特色

学生社团，开展中医药技能竞赛等系列活动，增强学

生对中医药文化的体验、理解和认同。

通过中医药文化价值挖掘，努力在中医药文化

育人过程中积极凝练中医药文化的教学案例如张仲

景励志从医的故事课程思政案例。张仲景出生时，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背景下，张仲景

立志从医，帮助百姓摆脱疾病与伤痛的困扰。可以

说，是时代成就了张仲景的人生理想，使他将自身所

学与社会现实需求联系起来。在坚定崇高信念方

面，张仲景更是典范，他在遭遇仇家报复，历经丧妻、

丧子之痛，遭受他人非议时，仍在坚持治疗一例例疑

难杂症，为后世留下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综上，中医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同根同源，一

脉相承，中医药学融汇了多门学科的内容，既包含人

体学、生物学，又涉及天文、气象、哲学等内容，还涵

盖了心理学、易学、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从美德

方面来看，中医药文化讲究仁爱思想，在价值取向上

突出家国意识，注重致中尚和，在人格上追求大医精

诚，在行为心理上讲究智圆行方、胆大心细；从中医

药思维来看，传统中医的“四诊法”———望、闻、问、

切，充分体现出医患之间的互动性、患者病情的系统

性。

总之，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中

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有助于高职药学生了解和

传承中医药文化，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与自

豪感。

第二，有利于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中医药注重

以人为本、防病于未然的理念，强调平衡、和谐和自

然的生活方式。通过中医药文化的育人实践，引导

人们注重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质。

第三，有利于培养道德伦理和职业素养。通过

中医药文化育人，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伦理观念，提

高职业素养，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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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学人才。

第四，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继承与发扬。中医药

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

和热爱，提升医药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中

医药文化传承和发扬做出贡献。

四、“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机制

研究

一棵小草“拯救”世界、一根银针“链接”中西、

一抹药香“穿越”古今。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培养

高职药学专业学生中医药文化自信任重道远。我们

提出构建“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新机制，探索中医药

文化育人模式。

“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机制是

指形成１个中医药文化研究共同体；构建２个育人
工程（双品育人、双创技能为中医药文化育人主体

框架的左右两翼）；开展中医药文化全员、全程、全

面三全育人新模式。

（一）形成１个“中医药文化研究共同体”，加强
中医药文化育人的顶层设计

构建使命共同体，增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引领

力（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应当协同发力。专任

教师应当在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教育引导学

生树立献身中医药学的理想，鼓励他们立大志、守

精诚、成仁医，使学生自觉把推进中医药传承的时代

使命承担起来、合理地规划人生）；构建师生共同

体，增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聚合力（医学专业课教

师要改变以往“重教学、轻育人”的做法，立足课程

特点，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培养他们的人文精

神、爱国情怀）；构建课堂共同体，增强中医药文化

育人的承载力（多渠道讲好中医药故事，培养学生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５］。

（二）形成２个育人工程即双品育人、双创技能
为中医药文化育人主体框架的左右两翼

在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如何

融合课程思政理念，开展“立诚信人品、做放心药

品”的双品育人工程。

１．双品育人工程
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双品育人”工程旨在

解决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平衡的症结，实现

德育育人一体化，使“双品育人”策略更好地满足学

生成长成才的诉求，填补国家和社会对高质量人才

的需求缺口。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双品育人”

工程以“药德”育人为核心，将“药德”文化与双品育

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思政育人与专业

培养相结合，将专业知识与工作岗位相结合，发挥第

一课堂主渠道作用，重视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的机

会。强调将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技术课程相结合，

设置国学经典、医药传统等公共基础课程，与药品生

产技术专业课程相呼应，与知名药企绿叶制药有限

公司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学校与企业双元培养的产

业学院人才培养新模式。

推进药品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首先要树立“立德

树人”育人目标，培养能够胜任高技能岗位的有责

任有担当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是实现医药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的人力保障。目

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象非常严重［２］，药

品生产技术专业课程理论知识枯燥乏味，开放性、思

政性内容设计不足，开展该专业课程思政研究非常

必要和紧迫。

针对高职药品专业，凝练中医药文化课程思政

素材，融入中华医药优秀案例，强调理想信念、职业

素养和思想道德教育，以“溶盐于汤”的方式推进中

医药文化育人课程思政建设。通过创建药品专业双

品课堂，发掘药物研发史的中国智慧和中医文化典

型案例，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手段，引发学生学

习的内生驱动力。以双品课堂思政建设为抓手，打

造双品育人品牌工程，发挥课堂共同体的育人潜力。

２．双创技能工程
中医药知识枯燥乏味，理论知识的讲解比例过

高，创新性、开放性的工程实践应用占比较少，教学

效果不理想。为此，提出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和岗位胜任力双创技能工程，依托高职创新大赛和

技能大赛两大赛项平台，按照职业岗位和工作过程

模块化设计理念，构建药学专业双创技能培养工程。

重构药品专业实践课程培养目标体系，明确以

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

业能力等为核心两力（学生具备核心两力），开发实

践教学模块和教学资源，加强实践教师队伍建设，深

化现代职业教育教法研究。

具体实施路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可通过开设

与中医药相关的实践课程，如中药制剂、中医临床技

能等，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组织学生参与中医药

科研项目或实践项目，让他们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所

学知识，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建

立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提供实践场地和设备，让学生

进行实验和实践操作，培养他们的实践技能和创新

思维。组织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鼓励学生提出创

新创业项目，并提供相关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实现

创新创业的梦想。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器或实践基

地，为有创新创业意向的学生提供资源和支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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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实现创新业项目的落地和发展。

（三）构建中医药文化三全育人模式，打造全

员、全程、全面三全育人目标体系

中医药文化全员、全程、全面三全育人新模式是

一种综合性的育人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

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这一模式强

调中医药文化在教育过程中的全员参与、全程贯穿

和全面涵盖。全员参与意味着不仅教师和学生，还

包括学校管理者、行业专家、社会资源等各方面的参

与［６］，全员共同努力，为学生提供全程指导与支持，

以期学生的全面发展。全程贯穿意味着中医药文化

教育应贯穿于整个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从课堂教学到实践实训，从学科知识到文化传

承，中医药文化都应该贯穿其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不断感受和体验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全面涵盖意

味着中医药文化育人要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

养。

为了实施这一育人模式，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设

计多样化的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包括理论教学、实

践操作和实地考察等，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兴

趣。建立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评价体系，通过综合评

价学生的知识掌握、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加

强学校与行业、社会资源的合作，提供实践实习机会

和创新创业平台，让学生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

应用所学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和技能。培养师资队伍

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提高教师对中医药文

化育人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够有效地引导和指导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总之，中医药文化“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是借

助“双品育人工程”将中医药文化价值内化于心，

通过双创技能工程将中医药文化技能创新外化于

行，二者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核心竞争力。通过全员、全程、全面的中医药文化

育人实践，有利于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精髓

和妙用。

五、“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模式下中医药文化育

人策略

２０２２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十四五”中医药发
展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和

传播。“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模式下中医药文化育

人策略研究，是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关于育人实践路

径的研究。具体实施策略可选取以下几种：

（一）组建中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

通过网络形式，组建中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

（中医药文化资源库），让中医药文化触手可及，深

入挖掘中医药文化数字资源和育人价值。

（二）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需融入中医药文化育人理念，突出专

业实践，加强分类培养。比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中

医药机构、实习医院，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医药的实践

应用，了解中医药的疗效和特点，可开展中医药文化

体验活动，让学生亲自体验中医药的养生方法和技

巧。

（三）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开设中医药创新创业课程、组织创新创业

比赛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激发

中医药文化育人潜力。

（四）课程设置

将中医药文化纳入课程设置（微观层面），开设

中医药文化课程。通过系统的教学，让学生了解中

医药的基本理论、核心价值观和实践经验，培养对中

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兴趣。

（五）师资培养

加强中医药文化专业教师的培养力度和广度

（中观层面），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为

中医药文化育人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六）社会参与

可以与中医药机构、社区组织、文化机构等建立

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中医药文化育人活动。通过社

会参与，可以丰富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内容和形式

（宏观层面），提高中医药文化育人的社会影响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通过形成１个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一
体），２个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两翼），课程
设置、师资培养和社会参与（三层面）等多种策略

的综合运用，鼓励全员参与到中医药文化育人的

实践中，鼓励家长、学校和社会三方参与中医药文

化育人的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

医药文化传承人，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

展保驾护航。

六、“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

成效评价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广

义上说，中医药文化是指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

中医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从狭义上说，是

指中医药行业独有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天人

合一、和而不同”为其核心基础，“崇尚和谐、追求平

衡”为其思维方式，“以人为本、大医精诚”为其道德

准则，这些均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因此

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突出。

·７２１·



我院通过积极开展“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

药文化育人模式改革和实践，育人成效显著提升。

（一）“双师型”师资队伍不断扩大

通过中医药文化育人“双师”团队的培养，已经

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专兼结合的“双师型”中医药

文化育人教师队伍，提升了师资队伍的课程思政和

专业实践能力。近 ５年，教学团队成员立项省部级
课题近１０项，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同时，教师带领学
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获省部

级奖项１０项。
（二）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升

通过中医药课程研究共同体的构建，形成完善

的中医药文化育人教学资源体系。“一体两翼三全

育人”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大幅提升了人才培养质

量。近３年，烟台职业学院药学专业学生获省级以
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１０余项，成功授权专利５
项；学生社会服务能力强，多次作为志愿者参与三下

乡活动，学生就业率达９９％以上。
七、结论

通过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育人价值，探索

“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新机制，即借

助“双品育人工程”将中医药文化价值内化于心；通

过双创技能工程将中医药文化技能创新外化于行。

二者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旨在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

力；通过全员、全程、全面的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旨

在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实质。构建“一体

两翼三全育人”人才培养体系，即通过形成１个医
药文化研究联合体（一体），２个实践教学和创新创
业教育（两翼），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社会参与（三

层面）等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鼓励全员参与到中

医药文化育人的实践中，鼓励家长、学校和社会三方

参与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人，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

传承和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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